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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们处在一个战略流行和时髦的时代。之所以说“流行和时髦”，是因为战略似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重视有些表面化、形式化。人们为了强调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往往将其提升到战略的高度，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装到战略的箩筐里，而在行动上却又常常背道而驰；很多企业投入人力、物力，急不可待地寻求战略，却又常常将苦心制定的战略束之高阁。商业环境巨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导致对战略的崇拜，因为与市场需求或未来环境相契合的商业模式和概念构想，造就了许许多多一夜暴富的神话；另一方面也导致对战略的不屑，由于计划没有变化快，苦心制定的战略转瞬间成为昨日黄花。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内在的社会根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长期被压抑的欲念和冲动被释放出来，转化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量。从社会运行角度看，政府控制在减弱，市场机制在延伸，但在政府控制和市场机制此消彼长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存在大量灰色的不确定的地带。不知道谁会感到幸运，谁会感到遗憾，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家，能够有机会同时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世界：红色的计划、绿色的市场，以及计划和市场交织的灰色地带。面对这些不同颜色的世界、不同颜色的规则，不同的企业家，由于其观念、意识，以及资源能力的不同，选择了多种多样的生存和竞争方式：有的依赖对市场的把握，有的依赖政府关系；有的偏安于一隅，有的则谋求跨国经营；有的关切眼前，得过且过，有的谋求长远，运筹帷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正处在自然竞争与战略竞争并存，或者从自然竞争向战略竞争转换的时代。

布鲁斯·亨德森（Bruce Henderson，1999）认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可以分为自然竞争和战略竞争两种基本类型。所谓自然竞争是一个渐进的、随机互动的过程和自发的适应性行为。行为者主要依靠本能或直觉做出反应，多数行为基于对局部环境的模糊感知或对成功者行为的追随与模仿；有时候极端保守，从累积型的尝试和试错中吸取教训；有时候极端冒险，希望从上天的垂青中获得一本万利。这种学习不需要什么远见，只需要顺其自然或者尊重本能。自然竞争奉行“优胜劣汰”的规则，但这种“优”是极其感性和个人化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是不连续的，也是难以继承和传递的，只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才能看到这种“优”传递的轨迹。一般的组织难以依靠这种“优”保持其发展的持续性。

而战略竞争则服务于审慎选择的明确目标。战略竞争将竞争活动理解为一个完整的动态系统，而这个系统是由目标、战略、环境、资源等构成的。战略竞争者能从系统角度预测某一参与人的行为或某一特定干扰给竞争系统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造就稳定的动态均衡的新模式。

战略竞争建立在对客户价值深切理解的基础之上，重在创造差别，而非简单追随或模仿；战略竞争事关全局和整体，需精心策划、深思熟虑；实施过程需要系统设计、缜密推演，资源投入集中而且连续，常在短期内导致巨变；战略竞争是革命性的过程与全方位的行动，要求公司整体的专注、协调与投入。任何竞争者，倘若未能就对手的战略竞争做出及时反应，部署并投入自身的资源与之抗衡，则双方的竞争格局就会扭转，竞争均衡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亨德森（1999）认为，我们应当尊重自然竞争。因为自然竞争造就了现实世界千姿百态、无穷无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应该理解自然竞争，自然竞争系统及其交互模式，是一切战略赖以立足的基础，战略竞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完善。若外界干扰这个系统的反馈链，会影响自然竞争中的各类关系。要对这种影响做出预测，我们就必须了解自然竞争，并超越自然竞争。自然竞争是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这个过程耗费了数百万年的时间，经历了无穷无尽的变化和适应活动。

更重要的是，现实世界的竞争并不是均衡的。跨国公司正在利用战略竞争的艺术和方法，逐步地、稳健地侵吞中国的高附加值市场。而中国多数企业还处于自然竞争或者由自然竞争向战略竞争转变的阶段。许多中国企业运用“游击战”的手段和办法迎接跨国公司的挑战，还有些企业利用各种不规范的手段获得商业利益。在企业规模、实力有限而且环境不规范的情况下，“游击战”可能是实现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但是，当企业的规模已经达到正规军团的水平，外部环境也日益规范时，继续采用“游击战”战略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种风险不但来自于可能无法应对竞争对手的抗衡，更可能来自于企业内部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分崩离析和众叛亲离。

中国企业必须加速从自然竞争向战略竞争转化的进程，因为这些掌控强大的优势资源，极具野心而又极富侵略性的跨国公司早已运用战略竞争的策略和方法，在开放的全球经济中不断扩张。中国的企业必须至少具备同样的战略卓见、资源投放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才能得以生存。

对战略从不了解到流行，需要的是善于接受新概念的开放心态；从流行到能够利用其创造竞争优势，则需要对战略制定、实施的方法和战略思维方式的透彻理解。希望本书能够为加速中国企业从自然竞争向战略竞争的转换过程尽绵薄之力。

本书是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多年EMBA、MBA《战略管理》课程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吸纳国内外优秀学者的研究成果，融合自己对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实践的认知而完成的。我一直坚持这个理念：战略的选择和实施是平衡的艺术。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书，除了能够掌握制定企业战略的基本过程、基本方法和分析工具以外，还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平衡：




第一，在理性分析和商业直觉之间达成平衡




长期在商学院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发现一个让自己感到格外沮丧的现象。案例分析本是商学院的一种重要教学方法，但许多学生在进行案例分析时，常常是在阅读案例时凭直觉对最终结论形成主观判断，然后再用所学的管理理论、工具和方法，表达自己的直觉或主观判断。这样，管理理论、工具和方法，仅起着“形式化”的作用——有助于学生用更为清晰的逻辑和有说服力的工具表达自己的直觉，而不是利用这些理论工具和方法分析问题的根源，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战略思维能力。而商学院的教授或者对此习以为常，或者爱莫能助。

商业直觉对企业家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企业家的决策，主要就是依靠直觉做出来的。在外部环境提供的机会足够多、成长空间足够大的时代，凭直觉决策的成功概率确实是比较高的。但在市场竞争极其激烈的今天，仅仅依靠商业直觉做出重大决策，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理性的分析对管理者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掌握理性分析的方法，提高思维的清晰性、完整性和动态性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除非你坐在关键决策者的位置上，否则，即使你有很好的直觉能够帮助你做出决策，但因为直觉难以系统表达，所以，你依然不能够凭直觉说服别人，因此，你的直觉依然难以对决策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在英国访问研究期间，曾经听过钢琴艺术家傅聪和青年学生的一个交流。一个艺术专业的大学生问傅聪两个问题：“您在每次演出的时候选择一个作品的标准是什么？”“一个优秀的钢琴艺术家和一个在演技方面极其纯熟的人之间有什么差别？”

傅聪将这两个问题合并在一起回答：“一个作品，首先必须引起我非常强烈、非常强烈的感觉，否则，我绝不会去演奏它。但是，仅仅引起我非常强烈的感觉还不够，我一定要做非常全面的理性的分析，分析作品的结构、特点，等等。全面的、理性的分析以后，我会产生一种全新的、与众不同的
 感觉。我在舞台上与听众分享的，就是这种全新的与众不同的感觉
 ，而不仅仅是演奏这个作品。这就是一个一流的艺术家和一个在演技方面非常纯熟的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别。”

傅聪先生在直觉和理性之间达成平衡的方式值得借鉴：（商业）机会的感知，主要依靠直觉；（商业）机会的评价与选择，主要依赖于理性分析。本书提供的结构化的决策分析工具，将有助于读者提升商业感觉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同时也能够增强理性分析的能力。




第二，在前瞻性和实用性之间达成平衡




我将读者阅读本书的行为理解为一种投资行为，其目的是通过学习获得解决战略管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的方法，或者为其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创造竞争优势。基于这种考虑，本书力求在前瞻性和实用性之间达成平衡：
 根据实用性原则，按照商业实践第一线的企业管理人员的实际需要，筛选国内外最具应用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本书除了介绍一些战略管理教科书普遍介绍的宏观环境分析、产业分析、竞争对手分析、战略组合的基本工具以外，贯穿本书的始终是一种“结构化决策分析方法”，这种决策分析方法主要以下述学术研究和方法论研究为基础：（1）决策树法（decision trees）；（2）影响因子图形法（influence diagrams）；（3）价值网络法（valuation networks）；（4）序贯决策图形法（sequential decision diagrams）；（5）行为金融学（behavior finance）中与投资决策有关的部分等。另外，也参考了麦肯锡、波士顿等咨询公司在商业实践中使用的分析方法。

我本人出身理工科背景。理工科背景出身的人，多数具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追求变量之间的精确关系
 ，这种思维方式也影响着这本书的内容。在本书中，我将通过案例分析，详细地向读者展示，如何识别影响一个目标实现（或者一个问题发展演化）的基本变量，以及基本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基本变量中如何识别关键变量和非关键变量；将注意力集中于关键变量以后，再如何从关键变量中识别出可控变量、半可控变量、不可控变量。

什么是真正的商业风险？决定一个目标实现的不可控变量越多，意味着风险越高。但我们又无法通过控制这些变量来控制风险，我们能怎么办？答案是我们只能规避。我们将通过案例展示如何根据可控变量确定行动方案，如何根据不可控变量和半可控变量设计规避风险、降低风险的方法。

本书特别重视培养决策者在有限信息条件下的决策能力。我们在管理实践中发现，多数决策者在多数情况下拥有做出正确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但缺少将这些信息系统化、结构化的方法。本书将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向读者展示如何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进行归纳和演绎，构建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联系和分析架构，并进行合理的推断，提出合理的假设，以及如何收集进一步的信息，对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

战略形成的过程，绝不仅仅是战略分析工具应用的技术过程，更是一个神秘直觉和理性思维相互交融的思想过程。将这个不可观察的思想过程结构化、可控化，提高管理者思维的清晰性、完整性和动态性，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目标。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方法，帮助读者提高战略思维的能力，既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又能迎接未来的挑战。




第三，实现基本知识与次级知识的平衡




Edward Russo在《决策陷阱》一书中，将人的知识分为基本知识（primary knowledge）和次级知识（secondary knowledge）两种类型（Edward Russo，1989）。所谓基本知识，是我们知道的基本事实及我们确信不疑的理论、原理或方法。而次级知识则是我们对自己拥有的基本知识的价值、适应的环境、条件等的感知。即我们对我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以及对我们所知道的知识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不知道的知识对问题解决会导致何种缺陷等的深刻理解。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读者可以体会，这里面的“知”的含义，其实是不同的。第一个“知”，大致属于基本知识的范畴，而最后一个“知”，则是次级知识的范畴了。

我国恢复管理教育以来，从整体上看社会对商学院毕业生的评价，并不像商业院教授或者毕业生自己感觉的那样好。复旦大学项保华教授将社会对商学院毕业生的否定性评价概括为：“知行不一、知行背离；夸夸其谈，坐而论道者众，脚踏实地者寡。”
 

(1)

 另外，商学院毕业生发现，他们与企业原有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存在明显的困难：企业原有管理人员认为MBA不切实际，华而不实，徒有其名；MBA毕业生认为原管理人员头脑愚昧，顽固不化。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MBA毕业生与原管理人员知识结构方面的差异。商学院毕业生拥有较多的基本知识，而那些未受过训练的管理人员拥有较多的次级知识。双方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的竞争性以及其他因素所导致的情感对立，使商学院的毕业生以基本知识否定次级知识，原有管理人员以次级知识否定基本知识。比如，当面对企业的一个具体管理问题时，缺乏基本知识的原有管理人员未必能够快速提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当商学院毕业生依据基本知识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以后，原有的管理人员凭借其丰富的次级知识，马上能够做出判断：如果按照你的思路去操作，会遇到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所以，不具有可行性。

基本知识使人富于创见、自信、主见；而次级知识则使人审慎、理性、自知。仅有基本知识但缺乏次级知识，容易自大狂傲、过分自信；仅有次级知识但缺乏基本知识，则可能缩手缩脚，患得患失。本书力求能够平衡两种知识的学习，使读者既能够补充必要的基本知识，又能够直接体验到，管理理论和工具的价值是其应用环境、应用对象、应用方式的函数。所以，充实次级知识，无论对于管理者职业生涯的发展，还是对商学院学者的学术研究，都是同样重要的。




第四，在具体与抽象之间寻求平衡




如何处理抽象和具体的关系，也是我在写作本书时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抽象是省略数据、信息或者某些变量的过程；而理论的应用必须结合具体情境。

抽象程度低的知识，具体感性，栩栩如生，丰满而且富有活力，但其应用的范围难以超越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如果不恰当地推广，就会盲人摸象，以偏概全。高度抽象的知识也许因为抽象而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但却也因为抽象而失去了血肉和生机，因为抽象而苍白无力、了无生气，根本无法激发读者的激情和梦想。同时，高度抽象的知识也可能由于“普遍”适用而变得毫无作用，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在现实社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如果战略管理知识的生产和创造源于抽象（抽象的学术文献），最终将归于抽象；抽象的知识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但很难告诉我们“如何做”。如果管理知识的发现源于具体（的商业实践），终于具体，未能上升到抽象层次，也许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做”，但因其普遍性未获证实，适应的具体环境和条件（权变因素）未经识别，可能在“如何做”的运用中出现偏差。

如果知识的生产过程源于具体，研究者在陈述具体商业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提炼、抽象，虽然抽象，但最终仍可回归到具体。

这里涉及一个最基本但很关键的问题：谁是战略管理知识的真正创造者？企业家与学者在战略管理知识的创造过程中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是第一线的企业家创造了战略管理的知识，而学者是战略管理知识的发现者？还是学者创造了战略管理的知识，而企业家只是战略管理知识的应用者？或是他们共同创造了战略管理知识？

对这个问题答案的判断或选择决定了学者偏好的研究方法。如果学者认为自己是战略管理知识的创造者，那么，坐在办公室里进行研究就够了。如果学者认为自己只是管理知识的发现者，而第一线的企业家、政治家、管理者才是战略管理知识的创造者，那么学者坐在书斋里进行研究，就和臆想与杜撰差不多了。

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并非给出答案，而是想引发争论和思考，激发学术界去检验那些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背后的假设是否可靠。我知道天文学家一般不敢声称他创造了天文学知识，生物学家也不会轻易说他创造了生命科学的知识，他们只是某些知识的发现者，而非创造者。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未来还将持续下去。本书采取一个折中的路线，力求在内容的具体和抽象之间寻求平衡：从具体中进行抽象，将抽象的内容运用到具体。




第五，本书的结构与主线，旨在寻求目标、战略、行动之间的一致性




本书将战略定义为企业在特定的环境中所确定的核心目标与达成这些目标的关键路径的独特组合。许多战略的失败，不是战略本身的错误，而是没有连续的、一致的行动来支撑，是战略与行动的脱节。所以，本书一方面避免单纯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另一方面避免远离中国现实世界的抽象，以发现在目标指导之下的连续的、一致的、集中的行动作为本书的逻辑重点。本书的基本结构如下：

第1章首先通过一个人人皆可感知的范例，介绍战略与战略思维的概念，战略管理的过程和目的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并讨论战略决策者应该具有的素质，为后续的内容奠定基础。

第2章是本书的方法论部分，以一个战略思维模型为起点，重点讨论如何选择分析的起点、界定分析的广度边界和深度边界；怎样识别基本变量、关键变量和可控变量；什么是思维的清晰性、完整性、动态性；怎样使经理人员对问题的感知与反应从事件感知——反应性行动，提升到模式感知——适应性行动，进而提升到系统结构感知——创造性行动，等等。为了避免读者被这些严肃而又抽象的内容吓跑，我们在第2章后面给出一个范例，向读者直观地展示这些抽象概念的具体应用方式。同时，我们在以后各章中，也将反复不断地强化这种分析方法。

雄心或者愿景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所以，第3章讨论制定企业的愿景、使命、战略目标的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并提供使命陈述的基本框架。我们也给出部分企业的实际愿景和使命陈述，并对其进行评价。

第4章通过介绍企业外部环境分析的基本模型，使管理者了解其所处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环境因素影响企业的机制和途径，以及这种影响给企业带来的机遇与威胁。本章也将介绍一些常用的实用分析模型，如使用五要素竞争强度模型为战略业务单位识别竞争来源；使用竞争对手分析模型，推断竞争对手的主动行动及其对己方战略的可能反应等。另外，也介绍一些我们提出的新的研究模型，包括如何判断产业价格水平对产能变化的敏感性、业务吸引力、产业成长空间的方法等。

大多数商业活动，要支付的成本是事前的、固定的，而要获得的预期收益却是滞后的，并充满了不确定性。企业一方面要评估自己拥有的资源总量能否足以支撑到获得预期收益的时候，另一方面要评估自己拥有的资源、能力的结构是否足以保证战略的实现。第5章将向读者提供评估资源、能力价值的基本方法，并讨论公司在资源能力开发中，如何才能在持续性和适应性、专注性和灵活性之间达成平衡的方法。

第6章首先介绍可供选择的基本战略及其适应的条件，然后对波特的一般性战略和并购战略进行重点讨论，最后将环境分析与资源能力分析结合起来，给出公司层战略的常见分析工具：BCG矩阵、麦肯锡—通用电气矩阵、SWOT矩阵等等。

中国多数企业管理人员的多数时间是在会议室里度过的，而会议室的效率常常是企业效率最低的地方。第7章讨论如何组织和控制战略决策的过程，才能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效率。本章将分别讨论结构化问题和非结构化问题的解决方法，并探讨实现组织运行的灵活性和可控性之间平衡的方法。

战略实施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当战略决定以后，组织的运行体系如何与之配合、协调，所以，第8章讨论影响组织运行的关键因素：权力分配、业绩评估与激励政策的平衡、控制与信任的平衡的途径和方法。

第9章重点讨论战略变革。主要内容包括变革领导者如何在评估自己的动机、品质、可依托的资源、变革环境的基础上，确定变革的方向、目标与内容；如何控制变革的过程等。

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资源的稀缺性，造成了战略决策的复杂性和战略思维的艰巨性。所以，在写作本书时，我一直心怀谦卑和勇气。谦卑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站在一项伟大的事业面前：
 

(2)

 在中国企业从自然竞争向战略竞争转型的时代，向管理实践第一线的管理者提供战略思考的路径和思想，深感自己能力的不足，所以尽力谨慎以避免居高临下的指手画脚；而我的勇气则来自于责任感和对创新的态度，来自于对中国企业战略实践的研究和对国内外学术成果的融合。希望这本书，能够为中国企业管理人员的战略思维能力的提升、为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尽到绵薄之力。

自然科学的发现过程，由于其认知对象——自然界或生命体本身的进化或演进是一个漫长、缓慢的过程，因而自然科学知识的生命力更持久。管理知识的创造是一个永恒的、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所以，管理知识的发现，也就是一个永恒的、不断演进、不断扬弃的过程。学者们津津乐道、引以为自豪的经典，只是人类认识长河中的一滴浪花而已。管理中的某些知识成为普遍扩散、广为人知的通用知识的时候，可能意味着其租金已经被榨取殆尽，剩余价值已经基本丧失。本书所提供的方法和思想，能够为现阶段的中国企业战略实践提供一点点启发帮助，作者就感到莫大的欣慰了。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的内容是长期研究和学习积累的结果。有些思想或内容可能来自于我早期不同阶段阅读的文献，但由于当时未能准确记录文献的作者、题目和出处等信息，尽管我在写作本书时曾经千方百计地回顾和复查，但还是可能有少量内容未能准确注明出处。如果读者发现这一点，希望能够为我指出来，同时也在这里先行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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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英国犹太教首席拉比Jonathan Sacks“虚伪的谦虚是在假装渺小，真正的谦逊是意识到自己站在一项伟大的事业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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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战略管理






美丽的目标可以依靠漂亮的想象产生，但却不能靠漂亮的想象实现，必须有连续的、一致的、集中的行动来支撑。如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即使你站在正确的道路上，也会被蜂拥而来的对手撞得七零八落。





在严密而又深刻制度化的大型组织中的决策者，一定比其他人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他行动于一个目的与手段、权力与责任相互关联的罗网之中。严格苛刻的制度压力、难以驾驭的外部环境、资源数量及运用方面的约束和限制，不允许存在乌托邦式的幻想。





决策者不能仅仅凭借一个富有煽动性和想象力的口号，就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必须能够洞察未来，清楚地描绘出达成目标的关键路径，开发和运筹需要的资源、能力，并能规避或降低可能遇到的风险；另一方面，他还必须学会避开使他的理想和角色降低的种种压力，避免成为某些既得利益者狭隘的短期利益的代言人，避免陷入被现行的制度要求所束缚而无所作为的平庸状态之中。





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战略能够做到真正的洞察秋毫、全面周详、准确无误，但真正成功的战略也很少是异想天开或者灵机一动的结果。理想的战略，其总体框架和关键路径应该是深思熟虑、周详可靠的，而行动细节和步调节奏则允许出现变通和调整。





成功的战略一定包含某些精致的细节，但决策者在进行战略思考的时候，必须首先构建整体轮廓或基本结构，然后再深入细节。如果决策者首先陷入某个特定的细节之中而无暇顾及整体，他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技术人员，好的工匠，但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战略决策者。


战略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说，既重要又神秘。战略不仅让决策者本身沉迷其中，也让商业社会中的多数人回味感叹。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典型场景是：战略的成功者志得意满、矜持夸耀、自视甚高；战略的失败者后悔遗憾、痛苦消沉、迷茫困惑。而各种各样的商业报刊、商学院的师生则从旁观者的角度铭刻展示、揣摩、讨论决策者战略的睿智、平庸或者愚蠢。但是，人们一直将战略思维的过程视为一个黑箱，对战略形成过程中的细节，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对战略决策者感受到战略机会时的兴奋，进行战略选择时的痛苦，未能有深切的体验。

本章首先介绍战略与战略思维的概念、战略管理的过程和目的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并讨论战略决策者应该具有的素质，为后续的内容奠定基础。




第1节






战略与战略思维



学者多数喜欢标新立异，追求语不惊人誓不休，所以，战略概念的数量几乎和研究战略的学者数量一样多。对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战略文献进行梳理，对不同的战略概念进行比较、评价，从中筛选出合适的概念并呈现给读者，是我的责任。但在当前这个躁动的时代，阅读这些枯燥的内容对读者的耐心可能是一个考验。因此，我们在这里将这个烦琐的讨论压缩在图1-1中。【更多新书朋友圈免费首发，微信jrgh3w】

尽管战略概念的数量极多，但仔细分析其概念的本质，主要差别在于对什么内容应该装在战略这个篮子里的认识不同。通过梳理过去的文献发现，人们通常在四个层次上使用战略的概念，参见图1-1。






图1-1　战略概念：内涵与边界的差异




· 最优路径、原则或指导思想
 ：将战略定义为从若干可能的达到目标的路径中筛选出来的最优路径，这是最为狭窄的战略定义。比如，你的目标是从天津到达上海，最基本的路径包括：水路、陆路、空中，其中陆路包括铁路和公路；另外，不同的路径还可以进行组合。其中的最优路径或路径组合，就是战略。


· 目标与最优路径的独特组合
 ：将战略定义为组织在特定的环境中所确定的长远目标与达成这些目标的关键路径的独特组合。这个定义与上面的定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将目标的制定和选择视为战略的一部分。


· 目标、最优路径以及行动的组合
 ：战略是组织在特定的环境中所确定的长远目标、达成这些目标的最优路径，以及对应于最优路径的连续的、一致的、行动的独特组合。商业史学家小钱德勒在其鸿篇巨制《战略与结构》中提出的战略概念，与此一致：“战略可以定义为确立企业的根本长期目标并为实现目标而采取必需的行动序列和资源配置。


· 目标、最优路径、行动、经济逻辑、差别化的组合
 ：将战略定义为企业在特定的环境中所确定的核心目标、达到目标的关键路径、行动、企业盈利的经济逻辑、与竞争对手不同的差别化特征五个要素的协同组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SMEAL管理学院的Donald Hambrick和奥斯汀德州大学麦克布斯商学院的James Fredrickson（2008）采用的是这个概念。在这五个要素中，迈克尔·波特特别强调其中的一个部分——差别化（Porter，1996）。

上述战略定义中涉及的基本概念的含义，可以做如下解释：

目标：企业在何种业务领域、何种细分市场、何种地域中进行竞争？要在这个地域的细分市场中达到何种地位？达到这种地位需要具备何种核心能力或资源？

路径、原则或指导思想：通过何种路径达到目标，或者实现目标的最基本的选择是什么？比如，是通过内部扩张还是并购实现增长？这有些类似于亨利·明茨伯格的计划和谋略：战略是某种有意识的行动过程，是处理某一形势的指导方针（Mintzberg，H. ，1994）。

行动：与路径相一致的达到目标应该采取的措施和行动，以及行动的优先序和步调节奏等。

差别化：公司通过何种方式或方式的组合，如形象塑造、定制化、定价、产品风格、售后服务等，能够做到与众不同？

经济逻辑：即利润从何而来的清晰思路，它是利润创造的支点。有些经济逻辑的关键是通过向客户提供竞争者难以模仿的产品或服务来获取溢价，有些则表现为在成本方面的优势。

对这四种不同的定义方式进行比较和评价，选择出一个人们广为接受的战略定义，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们后面将谈到，学术界和企业界普遍认同，战略管理的过程是制定战略、实施战略、评价战略的系统过程。将战略定义为实现目标的最优路径，使目标置于战略之外，意味着将目标的确定独立于战略管理的过程，似乎目标是外生的、给定的，或者早已存在于一个横空出世的天才的头脑中了，这种认识是非常危险的。将战略与行动分开，则是像麦肯锡这样的咨询机构，以及某些企业领导者非常欢迎的概念，因为这种定义方式给他们一个推脱责任的机会：伟大的战略由于糟糕的错误的实施而蒙羞。

实现目标的最优路径、原则或指导思想，确实是战略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部分；而经济逻辑、差别化，则是公司目标、最优路径、行动组合的结果或体现。所以，本书将在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上使用战略的概念。狭义的战略概念，是实现目标的最优路径、原则或指导思想；广义的战略概念是组织在特定的环境中所确定的长远目标、实现目标的最优路径，以及对应于最优路径的连续一致的行动的独特组合。

图1-2描述了目标、战略、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战略是为企业长远的全局性目标服务的；战略确定的依据，是企业所处的环境和拥有的资源／能力；而战略的重点在于目标指导下行动的一致性、集中性和连续性。美丽的目标可以依靠漂亮的想象产生，却不能靠漂亮的想象实现，必须有连续的、一致的、集中的行动来支撑。如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即使你站在正确的道路上，也会被蜂拥而来的对手撞得七零八落。






图1-2　目标、战略、环境、资源的关系



什么样的行动是在目标指导之下连续的、一致的、集中的行动？我们讨论一种简单的具体的情形：





假设你是一家快餐店的经理，你的老板给你确定了一个目标：从今年1月1日到6月30日之间，在利润维持去年同期水平不变的基础上，将销售额相对去年同期提高18％。请你提出实现目标的计划或方案。






面对这样一项任务，经理人员通常提出的解决方案大致可以概括在图1-3中。他们列出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案或措施之后，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感觉，从中选择一个或若干措施加以实施。根据实施效果，在行动中调整。






图1-3　快餐店实现收入增长的目标和可能的行动



上述从目标到行动的路径，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管理者思考问题的常见方式。但这种方式并不能保证目标和行动之间的连续性、一致性和集中性。因为经理人员的行动选择是典型的“试错”法：根据经验选择和实施某些措施，见到成效就继续，未见到效果就尝试其他办法。在竞争较为激烈的环境中，任何增加销售收入的措施和办法，从采取行动到见到成效，常常需要一定的滞后期。管理者采用“试错”进而“矫正”的方法，在较大的绩效目标压力之下，极有可能导致某些措施在见到成效之前因为信心不足而被终止或更换，从而造成时间和资源上的浪费。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快餐店实现销售收入增长的最基本的路径或选择
 是什么？一种可能的思考方法是：销售收入等于价格与销量之积，所以，要提高销售收入，要么提高价格，要么扩大销量。但要注意，销量和价格之间存在反向的交互依赖关系：提高价格可能影响销量；扩大销量则可能需要以降价作为促进手段。所以，想要同时变动或提高这两个变量，就很难保证思维的清晰性。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快餐店销售收入增长最基本的来源是什么？显然是顾客：扩大销售收入，要么增加顾客人数，要么提高人均消费；而增加顾客人数，要么增加老顾客的来店频率，要么增加新顾客。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增加收入的三条最基本的路径或选择：提高人均消费、增加老顾客来店频率、增加新顾客，见图1-4。






图1-4　快餐店实现收入增长的目标、战略和行动



那么，在实现目标的三个可能的基本路径中，哪一个是最优的呢？如何判断和选择呢？这需要首先进行外部环境分析，即快餐业所谓的“商圈”分析：在这个“商圈”范围内，有多少社区，社区内有多少家庭，社区人口构成、年龄构成、收入构成如何；“商圈”内有多少企事业单位，其员工的收入、福利待遇如何，午饭和晚饭是如何解决的，等等。另外还要分析“商圈”内有多少竞争对手，它们的服务质量、产品结构、定价战略如何等。

假设“商圈”分析的结论是：在这个“商圈”中，有很多经济效益很好、员工收入很高的企事业单位，有几个高档的、居民收入很高的社区。原来这些人到快餐店消费一次，人均消费约12元钱，但对于这些收入水平的顾客而言，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很低，人均消费从12元提高到18元，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没有意识到多花了钱。而“商圈”中也没有一家能够提供优质产品、优质环境和服务的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实现销售收入增长的重点放到哪里呢？可能的最优路径是什么呢？显然，从环境角度看，是提高人均消费。

但提高人均消费是否是最优路径或者最佳战略，还要看公司的资源与能力是否能够支撑这一战略的实施。实施通过提高人均消费来实现收入增长的战略，需要什么资源或能力，取决于实施这一战略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如果选定的战略是提高人均消费，应该采取的行动或措施是相对容易确定的：增加新的花色品种、新产品的价格适当提高，同时，改善服务和就餐环境。采取这些措施，需要的资源是：合适的厨师、服务人员、店面环境的改进空间、采购内容的调整等。公司甚至需要培训服务人员，使他们向顾客推荐产品时，能够将公司新推出的高定价的产品，以不引起顾客反感的方式推介出来。如果公司资源可以支持上述措施，那么，提高人均消费就是最优战略。

将图1-3和图1-4的分析路径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图1-3的分析方法，目标和行动之间的联系是决策者的经验和感觉，很难保证决策者对行动有效性的信心；事实上很多决策者选择某一行动时本身就带着尝试的心态，因而无法保证目标和行动之间的一致性、连续性和集中性。

但在图1-4中，决策者首先确定实现目标的三个最基本同时也是最关键的路径，路径的确定奉行思维的清晰性、完整性的原则；然后根据环境和资源的评估，从这三条路径中选择并确定最优的路径，即实现目标的战略；在战略指导下选择行动，这时，目标、战略、行动的连续性、一致性、集中性就会显著提高。同时，目标、战略和行动组合，也能明确体现公司的经济逻辑（商业模式）和有别于竞争对手的特点（差别化）。这就是战略的概念，也是战略思维的基本过程，是本书将要反复强化的分析方法。

成功的战略一定包含某些精致的细节，但决策者在进行战略思考时，必须首先思考整体轮廓或基本结构，然后再深入细节。如果决策者首先陷入某个特定的细节之中而无暇顾及整体，他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技术人员、好的工匠，但很难成为一个好的战略决策者。

再次强调一下，战略思维的几个核心概念是：目标、环境、资源、战略、行动、经济逻辑、差别化。战略对企业很重要，而决策者制定正确战略的思维过程更重要。没有正确的战略思维，很难制定正确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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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管理的过程




战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是企业制定、实施和评价使之能够达到其目标的战略的决策过程与实施艺术。所以，战略管理过程
 （strategic management process）包括三个阶段：战略制定、战略实施、战略评价。


一、战略制定



战略制定
 （strategy formulation）过程包括：首先识别企业原来的愿景、使命、战略及其赖以建立的基本假设是什么。有些企业没有明确陈述的目标和战略，并不意味着企业没有战略。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一种战略。关键是识别这个战略选择的环境、资源能力的认识基础是什么。接着，通过外部环境分析识别可能的机会与威胁、评估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以发现优势与劣势，进而确定新的愿景、使命、目标、战略，找到在目标指导之下的、连续的、一致的、集中的行动，以及行动的优先序和进程安排。【更多新书朋友圈免费首发，微信jrgh3w】

公司层次、战略事业单位层次、职能部门层次思考战略的内容和范围是不同的。公司层战略制定过程所要决定的主要问题包括：企业原有的业务如何做？哪些业务要重点发展，哪些业务应维持现状，哪些业务应该放弃？要不要进入新的业务领域？进入何种业务领域？是选择直接投资还是通过兼并收购？是否进入国际市场？是否进行合并或者建立合资公司？如何防止被敌意接管？等等。而事业层次关注的是，当公司进入特定的业务领域以后，如何选择技术、营销、财务、人力资源战略，特别是将上述内容如何组合，能够创造竞争优势，超越竞争对手，实现公司层次的战略目标。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机会空间的限制，战略决策者必须做出判断：在可选择的战略中，哪一种能够使公司获得最大收益？战略决策一旦做出，将使公司的资源、能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特定的产品、市场，以及其他环境因素相联系。战略决定了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无论结果好坏，战略决策对企业都具有持久性的影响，它决定了企业各主要经营活动的成败。企业高级管理人要以最远大的目光展望战略制定与选择的后果，他们也有权配置实施战略所必须拥有的资源。

战略形成的过程，是系统的情报收集、理性的分析计算和缜密的推演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决策者既要对自己诚实，又需要有超凡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同时还能够促进沟通，弥合分歧，达成对愿景、目标和战略的一致认识。


二、战略实施



战略实施
 （strategy implementation）要求公司将三至五年的战略目标分解为年度目标、制定业绩评估方案和激励政策，科学配置资源，授权和激励员工采取行动，以便使既定的战略得以贯彻执行。战略实施活动包括：进行必要的战略变革、建立与战略相协调的组织结构、培育支持战略实施的企业文化、制订行动计划和预算安排、建立和使用信息系统以及选择合适的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

战略实施常常是战略管理过程中难度最大的阶段，它要求企业员工能够充分理解公司的愿景、使命和战略目标；遵守纪律、顾全大局，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献身精神，能够全方位地将已制定的战略付诸行动。战略实施的成功与否，一方面取决于执行性目标和行动计划制订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取决于管理者激励员工、协调组织运行的能力。

无论战略制定得多么美好，如未能被有效地实施，便不会有任何实际作用。最近这些年，中国企业开始重视战略的制定，为此花费很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但制定后却将其束之高阁，决策者依然按照过去的习惯决策，组织依然按照过去的惯性运行。目标是通过实施而不是通过计划实现的，技术上不够完善但得到有效实施的战略比起制定完美却停留在文字上的战略要更有意义。


三、战略评价



战略评价
 （strategy evaluation）是战略管理过程的最后阶段。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管理者首先需要不断地审视外部环境与内部状况的变化，评估这些变化对公司战略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便决定是否对战略进行必要的调整，以及进行多大范围和程度的调整；其次，管理者还需要定期度量战略实施的成效，并与最初确定的目标和计划进行比较，发现偏差，及时采取纠正措施。战略评价也是一个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过程。经过一段时间，战略决策者就应该对战略从制定到实施的过程进行系统评估，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以便为未来的战略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

在今天这种高度动态的环境中，战略评价是非常重要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能够绝对地肯定一件事情，要么他无所不知，要么他一无所知。”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没有人能够洞察一切，所以，谨慎地观察内外环境的变化，对战略实施的方法和措施进行修正是管理者的重要责任。企业的成功总是和新的挑战并存，自满的公司必然会失败。

在大型企业中，战略的制定、实施与评价活动发生在三个层次：公司层次、分公司或战略事业单位层次、职能部门层次。通过促进公司各层次管理者和员工间的相互交流与作用，战略管理有助于公司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绝大多数小企业和一些大企业不设立事业部或战略事业单位，它们只分为公司层次和职能部门层次。处于这两个层次的管理者和员工也应共同参与战略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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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管理的作用及应注意的问题



重视长远，通常不会失去眼前；但仅仅重视眼前，常常会失去长远。研究表明，投入一定的时间和资源，系统进行战略管理的企业比那些不进行战略管理的企业，盈利能力更强，更为成功，更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时，高绩效也在不断地强化这些公司的战略规划意愿和行动。这些公司可以根据更充分的信息进行决策，也可以对短期和长期后果进行更准确的评估和预测。相反，绩效较差的公司往往主要关注现有业务及其面临的困难，致力于解决内部问题，按时完成具体的业务计划。他们常常低估竞争者成长的潜力，高估自己的实力，总是习惯于将自己的不良业绩归因于运气不好，或者其他一些不可控因素，如不景气的经济形势、技术的变化或者其他公司的竞争等。

战略管理可以使企业更主动地制定或影响产业竞争的规则，引领环境变化，塑造自己的未来，使企业勇于创新而不是被动地对环境变化做出适应性反应，从而使企业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战略管理之所以能够改善企业的业绩，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它能够使企业通过采用更为系统、更为合乎逻辑和理性的方法制定更好的战略，从而增强企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并更好地配置和使用资源。其次，战略制定过程中必须进行广泛的沟通，各层次管理人员和员工对决策过程的参与，会增强员工对战略的认同和实施战略的责任感，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当然也有一些企业不进行战略规划，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有些管理者忙于应付日常事务，处理各种危机，无暇进行战略规划；有些企业高管人员过分自信，更相信自己的经验，而不是依靠正规的战略规划；过去战略制定的错误，如不切实际、不够灵活的战略导致的失败经历，也会导致管理人员惧怕战略管理；还有些企业中的既得利益者，往往通过维护旧体制而得到地位和特权，排斥任何威胁到其地位的新的战略制定。

战略管理的过程非常复杂，特别是战略决策不仅影响企业对未来的适应能力，同时也影响企业内部利益关系的格局。战略决策可能将企业带到一个未知的全新领域，或者将企业引上一条新的征途，并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意识到战略制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对于成功的战略制定是十分重要的。常见的错误及问题如下：

首先，战略制定有时会成为企业权力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广东东莞有一家企业，公司的三个大股东在公司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利益和情感冲突，对公司未来发展也存在重大分歧，没有哪一个股东能够有效地控制局面。每次制定战略的时候，都是股东间政治斗争白热化的时候。每个股东都竭力通过影响战略的制定来贯彻自己的意图，把战略作为争夺决策权与资源控制权的一个工具。这时战略制定人员夹在政治冲突的缝隙中，或者成为某些小集团的代言人；或者折中妥协，摇摆不定；或者坚持自己的判断，但最后常常被各方所抛弃。

其次，有些企业将战略视为少数精英的事情，战略制定仅在极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未能让对企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参与；战略制定与实施相分离，而战略本身曲高和寡，制定后的沟通宣传效果不佳，战略目标和方向无法得到实施人员的理解，员工依旧我行我素。

再次，有些企业决策者虽然意识到战略的重要性，并投入很大力量制定了清晰的战略，但决策者依然不能改变在八九十年代形成的直觉型、经验型的决策方式和管理习惯，很快就将苦心制定的战略忘在脑后，束之高阁。他们依然凭借直觉和习惯行事，经常做出与正式战略相矛盾的即兴决定，干扰了战略的实施。

最后，把战略制定视为一个一劳永逸的工作，战略制定过于详尽和正规，执行过程中没有任何弹性，抑制了组织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另外，战略实施过程中，没有把依据战略确定的目标和计划作为衡量绩效和制定激励政策的标准。




第4节






战略决策者的素质



在严密而又深刻制度化的大型组织中的决策者，一定会比其他决策者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他行动于一个目的与手段、权力与责任相互关联的网络之中。严格苛刻的制度压力、难以驾驭的外部环境、资源的数量和运用方面的约束和限制，不允许存在乌托邦式的幻想。

决策者不能仅仅凭借一个富有煽动性和想象力的口号，就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必须能够识别和理解组织成员的需求，清楚地描绘出达到目标的关键路径，需要的资源、能力以及可能遇到的风险；另一方面，他还必须学会避开使他的理想和角色降低的种种压力，避免成为某些既得利益者狭隘的短期利益的代言人，避免陷入被现行的制度要求所束缚而无所作为的平庸状态之中。优秀的战略决策者应该具备以下素质：

首先是前瞻意识与洞察能力。战略决策者应该具备出色的直觉、远见和悟性，能够从极其平常的组织和环境变化中抽取重要的战略信息，能够洞察未来，“见一叶而知天下秋”，能够从细微的环境变化中感知到可能的机遇或威胁。在高技术领域，出色的直觉、远见和悟性，常常是以雄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基础的。

其次，战略决策者应该具备合适的风险意识与很强的决断能力。战略决策者能够审慎地识别风险，善于规避风险，并敢于承担必要的风险。风险可以分散，但很难消除。善于改变风险，规避风险，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减少出问题的可能性，以及问题出现后的负面影响，最终仍是决策者的责任。真正的企业家并不是风险的追逐者，而是希望捕获所有回报而将风险留给别人的人。这就要求决策者能够耐心、执著、勇敢和果断。

再次，领导意识和驾驭能力：战略决策者要有很强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权力愿望；有卓越的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能够激发下属的成就愿望，善于适应变化，能够掌控局面，有强烈的不断追求成功的愿望。

最后，道德力量与感召能力：战略决策者需要有优秀的品德、修养和激情，能够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和热情投入到事业之中，能够提升下属的道德层次；同时言而有信，言出必诺，让下属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前瞻意识和洞察能力，决定一个人能否发现机会；风险意识和决断能力，决定一个人能否把握机会；领导意识和驾驭能力，决定一个人能否利用好机会。要成就一番事业，三者缺一不可。而道德力量和感召能力，则决定事业的层次、影响参与这项事业的人的道德境界，进而影响事业的规模和生命力。

管理者的道德力量和感召能力的重要性，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首先是你想做多大的事业、多长远的事业。如果你不想做长远的、伟大的事业，道德力量从利益的角度看意义并不是非常大。那些摆地摊的人，多数都是骗一把就跑，但他们马马虎虎有一碗粥喝。但是，如果在马路边投资几万块钱，做一个固定摊位，销售一些产品，马上就会发现，道德力量一下子比摆地摊重要多了。试想一下，如果投资几个亿做一家公司呢？随着中国经济环境的日趋规范，非道德行为给企业带来的风险是巨大的。企业家越希望做伟大的、长远的事业，道德因素越重要。企业家在创业和企业发展阶段，就需要关注道德问题，而不是在创业和发展阶段急功近利，事业做大以后再讲道德。事业做大以后再关注道德因素，常常来不及了。企业小的时候，名不见经传，即便有些非道德行为，也不太引人注目。但当企业做大以后，会有人去翻企业的旧账。财富排行榜上的企业家时有落马，与某些企业家的道德因素具有密切的关系。

其次，几乎所有的管理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的下属有优秀的道德素养和品质。而下属的道德素养和品质则与管理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不是向那些向我们布道和说教的人学道德的，而是向那些我们尊重的人，或者能够影响我们行为的人学道德的。在企业中，能够影响下属行为或者下属尊重的人，就是管理者自己。所以，管理者希望自己的下属有什么样的道德素养和品质，必须首先看自己的道德素养和品质如何。这是管理者永远不可回避、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实上，很多企业早已认识到，有一个道德素养非常高的员工队伍，形成非常好的企业文化，对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但是，他们是怎样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呢？比较常见的做法，是聘请咨询人员或者由组织内部的人员，将公司老板倡导的理念和准则加以提炼和总结，形成企业的核心理念和准则，然后在企业内部通过各种场合进行宣传、灌输。在企业举行的各种会议上，全体与会人员要站起来共同朗诵甚至歌唱企业的核心理念和行为准则。

这种形式化的过程对企业文化建设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特别是在员工素质较低的初级服务业、制造业，企业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执行，统一的步调和意志，宣传、灌输、仪式的确有很高的必要性和价值。但在创新能力、适应变化的能力要求比较高的产业，或者员工素质比较高的产业，员工不是听高管人员说（布道和说教）什么来识别企业真正信奉的是什么，而是通过观察高管人员的“行为”来识别企业真正信奉的是什么。如果高管人员宣传的、布道的与他们的行为是一致的，那么这些形式化的东西对文化的形成就会起到积极的强化作用；但是，如果高管人员宣传的、布道的与他们的行为是不一致的，那么，这些形式化的东西对员工来说，只能是一种讽刺，甚至会给员工带来屈辱感：我是为了保住这个饭碗，才和大家一起朗诵、歌唱，这些不是我发自内心信奉的东西。从长远看，行为、内容、形式的一致，是形成一个好的企业文化的关键。

事实上，战略很少能够做到彻底的深思熟虑，全面周详，但真正成功的战略也很少是灵机一动的结果。理想的战略制定，其轮廓和关键路径应该是深思熟虑、周详可靠的，而行动细节则允许出现意外和调整。意外的战略不一定是坏的；深思熟虑的战略未必是好的。有效的战略是把两种特性结合起来，结合的途径是要充分考虑周围的环境条件，特别是增强预见能力和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总之，战略是企业在特定的环境中所确定的长远目标与达成这些目标的关键路径的独特组合。战略是为企业长远的全局性目标服务的，战略确定的依据是企业所处的环境和拥有的资源；而战略的重点在于目标指导下行动的一致性、集中性和连续性。

找到目标指导下的连续的、一致的、集中的行动的战略思维过程的基本要素是：目标确定以后，识别达到目标有哪些最基本的路径和选择；然后根据所处的环境和拥有的资源来评估，在这些基本的路径和选择中，哪一个是最优的；这个最优的路径与目标的组合，就是战略；最后在战略的指导下确定行动方案。

战略管理包括战略制定、战略实施和战略评价三个基本过程。战略管理的核心目的，是在客户可以识别并且认同的领域，创造超越竞争对手的优势。作为公司的战略决策者，应该具有前瞻意识和洞察能力、风险意识和决断能力、领导意识和驾驭能力、道德力量和感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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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维：理性分析与商业直觉的平衡






仅靠经验和直觉进行战略决策，管理者很难面对复杂的、动态的环境的挑战。要突破现象性的认识，必须超越习惯性的思维。





决策者的智慧和理性体现在：有胸襟和气度容忍暂时无法改变的事情，有勇气和谋略改变那些能够改变的事情。从战略思维的角度说，是你能够从决定—件事情成败的众多关键变量中，准确地识别哪些变量是可控变量，哪些是不可控变量，有勇气和智慧利用和控制可控变量来达成自己的目标；能够根据不可控变量来识别风险的来源，设计规避风险的措施和办法，或者容忍和面对它们。





管理者对组织问题的反应方式，是由其对问题的感知水平决定的；而对问题的感知水平，又是由其思维模式决定的。经验决策与直觉决策基本上停留在事件、模式感知和反应性、适应性行动水平上。超越经验与直觉进行决策的关键，是形成系统结构感知能力。


决策者需要智慧和理性。决策者的理性体现在，有胸襟和气度容忍暂时无法改变的事情，有勇气和谋略改变那些能够改变的事情；其智慧则在于能够对什么需要容忍、什么能够改变做出准确的区分。从战略思维的角度说，是能够从决定目标成败的众多关键变量中，准确地识别哪些变量是可控变量，哪些是不可控变量，有勇气和智慧利用和控制可控变量来设计实现目标的计划；能够根据不可控变量来识别风险的来源，并设计规避风险的措施和办法，或者用博大的胸襟和气度来暂时容忍和面对它们。

将思维过程结构化，是进行系统思维训练的前提（Dunbar，2000）。本章的内容，是在吸收系统思维（system thinking）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自己在工商管理教育过程中进行战略思维训练获得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目的不是描述竞争战略的制定过程，而是重点阐述战略思维的基本过程和关键要素，以便能够对管理者思考战略问题有所启发。同时，本章所提供的分析方法，也将贯穿本书的各个章节，是本书的方法论部分。




第1节






战略思维的基本过程模型



长期以来，尽管学术界一直致力于研究人类信息处理过程，并总结出理性模型（rational model）、有限能力模型（limited capacity model）、专家模型（expert model）、控制论模型（cybernetic model）等思维模型（Lord and Maher，1989），但由于这些模型本身要么过分抽象，要么过于复杂，加之中国管理教育仍处于发展阶段，这些模型还未能有效地应用于实际工作中。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多数管理者依然主要依赖于经验决策和直觉决策。

从图2-1可以看到，决策面向的是未来，经验则来自于过去。经验对决策的有效性依赖于以下两个假设之一。第一，完全静态假设。整个社会是静态的，发展极其缓慢，未来相对于过去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过去的经验可以有效地运用于未来。俗语“失败是成功之母”主要在这种环境下成立。第二，完全理性假设。虽然社会在发展和变化，但决策者清楚地知道，他来自于过去的经验是在“过去”何种“环境、任务结构、技术、管理对象”等条件下取得的；他也清楚地知道，未来相对于过去在环境、技术、任务结构、管理对象等发生了哪些变化；更重要的是，他还知道，未来相对于过去的这些变化，使他来自于过去的经验在应用于未来决策时，哪些不适用、哪些适用、哪些经过调整和修正后适用。






图2-1　时间、经验与决策的关系



尽管决策者增强权变的意识和开放的心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对自己的经验、方法适应的环境和对象的理性认识。但从总体上看，这两个假设一个涉及外部环境，一个涉及行为主体，显然都不成立。从行为主体角度看，人的有限理性经西蒙（Simen，1957）等人的工作之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环境角度看，我们这个时代面临两方面的重大挑战：一是社会系统的动态复杂性（dynamic complexity）。（Sterman，2000）将社会动态复杂性的原因总结为：（1）变化的加速性；（2）社会系统构成的增加，各构成部分相互作用的增加，以及相互作用效果的时间滞后性；（3）系统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适应性、自组织性，以及策略效果之间的可抵消性或替换性等。二是有限信息（limited information）。虽然知识的爆炸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获得大量的信息，但对决策有价值的信息却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成本才可能得到。

显然，仅靠经验决策和直觉决策，管理者很难面对复杂动态环境的挑战。要突破现象性的认识，必须超越习惯性的思维。管理者必须尽可能改进自己的思维方式，提升自己的分析能力，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信息，提高决策的正确性。

战略思维从对问题的感知与识别开始，通过确定分析广度、深度和时间范围，构建基本分析框架或模型；进而演绎与推断关键变量及其关系的变化趋势，模拟决策实施的前景；在对模型与推断进行检验之后，确定并实施战略。我们将这一过程概括在图2-2中。

下面，我们就按照图2-2的框架和顺序，展开本章的内容。【更多新书朋友圈免费首发，微信jrgh3w】






图2-2　战略思维的基本过程






第2节






问题的识别与感知水平



管理者对组织中的现象或问题的感知水平，决定其对问题的反应方式（Linda，1999）。管理者对组织中的现象或问题的感知与反应，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事件（events）感知——反应性行动（reactive action）：所谓事件感知，就是把在组织中遇到的问题视为孤立的偶然发生的现象。事件感知一般导致反应性行动——针对症状，直接采取纠正措施，以便消除症状。

（2）模式（patterns）感知——适应性行动（adaptive actions）：模式感知是指注意到这一现象与以往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现象之间的关联或联系，判断未来趋势。模式感知通常导致适应性行动，即根据事件之间的联系，为即将发生的类似现象做好准备，而不是改变模式。

（3）系统结构（systemic structure）感知——创造性活动（creative actions）：不仅认识到该事件本身、该事件与以往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关联，而且从更广泛的范围内搜寻导致这些事件产生的根源，识别出驱动这些事件的关键驱动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在预测到其他相关行为主体的反应后采取相应行动。系统结构感知导致创造性活动——即根据问题的真正原因采取行动，消除问题的内在根源，使事件或模式得到改变。

比如你因失眠去见医生。医生对你及你的失眠的感知水平和反应方式大致有三种。第一种，听你叙述病情后，立即给你开一些他认为合适的安眠药——事件感知，反应性行动；第二种，询问你的失眠史以及以前吃过的药物，确定药物的相对疗效后再开药——模式感知，适应性行动；第三种，不仅询问你的失眠史，而且检查身体有无其他症状，了解生活与工作是否顺利、最近是否有什么事让你过度兴奋或沮丧，判断失眠的真正原因，然后决定治疗手段——系统结构感知，创造性行动。

在第1章第1节讨论的快餐店经理如何实现销售收入增长18％的目标的案例中，目标确定以后，直接提出达到目标的方案或措施，根据经验或感觉，从列出的措施中做出选择，基本上属于事件感知——反应性行动和模式感知——适应性行动；而列出实现目标的关键路径或战略以后，根据环境和资源确定战略，在战略指导下选择行动，这种思维方式基本属于系统结构感知——创造性行动。

管理学教科书（如斯蒂芬·P. 罗宾斯，1998）一般将“问题”定义为目标与现实水平之间的偏差。发现偏差后，采取纠正措施，便是问题解决的过程。图2-3是对这一过程的简单概括。






图2-3　解决问题的过程



比如，公司计划第一季度的销售额为1亿元，但仅实现8000万，这2000万的偏差便是“问题”。经过调查发现，产品价格较竞争对手高是问题产生的关键，于是决定降低价格。这种识别与解决问题的过程，基本属于事件感知和反应性行动。这种行动可以暂时消除症状，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甚至对长远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种行动极有可能引起竞争对手的对抗行动，从而导致价格战。只有提升对问题的感知水平，对偏差的原因作系统考察，制订可供选择的方案，并评估竞争对手对每一方案的可能反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权衡利弊，才有可能找到创造性的方案。

管理者对组织问题的反应方式，是由其对问题的感知水平决定的；而其对问题的感知水平，又是由其思维模式（mental model）决定的（Osborne；Stubbart and Ramaprasad，2001）。经验决策与直觉决策基本上停留在事件、模式感知和反应性、适应性行动水平上。超越经验与直觉决策的关键，是形成系统结构感知能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界定问题边界，构建分析模型。




第3节






确定问题边界与构建分析模型



管理者要提升自己对问题的感知水平，需要界定问题的边界，并构建分析模型。界定问题的边界是指确定问题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参见图2-4）。






图2-4　问题范围的两个维度：广度与深度




一、界定分析的广度边界


分析广度是指分析范围有多宽（包含多少变量）、时间跨度有多大。管理者习惯地认为，分析范围越宽越好，纵向时间跨度越大越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分析范围太宽，除了增加信息收集与分析的成本、降低分析效率以外，更重要的是，分析范围越宽，包含的变量就越多；时间跨度越大，需要的信息也就越多，这会使分析模型变得非常复杂。当信息的数量超过了决策者在给定时间内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时，就会导致信息之间的相互干扰，难以把握问题的实质，降低战略思维的可靠性。

确定分析问题的广度，需要区分三个基本概念：基本变量、关键变量与可控变量。


（一）基本变量


基本变量是驱动、影响、控制某一问题产生、演化的所有可能的基本因素。确定基本变量需注意两点。

第一，保证分析起点层次与分析目标的一致性。分析起点层次取决于分析目标与任务：影响特定目标实现或者决定拟分析的问题成败的关键是什么？我们是在产业水平上进行分析，还是在企业水平或者项目水平上进行分析？识别基本变量时，思维要保持与起点层次一致的高度，而不是陷入细节。比如你乘飞机从万米高空向下俯瞰，能够把下面的景物分为云彩、山峦、平原、河流、道路、城镇或村落，已经可以了。战略思维的忌讳之一，是一下子深入到某一个细节而忘记全局和整体。

第二，保证思维的清晰性。思维的清晰性是每个进入麦肯锡公司的咨询人员必须接受的一种训练（Rasiel，1999）。清晰性包含两个含义：首先不要把不同层面的问题放到同一个层面来考察。比如在上例中，不能把高速公路、乡村公路、铁路，与山峦、河流、道路等并列在一起。这些现象处于不同层面，不能并列在同一层面上。其次要保证基本变量相互独立，而不是纠缠不清。比如，铱星公司破产以后，许多人（如Nelson，1999）认为破产的关键原因在于“市场定位错误，导致用户量太少”、“技术定位错误，导致价格过高”等。这些解释貌似合理，但经不起推敲，价格过高和用户量太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变量，因为价格=（固定成本+可变成本+利润）／用户量。忽视价格与用户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把它们作为独立的驱动要素去解释一个事件，势必造成混淆，无法发现真正的原因。保证变量之间相互独立的方法之一是，当找到一个基本变量时，马上要反问自己：这个变量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吗？它的变化是由什么变量影响或决定的？这个新的影响或决定因素又是什么因素影响或决定的？不断追问，有助于澄清变量之间的关系。


（二）关键变量


确定基本变量以后，分析人员需要从基本变量中识别出哪些变量是关键变量，以便将注意力集中于主要矛盾上。一个变量是否是关键变量，取决于该变量对事件演化或者目标实现的制约程度。确定关键变量的方法，是问自己：如果这个变量不存在，或者情况恰好相反，那么，事情的结果或目标的实现会变化吗？会有多大程度的变化？会向哪个方向变化？比如，铱星公司破产时，有人（比如Kelleher，2000）总结的原因还有：财务结构不合理，短期债务多，长期债务少；管理水平低，服务质量差，早期服务不良等。找到这两个变量以后，分析人员不能到此为止，还需要进一步从相反的方向提出问题：如果铱星公司财务结构合理，能够避免破产的命运吗？如果公司管理水平较高，能够从根本上防止破产的发生吗？通过提问及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虽然财务结构、管理问题，是造成铱星公司破产的基本变量，但不属于关键变量。因为财务结构合理，管理水平提升，可以延缓破产的时间，但不能避免破产的根本命运。

非关键变量之间或者非关键变量与关键变量之间，如果不存在谐振效应——同时发生或者相互激发，使其影响或作用瞬间放大，那么，它们就不是决策者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决策者需要将注意力集中于关键变量上，以便解决主要矛盾。


（三）可控变量


识别出关键变量以后，决策者再进一步将关键变量分为可控变量、不可控变量和半可控变量。可控变量是决策者可以驱动、控制的变量，不可控变量则相反，半可控变量居于二者之间。一个变量是否可控，与公司拥有的资源／能力有关，也与由环境因素决定的变量本身的性质有关。基本变量、关键变量、可控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概括在图2-5中。






图2-5　基本变量、关键变量、可控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



战略思维过程的要点是：第一，识别基本变量。第二，将基本变量区分为关键变量与非关键变量。一个基本变量是否是关键变量，取决于该变量对拟分析的问题的制约和影响程度。如果该变量条件基本具备或者不是制约拟分析问题（如利润目标的实现）的关键制约因素，就是非关键变量。对非关键变量在决策时可以不必给予特别重视，但在行动时必须关注其变化趋势。第三，进一步将关键变量区分为可控变量、半可控变量、非可控变量。战略决策与行动的核心，一方面是通过对不可控关键变量的适应与因势利导，顺应大势，规避风险；另一方面是通过调节、操控或改变可控关键变量，制订行动计划，创造竞争优势。


（四）分析的时间范围


分析的时间跨度包括向前与向后两个方面。向后追溯到可以清晰地显示问题产生的过程，准确地描述问题的症状即可；向前则需要延伸到决策可能的滞后效应和间接效应表现出来为止。多数管理者忽略了决策及其影响之间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差异性，认为这种因果关系是直接的、短期的，战略分析的时间范围太窄，不足以把握战略决策的滞后效应。这是战略分析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考察，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判断。比如企业新任经理大量削减技术创新投入，强化产品促销，如果从短期考察（1—3年），得到的结论一般是肯定性的，但如果从更长远（比如5—8年）的角度看，结论则可能相反。所以，战略决策分析的时间范围必须延伸到决策可能的滞后效应和间接效应表现出来为止。


二、界定分析的深度边界


分析不断深入的过程，是对基本变量不断分解、深入细节，判断其性质与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对战略目标的影响的过程。分析的深度取决于三个要素：分析目标、分析起点层次和分析精度要求。给定分析目标与任务，分析起点层次越高，精度要求越高，那么，分析的深度要求就越高。相反，分析层次低，精度要求低，分析深度要求则低。一般情况下，如果分析深度达到依据现有知识和信息，能够对每个变量做出清晰判断，就可以了。当然，实际的分析深度与分析人员在相关领域的知识与能力有密切的关系。


三、广度边界与深度边界的关系


分析问题由广度到深度的过程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在美术馆欣赏一幅油画。首先，你需要选定一个距离适度的起点位置。什么距离才“适度”，与你的视力（观察者自身因素）、油画的大小（分析对象）、灯光（环境）等有关。距离太远，只能感知到油画朦胧的轮廓；距离太近，只能看到油彩的斑点。都不能从整体上欣赏油画的美。站在这个适度的位置，你在欣赏时会关注一些基本方面（基本变量及其关键变量），如结构、比例、光与影、色彩等，以及这些基本变量之间的关系与效果，如和谐、对比、非对称之类。（这些变量与效果之间的关系，即模型。）你甚至会估价，如果对比例或色彩做某种调整，效果会有什么变化（推断）。第二，对油画有了整体把握以后，你开始向前移动，关注油画的一些重要局部的处理特色；如果你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你还会再向前移动，甚至站到油画前面，观察具体细节的技术处理方法或技巧。第三，对细节有了更多的了解与认识之后，你可能还会再退到远处，重新审视这幅油画，对最初的印象进行修正。这个过程是对推断进行检验与修正的过程。

简言之，分析的起点位置，决定分析的宽度；而向前移动的距离，则决定分析的深度。




第4节






构建分析模型、战略推断及检验




一、构建分析模型


所谓模型，是对拟分析问题的内在逻辑关系或运作规律的基本假设（Checklan，1999）。模型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假设，如价格下降会导致需求上升；也可能是一组反映驱动变量之间相互关系，以及驱动变量与问题产生、演化之间关系的方程或图形。构建模型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模型重在表达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ship）而非相关关系（correlative relationship）。观察到的相关并不必然意味着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地震前动物常会惊恐不安，上蹿下跳，但所有动物同时蹦跳，也不会构成地震的原因。相关关系仅反映系统过去的行为，而不代表系统的结构（Sternan，2000，p. 141）。将相关包括在模型内部，当环境变化时，以往可靠的相关可能会不复存在，甚至会导致完全错误的推断和决策。

第二，构建模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不是模拟整个系统。在模型分析的起点，思维一定要清晰和完整，一定要找到最基本的影响因素，并穷尽所有可能。但随着分析的深入，找到关键的变量就可以了，其他非关键影响因素可以归并到一起，用“其他”来代表。这个“其他”还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时刻提醒我们：真正的创意来自于第一线的企业家；按照常规的行为模式进行战略推断，遇到不按常规出牌的情况时，模型就可能出现误差。

分析模型的构建，取决于对经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这些认识可以基于理论，也可以基于事实，更多的是已有的理论与事实的结合。模型构建完成以后，便可以进行下一阶段的工作：战略分析与推断。


二、战略分析与推断


战略分析与推断的目的在于揭示关键变量对目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推演调整、改变某些关键变量，对系统与目标的影响程度。为此，一方面需要将关键变量加以分解，深入细节；另一方面需要分析每一个关键变量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变化趋势，评估这些变化对最终结果的影响。战略分析与推断的关键要素在于保证思维的动态性、定量性、操作性、反馈性和完整性。【更多新书朋友圈免费首发，微信j rgh3w】


（一）思维的动态性


动态思维（dynamic thinking）是相对于静态思维而言的。所谓静态思维，是指关注于某一时点或阶段的具体事件，而忽略其长期变化；而动态思维则是在分析时加入时间维度，关注相关事件的连续变化过程，重视驱动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培养动态思维能力的简单方法，是经常在二维空间中勾画行为—时间图形。如拿出一张公司年报，勾画主要变量，如利润、销售额、价格等随时间变化的情形，如图2-6所示。






图2-6　思维的动态性：销量下降是可逆还是不可逆



在推断一个变量随时间而变化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一个变量，比如公司核心产品的销量，由于受到竞争或替代因素的影响出现下降，这个下降的过程是可逆的还是不可逆的？判断的结论不同，企业的决策可能存在根本的不同：如果是可逆的，企业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度过短暂的艰苦岁月；如果是不可逆的，企业要考虑的，可能就是如何以合理的成本退出该业务领域了。


（二）思维的定量性


思维的定量性有别于可度量性。二者虽然都包含数字，但含义不同。科学界假设，定量的前提在于能够进行精确的度量，能够持续获得精确的定量化的数据。如果不能够获得精确的数据，则难以做定量研究。事实上，很多变量，如激励、情绪、态度等“软变量”很难精确度量，甚至一些“硬变量”，如技术、设备的先进性等，因为快速的变化、信息的不完全、延迟等，也很难精确度量。

战略分析的关键在于明确情境，把握方向，不必谋求精确度量，给出有一定误差的相对判断即可。如组织承诺，绝对忠诚——100，绝对不忠诚——0；设备，绝对先进——100，绝对落后——0。对于绝对量，选定合适的数量级，如百万或亿，在某个数量级上做出判断即可。对于事件，则可以给出概率。


（三）思维的操作性


如果说变量识别阶段的分析重点在于找到问题的关键变量与可控变量，回答“是什么”（what）的问题，那么，操作性思维则在于回答“如何做”（how）的问题。这个变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如何做才能产生这个结果？模型虽然能够表达出“变量y是变量X的函数”，但并不能够说明该变量如何导致这一结果。比如，可以建立一个计量模型，说明商品房建筑面积是人均GNP、利息率、商品房价格等变量的函数，但并不能够说明如何才能增加商品房建筑面积。思维的操作性在于揭示特定结果的产生“过程”。


（四）思维的反馈性


要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化趋势，必须采取闭环思维，注重思维的反馈性。反馈是系统思维的核心概念。这里的反馈概念与日常使用的反馈概念意义有所不同。日常工作中有人说：“经理对我的方案给予了积极的反馈”，表示肯定。但在系统思维中，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并不意味着赞同，仅代表两个变量之间是自我强化的关系。负反馈（negative feedback）不意味着批评或否定，只意味着两个变量之间构成自我修正的关系。

古老的论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典型地反映了线性的、静态的思维方式：




如果采用闭环思维，将会是图2-7这种形式：






图2-7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这是一个持续的循环因果问题：鸡生蛋，蛋生更多的鸡，更多的鸡生更多的蛋……一个典型的自我强化（self-reinforcing）循环关系。鸡和蛋哪个在先，从动态与操作的角度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解决问题。如统计研究表明，小孩的体重与其看电视的小时数明显正相关。从较长时段看，小孩每日看电视时间越长，体重越重。但在分析因果关系时，研究人员感到困惑：是看电视导致低活动量，加之在看电视时吃高脂肪含量的食物，因而导致身体发胖，还是因为身体过胖，而宁愿选择经常看电视的生活方式呢？从动态的、操作的角度看问题，不管孩子们看电视的习惯如何，我们要关注的是：怎样才能减轻过胖孩子的体重？这个问题与孰先孰后没有任何关系。


三、模型与推断的检验


构建模型与战略推断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模型表达现实世界，所以，模型检验的重点不是考察模型模拟的行为与实际行为之间的一致性，不是证明模型与推断是否“真实”或“准确”。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的模型都是错误的，因为模型是基于解决问题之目标而对现实加以抽象，而不是精确地反映了现实。

因此，检验模型与推断的关键不是检验拟合优度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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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高，或者参数在统计上是否显著，而是考察模型是否有助于做出正确的决策。也就是说，模型与推断检验的主要目的不是检验模型是否“正确”，而是是否“有用”。

考察一个模型是否“有用”，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模型是否涵盖了所有关键变量；每个变量的意义是否与现实世界一致；模型是否正确地表达了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模型结构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敏感性如何；什么因素会影响我们对模型有用性的信心；模型所赖以建立的基本假设的可靠性如何；原来假设不变的变量如果发生了变化，模型的结构和推断结果会发生多大的变化等。




第5节






一个结构化的决策分析实例



下面这个案例是一个企业的实际投资决策的案例。由于没有征得企业的同意，所以，我们隐去企业的真实名称。这个案例，我从2000年开始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很多同学都参与了这个案例的讨论，我们当时对未来的结果进行推断。现在看来，事情的发展证实了我们最初的推断。



案例内容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批大学毕业生来到湖南的一家军工企业工作。他们专业基础扎实，工作认真勤奋，经过七八年的时间，陆续成为公司的骨干管理人员。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他们在企业内发动了一场改革。因为国有企业极其复杂的利益关系，他们的改革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其中的6位离开这家国企，在湖南某县共同创办了一家企业，生产建筑机械和零配件，其中公司最成功的一个产品，就是建筑用的水泥泵。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建筑行业的高层建筑建设过程中用的水泥，都是采用吊车用箱体吊装到高层的，速度缓慢，效率较低。公司开发的这个产品，使得水泥可以在车间里生产，用水泥罐车运到建筑工地，通过水泥泵车直接打到高层建筑的作业面上，大大提高了效率，受到了客户的广泛欢迎。公司也得以迅速发展。



公司发展到1996年前后，6位创办人一致感到，县城这样一个空间，已经不足以支持公司的长远发展。经过研究，决定将公司迁址到省城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政策、资源支持。



公司迁址以后，1998年公司老总到日本进行考察，寻求新的技术，以便为公司发展提供新的业务增长点。在日本一家公司考察时，老总发现了一项非常让他感兴趣的技术——立体停车设备。他马上意识到，立体停车设备目前国内几乎还没有企业生产，而以下因素将决定立体停车设备将有巨大的市场价值：



1．中国国民收入／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未来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2．国家将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发展。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国产轿车价格将明显下降；



3．随着中国加入WTO，进口轿车价格将明显下降。



收入快速增长，国产和进口汽车价格下降，所以，将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事业单位将购买越来越多的汽车。而中国城市空间拥挤，人口众多，随着汽车的增加，停车空间将成为一个大问题。所以，立体停车设备将有广阔的市场。



老总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仔细观察了技术的特点和关键的技术环节，但没有立即做出购买决定。回国后，他将公司的总工程师请来，向他介绍了该技术的要点，然后询问：“我们公司是否有能力消化、吸收这项技术？”



总工又询问了一些技术细节，回答说：“立体停车设备，采用液压技术，公司原来的水泥泵也采用这个技术，吸收不是问题；机械制造能力，我们早已经有了；其他技术，我们再招聘一些人员，上一些新的设备，消化这项技术没有问题。”



老总对自己公司的流动资金状况很有信心，但他还是不愿意在技术引进方面花冤枉钱。他又让下属收集进一步信息，了解其他国家，如欧洲，或者其他公司是否还有该项技术。最后，下属又从日本发现还有三家公司拥有这项技术。收集了这些信息以后，公司派总工和谈判能力较强的助手，到日本谈判，购买该技术。他们穿梭于四家公司之间，将从一个公司获得的信息用于与另一家公司的谈判，最后把价格从最初的大约相当于人民币500万元，压到80万元左右，并获得了全套技术资料。技术转让方还承诺，如果生产中存在技术问题，他们会提供为期2周的生产指导。



技术引进完成以后，公司开始招聘人员，上设备，于1999年年初生产出了第一台立体停车设备，开始进行市场推广活动。


对这样一个高管人员经常遇到的决策问题，应该怎样分析？如何选择分析的起点，确定分析的范围？如何判断影响决策成败的关键要素、项目成败的可能，以及基本的战略选择？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该决策者决策的思维逻辑，并检验其可靠性：

• 中国国民收入、居民收入快速增长——这个判断基本成立；

• 国产和进口轿车价格将明显下降——基本成立；

• 收入增长、国产和进口汽车价格下降，所以，将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事业单位购买越来越多的汽车——基本成立；

• 中国城市空间拥挤、人口众多，随着汽车的增加，停车空间将成为一个大问题——基本成立；

• 所以，立体停车设备将有广阔的市场。

最后这个判断成立吗？






图2-8　模型与推断的检验



答案是不一定。因为停车难这个问题有多种解决方式：可以地面停车、地下停车，也可以立体停车。而立体停车的选择中，有水泥建筑式的，也有机械式的。其他的路径在当时看，基本都行得通，但机械式的立体停车，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立体停车设备将有广阔的市场”，这个市场的真正含义是潜在的市场
 ，而不是现实的市场。因此，这项决策的关键是，潜在市场能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市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的市场、需要在市场开发方面投入多少时间、多少成本，才能将其转化为现实的市场。

潜在市场能否转化为现实的市场，分析的起点如何选择？这是在确定分析范围的时候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它决定分析的广度边界和深度边界。

潜在市场能否转化为现实市场的关键，取决于客户。那么，立体停车设备制造商的客户是谁？他们可以分为哪些最基本的类型？关于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的答案在这个范围内：物业、房地产开发商、写字楼、商场、娱乐场所、停车场经营者、政府机构等。

在这个范围内罗列立体停车设备制造商的外部客户，无论列举得多么详尽、全面，思维也是不完整的。因为忽略了最重要的另一类客户，立体停车设备的使用者——开车的人、停车的人，即最终客户；而前面列出的所有的那些客户，只是立体停车设备的购买者——直接客户。

分析潜在市场能否转化为现实市场，先分析直接客户还是最终客户？有人可能觉得，应该先分析直接用户；分析最终用户，是直接用户的责任，立体停车设备制造商可以不必杞人忧天，越俎代庖。但需要注意的是，决定投资决策成败的关键，是潜在市场能否以及何时能够转化为现实市场。如果立体停车设备制造商不能向其直接客户证明，有大量的最终用户愿意以合适的价格使用立体停车设备，那么，就不会有直接客户。所以，必须先分析最终客户。

下面，我们构建一个分析立体停车设备这一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的影响因素的基本模型，如图2-9所示。






图2-9　立体停车设备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的基本分析架构



在图2-9中，影响最终客户需求的因素，包括停车价格、方便性、安全性以及停车习惯。停车的方便性、安全性取决于技术和设备的特点；最终客户能够接受什么水平的停车价格，取决于最终用户的收入、替代停车空间的价格、替代停车空间的数量；而替代停车空间的数量可以分为合理合法的停车空间和违规的停车空间；合理合法的停车空间数量取决于城市的规划要求，同时它也是相对的，相对于已有的汽车存量的水平；违规的停车空间的数量取决于交通管理的严格规范程度。

根据影响最终用户需求的因素，包括最终用户可接受的停车价格、设备的方便性、安全性与客户需求之间的距离、停车习惯等，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最终用户使用立体停车设备的数量和频率，再加上最终用户可接受的价格，从而能够判断出特定区域的潜在市场的总规模。

判断最终用户使用立体停车设备的数量、频率及可接受的价格的目的是什么？是看这样的潜在市场能否给直接用户创造合理的利润。

直接用户的利润除了与潜在市场的规模有关以外，还取决于成本。直接用户的成本包括哪些？首先是突破政策壁垒的成本，运营立体停车设备，交通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城市规划部门、消防部门、市容市貌管理部门等，少了一个章，恐怕都无法成功，这显然需要成本，包括时间和精力。然后是固定成本，包括土地、设备、安装等一次性投入；运营和维护成本，包括电力、人工、维护、保险等费用。

构建了图2-9以后，需要仔细审核图中变量的因果关系是否正确、变量是否相互独立，从而检验思维是否符合清晰性和完整性的要求。【更多新书朋友圈免费首发，微信j rgh3w】

图2-9中，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的最终端的影响因素（即处于模型末端的、没有再进一步分解的变量），我们称为（影响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的）基本变量。识别出基本变量以后，按照这些基本变量对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的制约程度或者该条件的具备程度，分为关键变量和非关键变量。显然，电力、人工、维护、保险等费用、开车人的收入，不是关键变量；而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土地设备的价格、最终用户的数量、交通管理的严格规范程度、技术设备的特点、消费者的习惯等，是关键变量。非关键变量不是决策者关注的重点。

识别出关键变量以后，再根据立体停车设备制造商的资源和能力
 ，以及由环境因素
 决定的变量本身的性质来判断，在关键变量中哪些是可控变量、半可控变量和不可控变量。显然，最终用户的数量、交通管理的严格程度，基本上是不可控变量；政府的审批、消费者的习惯，充其量是半可控变量；而技术设备方面的特点相对可控。

决定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的许多关键变量为不可控变量或半可控变量，这意味着什么？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成本恐怕要比较高。做出这个判断以后，投资者就要考虑：这么长的时间，能不能等得起？这么高的成本，能不能投得起？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决策的结论也就有了。

退一步看，如果公司的资源、能力很强，也就是说，时间等得起、资源投得起，那么这个项目就一定上吗？这时投资者需要评估，公司花这么长的时间和成本，影响那些制约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的基本变量，特别是那些关键变量，把这个潜在市场开发出来了以后，公司在未来的那个现实的市场中，能够占多大的份额？如果所占份额很低，那就是为他人做嫁衣了。那么，公司在未来那个现实市场中能占多大份额取决于什么？

首先取决于环境，特别是产业的进入壁垒；其次是公司的资源和能力。如果进入壁垒较高，而公司的资源能力较强，那么，每当一部分潜在市场开发为现实市场，公司就可以迅速占据。常见的产业进入壁垒来自于技术、资本需求、政府政策、先驱的品牌或锁定渠道等。但在这个案例中，显然这些因素都不是产业进入的主要限制，产业的进入壁垒并不高。

对这些因素做出判断以后，如果决策者依然被这个巨大的潜在市场所诱惑，那么他还需要考虑什么？企业应该做领先者，还是追随者？

在这个案例中，领先者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反而要承担较多的风险。如果决策者希望成为追随者，那么，他需要判断什么问题？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做好追随者，另一方面要考虑怎样让其他企业成为领先者。没有企业愿意作领先者，那么自己公司的追随战略就无法实现。如何促使其他企业成为领先者，办法比较多，这里不再赘述；而选择追随战略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改进和完善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好进入时机。

在图2-9中，有两个变量的比例关系对进入时机的把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汽车的存量和现有的停车空间的比例。大家可以想象，当汽车存量和现有的停车空间的比例超过某一个特定的比值，原来的很多不可控、半可控的变量都会变得相对容易控制。比如，政府有关部门不愿意审批，可能也得批准；交管部门不愿意强化交通管理，但也需要严格管理；消费者不愿意改变习惯，也不得不改变。这时的潜在市场就可以更为容易、更加快速地转化为现实市场。

总之，一个关键变量是否为可控变量，取决于企业的资源、能力和所处的环境。因为这些因素是动态的，所以，一个变量是否可控，必须站在特定的时间进行考察，它也是动态的。

前面谈到，分析起点的选择决定分析的广度和深度。下面，我们就这个案例对此进行说明。这个案例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分析起点是公司投资的目标：利润，参见图2-10。






图2-10　从目标出发的分析模型



在图2-10中，利润等于销售收入减成本；收入等于销量乘以价格；给定价格，销量取决于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的速度和数量，或者立体停车设备市场的成长空间和成长速度；而市场成长空间和成长速度取决于立体停车设备的直接用户和最终用户能否快速地接受这个产品。后续的分析，就可以和图2-9相衔接了。立体停车设备制造商的成本，可以分为固定成本、可变成本；固定成本、可变成本包含的内容也可以展开，这里免去这个过程。

比较图2-10和图2-9，我们可以发现，图2-10的分析广度边界和深度边界都要大得多，不仅包含了图2-9的全部，而且包括市场份额、价格、成本等的决定因素。出现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分析的起点不同。图2-10选择的起点层次要高，因而包含的基本变量就多，需要分析的范围就更宽、分析深度的要求也更高。在实际决策中，分析起点的选择取决于分析目标与任务，特别是取决于分析人员对拟分析问题的关键在哪里的判断。

在这个案例中，由于立体停车设备市场，在进行决策分析的时点还是一个潜在的市场。如果这个潜在市场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市场，那么分析公司能够占多大的市场份额、成本结构等，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合适的起点是客户而非利润目标。

另外，将图2-10和图2-9进行比较，还可以发现，图2-10由于分析的深度边界和广度边界更广，包含的基本变量更多，从而加剧了分析的复杂性，容易干扰和分散分析人员的注意力，有可能使分析人员将注意力放在成本等非关键问题上。所以，并不是分析的广度和深度边界越大越好。




本章小结



对组织中问题的感知水平，决定管理者对问题的反应方式。事件感知导致反应性行动；模式感知导致适应性行动。反应性行动只是消除了症状，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模式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应性行动造成的，只有上升到系统结构的感知水平，才能够产生创造性行动，有效地解决问题。

系统结构感知是对问题产生的关键驱动变量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全面认识，因而能够基于系统自身运作规律，以及预测到其他相关行为主体的反应后采取创造性行动。要达到系统结构感知水平，需要构建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战略推断及检验。

成功的战略一定包含某些精致的细节，但决策者在进行战略思考的时候，必须首先思考整体轮廓或结构，然后再深入细节。如果决策者首先陷入某个细节之中而无暇顾及整体，他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技术人员，好的工匠，但很难成为一个好的战略决策者。

构建分析模型，需要界定分析的广度边界和深度边界。界定广度边界需要识别基本变量、关键变量和可控变量，并保证分析的起点层次与分析目标相一致，以及思维的清晰性；深度边界的界定则取决于分析目标、分析起点层次和分析精度的要求。

构建模型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模拟现实世界；重在表达因果关系，而非相关关系。在模型基础上进行战略推断，是为了演绎变量相互作用的可能结果，为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奠定基础。分析与推断要努力保证思维的动态性、思维的定量性、思维的操作性、思维的反馈性。模型检验的目的与构建模型的目的一致，主要检验模型的“有用性”，而不是“精确性”。

国内外工商管理教育与培训的经验和教训表明，不能在理论上将战略思维的过程结构化，便很难设计出系统的思维训练案例，也很难一步一步地将学生从事件感知——反应性行动，模式感知——适应性行动中引导出来，使其达到系统思维——创造性行动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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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期望与目标：战略的驱动与归宿






成功总是使为实现成功而采取的行动过时，成功也会带来新的挑战和问题，但商业社会常常以成败论英雄。人们很少去和成功争辩，更很少去和成功者做对，但在环境变化极快的今天，不能理性地对待成功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在企业成功时不审慎考虑公司的目标和战略，极有可能成功的喜悦还没有尽情享受，就被失败的痛苦所淹没。





雄心或者愿景，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未能确定令人憧憬和兴奋的目标是战略决策者怯懦的信号，而未经深思熟虑提出目标则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表现。愿景的形成并没有一定之规，有些是决策者一定时期内高强度思考后的顿悟，有些是理性分析和审慎计算的结果，而有些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无论如何，如果愿景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方向性的指导，即便愿景的形成完全是领导者的个人化行为，也必须将其转化为集体的愿景。





管理者必须认识到，“70后”、“80后”等已经渐渐成为企业的关键支撑力量。他们多数人的脸庞没有物质高度匮乏时代留下的烙印，他们的心灵也没有那么深的对穷困的恐惧。你不可能靠仅仅提供合适数量的金钱，就能获得他们的耿耿忠心，就能让他们为企业冲锋陷阵。他们既现实，又浪漫。对他们多数人来说，金钱是必需的，但除此以外，你还必须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他们是在为比金钱更高尚、更有价值的东西工作。愿景和使命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的成就需要。





企业是有其道德目的的。企业的道德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创始人道德水平的映射，但也会随着环境和企业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在目前的商业环境中，唯利是图似乎更为现实，而遵循道德理想则显得天真烂漫。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即使自身在道德方面劣迹斑斑、不堪入目的人，也有无数机会抨击他人的道德素养。唯利是图虽然有可能帮助企业抓住眼前，但却常常使企业失去长远。


战略是为目标服务的。本章讨论制定企业的愿景、使命、战略目标的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并提供使命陈述的基本框架。我们也给出部分企业的实际的愿景和使命陈述，并对其进行评价。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实际的商业实践中，愿景和使命基本上是同时陈述的。但为了清楚起见，本章依然按照教科书的习惯模式，分别描述其内涵以及在确定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




第1节






愿景与战略目标




一、愿景确定：边界宽些还是窄些？


几乎所有创业者，都对自己创立公司的未来寄予美好的期望和想象。创业者和公司内部关键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希望成就的水平或达成的目标，经过客观审慎的论证或讨论，得到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普遍认同，并以直观、形象、有吸引力的方式表达出来，便成为公司的愿景（vision）或蓝图。愿景是愿望的景象，是一种集体的认知图像和心理模式。愿景通常应该描述出如下内容：

• 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或经营业务的范围边界。

• 公司力求达到的产业地位目标。地位目标常常与经营的地域范围定位相联系，如在地区市场中的地位、国内市场中的地位，或者全球市场中的地位等。

• 公司将要满足哪些客户的需求，满足这些客户的需求将要开发或具备的能力等。

下面给出几个知名公司的愿景范例：

• 麦当劳公司的愿景：提供全球最优的快速餐饮服务。

• 华为的愿景：成为世界级的、领先的电讯设备提供商。

• 西安杨森（Xian-Janssen Pharmaceutical Ltd.）的愿景：我们志在一如既往地保持在中国制药行业的领先地位。【更多新书朋友圈免费首发，微信j rgh3w】

• 微软公司早期的愿景：让每一张办公桌、每一个家庭中的电脑，通过使用一流的软件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这些公司的愿景，基本都刻画了公司经营的业务领域、经营的地域范围、希望达到的产业地位、满足哪些客户的需求等内容。界定企业经营的业务领域与地域范围，是愿景陈述的关键内容之一。业务边界与地域边界宽窄的不同处理方式，形成以下四种组合：






图3-1　愿景陈述中的业务边界与地域边界组合矩阵



• 组合1：业务范围和地域范围都很窄，局限于特定区域市场的特定业务，成长空间较为有限。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类企业所有者的特点：自得其乐，小富即安。

• 组合2：偏安一隅，多元化经营，在特定的地域市场中开展广泛的多元化经营，进入很多业务领域。这种选择扩大了企业成长的空间，但需要对地区市场需求有深入独到的理解，并在政府关系等区域资源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 组合3：专注于某一比较狭窄的业务领域，但谋求新市场的拓展和跨地域的扩张。典型的企业如英特尔、麦当劳等。

• 组合4：业务范围和地域范围都很宽，全方位拓展。这样的定位虽然成长空间巨大，但陷阱也同样巨大。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核心能力来支撑，这样的企业是很难持久生存的。这类企业数量很少，通常都是具有悠久的历史、很强的控制能力的企业。即便像通用电气、拜尔这样的老牌企业，其业务虽然相对比较宽，但也是有明确的业务边界的。

将麦当劳与联想的愿景进行比较，能够发现企业业务边界界定的不同：

• 麦当劳公司的愿景：提供全球最优的快速餐饮服务。

• 联想公司的愿景：高科技的联想、服务的联想、国际化的联想。

麦当劳的愿景陈述，定义的业务范围非常窄、非常具体——快餐业，但地域范围极广，覆盖全球。其好处在于，能够为企业提供清晰、明确的方向指引。而联想愿景陈述，在业务范围和地域范围方面定义得非常宽而且高度抽象：几乎没有边界，范围接近无限；其好处在于，几乎具有无限的适应能力——进入任何一个业务领域，基本都不违背公司的愿景，但这同时也是其缺点——不能为公司的未来发展提供明确的方向指导。

从两个企业发展的过程看，麦当劳60年来，按照愿景的指引，抵御了发展过程中可能使其偏离前进轨道的各种各样的诱惑，一直致力于快餐业的经营，从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发展到美国、北美，进而进入西欧、澳洲、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然后随着东欧等国家的开放，进入东欧、俄罗斯，进而进入中国，再进入越南，愿景已经接近于实现。其未来面临的挑战是，当麦当劳进入全球主要市场以后，这样的愿景显然已经不再雄心勃勃，激动人心，麦当劳还能用什么样的愿景来激励关键的利益相关者？

而联想公司愿景的抽象和模糊，也造就了联想战略上的摇摆。这个愿景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后，联想立足于中国国内市场，开始进入新的业务领域，如互联网、系统集成、IT服务、手机制造等，开始其多元化的旅程。但是，到2003年年末，联想放弃多元化战略，剥离、出售、关闭了很多新的业务，重新回归主业，开始着手收购IBM的PC业务，谋求进入国际市场，力求成为国际化的联想。

如果联想公司原有的主要产品为计算机、原有的市场是指中国市场，那么，联想公司的战略转换过程可以通过图3-2加以直观描述：






图3-2　安索夫矩阵：联想公司2004年前的战略转换过程



1999—2004年，从市场渗透战略转换为产品开发战略，进入很多新的业务领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发现核心管理人员的时间、精力等资源无法有效地分配在这些业务上
 

(1)

 ，最后，决定收缩。2004年开始，转而实施市场开发战略，通过并购IBM PC进入新的市场——国际市场。显然，联想战略方面的摇摆，与其没有清晰的愿景是有密切关系的。

从上面两个企业愿景陈述的比较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恰当的愿景陈述，应在具体和抽象之间、边界的宽和窄之间做出恰当的平衡——边界要窄到足以排除某些风险，宽到足以使企业能够适应变化，把握创造性增长的机会，对此，后文还要进一步讨论。

雄心或者愿景，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未能确定令人憧憬和兴奋的愿景，是战略决策者怯懦的信号，但未经深思熟虑就提出崇高的愿景则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愿景的形成并没有一定之规，有些是决策者一定时期内高强度思考后的顿悟，有些是理性分析和审慎计算的结果，而有些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一般而言，恰如其分的愿景确定，强烈的直觉、想象和情感、理性的计算与预测、集体智慧的冲撞和激发，都是不可或缺的。

有人认为，激励企业发展的是利润而非愿景。然而，仅靠利润是不足以充分激励员工的。企业的某些员工可能会对利润持消极态度，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利润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却被股东瓜分和剥夺的剩余价值。员工和管理者共同为公司制定和修改的愿景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憧憬。共同的愿景反映了利益的共同性，这可以使员工们的精神境界从单调的日常工作中得到升华，使他们能够共同面对新的机会与挑战。

所以，公司的愿景是集体的愿景，而非所有者个人的愿景。即便愿景的形成完全是个人化的行为，如果让愿景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方向性的指导，领导者也必须将其转化为集体的愿景。由于愿景的确定，需要选定未来的业务领域、客户定位、产业地位等内容，而公司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此的看法可能不尽相同，所以，愿景的形成包含大量的认知冲突和情感冲突。愿景的制定应当使尽可能多的管理者和核心员工参与，并进行充分的酝酿和沟通。

另外，愿景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愿望。愿景虽然和愿望一样包含着强烈的情感色彩，但愿景更是理性分析和审慎计算的结果。愿景必须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二、战略目标：定量还是定性？


战略目标是愿景的分解。公司的愿景刻画一个公司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要达到的图景。这个可以预见的未来，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久。而企业的战略目标，是在愿景和使命指导之下确定的关于企业在较长时期（一般为3—5年）内要达到的水平的界定与描述。战略目标一般要回答以下三个基本问题：企业现在在哪里、企业要到哪里、怎样才能从这里到那里。

战略目标，比愿景更明确、更具体。有些企业的战略目标定义得非常具体，如销售收入、利润等达到多少；有些企业则只提出定性的目标，如在产业中的地位提高到何种层次、培育何种能力等等。战略目标定量化、明晰化到何种程度，战略目标定三年还是五年，主要取决于环境变化的速度与幅度：如果环境高度不稳定，比如技术变化速度非常快、客户需求变化速度非常快，而且经常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比如IT、互联网等产业；或者政府政策经常调整，而企业受政策影响很大的产业，如制药、地产等，这时战略目标应该相对短些、定性一些，反之则可以长些、准确些。另外，也要考虑产业的生命周期以及产业结构的稳定性。如果产业处于生命周期的成熟甚至衰退阶段，或者产业结构高度不稳定，那么，战略目标也应相对短些、定性一些，以便留出调整的空间。




第2节






使命与责任



愿景描述企业希望并且可能成为什么“样子”，是“企业未来可能的和人们所希望达到的状态”，而使命则更多地与现实状况和行为相联系。由于企业的愿景，仅仅靠企业所有者个人的努力是不可能达成的。企业一旦创立，就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存在，企业必须能够激励关键利益相关者，使他们能够同企业一道，共同致力于愿景的实现。同时，在实现愿景的过程中，如果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产生矛盾或冲突，企业使命也要起到调节矛盾、协调关系的作用。另外，企业使命还需澄清和表达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态度，保证企业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更多新书朋友圈免费首发，微信j rgh3w】

使命陈述是确定经营重点、制定战略和配置资源的基础，也是设计组织结构、确定员工行为准则的起点。使命陈述的核心，是要说明企业存在的理由，包括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责任。





企业是有其道德目的的。企业的道德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创始人道德水平的映射，但也会随着环境和企业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在目前的商业环境中，唯利是图似乎更为现实，而遵循道德理想则显得天真烂漫。但是，在互联网时代，由于言论者身份的低度可识别性，即使一个自身道德方面劣迹斑斑、不堪入目的人，也有无数机会抨击其他人的道德素养。唯利是图虽然有可能帮助企业抓住眼前，但却常常使企业失去长远。所以，企业必须审慎地对待企业使命的制定，并真正按照自己的承诺去履行其使命。






社会呼唤这样的企业家，他们能够通过自己行为上的率先垂范，通过对企业道德良知的大胆解释，使员工从日常的自我中升华，使企业和员工能够为更高的道德目的而生存和发展。





一、制定使命陈述的过程


使命发挥作用的根源，源于人们根植于内心深处的成就需要；而成就需要满足的前提在于对组织使命的承诺。这种承诺不能只是口头上的承诺，而是管理者在决策及资源配置上的承诺、员工在行为上的承诺。使命能否真正激发承诺，与使命的制定过程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在确定企业使命之前，企业的高管人员必须首先诚实地问自己：“我是否发自内心地认为，制定一个得到关键利益相关者广泛认同的使命陈述，对企业是极其重要的？我是否会认真对待使命陈述所确定的准则，并据此采取行动？”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没有必要进行这个劳师动众、耗尽心力的活动。如果员工发现，企业之所以制定使命，不是出于对使命价值的真正认同，而是因为时髦、流行，那么，所有制定使命的努力都不会得到员工真正的参与，最后只能流于形式，甚至是一种讽刺。

其次，对员工进行必要的培训，或者选择一些其他企业的使命陈述范例，交给所有管理人员作为背景材料阅读；之后要求每个人或者每个小组独自为企业准备一份使命陈述。一个专门机构或由高层管理者组成的委员会，将这些使命陈述讲行分类整理，组合成若干篇使命陈述草案，将其分发给所有管理者，要求大家进行增删或修改，并开会正式修改文件。当所有管理者都为使命陈述文件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并支持这一文件时，企业使命在各种战略制定、实施和评价活动中便可以更好地得到理解和支持。由此，制定使命陈述的过程便为战略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得到多数管理者支持的机会。

在制定使命陈述的过程中，一些企业采用项目团队讨论的方式对使命陈述进行研究和修改，也有企业聘请外部专家或咨询人员对这一过程进行管理并帮助进行文字起草工作。有时，具有专业知识且不带偏见的外部人员，比企业内部的团队或委员会能更有效地管理使命陈述的制定过程。但是，外部人员制定的使命陈述，必须交给所有管理者、员工进行讨论，并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基本一致。

制定使命陈述的过程应尽力达成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感情融合和价值认同。员工实施公司战略的责任并不一定会转变成感情上的一致和价值上的认同。只有当企业成员认同公司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进而将理性约定和战略责任转变为使命感时，感情的一致才会出现。

不加争论和思考就接受了企业的使命和愿景陈述的员工，并不一定是管理者的幸运，他们或者不负责，或者创造意识和能力无法达到企业的期望，更多的情况是企业领导者未能激发起他们参与的愿望和热情。管理者应该坦然面对使命确定过程中的认知和情感冲突，并尽力将其引导为创造的激情和更全面的认识。


二、使命陈述的关键要素


各公司使命陈述在内容、形式、具体或抽象程度等方面各不相同。多数公司的使命陈述包括以下要素：

• 用户（customers）：公司的用户是谁？公司将怎样对待他们？

• 对员工的态度（concern for employees）：公司将怎样对待员工？尊重和奖励何种行为、何种态度的员工？

• 对股东（concern for stockholders）以及对生存、增长和盈利的态度（concern for survival，growth，and profitability）：公司是否努力实现业务的增长，并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公司将如何使用利润？

• 社会责任与公众形象（concern for public image）：公司如何对社会、社区和环境等承担责任？

• 经营哲学（philosophy）：公司的基本信念、价值观、志向和道德倾向是什么？

• 自我认识（self-concept）：公司最独特的能力或最主要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另外，愿景陈述中可能涉及以下内容，也常常需要在使命陈述中进一步明确，以便成为指导企业运行的基本准则：

• 产品或服务（products or services）：公司的主要产品或服务项目是什么？

• 市场（markets）：公司在哪些地域或何种细分市场上进行竞争？

• 技术（technology）：公司是否谋求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下面是一些使命陈述的范例。


西安杨森公司
 （Xian-Janssen Pharmaceutical Ltd.）的使命
 ：我们将通过提供创新的、具有国际水准的药品，并与国内医药卫生各界人士真诚合作，共同推动拯救人类生命、提高生命质量的崇高事业。

• 声誉／最受欣赏和信赖的公司；

• 最佳雇主；

• 销售、市场份额、新产品导入领先；

• 最佳伙伴。


香港廉正公署的使命：


1974年，香港廉正公署初建时确定了其使命：廉政公署致力于维护香港公平正义，安定繁荣，务必与全体市民齐心协力，坚定不移，以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肃贪倡廉。我们的目标如下：

• 以有效方式调查和检控贪污；

• 积极推行防贪措施以杜绝贪污机会；

• 教育市民认识贪污的祸害及争取他们对肃贪倡廉工作的支持。


联想公司的使命陈述：


• 为客户：联想将提供信息技术、工具和服务，使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简便、高效、丰富多彩；

• 为员工：创造发展空间，提升员工价值，提高工作生活质量；

• 为股东：回报股东长远利益；

• 为社会：服务社会文明进步。

联想集团一贯秉承“让用户用得更好”的理念，始终致力于为中国用户提供最新最好的科技产品，推动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面向未来，作为IT技术与服务的提供者，联想将以全面客户导向为原则，满足家庭、个人、中小企业、大行业大企业四类客户的需求，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产品和服务。


TCL集团的使命陈述：


• 为顾客创造价值；

• 为股东创造利润；

• 为员工创造机会；

• 为社会创造财富。


夏威夷银行的愿景和使命陈述：
 夏威夷银行的愿景是在夏威夷州和我们所服务的太平洋地区提供最完善、最高效的金融服务。

• 作为由围绕在一家优秀地区性银行周围的各公司组成的一个大家庭，我们将提供范围广泛的服务。我们将以有竞争力的、与我们的盈利目标相一致的价格满足用户的需求。

• 我们的基本经营战略是认清、了解和满足个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金融服务需求。我们将关注影响我们业务的变化因素并主动利用新的机会。

• 我们从事业务的区域只扩大到这样的范围，即在那里我们独特的背景、经验和能力将给予我们以竞争优势和适当的、能获得足够财务收益的机会。我们只增设那些我们能够做好的金融服务项目。

• 我们的两个主要目标是：通过提高业务效率和自动化水平而显著降低非利息支出，通过扩大收费服务而增加非利息收入。

• 我们要在很大程度上自主决定我们从事业务的条件。我们将永远保持强有力的财务状况。我们的目标是在财务业绩方面始终位于业绩最高的10％的银行以内。这将确保我们股东的投资得到增值。

• 我们将保持一种激发人们向上的工作环境，保持一种在企业各个层次上承认、鼓励并奖赏卓有成效的员工的环境。

• 我们将永远以诚实和正直作为行为准则。我们每个人要努力做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和负责的公司成员。


惠普公司的使命陈述：


• 顾客：向惠普公司的顾客提供价值尽可能大的产品和服务，以获得并保持他们对惠普公司的欣赏和忠诚。惠普公司的成功和发达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得到保证：向顾客提供他们确实需要而又有持久价值的优良产品，并在售前和售后提供各种有价值的服务。

• 利润：为支付公司发展所需资金并提供达成其他目标所需的各种资源，公司必须获得足够的利润。惠普公司的长期政策是将利润中的绝大部分重新投资，并依靠这种重新投资，再加上从雇员购买股票方面所得的资金，以及其他现金流入项目，来为发展提供资金（这意味着股东的价值体现在公司价值或者股票价值的提升上，而不是利润的分红上）。由于经济波动及客户需求的变化，公司每年的利润各不相同；公司所需的资本也在变化。当利润或其他现金来源不能满足资本需要时，就依靠短期的银行贷款来弥补。

• 新的业务领域：当且仅当惠普公司有新的创意，而技术、制造和销售能力又能保证在该领域中做出为顾客所需而又有利可图的贡献时，才进入新的领域。

• 成长：要使公司的成长只是受到利润和开发及制造真能满足顾客需要的技术产品的能力的限制。

• 员工：帮助惠普公司的员工分享公司的成功。正是他们才使公司的成功得以实现；公司将以他们的工作成绩为依据，为他们提供职业保障；承认他们的个人成就；保证他们因完成工作而获得个人满足感。

• 管理：使个人在实现明确规定的目标时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从而鼓励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 公民地位：公司重视对社会所承担的义务。公司要成为它经营活动所在的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社区的一种经济、智力和社会财富。

将联想公司、TCL集团的使命陈述与夏威夷银行、惠普公司的使命陈述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一些值得关注的不同。联想、TCL的使命陈述，描述的是一种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单向的关系：企业为客户、员工、股东、社会创造什么，但没有陈述企业为利益相关者创造这些价值的前提或者条件；而惠普、夏威夷银行的使命陈述，描述的是一种双向平衡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关系。比如，夏威夷银行对用户，“我们将以有竞争力的、与我们的盈利目标相一致的价格满足用户的需求”。这意味着如果满足某些客户的（某些）需求却不能满足银行的盈利需求，这样的需求，银行就不会去满足。惠普公司“向惠普公司的顾客提供价值尽可能大的产品和服务，以获得并保持他们对惠普公司的欣赏和忠诚”。这同样也是一种双向的平衡的关系。对此，我们在后面也将再次强调。




第3节






愿景、使命、战略目标制定应注意的问题



中国企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步认识到战略管理的重要性，并开始重视愿景和使命的制定。但是，从实践上看，很多企业的愿景和使命流于形式，并没有对企业发展起到应有的指导和激励作用。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环境高度的动态性和异质性之外，企业制定愿景和使命的方法和过程不当，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制定愿景和使命陈述，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愿景陈述应在具体和抽象、边界的宽和窄之间达成平衡


愿景和使命陈述，一方面是公司评价未来机会或做出选择的基准，为企业未来发展提供方向性的指导，另一方面还要有足够的适应能力，有助于形成和考虑多种可行的目标、战略，避免不适当地抑制管理部门的创造力。这就要求在具体和抽象之间、边界的宽和窄之间做出恰当的平衡：边界要窄到足以排除某些风险，宽到足以使企业能够适应变化，把握创造性增长的机会。


在具体和抽象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但管理者必须为之付出努力。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认为，绝大多数企业的使命陈述都以高度抽象的形式进行表达。笼统的确具有其优点：使命陈述不是为了表达具体的结局，而是为了指导企业，提供激励，树立方向、形象、基调和宗旨。过分细致会产生消极效果，因为具体的细节容易招致反对。在制定使命时，过于精确反而会压抑创造性。目标一旦被具体化，便会使企业僵化而不利于变通。而概括性的陈述则为其他管理者增添具体细节，甚至改变总体模式留下了空间。抽象性为适应环境和内部运行的变化提供了变通性，它有利于更灵活地进行战略实施。

过分细致的规定将限制企业的选择范围，影响创造性增长潜力的发挥和机遇的把握。但是，不排除任何备选战略的高度抽象化、笼统化的陈述也会导致企业误入歧途，如我们前面分析的联想的愿景：“高科技的联想；服务的联想；国际化的联想。”

我们赞同弗雷德里克·格卢克（Frederick Gluck）的观点：战略决策者要在所取信息的广度和深度之间做出某种权衡。他就像一只在捉兔子的鹰，鹰必须飞得足够高，才能在广阔的视野中发现猎物，同时它又必须飞得足够低，以便看清细节，瞄准目标和进行攻击。不断地进行这种权衡正是战略决策者的任务，是一种不可由他人代理的任务。

在具体和抽象之间、边界的宽和窄之间进行平衡，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首先是选定的业务领域和地域边界是否具有足够的成长空间、是否足以支撑愿景的实现？其次是公司的核心资源和能力适应的业务范围到底有多宽？将这两个因素平衡起来考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另外，使命陈述中的核心原则可以相对抽象而持久；原则的解释和细则可以具体，可以随着环境变化，进行适当的修正或调整。


二、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关系：对等平衡，双向互动


愿景和使命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比较和平衡的过程。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愿景、使命有不同的期望。如果让愿景、使命能够起到激励利益相关者、协调利益相关者关系／矛盾的作用，在最初确定时就必须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要求加以平衡。在确定使命，明确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关系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对等平衡、双向互动（项保华，2001）。只有对等平衡的关系，才是稳定持久的关系，才是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互利共赢的关系，才能作为协调利益相关者关系或矛盾的持久准则。

比如，联想公司使命陈述中涉及对员工态度部分的内容是：“为员工创造发展空间，提升员工价值，提高工作生活质量。”这种陈述，只是描述企业将会怎样对待员工，但并没有描述“为员工创造发展空间，提升员工价值，提高工作生活质量”的前提，也没有阐述员工应该怎样对待企业。这是一种单向的不对等、不平衡的关系。

我们再看夏威夷银行和惠普公司使命陈述中涉及对员工态度的部分。夏威夷银行：“我们将保持一种激发人们向上的工作环境，保持一种在企业各个层次上承认、鼓励并奖赏卓有成效
 的员工的环境。”显然，这是一种对等平衡的关系：员工只有“卓有成效”了，才能得到企业的“承认、鼓励并奖赏”；只要员工“卓有成效”了，就会得到企业的“承认、鼓励并奖赏”。

惠普公司：“帮助惠普公司的员工分享公司的成功。正是他们才使公司的成功得以实现；公司将以他们的工作成绩为依据，为他们提供职业保障；承认他们的个人成就；保证他们因完成工作而获得个人满足感。”企业与员工同样是对等平衡的关系：只有公司成功了，员工才能分享；只要公司成功了，员工就能够分享。所以，工作成绩是“职业保障、成就承认、个人满足感”的基础和前提。【更多新书朋友圈免费首发，微信j rgh3w】

在处理公司和员工关系时，公司使命不仅要表达公司对员工的承诺，同时也要陈述公司尊重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行为。现在很多公司重视薪酬机制设计和改革，这是必要的。但薪酬设计只决定奖励什么、奖励多少，真正决定企业文化的不是奖励什么“东西”，而是奖励的内容、奖励的原因：什么人因为什么行为、什么贡献而得到奖励，奖励对象确定的标准和程序是否公正，这些恰恰是使命应该清楚界定的内容。

关于企业应该如何对待员工，我们为企业家能够提供的最实用的建议，就是既不要将员工当主人一样对待，更不能将员工当奴隶一样对待。这种非对等、不平衡的关系，从长远看，一定会给企业带来问题。有些企业强调员工是企业的主人，其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员工能够承担起主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但还可能导致有些员工只追求主人应享受的权利但抛弃主人应尽的责任，结果就会培养或纵容人数极少但危害极大的流氓
 

(2)

 ；将员工当做奴隶，不仅违背基本的人道，而且会遭遇普遍的消极、抵抗甚至破坏。对等平衡的关系，是实实在在地把员工当做“人”来对待：他们有血有肉；有悲哀，也有喜悦；有私欲，也愿意奉献；他们有理想，但也可能偷懒。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企业管理者及其所制定的政策要为员工的态度和行为承担责任。

关于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最近这些年社会各界已经给予了太多的关注。但是，社会应该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何种环境、条件，似乎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捐出其巨额财产用于慈善的行为赫然矗立，一方面激发了社会公众对中国企业家慷慨解囊的期待，另一方面强化了对某些奉行实用主义价值观的企业家的批判。其实，让企业家更为慷慨的重要途径，是降低他们对曾经贫穷的恐惧，消除他们对失去合法财富的担忧。


三、利益相关者地位或优先序的决定：权力与利益关系的平衡


从愿望的角度看，公司可能愿意将每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置于最重要的地位。但是，公司“空间”是有限的，当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同时出现在公司面前的时候，他们的位置如何摆放或安排？谁应该坐在前排中间，谁应该站在后边？公司的资源或者利润是有限的，在价值或权益分配的时候，谁的利益应该得到优先的考虑？所谓利益相关者的优先序，是指面对相互竞争和冲突的权益主张时，企业给予关注或满足的优先顺序（Michell etc. ，1997）。

正如前面谈到的，公司一旦创立，就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而存在，但这个生命体生命的维系和繁衍，却有赖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这些利益相关者是否愿意支持公司，取决于公司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其期望；而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对公司战略的影响程度则是由其掌控权力的大小决定的。所以，企业确定利益相关者优先序安排，需要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做出清晰的判断：

• 利益相关者的权力有多大？他们对公司生存与发展的影响力有多强？

• 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期望是什么？其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关联度有多高？

• 利益相关者的期望或行为是稳定、可预测的，还是高度动态、不可预测的？

图3-3给出Mendelow的利益相关者定位工具：权力／动力矩阵。公司如何处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取决于该类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权力或制约公司发展的能力，以及该类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期望的可预测性。在A区域，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小、可预测性高，他们一般不会给公司带来问题；B区域的利益相关者虽然其期望的可预测程度低，但因其对公司的权力有限，所以，公司可以较好地对其进行管理和控制；C区域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权力很大，但期望可以预测，所以，可事前制定好符合其期望的战略与政策；比较复杂的是D区域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期望无法准确预期，所持的立场或观点事前不能准确判断，但却有力量阻止或者支持公司战略的选择或实施，对公司发展拥有重大的影响和制约能力。对D区域的利益相关者，在重要的战略决策做出之前，找到合适的方法，试探其对新战略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图3-3　利益相关者定位：权力／动力矩阵




资料来源：A. Mendelow,
 
Proceedings of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 Cambridge, Mass. , 1991.




图3-4表达的基本含义是：利益相关者影响公司战略与运行的动机与其利益相关，而其影响公司的能力则取决于其权力的大小。区域A的利益相关者，维持最小的努力即可；区域B的利益相关者，其利益与公司发展和战略选择密切相关但权力较小，保持信息畅通，使其了解公司面临的困难和机会，理解公司战略选择的依据是重要的；区域C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权力很大，但其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关联度或一致度不是很高，必须保持其对公司的满意；区域D的利益相关者，其影响公司的能力和动力都很高，是关键利益相关者，必须审慎对待，不仅要保持信息通畅，也要保持其对公司的满意。






图3-4　利益相关者定位：权力／利益矩阵




资料来源：Gerry Johnson，Kevan Choles，《公司战略教程》，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尽管经济学假设，人的本性是自私、利己和自我保护的。但自私的目标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其中很多方式是友善的、利他的。有效地平衡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共赢，是企业永恒的追求。


四、谋求国际化的企业使命应具有全球化视野或国际意义上的合理性


企业的愿景和使命陈述确定后，在正式对外、对内公布之前，企业的主要决策者需要仔细检验其可接受性和有效性。有效性检验，是仔细评估公司按照这样的愿景和使命去操作、去实践，能否将公司引向正确的方向。可接受性检验是检验关键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客户、员工、社区社会等，对使命陈述的可接受性或认同性。如果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使命不认同，就需要考虑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调整。

使命可接受性检验要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利益相关者确定的范围必须与愿景相一致；如果企业致力于国际化，就必须从国际范围来考察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可接受性。比如，联想的愿景陈述中强调的是“国际化的联想”，而使命陈述却特别强调“始终致力于为中国用户提供最新最好的科技产品，推动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并通过媒体强调其“产业报国”的责任，二者显然是不匹配，将来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冲突。

中国很多企业在确定愿景和使命时，常常具有特定的地域、国家或民族色彩，如产业报国、振兴民族经济，等等。选择这样的愿景和使命陈述，当企业致力于国内市场运营时，并无不妥。但当开始国际化运营，在国际或全球范围内进行品牌塑造时，就会遇到巨大的挑战。很难想象，公司的外籍员工会认同“产业报（中）国”这样的使命。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几乎不可阻挡，中国企业也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愿景和使命具有全球化的视野或国际意义上的合理性是非常重要的。高露洁公司（Colgate）首席执行官鲁本·马克（Reuben Mark）认为：“（愿景和使命）将每个员工召集到公司的旗帜之下时，重要的是在全球树立统一的形象，而不是在不同的文化中传达不同的信息。”


五、使命陈述应体现对用户的正确预期


企业经营需要首先识别和确认用户的需求，并提供产品或服务以满足这一需求，而不是首先生产产品，然后再为它寻找市场。理想的使命陈述还应认定本企业产品对用户的效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使命陈述突出了通信服务而不是电话；环球影视公司（Universal Studios）则强调了娱乐而不是电影，其道理都在于此。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美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是铁路业竞争优势最为显著的阶段，因为铁路业最重要的竞争优势在于规模经济。但恰恰在这个阶段，美国的铁路业开始走向萧条。曾经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铁路业萧条的原因在于铁路事业的经营者将铁路事业作为铁路业来经营。这个结论很值得深思。把铁路事业作为铁路事业来经营，意味着管理的重点放在铁路和相关设施上；如果铁路事业的经营者将铁路事业作为服务业来经营，管理的重点将放在服务上、放在客户关系管理上。把铁路事业作为铁路事业来经营，在铁路业没有替代产品竞争的时代，也许不会导致铁路事业的萧条，但在存在竞争的时代，这种理念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德鲁克（1973）强调：“是用户决定了企业应当经营什么。正是，也仅仅是那些愿意购买商品或服务的用户将资源转变为财富，将物品转变为商品。企业想要生产什么不是最重要的，尤其对企业的未来和成功不是最重要的。决定企业经营什么，生产什么，以及企业是否兴旺的，是用户想买什么和珍视什么。而且用户所购买的和珍视的永远不是产品，而是效用，即产品或服务对他们的功用。用户是企业的基础，用户决定了企业的存在。”


六、企业的愿景和使命必须得到高管人员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认同


确定愿景和使命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引导企业方向，激发员工忠诚，规范员工行为。正如我们在第1章第4节中所强调的那样，员工不是通过听高管人员说什么来识别这个企业真正信奉的是什么，而是通过观察高管人员的行为来识别企业信奉的是什么。如果高管人员的行为与其宣传倡导的内容不一致，如果员工怀疑上级选择某种信条并非出于承诺，而是出于时髦或流行，那么，其使命就会变得苍白无力，毫无价值；企业所宣传的这些内容，对员工来说甚至是一种讽刺。

有些企业的总经理确定了自己既不相信也不遵守的使命和准则以后，要求员工在各种会议或活动上朗诵企业的使命或理念，在行为上遵守这些准则。这种方式常常使员工觉得自己被当做傻瓜，甚至给员工带来屈辱感：我之所以在这里朗诵这些我并不信奉的东西，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

有些企业家相信：谎言被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他们通过高度饱和的反复说教，利用各种仪式来不断强化，利用低层次的欲求和需要的满足，控制员工的行为，形成统一的企业文化，达成企业的目标。在员工素质较低的初级服务业、制造业，企业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执行，统一的步调和意志，这种做法确有必要性和价值，而且也确有成功的先例。但在创新能力、适应变化的能力要求比较高的产业，或者员工素质比较高的产业，愿景和使命只有激发承诺，只有与承诺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只是“镜中花、水中月”。而这种承诺，不止是口头的承诺，更重要的是决策者在决策上的承诺、资源配置上的承诺，以及在行为上连续的、一贯的承诺。

有效的使命陈述反映了企业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决策，这些决策是基于对未来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分析和展望而做出的。使命陈述应为战略的选择提供标准，它还应当是动态的。




第4节






为什么需要愿景、使命、战略目标？



有一句日本谚语：有目标但没有行动，是白日梦；行动但没有目标，是噩梦。人生如此，企业也是如此。企业确定愿景、使命、战略目标的主要作用可以概括如下。


一、愿景、使命、战略目标，是企业信仰系统的核心


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特别是当企业进入多元的、不同的业务领域以后，企业多数员工的行为、多数问题的解决，常常不在总经理的视野范围之内。保证目标的连续性、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既变得极其困难，同时也显得更为重要。构建科学的信仰系统是达成组织运行可控性的一种重要途径。信仰系统是组织文化的核心，而愿景、使命和战略目标，则是信仰系统的核心。

无论如何，管理者必须认识到，“70后、80后”们已经渐渐成为企业的关键支撑力量。他们多数人的脸庞没有经历物质高度匮乏的时代留下的烙印，他们的心灵也没有对穷困的深深恐惧。你不可能仅仅靠提供合适数量的金钱，就能获得他们的耿耿忠心，就能让他们为企业冲锋陷阵。他们既现实，又浪漫。对他们多数人来说，金钱是必需的，但除此以外，你还必须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他们是在为比金钱更高尚、更有价值的东西而工作。

从外部环境看，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完善、社会公众素质的提高、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将迅速创造这样一种环境：企业的使命和核心理念不再是装饰、时髦或外表，而是企业得以生存的本质。缺乏坚定道德信念的管理者可能由于缺乏应对道德观、价值观方面的冲突的心理和方法准备而面临严峻挑战：对内无法形成有凝聚力的文化，对外无法得到客户和社会的认同。

领导者最初的愿景、雄心或立意，以及基于这个立意而选择的初始管理模式，构成了企业文化的基础。而文化一旦形成，由于路径依赖，与特定文化相联系的人的习惯、意识等一旦形成，进一步改革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将一个新人进行改造，使其融入特定的企业文化是相对容易的。但是，系统地改变一个拥有众多成员的组织已经形成的文化，是极其艰难的。所以，创业者的愿景和使命，是极其重要的。


二、战略目标是企业评价新机会是否值得利用的关键标准


长期观察企业家的行为，我们发现，在创业的初始阶段，企业生存极其艰难，创业者面临的压力较大，常常缺乏充分的自信，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他不得不向员工、供应商、代理商等展示其信心。外部环境对他也常常缺少应有的尊重；获得资源、支持的渠道极其狭窄，有时甚至不可能。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一旦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功，企业家获得巨大的利润，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外部环境，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企业家自信心、自尊心常常会高度膨胀，会为一种梦想成真的成就感所鼓舞：“既然我在这个领域能够梦想成真，还有什么能够不梦想成真呢！？”同时，外部环境对企业家的态度迅速变得友好。许多人会通过各种途径主动与企业家接触，提供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或者项目，企业家行为选择的空间、面临的外部诱惑大大增加。同时，外部环境能够为企业家提供的可供支配的潜在资源的数量急剧增长，各类投资者、商业银行等等，会主动与企业接触，探讨合作的机会和可能。

另外，距离产生美感，很多企业家常常觉得别人的业务有更大的吸引力。我在读书时，晚饭之后常和同学绕着北大未名湖散步。散步久了，有一个发现：对岸的景色更美，树影婆娑，朦朦胧胧，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反观自己这岸的景色，太真实、太具体，一点想象空间也没有，常常觉得不漂亮。

很多企业家在一个业务领域经营多年之后，也有类似感受：自己这份业务，面临的挑战、压力，太真实、太具体，所以不漂亮；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在这个业务领域中能够做到现在的水平，就算做到头了，很难再有改进的空间和机会了。反观别人的事业，总是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其实别人同样面临很多压力和挑战，但他体验不到；他能看到的都是别人事业的美好。所以，总觉得别人的业务更好。

将这几点综合起来可以看到，企业家一旦事业成功，高度自信，常常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外部环境提供的机会、诱惑大大增加、可供支配的潜在资源大大增加，同时又常常觉得“对岸的景色更美”。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的指导，会怎样呢？有很多企业将自己处于顺境时期获得的利润，加上可供支配的潜在资源，贸然投资到“对岸”——新的业务领域了。不少企业对新业务领域成功的关键要素、竞争对手的实力和战略、客户需求的特点等没有深入理解，对产业成功的关键要素没有充分的认识，很难在预期的时间内取得回报，最后不得不咽下轻率的苦果。

所以，面对一个机会、一个诱惑，你是否心动，是否为它所诱惑，由什么决定？企业的战略目标。如果机会与战略目标一致，决策者才可以考虑利用还是放弃，否则就不应该受到这个机会的诱惑，除非这个机会足以颠覆企业原来的战略和目标。


三、战略目标是企业资源配置的依据和指导原则


公司上个财年临近结束的时候，都会考虑下一个财年应该如何发展，这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各个事业部中如何分配预算（资源）？资源分配的依据或标准是什么？

很多企业采用的标准是按照业绩分配：哪个部门上年对业绩目标（销售、利润等）的贡献最大，哪个部门就可以得到最多的预算。

此时，如果我们头脑中凸现出一个波士顿矩阵（参见第6章第4节），按照业绩分配预算，哪种业务可能得到最多的资源支持？结论是现金牛。但现金牛是最需要投入资源的业务吗？显然不是。所以，资源分配的标准是公司战略。当然，如果你是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任期只有三年，那么，按照业绩分配资源，也是可以理解的。


四、愿景、使命、战略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基本准则


愿景、使命和战略目标促使利益相关者认识到他们在塑造企业未来中应发挥的作用，为具有不同价值观的管理者制定协调一致的决策提供了基础。通过在战略制定活动中使管理者对目标达成共识，企业可减少在目标实施过程中的潜在冲突。战略目标突出了企业的经营重点并激励员工为实现企业任务而努力工作，还为个人、群体、部门、分公司及整个企业的业绩评价提供了标准。战略目标为工作岗位和企业组织活动设计提供了基础，并明确了经营方向和促进了组织协同性。

从宏观层面看，现阶段的中国迫切需要一种社会公众普遍认同的价值分配体系，迫切需要一种平衡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公认准则。价值分配和价值创造相辅相成。价值创造是价值分配的基础和前提，而公正合理的价值分配，是价值创造的动力和源泉。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形：企业年终总结，将每个人自己认为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加到一起，远远大于企业当年创造的实际价值。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获得的远低于自己创造的或付出的，每个人都不满意。这个问题不解决，价值创造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没有战略目标，企业就像没有目标的航船一样漂向未知的目的地。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明确目标的组织和个人会取得成功。成功很少是偶然得到的，它是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努力工作的结果。

中国许多企业过去并没有制定明确的战略目标，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是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经济处在从短缺经济向买方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阶段，商业机会太多，成功概率较高。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发现很多企业失败，究其原因，缺乏正确的目标和战略是失败的关键。




第5节






古巴导弹危机与三鹿奶粉事件：企业社会责任的再讨论



所有的决策者，无论他们在媒体的报道中多么显赫，多么有权有势，他们都必须面对由他们自己或他人已经做出的决策所导致的后果。但是，不同的决策者在面对重大事件时所表现出的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意识有着天壤之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决策者“基于对那些遥远的没有发言权的孩子们生命的珍视”，基于对“剪断那个绳结所导致的后果”的认知，选择了妥协和让步，使这场几乎注定难以避免的人类的毁灭之战泯于无形。而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决策者以伤害数以万计的婴幼儿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谋求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且在危害发生之后，不是主动招回产品，控制损害范围，而是千方百计地隐瞒和欺骗，逃避责任。

在这两个重大事件的解决过程中，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作用，完全是由于三鹿集团的决策者道德沦丧，社会责任感泯灭，还是有其更为深层的内在原因？这里，在概括性介绍这两个事件演变过程的基础上，试图从决策者选择的空间、损失的滞后期、责任主体的明确性等角度，对此进行解释，并为政府官员、企业决策者、社会公众等，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古巴导弹危机与三鹿奶粉事件：过程与结果


1962年，加勒比海地区发生了一场周期虽然只有13天，却因差点毁灭世界而震惊世界的导弹危机，它由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而美国则强烈要求其撤除而直接引发。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个大国之间最直接、最激烈的一次对抗。美国部署了上百艘舰艇、无数的战机封锁古巴，而苏联则部署大量的舰艇和飞机谋求突破。双方箭在弦上，不断在核按钮旁彷徨徘徊，使人类空前地接近毁灭的边缘。在这个死神不断考问决策者灵魂的过程中，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对他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忧心忡忡地说：“这个国家的孩子们恐惧死亡，全世界的孩子们也都恐惧死亡——这些年轻人并没做什么，并没说什么，并不知道什么，甚至并不了解什么是对抗，但是他们的生命之火却将像其他人一样被掐灭。他们再不会有做出决定的机会了。”而赫鲁晓夫在写给肯尼迪的密信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你还没有失去自我控制，还能够明智地想象出这可能导致什么，那么，总统先生，你和我现在都不应该再用力拉这个被你打上了战争之结的绳索两端。因为，我们两个越是用力地拉，绳结就会越紧。过不了多久，绳结就会紧得甚至连最初系结的人都无法再解开它，然后就有必要剪断绳结，那意味着什么，不应该由我向你解释……”
 

(3)



最后，两位领导人基于对那些遥远的没有发言权的孩子们生命的珍视，基于对“剪断那个绳结所导致的后果”的认知，做出了理智的决策，互相进行了妥协，终于解开了这个核战争的绳结。但是，他们是在决策的范围被缩小到非常危险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的，而决策范围的缩小不仅在于他们自己的决策，还由于他们的前任所做的决策。

2008年，中国也出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以三鹿为代表的中国乳制品行业中的几十家企业的婴儿奶粉和其他乳制品中含有三聚氰胺，导致中国数以万计的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或肾衰竭，其中数名婴儿死亡。

三鹿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成分到底始于何时，恐怕永远是个谜。但有据可查的是，2004年1月16日，安徽阜阳奶粉事件之前，三鹿奶粉就“遭到阜阳吕寨镇勇庄村村民张广奎的举报，并经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发现奶粉不合格，并于4月22日在《颍州晚报》发布了公告”。但是，后来三鹿阜阳公司成功的公关行动证明“这是将竞争对手的假冒产品误认为三鹿集团的产品”
 

(4)

 。“三鹿集团总部也将详细的材料和可能导致更大危机的后果逐级递交到河北省政府。在得知阜阳误报真相之后，河北省政府充分估计了对三鹿事件可能导致河北乳业和全国乳业大滑坡的趋势，于4月25日当地晚10点30分，河北省政府办公厅以省长特批、特急即报的快件发至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收到报告后立即向阜阳的国务院工作小组进行了调查落实……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卫生部先后知道了三鹿的误报事件真相之后，四部局本着对企业负责的态度，于4月26日向全国联合下发了《关于“三鹿”奶粉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的文件，要求各地执法部门允许三鹿奶粉的正常销售……4月27日，三鹿与数十家国内知名品牌乳品企业在多个城市召开诚信座谈会，主题为抵制‘杀人奶粉’、倡导诚信经营，并联合发布全国第一份‘乳业诚信宣言’，承诺坚决不生产和销售劣质乳制品。”
 

(5)

 最后，三鹿“成功”地化解了这次危机。

没有准确的证据，我们无法断定三鹿奶粉当时是否添加了三聚氰胺。但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发起“全国第一份‘乳业诚信宣言’”的企业的所有宣言，都是对诚信二字的亵渎和背叛。可以确信的是，三鹿和其他乳品企业非常清楚三聚氰胺的危害。在2007年上半年，美国发生多起宠物猫、狗中毒死亡事件。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从江苏和山东两家公司出口美国的部分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中，检出三聚氰胺成分，并认定宠物食品中含有的三聚氰胺是导致猫、狗中毒死亡的原因
 

(6)

 ，所以美国将所有可能遭到污染的产品全部召回。这个信息在国内各种媒体，包括互联网上得到广泛传播，相信所有乳制品企业都会关注到，并清楚三聚氰胺的危害性。而且三鹿奶粉导致婴幼儿结石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三鹿董事长田文华承认在“肾结石”事件发生之前，他们已在内部检测出了相关问题，也就检测结果跟有关部门进行过汇报。但是，对于在内部检测之后为什么没有采取紧急的补救召回措施，田不愿意做进一步的解释。
 

(7)



这个悲剧中最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并导致婴儿结石虽早已发现，但最后终止含毒奶粉生产和销售并披露相关信息，并非企业或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良心发现或者社会责任感使然，而是三鹿集团的合资方新西兰乳业巨头恒天然（Fonterra）“尝试了几个星期”要求中方回收有问题的三鹿产品，但由于三鹿中方和地方政府官员拒绝，最后新西兰总理克拉克下令新西兰官员越过河北地方当局，知会北京有关部门，在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压力下得以发生的
 

(8)

 。我们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来自新西兰政府和国务院领导的压力，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知道真相、还会有多少人会受到伤害。


二、古巴导弹危机与三鹿奶粉事件：共性与不同


观察这两个事件的演变和结局，我们得到的一个启示是：所有决策者，无论是总统还是董事长，无论他们在媒体的报道中显得多么有权有势，他们都必须面对由他们自己或他人已经做出的决策所导致的后果。而且，他们之前的决策越轻率或者越存有侥幸心理，就越有可能限制他们未来的选择空间，使他们未来的决策变得更为严峻和艰难。

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虽然这两个事件的决策者的选择和行动都直接关乎很多人乃至人类的利益，关乎除了决策者自身利益以外的社会责任，但决策者的最终选择却迥然不同。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决策者对人类的责任和理性在最终决策中占据了支配地位。而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企业能够迅速动员各级政府、媒体等各方面的力量来捍卫；但当企业伤害了公众利益时，则千方百计隐瞒欺骗，把社会责任抛到了九霄云外，最后演变成行业集体的道德麻木和社会责任感的集体沦丧。为什么性质几乎同样严重的事件，决策者处理的方式迥异？是三鹿集团等企业决策者一开始就道德沦丧，社会责任感彻底泯灭，还是有其他不可控制的原因？我们希望通过比较这两个事件性质的差异，能够对此做出解释。

首先，对于决策者而言，古巴导弹危机属于“后击后发”：古巴导弹危机既为突发因素所诱发，也是两大国家集团间长期恩怨积累的结果，但扳机何时击发、是否击发，核按钮何时启动、是否启动，对峙双方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最终选择权，依然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妥协，从而避免最危险的情况发生。在核按钮没有按下之前，任何事情都有挽回的可能，损失依然可以避免或者降低。

而三鹿奶粉事件属于“先击后发”：企业的非道德或违法行为一旦迈出第一步，就相当于扣动了扳机，启动了一个未定时的能量不断累积的炸弹，终止这种行为的难度随着这种行为的持续而呈几何级数增长，决策者决策选择的空间和范围则加速缩小，事件的发展越来越难以被决策者所掌控。由于路径依赖，企业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终止这种错误所要付出的代价越大。企业非道德的违法行为一旦开始，就系上了赫鲁晓夫所说的那个“绳结”。这个绳结就会被各种力量，甚至系结的人自己无法驾驭和控制的力量越拉越紧，直至紧到系绳的人自己都无法解开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常常只有一个：只能剪断了……

无论第一次添加三聚氰胺的责任人是奶农还是三鹿自己，只要三鹿的决策者发现这种情况后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接受了这种做法，这种一本万利的行为就会得到放大或者扩散。公司的原料存货、产成品存货、销售渠道包括代理商、零售商手中的存货，都会含有有毒成分，收回、销毁的成本就会迅速增长，做出终止这种非道德／违法行为的难度显著增加。如果这时不能终止，接着就会导致消费者受到侵害、伤害；若这时终止这种行为，企业不仅要承担存货损失，还要承担赔偿的责任，对企业声誉、品牌的不利影响进一步提高，终止违法行为的成本开始倍增。这个绳结进一步被拉紧，决策者行动选择的范围被进一步收缩。

与此同时，个别企业的行为很快会扩散到整个产业。当一个企业通过非道德的违法行为取得成本优势以后，竞争对手很快会发现并识别其中的奥秘。在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荒漠的时代，他们一般不会选择举报，而是模仿和追随。因此，非法行为的参与者进一步增加，风险开始转移，责任开始扩散，个体行为逐渐转化为行业整体的行为。这时，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发挥作用，违法的、非道德的行为进一步扩散，成为整个行业的潜规则或惯例，行业内外的人的道德、法律责任感进一步麻木，事件的发展已经完全不能为始作俑者所控制，更多的人受到更多的更深的伤害；当消费者受到伤害的数量开始增加的时候，企业为了避免存货的损失、赔偿的成本，开始贿赂官员、检测部门、媒体，甚至医生……这个绳结被越拉越紧，越拉越紧……

这颗未定时的炸弹累积的能量会越来越大，最后一定会达到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时候，突然的、巨大的爆炸会摧毁很多很多的东西，不仅仅是某些企业决策者、某些官员，还有社会对整个行业的信心、信任以及对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信心、信任……

我们无法准确地了解被刑事拘留的田董事长、被免职官员、经营受到影响的企业员工等在事件演进和发展中的心路历程。不过我们相信，在事件的演进和发展阶段，他们也曾会感到痛苦、无奈，心里也曾会产生过挣扎；当结果发生时，他们则可能会觉得无辜、倒霉，甚至感到委屈、冤枉，因为他们是为了整个行业的利益才没有将真相公之于众！

但从这些受害的孩子及他们的父母，还有社会公众角度看，这个业内外的所有相关人员没有谁是无辜的：无论是知道真相的奶农、企业管理者、普通员工，以及那些知道真相却刻意隐瞒的政府官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了一己之利，做断子绝孙，扼杀民族未来，摧毁民族信心、信任的事情，他们知道真相却刻意隐瞒，怎能是无辜的呢？

在这个事件的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全社会所有的人都受到了伤害，包括那些没有消费过毒奶粉的人也受到了伤害：他们为丧失希望所折磨，为食品短缺而困扰，为缺乏安全感而担忧。

其次，像古巴导弹危机这样重大的军事决策，从决策、行动到看到结果之间的时滞很短，按下核按钮，马上就能看到其后果。事实上，决策者在决策之前，就能非常清楚地预知决策的结果。而且，由于对峙双方实力基本均衡，对抗升级对双方而言成本大于收益显而易见，加之决策的责任主体非常明确，所以，责任与压力更直接，更有利于决策者做出理性的更具道德和责任感的选择。

而像三鹿这样侵害公众健康和安全的非法／非道德行为，预期收益是眼前的、明显可见的，而深层的代价或成本的产生是滞后的，而且时滞常常很漫长；由于知识方面的限制，损害的范围和程度或将要付出的成本有时事前无法准确预知；企业间行为的模仿常常导致行为的责任主体模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现实收益的巨大诱惑对决策者的驱动力量远大于远期的不确定的成本对决策者的影响，诱发决策者的侥幸心理，降低其责任意识，使其更趋向于选择短期的自利行为。所以，我们可以说三鹿奶粉事件中的决策者是不道德、缺乏社会责任的，但不能说他们是不理性的。



表3-1　古巴导弹危机和三鹿奶粉事件的差异：决策者的角度






基于上述分析，那些对自己的权力和能力高度自信的政府官员，必须理性、客观地评估自己驾驭局面的能力，不要以为像古巴导弹危机这样重大的事件政府都可以控制，掌控像三鹿奶粉这种事件的演化和发展，更是不在话下。事实上，危害公众健康的企业行为一旦开始，如果政府未能在起始阶段开始进行控制，就失去了控制其发展和演化轨迹的最佳时机，未来选择的空间就会大大缩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满足消费者最基本需求的食品，特别是经过工业化加工后的食品、存在潜在农药残留的初级农产品、存在各种潜在病毒／病菌危害的食品等等，消费面广、使用量大、使用频率高，同时消费者无法通过观察产品的外观来识别产品内在的质量或危害，一旦出现问题，危害极大。控制危害的关键途径，就是政府制定科学的产品质量标准，通过可靠的检验方法，及时进行监督和抽查。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有效的反应，终止这种行为，减少其负面影响，既是政府官员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也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另外，政府有关部门一定要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千万不要低估老百姓的记忆力。这个事件即便过去了，但对百姓对政府信任和信心的损害是深刻的。如果类似的事件不断累积，破坏性的能量不断累积，未来的发展也可能是无法控制的。政府应该把这个重大的危机事件转化为一个社会价值提升的机遇，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发动一场真正的变革，发动一场关乎我们日常生活的态度、规范、制度和行为的系统变革，提升企业、政府、社会公众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层次。和谐社会绝不可能通过欺骗公众，掩饰罪恶，粉饰太平而建立起来，而只能通过对非法行为的严厉打击，通过提高非道德行为的成本，限制非道德行为的利益空间，通过制度的优化，道德层次和责任意识的提升而建立起来。

对于企业决策者，特别是那些游走于道德、法律、政策底线边缘的企业决策者，我们能够提供的建议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基于非道德动机所做的选择最终常常以不光彩的方式收尾。涉及公共安全、公众健康的道德底线是绝对不能逾越的，由此而导致的代价从长期来看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承担不起的；仅仅考虑短期利润最大化是不够的，关心利益相关者，如客户、员工、社会的利益，不仅仅对这些利益相关者有好处，也是企业自身生存的一个重要前提。

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和个人，发现类似于三鹿奶粉这种非道德的违法的行为，应尽早举报，尽早将本企业与这些企业有效地区分开来，这是维护其战略利益的最优选择。否则，城门失火，必然殃及池鱼。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对于社会公众，我想说的是，一个民族应该宽容，应该宽容那些因为能力、知识、经验不足而导致的错误，但我们的社会不应该宽容和信任那些为了短期的一己之利而滥用社会宽容和信任的人、那些天天在媒体上讲道德诚信却肆意地践踏最基本的道德和诚信的人。我们给他们的空间越小，我们受到的伤害就越小，我们的安全感越高。同时，我们也需要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有逾越道德底线的时候？我们未来应该怎么办？

成功总是使为实现成功而采取的行动过时，成功也会带来新的挑战和问题。但商业社会常常以成败论英雄，人们很少去和成功争辩，更很少去和成功者做对。但在环境变化极快的今天，不能理性地对待成功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在企业成功时不审慎考虑公司的目标和战略，极有可能还没有机会尽情享受成功的喜悦，就被失败的痛苦所淹没。

每个企业都对自己的未来抱有美好的期望。创业者和公司内部关键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希望达到的成就水平，经过客观审慎的论证或讨论，得到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普遍认同，并以直观、形象、有吸引力的方式表达出来，便成为公司的愿景。每个企业都有其特定的存在目的和价值。这些目的和价值应当反映在其使命陈述之中。一个完善的使命陈述应明确企业的用户，产品或服务，市场，技术，对生存、盈利和成长的态度，自我认知，对公众形象的关切及对员工的关心。这些要素构成了评价和形成使命陈述的实用框架。作为战略管理的第一步，使命陈述为所有计划活动指明了方向。




本章小结



每个企业都对自己的未来抱有美好的期望。创业者和公司内部关键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希望达到的成就水平，经过客观审慎的论证或讨论，得到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普遍认同，并以直观、形象、有吸引力的方式表达出来，便成为公司的愿景。每个企业都有其特定的存在目的和价值，这些目的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企业的使命陈述之中。使命陈述应当明确企业对用户、产品或服务、市场、技术、生存、盈利和成长的基本态度，以及企业的自我认知，对公众形象的关切及对员工的关心等内容。这几种要素构成了评价和形成使命陈述的实用框架。作为战略管理的第一步，使命陈述为所有计划活动指明了方向。

战略目标是愿景的分解。公司的愿景刻画了一个公司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要达到的图景。而企业的战略目标，是在愿景和使命指导之下确定的关于企业在未来3—5年时间要达到的水平的界定与描述。

愿景、使命、战略目标，是指导企业方向的灯塔、协调关键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准则、评价新的机会与诱惑的基准，所以，需要对其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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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外部环境：公司战略选择的依据






生存无忧的企业总是希望明天永远美好，但只有童话故事才会有这样的结局。环境分析有点像天气预报，如果以主观愿望代替理性分析，常常无法预知未来的重大风险，不仅会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更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今天，环境分析不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任务，而是决策者每日必修的功课。





企业的战略决策者，一方面需要足够的乐观精神以支撑希望，坚定信心；另一方面也需要合适的悲观心态以激发对风险的关注与规避。在乐观与审慎之间达成平衡的办法是：决策者在感知机会时心态要积极，评估机会时头脑要冷静，执行决策时意志要坚决。





将公司应该做什么与能够做什么分开考虑，有助于更清晰地把握公司的战略。公司应该做什么，主要取决于所处的环境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包括客户的需求、产业的利润空间和风险等；而公司能够做什么，则取决于产业成功的关键要素与公司拥有的资源能力之间的一致性。





市场的成长空间一直得到决策者的关注，但成长速度往往不为所决策者重视。潜在规模巨大但成长速度缓慢、产业进入壁垒又非常低的市场，对于那些希望通过大规模的投资而获得竞争优势的企业来说，往往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



生存无忧的企业总是希望明天永远美好，但只有童话故事才会有这样的结局。环境分析有点像天气预报，如果以主观愿望代替理性分析，常常无法预知未来的重大风险，不仅会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更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今天，环境分析不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任务，而是决策者每日必修的功课。

本章通过介绍企业外部环境分析的基本模型，使管理者了解其所处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环境、环境因素影响企业的机制和途径，以及这种影响给企业带来的机遇与威胁。本章也将介绍一些实用的分析模型，如使用五要素竞争强度模型为战略业务单位识别竞争来源，使用竞争对手分析模型推断竞争对手的主动行动及其对我们战略可能的反应，判断产业价格水平对产能变化的敏感性，判断业务吸引力的方法，判断产业成长空间的方法等。

企业的环境结构，可以通过图4-1来描述。最外面的那一圈，政治、经济、人口、文化、科技等，属于宏观环境因素；中间圆圈以内的，可称为产业环境；其中最内部的产业内的战略集团，则是企业直接的竞争对手。






图4-1　商业环境的不同层次



环境分析可以采用两种顺序：从里向外或者从外向里。通常人们采用的顺序是从外向里，即从宏观环境分析开始，到产业环境分析，再到竞争对手分析。这种分析路径，相对能更清楚地描绘出宏观环境力量作用于产业，进而作用于企业的路径或机制。




第1节






宏观环境分析



宏观环境最基本的分析工具，就是所谓的PEST框架模型。PEST将宏观环境因素分成四类：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因素。如果只将表4-1中列出的基本影响要素视为一个要素清单的话，那么，它的用途将极其有限。重要的是理解PEST中各要素的含义，并根据不同的产业，识别不同的关键宏观环境要素。通过PEST框架，可以识别出一系列影响产业、部门或市场结构的结构性变革的驱动力，以及这些驱动力量可能对组织产生的影响。



表4-1　PEST分析架构






宏观环境分析不能仅仅罗列事实，第一步，必须站在特定企业的角度，找到影响产业／企业的关键宏观环境因素。第二步，要分析、推断这些关键环境要素未来的变化趋势——通常那些变化的因素更可能给企业带来机遇或者威胁，而常量的影响则比较小。第三步，要在推断这些因素未来趋势的基础上，识别这些环境变量影响产业／企业的机制或途径。只有清晰地识别环境因素影响产业／企业的途径或机制，才能对环境变化到底对企业意味着何种机会或威胁，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为如何把握和利用这些机会，规避威胁提供有效的方法。环境因素影响产业／企业的主要机制可以用图4-2来描述。【更多新书朋友圈免费首发，微信j rgh 3w】






图4-2　环境因素影响产业／企业的机制



一般情况下，环境影响产业／企业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要么影响需求，要么影响供给。而对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需求数量和需求结构的影响上。但对供给方的影响则要复杂得多。不仅影响到供给的数量和结构，而且会影响其他很多因素，比如有时候会影响到供给方的成本；有时候会影响到供给方所在产业的利润空间；或者产品生命周期——新技术的出现可能使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或者延长；或者资源的价值——原来引以为自豪的核心资源和能力，可能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甚至成为累赘；有时候环境变化会影响到企业的边界：原来在公司边界以内的职能或活动，不得不转移到公司边界以外，才能使公司获得竞争优势。

比如，在宏观环境中，准入政策的变化可能降低产业进入壁垒，导致新的进入者进入，从而降低产业的利润空间。如果新的进入者采用更先进、价格更低的技术设备，也会导致在位者资源（原有的设备）的价值发生贬损，甚至不得不提前更新。新进入者引进新的产品或者新的功能，一方面可能影响在位者产品的生命周期；另一方面，也会导致需求的结构或数量发生变化。

宏观环境变化对一个产业的影响是复杂的，分析的时候需要将这些因素按照其影响的途径或机制，进行仔细的归类和比较。以宏观环境因素对汽车制造业需求的影响为例，环保政策越来越严格、能源价格不断上升、大城市交通越来越拥挤等因素将抑制汽车需求数量的上升；但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大活动范围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关税降低、技术进步等因素导致汽车价格的下降等，又会刺激需求的提高。未来总需求会上升还是下降，取决于抑制需求的力量与刺激需求的力量的对比和抗衡。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目前还是刺激需求的力量大于抑制需求的力量，但当汽车的存量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在大城市，刺激需求的力量和抑制需求的力量就可能达到平衡；到某一个阶段以后，抑制力量甚至可能超过刺激需求提高的力量，大城市的总需求有可能出现下降。

当我们对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的未来变化趋势不能做出准确的预期时，采用组合模拟的方式对未来进行推断也是合适的。首先识别这些关键变量可能的变化方向或基本变化类型；然后分析推断这些不同的关键变量不同的变化组合所能产生的结果；再仔细判断各种组合发生的概率。这样，对未来几种可能的情形形成基本的判断，也有助于改善决策。

不同产业受宏观环境因素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以下这些产业受宏观环境因素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因而宏观环境分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市场集中度高的产业、政府管制或政府关系对竞争优势有重要影响的产业、需求收入弹性高的产业、新兴产业或技术进步速度很快的产业等，比如银行业、证券业、房地产业、采掘业、电信运营业、制药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环保产业、IT产业、汽车制造业等等。

另外，同样的环境变化，对资源、能力不同的企业而言，到底是机会还是威胁，其含义也是不同的：对某些企业是威胁，对另外一些企业可能却是机遇。比如，2006年年末，政府为了控制房地产行业可能的泡沫，取消房地产预售制度，要求房地产公司只有在建筑建设到一定阶段，才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才可以向购房人出售房屋。这个政策变化，对于土地储备严重不足但现金储备充裕的企业而言，这可能意味着机遇：企业可能得到以合适的成本补充土地的机会；但对土地储备充足而现金紧张的企业而言，则可能意味着威胁：企业可能不得不出让部分土地换取资金，以便开发其他项目。这就是宏观环境分析必须站在特定企业的角度进行的原因。




第2节






产业环境分析



所谓产业，是指生产相同产品或提供相同服务的企业／组织的集合，或者范围更大些，产业是生产能够相互替代的产品的企业的集合。需要注意的是，产业的边界可能会不断发生变化。以前各自独立的“产业”，如计算机、电信和广播电视产业正在加速融合；产业间的界限也可能被宏观环境中的因素所打破，例如，政策的变化使得保险业和金融业的界限在逐渐模糊。


一、产业边界或分析范围的界定


产业环境分析时，如何界定产业边界或分析范围，取决于分析的意图以及对周围环境相关程度（替代能力）的判断。比如，公司准备进入饮料产业，产业分析的边界到底如何确定？图4-3中的哪些内容应该包括在产业分析的范围内？如果公司要开发的产品是运动饮料，那么，可乐、矿泉水、功能型饮料，由于这些饮料与运动饮料有非常强的替代关系，应该纳入分析的范围，其他的则不必纳入分析范围。否则，分析的广度太高，不仅会提高分析成本，而且会导致信息之间的干扰和混淆。






图4-3　产业分析的边界：以饮料市场为例



产业环境分析的目的，是判断产业的利润空间，并识别决定产业竞争的关键要素，从而为战略选择提供基础。


二、竞争强度与利润空间


什么是决定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关于这个问题，多数的人的答案是：技术、成本控制能力、营销能力、产品的功能和质量、服务质量，等等。企业内部的这些因素确实都是决定企业盈利能力的基本要素，但除此以外，决定企业盈利能力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产业竞争强度决定的产业整体的利润空间。

竞争是企业间的永恒主题。竞争的力量不仅仅来自于直接的竞争对手，环境中还有很多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其他因素。波特的五力竞争强度模型（five forces framework）有助于识别产业或者部门内竞争的来源（见图4-4）。






图4-4　波特的五力竞争强度模型



从竞争强度模型可以看到：产业内现有企业的抗衡强度越高，产业的利润空间越低。供应方控制价格的能力越强，比如原料供应方控制价格的能力越强，意味着企业的可变成本越高；设备供应方控制价格的能力越强，意味着企业的固定成本越高。购买方控制价格的能力越强，意味着产品的卖价越低。潜在加入者——想进入该产业者——进入这个产业容易与否，决定该产业利润空间的稳定性或持久性。而替代品的存在，一方面影响企业自主决定价格的空间和机会（如果替代品价格大幅度下降，但本产业产品价格不降，客户的需求就会转移到替代品那里），另一方面也影响产品的生命周期、市场的规模。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决定了一个产业的整体利润空间有多大。

比如，PC制造业利润空间非常低，多数企业产品的毛利大约仅在5％—6％。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现有企业的抗衡：数量比较多，产品差别化程度较低。更重要的还有以下因素：

• 核心零配件的供应方高度集中：软件只有微软一家，处理器最早只有英特尔一家，现在刚有了AMD。它们不仅决定PC厂商的部分投入成本，而且决定产品生命周期，决定产品概念或附加价值塑造的空间。

• 进入壁垒很低，潜在加入者进入非常容易：零配件高度标准化，组装作业流程简单，环节较少，技术复杂程度很低，以至于稍微懂些技术的个人，拿着一把螺丝刀就可以进入这个产业。只要品牌PC的利润空间稍高，他们就开始工作，与PC厂商争夺价格敏感型的客户，既影响了PC厂商的市场规模，又影响了其自主控制价格的能力。

• 买方：产品知识高度丰富，产品差别化程度较低给了买方较大的选择空间。随着产品的标准化，PC机几乎成为一个透明的产品，客户仅仅比较一些技术参数和品牌，就可以做出采购决策，极大地提高了买方的议价能力。

这些因素的结合，共同导致PC制造业很低的利润空间。识别出这些决定产业竞争强度和利润空间的因素，作为战略分析人员，接着需要分析判断：

• 决定现有企业抗衡强度的这些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否会发生变化？

• 潜在进入者进入壁垒可能提高吗？

• 会出现强有力的新的替代产品吗？

• 供应方会进一步分散化吗？

• 买方议价能力会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显著下降吗？

• 如果供应商数量增加，议价能力下降，PC厂商成本下降，那么，PC厂商能够获得零配件价格下降的好处吗？

直观地判断，上述问题的结论都是否定的。如果决定产业结构的关键力量在战略规划期内不能发生变化，对PC企业而言，战略选择的空间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如果继续留在这个产业内经营，如何改善运营方面的战术问题，如加快资金周转的速度、新产品推出的速度等，有时候比战略问题更重要。


三、影响产业竞争强度／利润空间的具体因素


下面从潜在进入者、替代品、供应商和购买方议价能力、现有企业的抗衡等四个方面，对影响产业竞争强度／利润空间的具体因素进行详细的解释。


（一）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取决于产业进入壁垒（barriers to entry）的高低。进入壁垒是那些新进入者们必须克服的障碍。进入壁垒通常会延缓潜在进入者进入市场的时机，但不会构成永久的障碍；另外，进入壁垒可能会阻止部分潜在的进入者，但不会是全部。进入壁垒通常包括：


·规模经济。
 在一些产业，规模经济特别重要，如电子元件制造业、化学工业、汽车制造业等。在产业供求基本平衡或者供求缺口较小的情况下，规模经济常常使得后进入者面临两难：要么筹集巨额资本，在最佳规模上进入，但面临可能影响供求平衡，导致产业价格水平和利润空间显著下降的风险；要么小规模进入，但面临成本劣势。


·转手成本
 （switching cost）。当客户面临转手成本时，可能对新进入者构成障碍。如移动电话，客户更换服务商就需要更换号码，这会给客户造成很多不便。转手成本也可能来自于客户的学习成本，如现在很多公司开发的新的文字输入方法难以普及等。


·进入分销渠道。
 最近这些年来，中国很多从事OEM或ODM的服装企业被不断提高的成本、不断下降的利润所困扰。有些企业开始谋求发展和创立自己的品牌。但是，进入分销渠道或构建分销网络所遇到的困难超出了它们的预期，有些企业因为对此准备不足而失败。


·经验／学习曲线。
 经验／学习曲线是指单位生产成本随着累计产量的扩大而趋于下降的现象。在存在经验／学习曲线的产业，先进入市场的企业能比其他企业更快地积累经验，获得成本、客户／供应商忠诚度方面的竞争优势。如果一个市场上已经有了一家经营者——它熟悉市场，与主要的客户和供应商都保持很好的关系，也知道如何解决市场和运营中的问题，那么，对于它的竞争对手来说，进入这个市场就很困难。事实上，在有些情况下，某些经营者已经使自己的产品标准成了产业标准，以至于它们的品牌就是此类产品的代名词，如微软就代表了计算机操作系统；这种现象与“经验／学习曲线”的概念有关。当然，当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变短时，这种经验的价值就会降低；当出现急剧变化时，经验也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


·预期的报复。
 如果准备进入市场的竞争者认为，市场中已经存在的公司会采取强有力的报复措施以阻止其进入，或者报复使得进入市场的成本太高，这种潜在的报复就构成一种壁垒。


·政府政策。
 对竞争的法律限制措施表现在专利保护、规范市场（比如医药和保险市场）和直接政府行为上。当然，如果政府取消了保护措施，一直处在被保护环境中的企业可能才会第一次面对竞争的压力。例如20世纪90年代，许多传统上由政府垄断经营的公共服务部门（如电信、电力、煤气和铁路）就不断面临政府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压力。


·差异化。
 差异化意味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在内在的质量、功能、外在的形象，以及提供产品的途径、方式等方面，被消费者认为与竞争对手明显不同，而且具有更高的价值，或者更高的忠诚度。进入一个高度差别化的市场，通常需要在品牌形象等高风险领域进行投资，以吸引忠诚于其他品牌的消费者的信任，这对新进入者而言，风险是非常高的。


（二）替代品的威胁


替代品（substitution）主要通过以下方式，侵吞和掠夺公司的客户基础：提供新的产品选择空间、提供新的功能、更低的价格等，使客户减少对某一特定类别产品的需求；如果替代品能带来更高的预期效用或者价值，甚至会导致该类产品或服务再也无人问津，导致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替代品的存在也会极大地限制企业自主控制价格的空间和机会；替代的存在，甚至会重新定义企业边界和战略。替代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形式：

• 产品之间相互替代。如电子邮件替代邮政服务、USB替代软盘等。

• 需求替代。一种新的产品或服务使得当前的产品或服务成为多余。例如，更为可靠和便宜的家用电器正在减少对家电维修服务的需求；信息技术已经在这个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信息技术为个人提供了各种工具，使得个人可以完成一些以前需要其他服务供应商来完成的工作（例如，从秘书服务或打印过渡到电子商务交易）。

• 同类替代，指产品或服务为争夺可支配收入而竞争。例如，由于家庭支出预算的约束，家具制造商与电视机、录像机、厨具、汽车和度假消费等的供应商之间，都存在着同类消费替代关系。


（三）购买方和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购买方和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是相互联系的，所以，我们将二者结合起来考察。企业与买方和卖方的关系都能影响企业战略的自由度，进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在以下情况下，购买方的议价能力相对强些：

• 买方相对集中。如果购买者比较集中，尤其是当购买者的采购量很大，而卖方相对分散，由许多小供应商组成时，买方的议价能力就会很强。这也是家电、百货等零售业越来越集中的原因。

• 供应方产品无差异，买方选择空间大。如果供应商提供的商品没有太多差异，买方就可以在不同卖者之间进行谈判。

• 更换供应商的成本很低或者没有风险。例如，没有长期供货合同的约束，或者变更合同不需经供应商同意等。

• 买方存在后向一体化的威胁。如果不能从供应商那里得到满意的价格和质量，购买者可能实行后向一体化（比如收购一家供应商），这对供应商来说是一种威胁。

在以下情况下，供应商的力量很可能相对大一些：

• 供应商比较集中，而买方相对分散，如英特尔等芯片制造商相对于大量的计算机厂商。

• 更换供应商的成本很高：也许是因为某些产品的制作流程需要依靠某一供应商的特定产品（如在航空航天产业中），或是由于该产品是明显的差异化产品。

• 供应商有强大的品牌优势。比如，零售店中缺少某个品牌的产品，就可能很少有人光顾。

• 如果不能获得满意的价格和利润率，供应商就有可能采取后向一体化措施。

企业运用市场力量，提高自身的利润空间虽然无可非议，但需要从长远角度审慎评估产业结构的关键力量的相互作用。比如，同样是中国企业生产的许多产品，其在国内市场的售价比在美国或欧洲国家的售价要高出许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百货公司滥用其议价能力，导致生产企业面临过高的渠道成本。百货公司过高的利润空间一方面极有可能导致太多的进入者，而较高的固定成本则可能导致行业产能过剩的代价较高；另一方面，也会促使制造企业寻求成本更低的销售渠道，比如网上销售等。百货零售业进入者的数量、经营面积累积到某一个较高的程度，可能是这个行业变得非常危险的时候。


（四）现有企业的抗衡


竞争对手（competitive rivals）是指那些向相同客户群提供相似产品和服务的组织。影响竞争对手之间抗衡强度的主要因素包括：

• 竞争对手的数量与实力均衡程度。如果竞争对手数量众多，彼此的规模差别不大，竞争就可能很激烈，因为竞争者可能总想领先于其他同行而占据主导地位。

• 市场增长的速度也会影响竞争关系。在市场成长阶段，组织可能希望自己随着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已经成熟的市场中，一个组织自身的发展就不得不通过侵吞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来实现。

• 高固定成本。生产固定成本很高，意味着生产能力闲置的代价非常高，企业为避免生产能力闲置，可能引发价格战，并导致企业在很低的利润率甚至亏损状态下运营。

• 产品差异化程度很低。在普通商品市场，如果没有提供差异化的产品或服务，将很难阻止消费者不断地在竞争对手之间进行选择。

• 产业退出壁垒很高。若产业退出壁垒很高，就很有可能导致过剩的生产能力，从而加剧竞争。退出壁垒很高可能因多种原因所致，如在不易转让的固定资产上有巨额投资，或存在很高的员工安置成本等。


三、使用五力竞争强度模型应注意的问题


五力竞争强度模型确实是一个判断产业利润空间、识别产业驱动竞争关键要素的有利工具，但在使用这一工具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产业结构与公司战略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的关系：产业结构制约公司战略选择的空间，而产业竞争强度则是公司行为和管理决策的结果。竞争在本质上是行动和反应的动态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的目的、认知能力和背景起着重要的作用。

比如，中国的电信运营商能够深切地体会到相对于上游的供应商的议价能力的变化。20年前，中国的电信运营商表面上看只有一家——中国电信。但是，在计划经济下，中国电信的采购决策权高度分散，县级电信局都拥有较大的设备采购决策权，同时采购决策人并没有非常强的成本控制意识。而供应方则相对集中，只有少数的几家国外厂商，它们具有极其强烈的盈利动机和影响采购决策人行为的能力。所以，当时的价格决策权主要控制在上游供应商手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电信业开始分拆，新成立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等公司，随着竞争的加剧，各运营商的成本意识显著提高，在这期间各公司逐渐将采购决策权集中，重要的设备，特别是干线网的设备和材料主要由公司总部负责采购，其他设备的采购决策权也多数由省级公司采购。从总体上看，分拆带来的分散效应远远小于决策权上收带来的集中效应。与此同时，上游的供应商开始分散，中国本土的许多企业，如华为、中兴通讯等公司发展起来，大大弱化了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所以，企业在制定战略的时候，需要对战略互动的性质与竞争舞台进行评估，判断公司的行动对行业利润空间的影响。面对对手的竞争，企业是选择针锋相对还是合作，也要从更广泛的角度进行评估。

其次，对于具有多元业务的公司而言，五力竞争模型必须在业务层面或战略事业单位层面上使用，不能在整个企业层面上使用。例如，一家航空公司可能同时在不同的市场中竞争，如国内航线市场和远程国际航线市场；也面对着不同的客户群，如旅游休闲、公务和货运等。影响竞争强度的关键因素在不同市场中并不相同。

再次，这五种竞争力量不是相互独立的。一种竞争要素的改变，可能会激发另一种要素发生相应的、动态的改变，从而引起竞争来源的变化。例如，在银行业，中国四大专业银行原来的竞争优势在于其遍布全国的运营网络。如果国外进入者采用同样的模式与中国的四大专业银行竞争，取得同等的竞争地位将需要巨大的投入和漫长的时间。但是，当潜在进入者发现进入障碍后，必然会寻找新的途径和模式进入市场，如电子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对传统运营模式形成的巨大挑战，可能帮助后进入者形成竞争优势。

最后，不同产业结构的稳定性程度，差别是非常大的。通过产业竞争强度模型推断产业利润空间，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要特别关注产业结构的稳定性。如技术发展能够破坏某些竞争优势和在位者构建的壁垒，准入政策的变化也能导致同样的效果。但是，从结构的角度看，有些产业是高度不稳定的结构，新进入者进入或者在位者扩大产能，都可能导致产业利润空间急剧缩减。何种产业的利润空间是高度不稳定的呢？我们单独设立一个小节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四、产业利润空间的稳定性与持久竞争的能力


产业利润空间的稳定性和产品价格水平的稳定性有密切关系，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在某些高技术领域，由于产业技术进步速度非常快，产品生命周期非常短，产品价格下降速度很快，但产业的利润空间未必很低，比如半导体产业。但在传统的农业和制造业，价格波动和产业利润空间的波动密切相关，比如，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因而利润空间变化非常大的典型产业是微观经济学蛛网理论中描述的供给弹性比较高、需求弹性比较低的农产品。而在基础工业产品制造领域，产业利润空间的稳定性，可以通过产业的价格水平对生产能力变化（过剩或不足）的敏感性来度量，见图4-5。






图4-5　产业价格水平对产能变化的敏感性



图4-5是一个用以描述决定产业价格水平对产能变化敏感性的关键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模型。决定产业价格水平对产能变化的敏感性的主要因素，依然是供求关系。如果一个产业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很低，产品无差别或市场不可细分；供给方面，生产的固定成本很高，设备高度专用化，这种产业通常是利润空间高度不稳定的产业。当产业供求处于基本平衡的状态时，如果在位者扩大产能或者潜在进入者进入产业，都有可能导致产业价格水平大幅度下降，进而导致产业利润空间大幅度下降。

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需求价格弹性很低意味着当产能过剩时，价格只有大幅度地下降，才能刺激需求的增长，从而吸收过剩的产能。市场不可细分意味着产品差别化程度很低，企业无法通过改变市场定位来避免降价。
 

(1)

 生产固定成本、设备专用性很高，导致生产能力闲置的代价巨大。为了避免生产能力闲置导致的高成本，企业开工生产如果能够在弥补全部可变成本的同时，弥补部分固定成本，生产就是相对好的选择。但生产出来的产品由于需求稳定，客户不因少量降价而扩大需求，就会导致价格的更大幅度的下降。

维生素C（以下简称VC）原料药1985年以来的价格波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85—1992年，全世界VC的价格在8.5美元左右。全球最大的国际生产厂商有瑞士的罗氏制药、德国的巴斯夫、日本的武田等，中国的石家庄制药集团、东北制药总厂、江苏江山制药有限公司等也占有较大的份额，另外中国还有上百家企业生产VC。1992年前后南斯拉夫内战，导致一个有5000吨VC生产能力的企业的产能遭到部分破坏，加上日本武田制药（全球第三大VC生产厂商）遭到台风袭击，产能受到影响，全球VC价格开始上涨，到1994年涨到12.5美元左右。

1995年6月，东北制药总厂万吨VC项目投产。瑞士罗氏制药联合德国巴斯夫、日本武田制药，联合宣布VC降价，一下子将价格降到6美元左右，以求趁东北制药总厂立足未稳之际，挤垮对手。但在这个价格水平上，全世界几乎所有的VC厂商都亏损。这时，企业之间抗衡的，就是持久竞争的能力。在这个项目中，持久竞争能力取决于图4-6所描述的关键竞争要素。






图4-6　企业持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小型VC厂商由于资金实力有限、成本较高，持久竞争力不足，纷纷停产VC。但东药、石药集团在VC生产中沉淀了大量资本，企业命运几乎与VC联系在一起，而江苏江山制药则只生产维生素产品，选择空间同样有限。东药、石药将上市融资获得的资金一方面用于弥补亏损，另一方面用于降低成本。由于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东药、石药降低成本重要的途径之一是扩大规模，并提高产能利用率，结果导致VC价格进一步下降。到2002年，VC价格最低达到2.65美元。

瑞士罗氏制药虽然资金实力很强，但劳动力、环保等因素限制了其降低成本的能力；罗氏作为世界制药工业的巨头，有很多盈利业务等待进一步发展，选择空间很大；加之2002年，罗氏因为违背反垄断法，遭到诉讼，被罚4.62亿欧元，严重打击了管理层的一致性和信心。虽然作为VC的原创生产厂商，对VC抱有很深的感情，还是决定退出VC市场，准备向荷兰DSM集团出售维生素业务，同时对其在贝尔维迪尔（美国新泽西）的维生素C生产厂进行环保建设。产能减少导致价格上升，加上2003年“非典”，人们对VC的需求增加，导致全球VC价格大幅度攀升，在2003年3—4月两个月中迅速提高，接近13美元／千克。

VC恰好具备这几个特点：需求价格弹性很低、原料药差别化程度很低、固定成本较高、高度专用化的设备。在这种结构高度不稳定的产业中投资，产业目前的价格水平根本不是企业判断未来投资收益率的依据，因为企业这项投资本身，就可能使价格发生极大的变化。

与维生素C类似的产业还有许多，比如冶金、港口等产业。不过，有色金属冶炼业由于期货市场的存在，其产业价格水平的波动还受到投机等因素的影响，波动与维生素C会有一定差别，但内在的本质的规律依然存在。进入这种的产业的投资决策，不仅要评估现有的资源是否能够保证企业成功地进入该产业，更要考虑企业是否具有持久竞争的能力。
 特别是在行业供求基本平衡或接近平衡的时候，尤其如此。

产业竞争强度分析有助于管理者从更广泛的范围内识别和了解驱动竞争的关键要素，预测产业的利润空间和变动趋势，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当然，利润空间比较高的产业常常是进入壁垒比较高的产业。企业实际的战略选择不能一厢情愿，不仅要看产业的利润空间，还要平衡自己的资源与能力。




第3节






竞争对手分析



竞争对手是影响企业竞争战略选择的直接因素之一。商业实践中常常存在两种相对极端的排斥对竞争对手战略与行为进行分析的说法：一种认为，由于竞争对手保密，几乎不可能获得对公司制定战略有价值的信息；另一种认为，我们天天都在和竞争对手竞争，对手的战略我们清清楚楚，无须分析。这两种说法都有些言过其实。在垄断性产业或新兴产业中，采用恰当的方法，对竞争对手的战略和行为及其对本企业的影响进行评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比如在上节讨论的维生素C案例中，瑞士罗氏公司显然对其中国竞争对手战略选择的空间、战略选择赖以进行的制度环境等因素缺乏正确的认识。


一、竞争对手行为推断模型


分析竞争对手，最关键的是识别竞争对手影响本企业的途径或机制。在完全竞争市场，竞争对手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传导的。在相对垄断的市场中，竞争对手对本企业影响的直接途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竞争对手可能采取某些主动的行动，这些行动对本公司的战略和目标的实现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二是当本公司制定并实施某些战略和行动后，竞争对手可能会做出某些反应，这些反应会对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无论是竞争对手的主动行动，还是竞争对手的反应，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推断。图4-7是我们在研究了很多经济主体的行为以后提出的分析架构。






图4-7　竞争对手分析模型



图4-7的含义如下：如果要推断竞争对手的行动或对公司战略可能做出的反应，需要识别对手是否具有采取行动或做出反应的动机。而动机源于目标和现实水平之间的距离、决策者对目标的忠诚度的驱动。如果竞争对手高度忠诚于目标，而且目标和现实水平之间有较大的距离，对手就具有采取行动或做出反应的动机。在技术上可行的行为空间中，竞争对手会采取何种行动，则取决于对手对自身拥有的资源、能力，以及所处环境的认识。

竞争对手的目标、现实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有关渠道获得直接的信息，但对目标的忠诚度只能推断。推断方法如下：首先考察公司的产权结构。如果对手是私有产权性质的企业，而且关键决策者是企业产权的所有者，基本可以推断对手会高度忠诚于目标，因为决策者是目标实现后的最大受益者。如果是公有产权或者股份制公司，则要考察公司的激励政策：如果激励机制安排使得关键决策者在达到目标后可以获得切实的利益，如地位的提升、收入的提高等，那么，对手也极有可能高度忠诚于目标。注意，从产权性质和激励机制推断决策者对目标的忠诚度，背后的人性假设是“经济人”假设。这个假设并不适合所有企业决策者，所以还要结合决策者的个性风格，如年龄、需求的层次等进行综合推断。

所谓技术上可行的行为空间，是指能够达成特定目标的所有技术上可行的措施或办法的集合。比如，在本书的开头，我们给出了一家快餐店增加销售收入的技术上可行的行为空间（图1-3）。再比如，降低成本，技术上可行的行为空间可以用图4-8的模型描述。






图4-8　降低成本的技术上可行的行为空间




资料来源：Kenichi Ohmae,
 
The Mind of The Strategist

 , McGraw-Hill, 1982, pp. 24—25.




图4-7这个模型不仅可以用于推断竞争对手的行为，也可以用于推断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下面举一个具体的例子。1997年前后，中国乡镇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但乡镇经济数据的统计是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面对许多地区报上来的20％—30％以上的增长速度数据，政府有关机构很难对其可靠性进行判断。我当时参与了一个课题组，在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各选择两个县进行调研，试图对乡镇数据的可靠性进行评估。调研的时候，困扰我们的最大问题依然是如何才能获得真实的数据。我们尝试过各种访谈手段，但显然毫无价值，无论是县政府有关管理部门、乡镇层面，还是企业层面，告诉我们的情况都是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数据真实可靠。

我们在调查了几个乡镇以后发现，各县政府为了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都对各乡镇的党委书记、乡镇长和工业公司（乡镇工业的主管部门）经理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政策。比较常见的情况是，首先制定一个很高的难以实现的增长目标，比如实现工业销售增长30％。如果县政府经过考核后确认达到目标，就会给上述三个主要责任人在县城奖励一套住房，或者给予数额较大的奖金，或者优先得到提拔。这些激励政策对在乡镇一级工作的人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诱惑力尤其大些。这样的激励政策足以保证责任人对目标的忠诚；当目标和现实水平之间有距离的时候，足以驱动他们产生采取相关行动的动机。根据企业行为的研究经验，我们构建了一个达成销售增长的技术上可行的行为空间模型（图4-9），然后在其他地区进行验证，发现该模型具有非常强的解释能力。






图4-9　销售增长的技术上可行的行为空间模型



通过查阅各个乡镇的统计数据和调查，发现目标和现实水平之间有比较大的距离以后，乡镇有关责任人在实现真实的增长还是通过造假实现增长之间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其拥有的资源能力和所处的环境：如果当地确实具有一定的资源和能力，比如能够开办新的企业，或者现有集体企业能够通过促销、降价等手段扩大销售；而外部环境中，县政府对各乡镇的业绩评估非常严格规范，那么，有关责任人就会倾向于选择通过真实的增长手段达到目标。如果当地资源有限，而政府的考核比较宽松，有机可乘，有关责任人就会倾向于选择造假的增长手段。造假在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10—12月份的销售增长异乎寻常地显著，远远高于没有特殊激励政策时期的平均增长速度。

另外我们还发现，那些没有受到特殊激励政策的乡镇的工业增长则没有出现这种扭曲的增长现象。所以，政府不切实际的增长目标、与增长目标相联系的激励政策，包括住房、奖金、提拔等，是乡镇有关责任人数据造假的内在驱动力量；而政府的业绩评估部门缺乏可靠的评估方法和评估能力，是数据造假动机得以变成现实的主要环境原因。


二、战略推断的演绎与归纳


战略分析与推断，包括竞争对手行为分析的最基本的方法，依然是逻辑推断中的归纳方法和演绎方法。所谓战略推断中的演绎（deductive method），是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等基本原理，提出一些基本的假设：如果……那么……即以合乎经济学、管理学逻辑的方式，从假说中推出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是正确的，“那么”根据逻辑，另外一个结论也必然成立。演绎推断的时候，每一步一定要找到相互独立的最基本的驱动要素或者最基本的选择，并把不同的影响因素按照特定的逻辑关系，分为不同的层次，以保证思维的清晰性和完整性。“大胆假设”之后，开始“小心求证”，将主要的心力用于证明预测的结果是否成立上。当越来越多的预测得到证实的时候，越能证明其基本假设是正确的。

而归纳（inductive method）则是首先尽量发现、收集较多基本的事实，然后仔细识别这些事实有关属性之间的联系或者共同之处，概括出一般性、总体性的认识。

归纳和演绎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演绎推理所依赖的经济学、管理学原理，常常是通过归纳法从个别事实中概括出来，而且，演绎推理所遵循的推理规则，也是依据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归纳总结各种经验、教训而发展出来的。归纳推理也离不开演绎推理。归纳推理与科学分析是紧密联系的，没有演绎推理，就不可能实现认识的归纳过程；归纳推理的结论具有或然性，为了提高它的可靠程度，还需要借助演绎推理，用已知的科学知识来论证和补充。

比如，A公司在某个区域市场中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对手占据市场份额的45％，A公司的份额是35％，另外20％的份额为几家较小的企业占据。A公司一直谋求超越这个对手，成为市场份额最大的企业，但一直未能找到机会。最近，A公司发现，竞争对手将多数资金投入到一个短期内无法产生盈利的项目上，导致其资金严重短缺。这个事实经过反复核对，确实无误。这个情报对A公司意味着什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演绎推理：

如果对手资金严重短缺，它要么开源，要么节流，要么坐以待毙，但第三项通常不会是企业家的选择。开源，要么借助内部的力量开源，要么依靠外部的力量开源。依靠内部力量开源的途径主要有扩大销售（包括现有产品销售或推出新产品）、催应收款、变卖可变现的资产，等等。借助外部力量开源，比如寻求银行贷款、找其他投资者投资、发行债券等。

上述可能的开源手段，我们称为实现开源目标的“技术上可行的行为空间”。在这些技术上可行的行为空间中企业实际上会选择什么，一方面取决于企业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的认识，另一方面取决于企业对自己拥有的资源、能力的认识。比如，企业是否通过扩大销售实现开源，企业首先会评估其外部的环境：产品处于生命周期的何种阶段、成长空间多大、是否有未开发的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如何，等等；内部的资源能力会评估：现有产品的相对竞争力、促销方面能够投入的资源、是否有未推出的新产品，等等。如果企业拥有未推出的新产品或者现有产品依然有较大的成长空间，企业就会考虑通过扩大现有产品销售实现开源。企业是否会通过催应收款实现开源，从内部资源要看有多少应收款；从环境要看什么企业欠的应收款、这些企业的信誉和经营状况如何等。如果应收款较多且具有追回的可能，企业就会考虑这一选择。其他行为的推断也基本如此。

企业实现节流目标的技术上可行的行为空间包括节约长期支出和短期支出。长期支出包括固定资产投资、研究开发投入等等；节约短期支出包括占用供应商的货款、降低原料采购价格、降低浪费／提高回收率、加快资金周转、减少人员费用、营销费用、服务成本、管理费用等等。在这些可能的节流手段中，企业会选择什么，依然取决于其对所处环境和拥有的资源、能力的认识。

不要忽视上述开源手段描述后面的“等等”或者“其他”。明确地列出他们，是保证思维完整性的重要途径。“等等、其他”的存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创意来自于第一线的企业家。上面列出的可能的行为空间只是常规的选择或者常见的手段，企业家可能创造出一些超越常规的问题解决方案，因而我们的推断可能存在误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企业的商业实践中，董事长（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和总经理（职业经理人员）达成特定目标的技术上可行的行为空间并不相同。职业经理人通常按照正常的商业运营规律思考问题，在决策时对“能不能、值不值”平衡进行考虑，甚至优先考虑“能不能”；而董事长在很多情况下考虑的关键问题是“值不值”，只要真正值得做的事情，一定要千方百计筹措所需要的资源，甚至在正常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以外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所以，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对中国现阶段的董事长的行为空间进行推断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误差。

演绎分析的深度取决于分析的需要。比如，经过分析，发现竞争对手开源的途径有限，只能通过节流来缓解资金的短缺，那么，如果对手节约营销费用，对公司意味着什么？如果节约研发费用，对公司意味着什么？节约人员费用意味着什么？公司应该如何应对？这取决于竞争对手原来相对于公司的竞争优势到底在哪里。如果对手原来的优势在于几个关键技术人员掌握关键技术，导致其产品质量高、成本低，那么，他们现在节约人员费用对于公司的含义以及可能的利用方式，也就明确了。

很多分析人员在面对“如果竞争对手资金严重短缺，那么，他会怎样”这样的问题时，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是跳过最基本的选择（开源或者节流），直接考虑其最终的可能的手段，如贷款、裁员、减少营销投入、扩大销售、加快资金周转、催应收款、降低服务成本、减少管理费用，等等。这常常很难保证思维的清晰性和完整性。如果无法改变思维习惯，列出这些可能的行为空间以后，建议使用归纳方法，将这些技术上可行的措施按照其性质进行分类，如贷款、扩大销售、催应收款等属于开源的措施，而其他的手段属于节流。这样也能重新回到演绎的路径上。

图4-10总结了演绎的基本过程。再次强调，保证思维的清晰性和完整性的重要方法，是首先找到影响问题的基本变量，保证基本变量相互独立，而不是交叉或者涵盖的关系；其次，不要把不同层面的影响因素放到一个层面来考察。最后，每一步分解是要穷尽所有的路径和选择，以保证思维的完整性。






图4-10　当企业资金严重短缺时的行为空间推断模型



战略推断最容易受到批评和挑战的地方，是推断中的误差。奥林·米勒（Olin Miller）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能够绝对地肯定一件事情，要么他无所不知，要么他一无所知。”误差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但战略决策者不能因为不可避免的误差而放弃推断：战略是面向未来的，推断未来是决策者不可推卸的责任。重要的是选择有效的方法，尽可能降低推断的误差。


三、迈克尔·波特的竞争对手分析架构


图4-11是迈克尔·波特给出的分析竞争对手的架构。在波特的模型中，要对竞争对手的反应或主动行动进行推断，需要首先识别竞争对手的目标、现实与目标的差距，以及关键决策者对目标的忠诚度。如果竞争对手的目标和现实水平之间有较大的距离，而且竞争对手忠诚于目标，竞争对手就具有采取行动或者做出反应的动机。但竞争对手会采取什么行动，取决于其现行战略、潜在能力、基本假设（对手对自身能力、对手实力、行业趋势等的认识）。当对手的行动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时，波特的模型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析工具。






图4-11　迈克尔·波特的竞争对手分析架构



竞争对手的潜在能力、基本假设会影响其行动或反应，很容易理解。毕竟能力以及对资源能力、环境的认识，是决定企业行为的基础。但是，为什么竞争对手的现行战略会影响其战略和行为？关键在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比如，假设竞争对手原来奉行的战略是成本领先，现在要转变为差别化战略，这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竞争对手原来确实做到了成本领先，现在要谋求差别化，这意味着企业必须对其原来的组织运行体系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调整。参见图4-12。






图4-12　战略转换与实施的成本评估



企业成本领先战略转化为差别化的战略意味着：

• 研发：成本领先战略的研究开发，产品的功能设计、形象设计、材料选择与差别化战略相同吗？研发设计人员的能力、理念、创意能够适应差别化研发设计的要求吗？

• 采购：成本领先的采购，供应商的选择标准、采购的政策和程序、谈判的关注重点能够适应差别化战略的要求吗？供应商要不要更换？采购政策、程序、人员要不要调整？

• 制造与质量控制：成本领先的制造，采用的设备、质量控制的标准与程序、生产工艺与规范等，能够适应差别化战略的要求吗？设备要不要更换或购置？质量标准与工艺流程等，要不要修正或调整？

• 营销：成本领先的产品的营销，走什么样的销售渠道、采用什么样的促销战略和定价战略？同样的销售渠道、促销战略和定价战略，能够适应差别化战略的需要吗？营销人员要不要调整？

• 服务：成本领先的产品服务，服务网络的覆盖、响应的及时性、服务人员的态度和技术水平，能够达到差别化战略的要求吗？

所以，一个企业现在奉行的战略，与战略相适应的组织运行体系，对一个企业未来能够采取什么战略、能够做到什么程度等，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


四、情报系统与竞争对手分析


利用演绎的方法进行战略推断，必须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如果出发点不可靠，在这个基础上所进行的任何推断都没有意义。而最基本的事实，来源于对客户、竞争对手、供应商等信息的系统收集。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是信息匮乏的时代，而是信息泛滥的时代。无节制地收集信息，不仅会造成成本过高，而且会导致信息之间的相互干扰，造成决策方面的困惑。企业的信息情报系统的内容，取决于信息收集的目的。一般而言，应该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

1．竞争对手情报系统。系统中应该尽量收集如下信息：资源、能力现状及变化方面的信息；目标、战略、行动动向（包括研发、采购、制造、营销、服务策略变化等）方面的信息；组织结构、业绩评估、激励政策方面的信息；领导者个人风格、特点方面的信息；其他信息。可以通过竞争对手动态简报、分类或专项分析简报、战略分析报告等形式在公司内部一定的层级传递。

2．客户情报系统。应该包括现实客户和潜在客户采购决策人的采购决策标准方面的信息；采购决策人个人风格、特点、联系方式等信息；客户的财务状态信息（用户构建客户信用评价系统）；客户战略及变化方面的信息；其他信息。

3．供应商情报系统。供应商销售政策方面的信息；供应商销售决策人方面的信息；供应商产品品种及规格、质量、价格等方面的信息；供应商战略及变化方面的信息；其他信息。

常见的情报源可分为公开情报源和非公开情报源。前者包括：报刊报道和专业杂志；企业的广告，包括产品广告和招聘广告等；行业协会的出版物；证券分析人员的产业研究报告；政府机构对外公开的档案、出版物；工商企业名录；产品样本、手册；信用调查报告等。非公开的来源包括本企业员工和竞争对手的员工（销售人员、采购人员、研发人员等），包括从竞争对手那里跳槽过来的人；经销商、供应商、客户等；证券分析人员；行业主管部门；中介机构，如展览公司、专业调查咨询机构等。

从企业内部人员获得相关信息时，一定要采取合适的方法，谨防对公司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比如，获得客户信息的重要途径是公司的销售人员，但销售人员将这些信息提供给公司会削弱其与公司之间的议价能力，导致其更容易被替代，所以，销售人员常常不愿意将这些信息与公司进行分享。公司获取这些信息需要较高的领导艺术与方法，并在激励体系设计方面进行配合。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信息数量与决策质量并不一定正相关。当信息的数量超过决策者在给定时间内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时，大量的信息只能意味着混乱的思维。决策者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做出何种决策需要哪些信息，是至关重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掌握结构化的思维方法。




第4节






业务吸引力



外部环境分析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识别环境可能带来的机遇，如进入一个新的业务领域的机会。在做出是否投资一个项目或者进入新的业务领域的决策时，将公司应该做什么与能够做什么分开考虑，有助于更清晰地把握公司的战略。公司应该做什么，主要取决于所处的环境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包括客户的需求、产业的利润空间和风险等；而公司能够做什么，则取决于产业成功的关键要素与公司拥有的资源能力之间的一致性。

公司是否进入新的业务领域，在对业务与战略之间的一致性进行评价以后，还要对业务本身的情况进行评估。对业务本身进行评估，需要判断三个最基本的问题，见图4-13。






图4-13　进入新业务领域决策应评估的基本要素



在这个模型中，做一个进入新业务领域的决策，一般的判断步骤是：首先应评估一个业务值得做还是不值得做，即判断该业务对公司有多大的吸引力；然后评估公司能做还是不能做，能做与否取决于公司的资源和能力；如果值得做而且能做，则进一步研究如何做。需要注意的是，评估的过程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如果公司拥有某些特别的资源和能力，使得公司可以采用与对手不同的运作模式，从而获得竞争优势，那么，即使业务吸引力一般，公司也可以进入该业务领域。所以，分别评估了值不值、能不能、如何做之后，还要进行交叉评估和分析。


一、业务吸引力评价模型


一个业务公司能做还是不能做取决于公司的资源和能力，我们将在第5章中进行详细分析。这里先给出判断业务吸引力的模型。

在图4-14所示的模型中，一个业务对于企业具有多大吸引力，首先取决于需求、利润空间和风险。而需求首先要调查市场现在的规模有多大，然后再考察市场未来的成长空间和速度。利润空间则取决于产业竞争强度（波特的五力模型，图4-4），以及产业价格水平对产能变化的敏感性（见图4-5）来判断；而常见的风险来自于政策、技术、市场等方面的跳跃性的、不连续性的变化。愿意管事因而需要兼顾多种复杂目标、好大喜功但却不愿意承担责任、目光短浅而且情绪多变的政府常常导致政策的朝令夕改，这给企业带来的政策风险是不言而喻的。技术推动型创新面临的市场需求的高度不确定性、客户需求的跳跃性的、不连续性的变化，必然使企业时常面临风险。技术的不确定性，包括产品原型与工程化／规模生产之间的差距、新技术与现行技术系统之间的不兼容性，或者技术的跳跃性的、不连续性的变化等，都会给企业带来技术风险。






图4-14　业务吸引力分析模型



需要指出的是，市场现在的规模有多大，是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调研方法正确，得到的数据应该是唯一的。但市场未来的成长空间和成长速度，只能推断。若不能保证推断过程思维的清晰性和完整性，就很难保证推断结论的可靠性。所以，如何降低推断误差至关重要。图4-15的模型提供了一种具体方法。






图4-15　市场需求增长空间／增长速度推断模型



市场的成长来源于客户，而客户最基本的细分方式是将其分为现实客户和潜在客户。一方面，考察现实用户。现实用户如果增加采购数量，提高采购频率，就会带来需求的增长。那么，现实用户数量有多少、他们分布在哪里、什么变量制约不同区域的现实用户采购频率和数量的提升？这些变量对给定资源／能力的公司而言是可控变量还是非可控变量？这需要结合具体产品的情况来进行判断，如对于家用空调，收入／价格比的变化、住房面积的变化、生活质量的提高等，会导致现有用户增加采购频率和数量。

另一方面，考察潜在用户。潜在用户的总量有多少、他们分布在哪些区域（区域考察的范围取决于企业的市场定位。对于一个全球化的公司而言，区域的划分一定要穷尽和完整。之所以要识别潜在客户的区域分布，背后的假设是：制约不同区域的潜在客户转化为现实客户的变量是不同的）、什么变量制约不同区域的潜在客户转化为现实客户？

图4-15中列出了常见的制约潜在客户转化为现实客户的基本变量，包括收入／价格比（收入／价格比决定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的准入门槛有多高）、习惯、认知（对产品是否了解）、产品本身技术和功能的完善性、配套的产品或服务需求（配套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对必须和互补品同时使用的产品，或者依靠互补资源才能发挥作用的产品的潜在市场转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客户获得产品／服务的途径或成本、政策（如许多环保产品）等。

识别出制约现实用户增加采购频率和数量、制约潜在用户转化为现实用户的基本变量以后，根据这些基本变量对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的制约程度，将其分为关键变量和非关键变量。再根据公司拥有的资源、能力，以及环境因素决定的变量本身的性质，判断这些关键变量哪些是可控变量，哪些是不可控变量。比如，在图4-15中所列的制约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的基本变量中，产品认知一般可以视为可控变量，因为告知性的广告宣传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消费者的习惯对多数企业来说可能属于半可控或者不可控变量，因为很多人的习惯常常是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才可能改，或者说改变客户习惯更为困难；而产品技术与功能的完善、收入价格比、配套产品和服务需求等，需要结合具体的产品、具体企业的资源能力才能做出判断；政策是否为可控变量取决于当时的具体状况。

如果潜在用户数量众多、决定市场增长空间和速度的多数关键变量是可控变量，那么，市场成长的空间就会很大，成长的速度就会很快；反之则反是。市场的成长空间一直得到决策者的关注，但成长速度在现实中往往被决策者忽视。事实上，潜在规模巨大但成长速度缓慢的市场，对于那些希望通过大规模资本投入来进入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的投资者来说，往往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市场潜在规模巨大，但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的速度极其缓慢，产业进入壁垒又非常低，这对那些被大规模的潜在市场所诱惑而试图通过大规模的投资来获得竞争优势的企业来说，可能意味着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因为每当有一些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就会诱使一个小的进入者进入该产业，满足这些需求。大规模进入的企业与这些小企业相比，由于固定成本很高，很难获得竞争优势。所以，市场需求增长速度的判断对业务吸引力的判断是极其重要的。

从投资决策的角度看，决策者获得三方面的数据：市场的现有规模、未来的成长空间和速度、细分市场的结构状况，基本上就可以放心地告诉自己，需求基本认识清楚了。但是，从营销决策决策的角度看，需求看清楚了吗？

营销决策需要什么数据取决于企业营销战略的重点是什么。如果营销战略的重点是从市场需求的增长中获得利益，需要的是图4-15中与制约现有客户提高采购频率、增加采购数量的变量相关的数据，和与制约潜在客户转换为现实客户的变量相关的数据。比如，如果制约潜在客户转化为现实客户的关键变量是收入／价格比，那么，企业能否通过改变定价战略，或者改变客户的付款方式，如降低首付比例，来降低准入门槛，开发潜在市场；如果制约潜在客户转变为现实客户的关键变量是习惯，那么，何种客户体验方式是改变习惯的最佳方法；如果制约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的关键变量是通路或渠道，那么，何种渠道是最优的、如何建立，等等。如果公司营销战略的重点在于从竞争对手那里争夺市场份额，除了上述数据外，还需要和竞争对手相关的数据，如竞争对手的定价战略、渠道战略、促销战略、产品战略，等等。

由此可见，投资决策作为公司层战略决策，需要的是宏观一些的数据，而营销等职能层战略，需要的是更为微观的数据。决策者清楚做什么决策需要收集何种数据，对找到在目标指导之下的、连续的、一致的、集中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企业的战略决策者，一方面需要足够的乐观精神以支撑希望，坚定信心；另一方面需要合适的悲观心态以激发对风险的关注与规避。在乐观与审慎之间达成平衡的办法是：决策者感知机会时心态要积极，评估机会时头脑要冷静，执行决策时意志要坚定。


二、业务吸引力与企业盈利能力


什么决定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关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员愿意从企业内部寻找根源，如企业的产品、技术、成本、营销、服务等。事实上，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仅仅是决定企业盈利能力的一个方面。决定企业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如图4-16所示。






图4-16　决定企业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



企业的盈利能力取决于环境和资源能力两个方面。环境方面，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主要是市场规模和成长空间，产业竞争强度决定的产业整体的利润空间，政策、技术、市场等决定的产业风险，三者结合起来，决定了一个产业总体的利润水平和利润规模。而企业的资源能力等决定的企业在产业中的相对竞争地位，决定了企业在产业整体的利润中能够瓜分多少。如果企业的技术水平很高、营销能力很强、成本控制效果很好等等，企业就会在产业中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获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否则，只能获得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

从这个角度看，企业战略至少存在三种最基本的选择：第一，在企业决定做什么的时候，必须考虑行业的市场规模／成长空间，产业的竞争强度决定的产业的利润空间，以及风险；第二，当企业进入了给定市场规模、利润空间和风险的产业以后，必须考虑怎样改进内部管理，培育核心能力，提高企业在给定利润空间和市场规模的产业中的竞争地位；第三，产业的利润空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由产业内部的企业的战略和行为决定的。企业在进行战略选择时不仅要考虑怎样满足客户需求、对抗竞争对手，同时要考虑到企业行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使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企业的发展更为有利。




第5节






竞争对手分析和行为推断：一个案例



前面讲过，对竞争对手的战略和行为进行推断，并判断其对产业和企业自身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们给出一个案例，来讨论如何利用媒体提供的公开信息，对竞争对手的战略和行为进行推断。格兰仕这个案例 

(2)

 我在2000年10月至2002年之间一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MBA、EDP课堂上使用，数以百计的学生参与了讨论。学生讨论后，我也把下面的内容作为方法论部分，和同学进行交流。现在把当时的推断不加任何修改地写到这里，是希望那些了解格兰仕情况的读者能够指出我们当初推断的误差，从而使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完善分析方法。


一、案例背景



格兰仕再造产业悬念


2000年9月19日，被竞争对手、媒体称为“枭雄”、“杀手”、“屠夫”的格兰仕集团首次对外宣布，将投资20亿元资金进军空调、冰箱制冷业，并声称在短时间内打造继微波炉产品之后的第二王国。格兰仕对20亿元资金来源的具体构成保密，只透露这是和六家跨国公司、两大基金合作的结果，其中格兰仕居于控股地位。格兰仕向来以专业化著称，且一直将几乎全部精力集中在微波炉行业，总成本领先和聚焦战略是其决胜于市场的最为鲜明的战略特点，此次进军制冷业等于是向多元化经营迈开了一大步，更何况当时的空调行业早已是供过于求、“血雨腥风”。

对格兰仕大张旗鼓进军制冷业，媒体和相关产业的有关人员的看法相互矛盾。有人认为，格兰仕进军制冷业，是围魏救赵，通过虚张声势来威胁其新崛起的微波炉竞争对手美的公司。美的原来的主业是制冷，最近进军微波炉，对格兰仕构成了一定威胁。作为同在顺德的两家企业，格兰仕对美的的“同室相煎”非常恼火，曾通过不同方式与美的接触，希望对方能够安于原来的领域，但美的依然按照原计划推进微波炉业务。在这种情况下，格兰仕宣称进军制冷业，不由得引起人们的联想：格兰仕进军制冷业，不过是一个威胁竞争对手的信号，而非真正要付诸实施的行动。

也有人认为，格兰仕此举似乎不像是“空穴来风”，倒像是谋定而后动。5年前，格兰仕就曾对外宣称：格兰仕将集中精力将微波炉支撑到全球最大，然后再寻求第二个支撑点，再将其做到全球最大，而目前，格兰仕已经实现了微波炉全球最大的一期战略目标，于是，很自然空调、冰箱制冷业便成为其选择的第二个经济增长点。

格兰仕再次制造了产业悬念：格兰仕为什么要进军空调、冰箱制冷业？格兰仕进军制冷业面临哪些威胁、挑战和机会？格兰仕能否在制冷业成功克隆微波炉发展模式？

2000年9月19日晚，在格兰仕总部，《南方都市报》记者对格兰仕集团副总经理俞尧昌进行了深度采访。


回避规模不经济


“格兰仕强势切入空调、冰箱制冷业一是公司战略延伸的需要，二是为了回避规模不经济。”俞尧昌开门见山地对记者说。他进一步解释道：现在格兰仕微波炉的市场占有率不管是从国内还是国际来看均已达到很高，基本完成了格兰仕5年前定下的战略目标，在这个时候进军制冷业是格兰仕长远发展战略的又一阶段性选择。格兰仕微波炉目前的极限生产能力是1200万台，按照格兰仕的发展速度，不出两年就将饱和，格兰仕已经非常接近规模的平衡点，如果再扩大生产，就将出现规模不经济，也就是说，格兰仕已将微波炉做到了极点，很难再有大的发展空间，格兰仕必须选择第二个产品，格兰仕只追求规模经济但坚决回避规模不经济。


机会大于威胁？


俞尧昌认为，格兰仕切入空调、冰箱制冷业是机会大于威胁。他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空调和冰箱的市场容量和前景非常广阔，人们可能会用目前空调业存在的严重的产销矛盾（1999年国内市场需求为800万台左右，但国内生产能力已经达到1300万台）这一事实来驳斥这一观点，但空调供过于求的根本原因不在市场容量，而在于价格的居高不下，这对以总成本领先而获取竞争优势的格兰仕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机会。空调行业是一个没有巨头的行业，用经济学术语讲，完全竞争的空调市场远远没有形成完全充分的竞争，近十几个品牌集中瓜分了80％的市场份额，但是各自的占有份额相差不大，均在十几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谁都不拥有对市场的决定权，这也是格兰仕的机会所在，这种竞争态势与垄断竞争的市场不同，比如微波炉，格兰仕和LG已经占有90％的市场份额，在余下的10％左右的市场空间里几十家企业在恶拼，市场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导致理智的企业不愿再投入。

而对冰箱业来说，2000年国内四大冰箱生产企业（科龙、海尔、新飞、美菱）中，科龙高层变动频繁，美菱处于合资调整阶段，这对格兰仕来说均是切入的良好机会点。


克隆能否再次生效


决定格兰仕微波炉成功的因素主要有三点：拿来主义、专注于生产和规模经济。格兰仕表示要在空调、冰箱领域克隆微波炉发展模式。“我们在空调、冰箱领域将继续微波炉的发展道路，以产品高起点、高品质及服务优质化入市，坚持规模专业化生产和薄利多销策略。格兰仕规划将空调年生产规模支撑到800万台，冰箱年生产规模将支撑到500万台左右。”俞尧昌列出了格兰仕的规模目标，但他强调这是全球市场的战略规模。他还透露了格兰仕空调的上市价位：“格兰仕空调上市价格将为其他品牌同类产品的一半左右。”果真如此的话，一场不亚于彩电和微波炉价格大战的惨烈的空调、冰箱大战很快就会在市场上演。





如果你是某一制冷企业的决策者，看到这份报道，你一定关注：






资源是战略的基本保障。格兰仕宣称投资20亿资金进军制冷业，这个数据可靠吗？






如果格兰仕进入制冷业，实现预期战略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会对制冷业进而对本公司产生何种影响？本公司应该如何应对？





二、案例分析：如何推断竞争对手的资源投放


首先分析第一个问题：“格兰仕宣称投资20亿元资金进军制冷业，这个数据可靠吗？”这样的问题，如果单纯凭直觉判断，一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们首先看案例中提供的信息：20亿元的资金来自何处？是与六家跨国公司、两家基金公司合作的结果。根据案例中的信息和基本的商业经验，我们构建了一个分析模型（图4-17），然后逐一进行分析，综合评估格兰仕能够在制冷业中投放的资源总量。






图4-17　格兰仕进军制冷业：可能的资金来源




第一个资金来源：与六家跨国公司合作


• 制冷业的跨国公司会出资或与格兰仕合作吗？如果可能，跨国公司最有可能的出资方式是什么？现金还是技术设备人股？如果是技术与设备入股，那么，其价值能有多少？与跨国公司可能的合作方式是什么？合作能够为格兰仕带来何种价值？

• 不同跨国公司会彼此联合起来投资于一家中国企业吗？概率有多大？哪家制冷业的跨国公司会牺牲自己的品牌与其他公司联合投资于格兰仕？一家合资企业在何种情况下会保留多个品牌？

• 非制冷业的跨国公司会出资进入制冷业吗？概率有多大？


第二个资金来源：两家基金


• 总共存在哪些类型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每一种基金的投资目的、基金结构、投资方向各是什么。

• 证券投资基金会投资于非上市公司吗？

• 中国有产业投资基金吗？当时没有。东南亚的产业投资基金会投资于中国吗？如果投资于中国，会选择制冷业吗？

• 风险投资基金的目标与动机是什么？一般选择高速成长的产业进行投资，迅速取得收益，在适当的时机退出。在进入某个产业之前，它们会设计好退出通道，如通过资本市场退出等。格兰仕存在上市的可能吗？风险投资基金会支持格兰仕进军制冷业这个相对传统的产业吗？


第三个资金来源：其他


• 企业自有资金：企业自有资金能够有多少？通过调查企业的历史收入和支出，包括投资方面的支出，可以对此做出一定的判断。

• 银行贷款：可能性大，但相对成本较高。

• 资本市场：存在一定可能性，但需要一定时间，需要了解该公司在上市方面的动向。

• 战略投资者：如果存在上市可能，上市前会有投资者非常愿意投资；不上市，少量投资也有可能，但数额不会太大。

• 发行债券：可能性很小。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给出一个基本的判断：

• 格兰仕进军制冷业，有可能是一个威胁竞争对手的信号，但概率低于50％。如果企业仅旨在发出威胁信号，会采用更为圆滑的可收回的方式。企业不可能不考虑其行为对企业形象的影响。

• 如果格兰仕进入制冷业，与跨国公司最有可能的合作方式会是外方提供制造设备与关键配件，通过OEM出口；在国内市场则更有可能打自己品牌。

• 格兰仕号称投资20亿元人民币，从短期看旨在造势。从国外获得设备等虽可折合一定投资，但获得现金的可能性较小；国内筹集巨额资金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成本较高，与其成本领先战略产生冲突。

所以，基本判断是格兰仕有较大的可能进入制冷业，但投入资金从短期看一定小于20亿元，甚至小于5亿元，这5亿元还包括设备、土地、厂房等的合理作价。如果企业理性，在这样的资源支撑下，近期会选择首先进入其中一个业务领域：或空调，或冰箱，而不会同时进入。


三、案例分析：推断竞争对手实现战略目标的可能性


我们再来考察第二个问题：如果格兰仕进入制冷业，实现预期战略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会对制冷业产生何种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首先识别格兰仕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根据案例中提供的信息，我们提炼出以下“宣称的基本事实”：

• 投资20亿元人民币，将空调年生产规模支撑到800万台，冰箱年生产规模支撑到500万台左右。

• 格兰仕空调上市价格将为其他品牌同类产品的一半左右。

• 1999年全国市场销售量800万台，生产能力1300万台。

由此我们可以识别其战略目标：复制其在微波炉产业的成功模式，成为市场占有率最大的企业；采用的竞争战略选择是成本领先。

一个企业进入新业务领域的战略目标能否达成，取决于竞争战略选择是否正确、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是否足以支撑其战略的实现、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对来自对手的竞争，参见图4-18及图4-19。






图4-18　决定格兰仕进入新业务领域成败的分析模型








图4-19　决定格兰仕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要素




首先，看进入制冷行业需要哪些战略资源和能力：


• 大规模国际、国内采购与库存管理能力；

• 一流的冰箱、空调设计系统、模具制造系统、生产和质量控制系统；

• 优秀的分销渠道和渠道管理能力；

• 品牌的塑造与维护能力；

• 对客户需求的理解与服务能力；

• 成本控制能力等。

格兰仕是否拥有这些资源／能力？如果不具备，能否以合理的成本、在合适的时间在公司内部培育出这些资源／能力？如果不能在内部培育，公司能否以合理的成本在公开市场中买到这些资源／能力？如果买到这些资源，能否内化到公司中去，成为公司战略资源的一部分？

在需要的资源能力中，直观地判断，虽然一流的冰箱、空调设计系统、模具制造系统、生产和质量控制系统，当时还不具备；客户需求理解与服务能力也略显薄弱，但可迅速培养或者从外部收购得到。其他资源和能力基本都具备。所以，格兰仕基本具备进入制冷业所需要的资源、能力，进入后能够立足。


格兰仕能做到真正的成本领先吗？能做到同类产品价格的一半吗？


• 制冷业现有的企业是否已达到经济规模？如果已经达到经济规模，格兰仕进一步扩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能够产生的成本下降空间有多大？

• 格兰仕进入制冷业，谋求成本领先可供选择的操作手段（技术上可行的行为空间）：

■ 强化与供应商的谈判能力，降低零配件的采购成本；

■ 改善库存管理，加速资金周转，降低资金成本；

■ 改进产品功能设计，减少不必要的功能、使用价格更低的原料等，降低制造成本；

■ 改进组装工艺，降低损耗、提高产品合格率，降低成本；

■ 降低营销成本，包括压低下游渠道的利润，使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价格更低；

■ 降低服务成本；

■ 提高设备利用率，降低固定成本；

■ 降低管理成本等。

格兰仕相对于上游供应商和下游代理商的议价能力，取决于其实际规模而不是想要达到的潜在规模。格兰仕能够压缩微波炉的上游利润，是因为其在微波炉领域的垄断地位和规模。格兰仕在冰箱、空调领域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如果格兰仕能够得到足以影响供应商的大规模的OEM订单，同时在国内市场大规模地推出其产品，有可能使成本下降。但仅仅是格兰仕能够得到上游零配件价格下降的好处吗？

显然，由于制冷业主要企业早已达到最小最佳规模，可能的降低成本的主要手段早已为制冷企业所利用，格兰仕想要做到价格是竞争对手的一半，只能是在牺牲利润或者亏损的情况下实现。


格兰仕能否实现战略目标，还取决于制冷业内的竞争对手的反应


目前，冰箱、空调市场基本供大于求。如果格兰仕真的大规模进军该产业，竞争对手的反应取决于他们对品牌、价格和服务三个因素哪个更重要的判断：如果他们认为消费者对价格更敏感，就有可能降价；如果他们认为消费者对品牌更敏感，就有可能强化品牌地位；如果他们认为消费者对服务更敏感，就可能改进服务。最有可能的是，他们可能会推出低端产品，和格兰仕拼价格，同时推出高端产品，和格兰仕争品牌。

如果残酷的竞争发生，对格兰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取决于格兰仕拥有的现金资源的数量、融资能力、微波炉业务能够对制冷业务提供的资金补贴。

如果格兰仕进军制冷业，微波炉领域的竞争对手会做出什么反应？这种反应会对格兰仕产生何种影响？直观的估计是：

当格兰仕进军制冷业后，可能会面临资金紧张问题；资金紧迫，会影响格兰仕快速反应的能力和适应变化的能力，以及持久竞争的能力。格兰仕在微波炉领域的竞争对手，如LG等，如果乘机侵犯其微波炉市场，可能使格兰仕顾此失彼，左右支绌，难以应付。


从业务组合看，格兰仕为什么进入制冷业——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呢？


从业务组合的角度看，微波炉目前还是明星业务，而冰箱应该是成熟业务。空调虽有一定成长空间，但也比微波炉更成熟。从明星业务中拿出资金，以支持成熟业务的发展，本身已经显示出战略的无奈。技术资源的薄弱显示出中国制造业的困境。

综合起来，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格兰仕进入制冷业，可以在空调或冰箱的一个领域中立足。但是，想要复制它在微波炉领域的成功模式——打垮主要竞争对手，成为垄断霸主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概率较低。

格兰仕进入制冷业，如果坚持成本领先战略，将会使制冷业多了一个行为无常、不遵守产业原有规则的竞争对手，产业利润空间将显著下降，价格战会提早打响，使这个产业早日进入成熟状态。所以，行业内的企业必须做好应对价格战的准备，进一步降低成本，改进产品设计和质量，营造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




本章小结



作用于企业的环境力量呈现出不同层次。最广泛的一层是宏观环境，包括政治／政策、经济、社会、科技、环保和法律等因素（PEST）。分析宏观环境的影响，不但要识别影响企业的关键因素，而且要分析、推断这些关键环境要素未来的变化趋势，还要在推断这些因素未来趋势的基础上，分析这些环境变量影响企业的机制。

宏观环境影响企业主要通过两个途径：需求（包括数量和结构）和供给（包括成本、利润空间、产品生命周期、资源的价值、企业边界、战略等）。

五力竞争强度模型一方面帮助我们理解产业内外竞争的来源，特别是进入壁垒、购买方和供应商的力量、替代者的威胁和其他关于竞争激烈程度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一个产业的整体利润空间。

有些产业结构高度不稳定，产业生产能力变化可能导致价格水平大幅度变化。产业价格水平对产能变化的敏感性取决于供求两方面。如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很低、市场不可细分，生产的固定成本和设备的专用性程度很高，通常是利润空间高度不稳定的产业。如果在位者扩大产能或者潜在进入者进入，都有可能导致产业价格大幅度下降，进而导致产业利润空间大幅度下降。

在垄断或新兴产业中，竞争对手对本企业的影响的直接途径，一是竞争对手的主动行动，二是竞争对手对本企业战略的反应。推断对手的主动行动或反应，要分析其是否具有采取行动或反应的动机；而动机源于目标和现实水平之间的距离、决策者对目标的忠诚度。如果竞争对手高度忠诚于目标，而且目标和现实水平之间有较大的距离，对手就具有采取行动的动机；但在技术上可行的行为空间（能够达成特定目标的所有技术上可行的措施或办法的集合）中，竞争对手会采取何种行动，取决于对手对自身拥有的资源、能力，以及所处环境的认识。

一个业务对企业具有多大吸引力，首先取决于需求、利润空间和风险。关于需求，首先应调查市场现在的规模有多大。市场现在的规模，是一个客观事实，理论上说，这个流量数据应该是唯一的。然后再考察市场未来的成长空间和速度，但这只能推断。若不能保证推断过程思维的清晰性和完整性，很难保证推断结论的可靠性。利润空间则取决于产业竞争强度（可以用波特的五力竞争强度模型来判断），以及产业价格水平对产能变化的敏感性。常见的风险来自于政策、技术、市场等方面的跳跃性的、不连续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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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反，如果产业产品差别化程度很高，意味着企业的主要资产体现在无形资产上，当企业固定生产能力闲置时，就不会轻易考虑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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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能力：公司战略的支撑






大多数商业活动，要支付的成本是事前的、固定的，而要获得的预期收益却是滞后的，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企业拥有的资源无法支撑到获得预期收益的时候，所有的预期收益就都是“镜中花，水中月”。





商业竞争是资源与行动的抗衡。战略竞争是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和具有前瞻性行动的抗衡。一个公司想获得持久成功，就必须将核心业务流程转变为一种他人无法模仿的战略能力，使其在客户心中形成独树一帜的形象。公司获得这些能力需要对其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以将传统的战略业务单位及其功能联系起来，并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果现有资源与营造未来竞争优势所需要的资源不一致，公司是继续投资强化现有的资源，以保证资源开发的持续性，还是营造未来竞争优势所需要的资源，以保证资源开发的适应性？当未来存在多种技术模式，而对哪一种技术模式能够成为主导的模式现在无法做出判断时，企业是将全部资源承诺于一种技术模式上，以保持专注性，还是分散投资于不同的技术模式上以保持灵活性？在持续性和适应性、专注性和灵活性之间达成平衡，既令人感到兴奋，也让人感到痛苦。不确定性是战略差异和竞争优势产生的基础，而找到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则是决策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判断一个企业进入新的业务领域能否成功，需要考察企业是否具备进入该领域所需要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但在很多情况下，笼统地看是否具备这些资源并不能保证判断的可靠性。根据业务流程，将完成该业务的过程分成若干环节，识别每个环节的关键成功要素，判断每个成功要素需要何种资源、能力来支撑，公司是否具备这些资源和能力，能够提高决策的可靠性。


大多数商业活动，要支付的成本是事前的、固定的，而要获得的预期收益却是滞后的，并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决策者必须将参加商业游戏的成本和预期收益分开计算，并仔细评估自己拥有的资源总量能否支撑到获得预期收益的时候。如果企业拥有的资源无法支撑到获得预期收益的时候，所有的预期收益都是“镜中花，水中月”。

另外，对公司拥有的资源总量进行评价是非常必要的，但支撑公司战略所需要的资源结构是复杂的，笼统地考察公司是否具备实施战略所需要的技术、资金、人才等，并不能保证判断的可靠性。根据业务流程，将实施战略所需要完成的任务分成若干环节，识别每个环节的关键成功要素，判断每个成功要素需要何种资源、能力来支撑，公司是否具备这样的资源和能力，有助于提高决策的可靠性。

商业竞争是资源与行动的抗衡。战略竞争是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和具有前瞻性行动的抗衡。一个公司想获得持久成功，就必须将核心业务流程转变为一种他人无法模仿的战略能力，使其在客户心中形成独树一帜的形象。公司获得这些能力需要对其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以将传统的战略业务单位及其功能联系起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所以，对自己拥有的资源、能力的评估，并根据战略的需要开发和建设核心资源与能力，对企业的成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第1节






资源的定义与分类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说过：“机会均等是不同才能的人共同享有一个平等机会。”企业也是一样，面对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和挑战，企业能否把握机遇、适应变化，关键取决于企业拥有的资源和能力。


一、资源的分类


企业的资源一般可以分成以下四类：

• 有形资源：如机器、建筑或者生产设备等。这类资源的物理特征，如年限、状态、功能和地理位置等决定其价值或用途。

• 人力资源：包括相关人员掌握的知识、技能和适应能力。这些人员既包括组织内部成员，也包括组织网络中的其他成员。在知识经济社会中，优秀的人才确实构成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但这些优秀的人才如果不能在行动上对公司的长远目标做出承诺，将自己的命运与公司的发展联系起来，这些人才优势不仅不会给公司带来价值，反而会造成组织的混乱，影响组织的承诺和凝聚力。若使其转化为公司的竞争优势，必须将人力资源战略与组织的整体业务战略很好地结合起来。【更多新书朋友圈免费首发，微信j rgh 3w】

• 财务资源：比如资本、现金、债权债务、出资人（股东、银行等）。财务资源对公司持久竞争的能力、适应变化的能力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 无形资源：包括专利、商标、业务系统、客户数据库，以及与合作伙伴的关系等。毫无疑问，这些无形资产是有价值的，因为当组织被出售时，这些无形资产的一部分会在会计报表中表现为“商誉（goodwill）”。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无形资源很可能是许多组织的主要资产。我国在对这些无形资产进行评估和相应的会计处理方面，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改进。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员工所掌握的知识资产哪些内容属于员工所有或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员工个人所有，哪些内容属于组织所有或者多大程度上属于组织所有，是一个非常难以区分和界定的问题。这个问题通常在员工跳槽时显现出来。保密协议（和专利法）就试图保护这种组织知识不被泄露或侵犯。


二、必要的资源


所谓必要的资源，是企业在一个市场中生存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资源。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技术的演进或竞争的加剧，这些基本要求在不断提高。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创业，有胆量和勇气，加上吃苦耐劳的精神，基本上就可以了；在20世纪90年代创业，除了需要胆量、能吃苦以外，还需要必要的资源、入门的能力，如一定的资金和技术等；但是在今天，如果仅凭90年代所需的必要资源就进入某个业务领域，企业极有可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会有很多“鸡肋式”的业务：希望业务规模扩大，但缺少资源与能力支撑，无法实现；想要放弃，但没有成本上可接受的退出机会，或者割舍不下。因此，即使仅仅为了继续生存，组织也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资源基础。


三、独特的资源


独特资源（unique resources）就是那些对组织的竞争优势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能够帮助组织创造并维持其产品高附加价值的、优于竞争对手的且难以模仿的资源。经济学家将这种优势产生的收益称为经济收益（租金）。比如，独特资源可能是北京图书馆的独有藏书，这些藏书中的知识是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或是占据最佳位置的零售商店，其产品价格可以比平均价格高一些；或者是独特位置的土地，开发的商品房的价格将高于其他地区；或者独有的矿产资源等。一些企业拥有部分专利产品或服务，这也将给它们带来竞争优势。

独特的资源是企业超越竞争对手的基础，可以显著地提高产品／服务的性价比。但是，单纯依靠独特资源来维持长期的竞争优势，将是非常困难的。比如，企业拥有特殊的矿藏虽然可以拥有优势，但矿藏终将耗尽；服务业企业拥有特别优秀的员工，如外科医生、教师或者律师等，但这些人员可能会辞职或被竞争对手挖走。




第2节






能力与核心能力




一、能力


资源是企业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但由于资源的可模仿性或可交易性，在同一市场上，不同企业之间的绩效差异很难完全用其占有资源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差异来解释。能力是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谓能力是在公司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有效地配置和运用公司的各种资源去创造价值的力量，是决定公司运作效率与效果的关键因素。拥有资源并不意味着公司可以高枕无忧、稳操胜券。只有将资源有效地运用到战略之中，才能为公司创造利润。比如，资金显然是资源，但同样数量的资金交给不同的人去管理，一年下来，其价值可能有非常大的差异，根源在于他们的能力不同。


二、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是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1990）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概念。他们试图以此解释企业绩效的差异，并为企业创造优异的业绩提供指导。核心能力的具体含义包括以下方面：

• 核心能力与某种活动或流程相关，该活动或流程可以实质性地增加产品或服务的价值，而且是客户（或其他利益相关方）认可的价值，能够为客户带来明确的好处，如重量更轻、体积更小、价格更低，或者功能更多的产品。

• 核心能力是一种多功能的、协调多种技术和技能的知识体系和能力，存在于整个组织范围内，不可分割；可以应用于一个组织提供的不同产品，而非仅仅属于某个业务单元，是企业经营活动的基石与核心。核心能力能够为企业进入广泛的产品市场空间提供跳板、支持和契机。

• 虽然拥有核心能力的组织可以买卖，但核心能力本身无法买卖。核心能力只能在企业内部培育。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古人云：大道无形，含义即在于此，因而难以被模仿。

• 核心能力不会因使用而消灭，不像有形资产因时间而磨损，核心能力随着应用和共享而得到增强。如果不使用，知识就会退化。能力是连接现有业务的黏结剂。它们也是新业务发展的发动机。进入市场的方式要以它们为导向，而不只是任凭市场吸引力引导。

图5-1给出了核心能力、核心产品、终端产品之间的关系。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1990）把一个多元化的企业比作一棵大树：主干和主要枝干是企业的核心产品、更小的枝节是企业的不同业务群，叶子和果实就是企业的终端产品，滋养和支撑一切的大树根系是企业的核心能力。






图5-1　核心能力、核心产品与终端产品



比如，本田汽车的核心能力在于引擎和动力传递的设计与制造，核心产品是本田发动机，以这个核心产品为支撑，进入许多终端产品市场：本田汽车、摩托车、割草机等。佳能的核心能力在于精密机械、精密光学、成像技术、微处理器技术等，整合这些核心能力开发出核心产品“光学引擎”，依靠这个核心产品，佳能进入照相机、摄像机、复印机、激光打印机、图像扫描仪等终端产品市场，并占据重要的市场份额。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上述识别和判断核心能力的标准依然相对模糊，所以，企业的核心能力有时是一个难以琢磨的现象，在核心能力和非核心能力之间划定边界，是一个既具有挑战性又是充满争议的任务。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识别核心能力的办法颇有些“事后诸葛亮”的味道：从企业的绩效中推断其核心能力——一个企业长期绩效出色，一定有核心能力来支撑。但问题的关键是：企业的绩效与众不同到何种程度，才能认定其具有核心能力？知识资产方面的微小差别，可能造成企业绩效之间的巨大不同。能力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在不同的行业，核心能力的差别既可能是非常显著的，也可能体现在那些非常细微的不易察觉的地方，我们如何去识别？抛开社会特征，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基因的独特组合。但是，人类98％的基因与黑猩猩是相同的，另外的2％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才造就了人类社会千姿百态、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旁观者事后推断核心能力尚且如此困难，那么，对于身为局中人的企业管理人员，如何识别自己的企业是否具有进入某一业务领域所需要的核心能力呢？我们在实践中看到，很多企业在识别核心能力，制定企业战略时，经常出现以下误区：

• 把品牌、商誉等无形资产作为核心能力。核心能力不是静态的资源或者企业经营的某种结果。所以，品牌作为一种资源或者无形资产，是企业的某种长处或优点，甚至能够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但品牌本身并不是核心能力。核心能力可能是隐含在品牌背后的塑造品牌和管理品牌及其他无形资产的知识与能力。

• 把高管人员的聪明睿智、决策能力作为核心能力。高管人员的决策能力毫无疑问是极其重要的。企业识别核心能力时把高管人员的决策能力列为核心能力，原因有两种：一种是高管人员决策能力确实很强，但有关人员概念不清，不知道这种能力已经体现在企业的人力资源或者智力资本之中了；还有一种原因是下属把愿望当做事实，或者借此表达对上级的尊重。

• 把核心产品或终端产品当做核心能力。核心能力可以支持一些核心产品、核心产品可以支持终端产品，但核心产品本身并不是核心能力。另外，核心能力可以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但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三、核心能力的主要特征


David J. Collis和Cynthia Montgomery（1995）对核心能力的特点进行了描述。他们认为，判断一种能力是否是核心能力，应该从以下角度进行评价：

• 稀缺性与独特性：该能力是否是稀缺的，是否能够被模仿？

• 不可替代性：这种能力是否能够超越对手已有的能力？

• 路径依赖性：是否依赖于原有的资源或能力才可以发挥作用，因而需要长期的积累？

• 因果模糊性：各种能力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无法准确识别，因而不知道如何培育或生成？

• 经济威慑性：是否因早期大规模的投入构成进入壁垒，从而对后进入者构成威慑？

• 持久性：这种能力是否能够维持很长时间，不会贬值？

• 专用性：公司能否捕捉到该能力所创造的价值？

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可以认定其为公司的核心能力。比如，沃尔玛在全球供应链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技能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 采购与配送方面进行有效协同，以实现全球成本的最优化。多数公司采购部门考虑的是从哪里才能采购到最便宜的商品，而沃尔玛追求的是，从全世界获得的商品准时送往商店的总成本必须最低，或者至少比竞争对手更低。

• 在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的条件下，有效地协调容易中断的供给和难以预测的需求之间的关系，保证二者基本平衡。店面运营不仅负责销售商品，同时准确采集客户需求偏好方面的信息，以最快速度传递给在世界范围内谨慎选择的、最优分布的设计者和生产者，通过高效率的供应链最快地获得这些产品，以闪电般的速度应对短缺，一方面满足客户需求，另一方面降低商品积压的风险，加速资金的周转。

在沃尔玛体系中，整个价值链各环节的关键参与人，消费者、商店、配送、制造商之间，在信息、商品、资金等方面达到了最佳的协同。这种能力既是稀缺的、不可替代的、其他对手很难超越的、具有持久价值的，也是路径依赖和因果模糊的，因而是很难模仿的。

公司拥有的自然资源越少，公司就越需要开发潜力和智慧，寻找创新灵感，开发和培育核心能力。无论如何，核心能力是获得持久竞争优势的关键，是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企业家必须对自己诚实，在识别核心能力时排除主观的、感性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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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源／能力的识别与价值评估



前面描述的是资源、能力的概念和分类，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识别和评估公司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呢？想象一下这种情形：公司准备并购一家企业，让你负责对目标公司资源、能力的价值进行评估，为公司的并购战略，包括是否并购，如果并购，合理的并购价格等提供建议，你将如何开展尽职调查？你将如何评估一个企业资源、能力的价值？


一、公司资源／能力的识别


识别和评估一个公司的资源、能力及其价值，多数管理人员最重视的是财务方面，包括现金数量、债权／债务关系、担保、抵押等，这是必要的，但还远远不够。除此之外，还应该考察以下几个方面：


公司高管人员的能力和领导风格。
 在中国，如果你不真正理解一家公司的老板或者总裁，不太可能真正理解一家企业。对关键决策者个人的前瞻意识、洞察能力、风险意识、决断能力、领导意识、驾驭能力、道德力量、感召能力，以及决策者的社会资本等，都需要进行系统的了解。对国有企业，还需要评估总经理和副职之间的关系，副职的社会关系背景等。然后，开始深入到下面的具体领域进行考察。


产品。
 产品的评估既要评估公司每一个产品的价值，又要评估公司产品组合之间的关系。

产品价值的评估，首先评估公司每一个产品的市场规模、成长空间／速度、产品的利润空间和利润空间的稳定性、该产业领域的风险状况等，即评估该业务领域的吸引力；然后再评估公司在这个产品市场中的相对份额。二者结合起来，基本上可以对该业务的价值做出判断，参见图5-2。






图5-2　产品价值判断模型



其次，评估不同产品之间的业务组合关系，特别是不同产品在产品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假设甲公司有A、B、C三个主要产品，分别处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导入阶段、高速成长阶段和接近成熟的阶段；乙公司有M、N、O三个产品，均处在成熟阶段。评估现金流状况，常常是乙公司好于甲公司，但是乙公司的成长潜力显然要弱于甲公司。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评估，基本上能够对公司的产品状况和价值做出判断。


技术。
 技术可以分为产品技术和工艺技术，是企业无形资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价值的评估，可以按照图5-3的路径来进行。






图5-3　技术资源的识别路径和评估方法



技术资源评估首先评估已有的技术储备。从产品和工艺两个方面，对公司已有技术进行仔细的识别和分类，然后客观地评估每一种技术的独占性、该技术是否符合未来技术发展变化的趋势，再进一步评价该技术是否与公司的战略需求相一致。这样，基本上可以对已有技术的价值做出评价。对潜在的技术进行评价，关键是看公司获得新技术的能力，包括内部提供新技术的能力和通过外部获得新技术的能力。通过外部获得新技术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公司在研发网络组织中的地位及管理网络的能力。


制造与成本。
 考察设备的先进性、设备的适应性、质量与成本控制能力、设备的成本等。


营销。
 销售网络的覆盖面、对销售网络的控制力和控制成本、销售网络与产品特征、促销战略之间的协调性等。


服务。
 服务网络的覆盖范围与产品销售范围的匹配性、响应客户需求的及时性、服务的技能、服务体系的运行成本等。


政府关系。
 在中国，特别是在某些产业，如房地产、资源勘探与采掘、军工等，政府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

另外，财务方面还要关注财务部门对公司收入与支出的结构进行分析，为改进公司成本控制提出建议的能力；财务部门在落实公司战略的时候，以合理的成本为公司进行融资的能力等等。


二、资源／能力价值的评价标准


不同的资源对公司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公司资源、能力的价值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进行评价。

首先，公司资源的价值体现在公司与其赖以生存和竞争的环境在需求、稀缺性和可获利性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之中（Collis and Montgomery，1995）。


稀缺性。
 该资源是公司独有的吗？该资源难以被模仿或复制吗？资源的稀缺性是创造竞争优势的基础，但并非是充分条件。稀缺的资源还需要：

满足客户需求。该资源能否生产出符合顾客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或者用客户可接受的方式和价格满足客户需求？该资源是否有助于形成产品／服务市场的竞争优势？

可获利性。谁有机会分享该资源创造的价值？是公司、客户还是竞争对手？公司分享的价值与公司获得该资源的成本相匹配吗？

我们通过一个假想的例子来考察这个问题。假设A商学院聘请了美国哈佛商学院最知名的教授来该学院任教。这个教授显然是稀缺的，但他对A商学院是否就一定具有价值呢？那要看他能否用这个学院的学生可接受的方式为学生授课、他发表的学术论文是否署A商学院的名称。如果是否定的，即便他是高度稀缺的，他对A商学院依然没有价值。再退一步，假设他可以用该学院的学生可接受的语言和形式为学生授课，但如果他总不在A商学院授课，而是整天在其他商学院授课或者为企业培训，创造的价值要么被A商学院的竞争对手——其他商学院及其客户所获得，要么为他自己所获得，那他对A商学院依然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对公司而言，真正具有持久价值的资源是图5-4中的交集部分。而资源价值管理的关键，是如何在公司、该资源的所有者、客户之间合理地分享价值，从而激发创造更大的价值。如果公司谋求占有资源所有者所创造的全部价值，或者过分地榨取其创造的价值，最终会导致资源所有者丧失价值创造的动力和能力。






图5-4　资源的价值取决于需求、稀缺性和可获利性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评价公司资源价值的第二个途径是：资源的价值取决于公司战略。实现目标的战略确定了，战略将决定应该采取的措施；而采取特定的措施，需要特定的资源来支持。所以，战略决定资源的价值，与战略一致的资源，才是对公司有价值的资源。

在图5-5中，假设有一个餐馆，经过审慎地分析竞争对手和客户需求，选择了餐馆的竞争战略：为顾客提供愉快的服务。战略决定了，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采取这些措施，需要什么资源与能力来支撑？

图5-5中，为了落实“为顾客提供愉快的服务”的战略而应采取的措施是谨慎地按照流程排列的：顾客从即将到达这家餐馆，到最终离开这家餐馆的所有关键环节，都应该让顾客感到愉快。

按照流程来思考，是保证思维完整性和清晰性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在图5-5中，原作者遗漏了一个影响顾客愉快感觉的重要环节，希望读者能够识别出来，并且确定应该采取的措施和需要的资源。






图5-5　某餐馆的战略、行动措施和需要的资源




资料来源：大卫·科利斯等，《公司战略》，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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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能力的开发与投资



核心能力具有因果模糊、路径依赖、难以模仿等特点，存在于整个组织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管理人员能够完全控制它，因而不会因为个别人员的流失而流失。但同时，这也造成了核心资源、能力开发方面的特殊困难：核心能力的培育需要跨部门的交流和承诺，以及大量的战略投资。这种跨越战略事业单位（SBU）和职能的投资远非传统意义上的成本效益法则能够解释清楚的。因此，不能将战略能力的开发作为一种运营工作而交给运营经理负责，更不能交给低层次的SBU经理处理，它应该是CEO的首要任务。

在资源与能力的开发、投资方面，以下问题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首先是人力资源。对于高技术、高知识或者高信息集成度的企业，人力资源不再仅仅是普通的人力资源，甚至是决定公司资产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次，必须审慎地平衡资源开发的持续性与适应性、专注性与灵活性的关系。


一、防止人力资源的流动与波动：控制机会还是影响动机？


今天，资本高度稀缺的时代已经基本终结。在伦敦股票市场市值前200名的企业中，企业实际固定资产的价值大约只占市值的1/3；而许多高科技企业，实际固定资产的价值还不到企业市值的1/20。那么，另外那些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主要是无形资产和流动资产，其中最重要的是无形资产。无论这些无形资产归于技术、品牌，还是独特的商业模式、管理经验等，却最终都要归结到人的因素。

如果人力资源不单纯是普通的人力资源，而是决定公司资产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就成为公司价值管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从事生物医药研发的公司或IT企业，其资产格外灵活，很难估计企业资产的价值。决定公司价值的关键人员一旦离开企业或者不再保持创新活力，其价值就会极大地贬损。那么，如何防止决定公司价值的核心人员离开公司呢？

流动性的含义显而易见。所谓人力资源价值的波动性，是指人才对企业的价值可能因企业的管理政策或其他内外相关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影响甚至决定企业价值的人何时会产生流动？如果他产生了强烈的流动动机，又有很好的流动机会（一个流动机会的价值，取决于流动的预期收益和成本的比较），那么，他就会产生流动；如果有强烈的流动动机，但没有更好的流动机会，其价值就会产生波动。而流动动机源于需求的驱动。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生理的、安全的、爱与归属的、地位与被尊重的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识别其主导需求，考察企业的激励政策安排，企业的地位、社会环境、文化和其他因素的作用，就可以识别他是否会产生流动动机。

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甚至在今天许多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传统人事管理的核心策略依然是限制流动机会——通过控制档案等手段来限制优秀人才的流动机会。但无论如何，管理者必须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优秀人才的流动机会，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即便可以做到，也只能使人才的价值产生更大的波动，造就大量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甚至两败俱伤的悲剧。

所以，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任务，是要经常识别那些决定公司价值且有流动机会的人的主导需求，审视和评估公司的激励机制能否满足其需要，防止其产生流动动机。

当公司为获得目标企业的技术和人才而发起一次并购时，管理者也要从动机和机会两个角度来评估公司所采取的措施是否足够完善，从而保证决定目标企业价值的关键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不会产生流动。图5-6是联想并购IBM PC的消息公布后，我们在光华管理学院MBA课程讨论这一案例时开发的一个模型，用以推断当联想并购IBM PC业务以后，决定IBM PC、业务价值的人力资源会发生何种变化。






图5-6　人力资源／人力资产的流动性与波动性：以联想并购IBM PC为例



联想并购IBM PC后，IBM PC的人才是否会产生流动，对联想并购目标的实现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但IBM PC的人才是否会产生流动，不能一概而论，而要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情况分别进行推断，因为不同国家的员工的流动机会和动机是不同的。比如，在联想最关注的欧美市场，多数IBM PC员工流动的可能性和价值发生波动的可能性较小。原因如下：

首先，欧美PC市场基本处于成熟阶段，需求增长空间和利润空间有限，所以，在位者如戴尔等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或竞争需要而主动地大量挖走IBM PC人才的概率较小；PC业内创业的机会也很小；PC业内积累的专业技能转移到其他产业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转移后的相对收益未必合适，所以大规模流动的机会较低。其次，联想宣布并购的同时宣布了未来三年IBM PC人员的职位、薪酬、福利待遇等保持不变、关键人员的待遇甚至可以提高的政策，满足了他们基本的生理的、安全的需求；PC在IBM中是吸引力最低的业务，而在联想公司中是核心业务，业务地位上升所产生的地位感和被尊重感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联想地位低于IBM公司地位带来的损失，加上职位不变，所以，地位与被尊重的需求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为一家中国公司工作，能否影响其爱与归属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的满足，比较难以把握，这可能需要体验之后才能确定。所以，综合看来，多数人的流动动机也未必很强。但在日本、中国台湾等地区，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也许归属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冲突更大一些，而这些地区的IT产业基础较好，流动机会也更多一些，人员流动的概率会相对高。

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流动机会并不是留住优秀人才的合适方法，识别和提升其主导需求，激发其动机的层次，是更重要的途径。

显然，如果高科技企业的投资者急于获得回报，迫使经理人员在公司尚有利润的情况下加大压榨力度，就极有可能导致企业资产流失或者枯萎。当人力资源成为决定公司资产价值的关键，甚至人力资源本身就构成公司资产的一个部分时，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潜在合约必须转变方式：通过以互惠互利的制度安排为基础，构建信任和激发承诺，应该成为核心员工管理的重点。那些依赖信息、创意和智力而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企业保证企业长远发展的途径之一，就是将员工从雇员转变成企业的所有者。


二、实现分享：交易还是公平？


在现代知识型组织中，特立独行的人，如诗人、哲学家等是很难生存的。由于任务的复杂性和分工的演进与深化，绝大多数工作都是交互依赖的关系。为了实现特定目标需要完成大量的子任务，而且这些子任务彼此之间相互影响：A任务的完成方法、方式对B任务的完成会产生影响；同时B任务完成的方法方式也会影响A。交互依赖意味着即便一个绝对优秀的人，也不能做到绝对的自由、自行其是，他们必须充分地分享知识、创意和信息，在行为和节奏方面进行有效的协调。所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只是企业成功的必要条件。这些优秀的人才能够充分地实现分享和协调，形成思想和创意的有效激发、融合，实现创造性的突破和飞跃，升华为新的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才是组织成功的更为重要的保证。如果一个组织能够实现有效的分享，即便人才不很优秀，都是“臭皮匠”，也可能超过“诸葛亮”。如果组织中的人才个个都很优秀，都是“诸葛亮”，但却各怀心事，彼此猜忌，相互拆台，一群“诸葛亮”们内耗起来，那将是何等惨烈的情形！

所以，创造一种有效的分享和协调的机制，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中之重。那么，组织如何才能实现有效的分享？实现分享的常见机制之一是现货交易——你给我钱，我就分享给你。但靠交易，根本无法实现创意、知识的分享，因为创意未表达出来时，无法确定其价值和价格；表达出来后，虽然买方能够识别其价值，但同时也就失去了付费的动力。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实现分享？“如果我相信组织是公正的，领导是公平的，即便你现在不给我和我的创意价值相适应的价格，但从长远看，组织一定会给我公平的回报，这时我会不加思考地分享。”所以，分享以组织公正，包括程序的公正和分配的公正为前提。因此，组织公正是一个健康的组织文化的基石。

组织公正与否，主要体现在组织尊重和提拔什么样的人、奖励什么样的行为等具体做法上，而不是体现在领导者的口头上。现在很多公司重视薪酬机制设计和改革，这是必要的。但薪酬设计只决定奖励什么、奖励多少。真正决定企业文化的不是奖励什么“东西”，而是获得奖励的原因和过程：什么人因为什么行为、什么贡献而得到奖励，奖励对象确定的标准和程序是否公正。

组织规模的扩大、人员数量的庞杂、战略的模糊摇摆，常常使识别人力资源价值的工作变得更困难，进而导致领导者个人的偏好决定奖励和提拔对象，这对组织公平的不利影响是深远的。有一个研究所，最初创立时只有十几个人，彼此熟悉了解，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和信念；领导者对组织成员的需求有着深入的了解，能够公正地满足他们的需要，并能激发和提升其需求层次，这个组织迅速成为一个人人愿意归属其中、愿意为之承诺、愿意为之奉献的组织。但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和新领导人的上任，组织用“成为世界领先的研究所”这样一个抽象的愿景作为近期的战略目标，从海外高薪聘请了十几个具有很高知名度的人担任所里的兼职高级研究员。这些特聘人员虽然一年之中仅仅在该所工作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周，但薪酬却远高于那些全职工作的创始员工。这种安排的结果是：研究所用高薪表达了对海外具有知名度的特聘人员的尊重，但没有获得他们在时间和行动上对组织目标的承诺，却直接打击了那些虽然没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但对组织战略目标具有实际承诺的人的承诺。最终的结果是，既没有人对组织的近期目标做出承诺，也没有人对组织的长远愿景做出承诺；组织成员“到挫”现象严重，需求重新回归到低层次的、短期的利益需要，利用个人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谋求短期利益。组织内部很少有分享，合作的最大范围一般是“夫妻店”，人心涣散，前景堪忧。


三、资源、能力的开发：持续性还是适应性？


如果现有资源、能力或者历史上曾经为公司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资源、能力，与营造未来竞争优势所需要的资源、能力不一致，公司是继续投资强化曾经做出过贡献的历史资源、能力，还是投资开发营造未来竞争优势所需要的资源、能力？投资现有的资源／能力，可以保证资源／能力开发方面的持续性（continuity）；投资到未来，可以保证资源／能力开发方面的适应性（adaptability）。企业怎样在二者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呢？见图5-7。






图5-7　资源／能力开发与投资：持续性与适应性的平衡



在持续性与适应性之间达成平衡，不仅仅是一个艰难的决策和选择的过程，同时还需要平衡组织内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认知冲突和利益冲突。20世纪90年代后期，数字成像技术发展迅猛，对基于感光材料的成像技术的替代趋势越来越明显。乐凯集团面临继续在感光材料领域投资以保证资源开发方面的持续性，还是发展数字成像技术以保证资源开发方面的适应性的艰难抉择。但实际上，集团内部向数字成像技术投资的微弱声音在强势的感光材料技术和管理人员面前没有任何影响力。公司多数决策者还沉醉于感光材料领域最后一个民族品牌的辉煌和荣耀之中。美国柯达公司为了提高相对于日本富士公司的竞争能力，从90年代初开始一直谋求收购或者与乐凯合资，这为乐凯提供了一个快速将主营业务退出感光材料领域，实现业务转型的绝佳机会。但是，在公司内部与感光材料相联系的有关人员的强势主导下，在公司外部“外资威胁论”、“民族品牌论”的吵吵嚷嚷声中，到了2004年，在数字成像技术对感光材料技术的替代几乎成为事实的情况下，乐凯依然坚持合资三原则：乐凯控股、使用乐凯品牌、乐凯拥有经营决策权，进而失去了与柯达全面合资的最后机遇。目前乐凯的销售和利润都大幅度缩减，辉煌不再，转型艰难。

另一个著名的案例和众所周知的IBM公司有关。
 

(1)

 1984—1993年，这十年是IBM辉煌历史中相对低潮的十年：销售下降，利润缩减，特别是公司的市值显著降低，其根源在于PC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苹果公司等的创新和推动，PC得以进入市场，并取得迅速的发展。1980年，IBM组织召开高层研讨会，要对如火如荼、快速发展的个人电脑市场做出应对决策。在七嘴八舌的争论中，最后决定让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中层经理人员埃斯特利奇（Don Estridge）带队，挑选了12名优秀的工程师，秘密来到佛罗里达州，在美国最南端城市迈阿密附近的博卡科顿，那里有一个IBM的研发中心，秘密组织一个精干小组，在一年内搞出PC来。

埃斯特利奇几乎从公司外部购买PC计划所需的全部零配件，包括英特尔微处理器、其他外围芯片、软驱，并将软件外包给微软。1981年8月12日正式推出PC，到1984年已经实现40亿美元的销售收入。

IBM PC的成功吸引了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大部分注意力，甚至公司内部的剪报里面大部分也都是PC的内容。这个事实让IBM整个高层都为之恼火。因为IBM制造了那么多利润惊人、技术先进的大型计算机，而PC的收入和利润在IBM公司内部几乎微乎其微，但报纸的记者们还是天天写这种玩具似的小机器。媒体的渲染，引燃了公司上下的嫉妒之火。同时，由于PC和其他产品之间的竞争性关系，PC的发展也影响了公司内部其他部门的利益，包括对IBM利润的主要来源——大型计算机、中型计算机等，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公司内部的许多高管人员都将火力集中在埃斯特利奇身上。

斗争的结果是1985年年初，埃斯特利奇被公司从经营PC的职务上拉下马来，让他负责世界范围的制造业务，表面上职位是升了，得到了一个毫无实权的响亮头衔，实际上被公司解除了IBM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职务。埃斯特利奇黯然神伤，带着太太去度承诺已久的假期，好让所有的烦恼消去。1985年8月2日，两人乘坐的班机试图在暴风雨中降落到达拉斯机场。离地面只有700英尺时，飞机失控，埃斯特利奇和太太玛丽不幸丧生。缺少了这样一个灵魂人物的支撑，IBM PC发展逐渐受到冷落，IBM也开始走下坡路。不过，IBM毕竟是IBM，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IBM开始进行战略转型，最后还是摆脱了困境，发展起来了。

而另一家我们华人曾引以为豪的企业——王安电脑公司，就不那么幸运了。王安电脑公司创立于1964年，经过艰苦的探索和努力，在小型商用电脑、文字处理机以及其他办公室自动化设备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86年前后，王安公司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年收入达30亿美元，在美国《财富》杂志排列的500家大企业中名列第146位，在世界各地雇用了3.15万员工。而王安本人，也以2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跻身美国十大富豪之列。

但是，到了80年代末，王安电脑由于不能适应PC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固守小型计算机市场，无法在持续性和适应性之间达成恰当的平衡，最后王安电脑以它那引人注目的成长速度，引人注目地快速破产了。

我们再考察一个案例。中国联通在2001年开始投资建设CDMA项目，使之成为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同时拥有GSM网络和CDMA网络的移动通信公司。这项投资虽然给中国联通带来了收入、利润增长的希望，但同时也给联通的决策者带来无限的烦恼。

GSM网络是中国联通销售收入、利润的主要来源，当时中国联通最有价值的客户也主要集中在这里。但移动通信技术未来的主流技术是第三代通信技术（3G技术），GSM网络无法平滑升级到3G技术，所以不是营造未来竞争优势所需要的资源。CDMA技术相对易于过渡到3G技术，可视为营造未来竞争优势所需要的资源。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你是中国联通的高管人员，在资源开发和投资方面，该做何种选择呢？

一种选择是投资到未来——CDMA网络，以便为未来的竞争创造优势。但在给定资源的情况下，中国联通的GSM网络得不到投资，网络的覆盖面、服务的可靠性得不到强化，而竞争对手中国移动则在不断地对其GSM网络进行改造和升级，这种情况下客户满意度会下降，客户可能会流失。客户会流失到哪里呢？会流失到联通的CDMA吗？多数情况下不会，除非这个客户的转移过程经过有效的控制，否则，客户多数将转移到竞争对手——中国移动那里。这样，中国联通的销售收入、利润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中国联通投资未来的能力。第二种选择是投资、强化GSM网络。虽然这个选择对留住现有客户有利，但GSM网络显然是终究将要过时、被替代的技术，在这个网络上沉淀的资源越多，未来退出的损失就越大。

中国联通在资源开发和投资方面的持续性和适应性方面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加上中国政府在3G技术牌照发放方面的迟缓、竞争对手中国移动方面的激烈竞争，结果导致联通的CDMA网络到了2006年依然处于亏损状态。同时，与中国移动相比，联通的GSM网络的盈利能力依然存在巨大的差距。

我们发现，持续性和适应性之间平衡的关键，取决于决策者对未来变化是否可逆，以及对变化幅度和急剧程度的判断。首先考察可逆性。如果未来变化趋势是急剧且不可逆转的，那么，迅速调整资源开发和投资的方向以保持适应性就是重要的，比如，数字成像技术对感光材料成像技术的替代、PC机对原来小型计算机的替代、电子词典对纸制词典的替代等。如果未来变化趋势是可逆的，那么，保证资源开发和投资的持续性就是重要的，如维生素C等产品价格水平和利润空间的大幅度下降等。

其次是对环境变化幅度大小或变化急剧程度的判断。如果环境变化幅度较小，并且不剧烈，那么，现在或过去拥有的资源的价值依然可以持续。如果适应未来的替代技术或资源的竞争优势不是很强，那么，是否投资于未来的资源以保证适应性，则需要审慎选择，特别是在投资时机方面需要谨慎把握。比如，中国联通对CDMA技术的投资和开发。

在资源开发和投资方面的持续性和适应性之间寻求平衡，既需要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同时也需要具备很强的平衡内部利益关系的管理艺术。举个例子，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资源开发与投资方面应该如何选择。

可以肯定地讲，历史上为北京大学发展曾经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资源是文、史、哲等人文社会学科，北京大学的许多大师级的人物都出在这些系，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为北京大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史、哲等学科已经不再是北京大学营造未来竞争优势所需要的资源，商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才是营造未来竞争优势所需要的资源。这种判断可靠吗？如果可靠，北京大学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投到哪些领域？是继续投资到文、史、哲，以保证资源开发的持续性，还是投资到商学院、法学院、经济学院等，以保证资源开发方面的适应性？在持续性和适应性之间到底应该做怎样的平衡？

这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决策问题。试想，如果北京大学将主要资源投放到商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文、史、哲等领域的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们会做出何种反应？决策者能够顶住来自于他们的压力吗？


四、资源／能力开发与投资：专注性还是灵活性？


资源开发的持续性和适应性之间的平衡，考察的时间维度是历史—现在—未来，是纵向的。但站在今天面向未来，当未来的技术或战略存在多种模式或可能，哪一种技术或战略能够成为主导模式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企业在资源／能力的开发和投资方面如何抉择呢？是选择一种自己认为最具前景的技术模式进行投资以保持资源开发方面的专注性，还是分散投资到不同的技术模式，避免对一种资源／能力的过度依赖以保持灵活性？

以移动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在2000年左右，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商对未来技术发展大趋势的判断基本已经达成一致：3G技术将成为未来移动通信技术的主流模式。但3G技术存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模式，包括WCDMA、CDMA 2000、TD-CDMA等。在2000年，这些技术模式虽然已具备了基本明确的概念架构，但在技术开发方面还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还有许多关键的技术有待进一步开发。而在市场方面，未来哪一种模式能够成为电信运营商、消费者接受的主导技术模式，在当时情况下，哪一家设备制造商都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国内一家电信设备制造商的主要决策者，你会做出何种选择呢？

第一种选择是“专注”：把全部资源投资到你认为最具前景的技术模式上；第二种选择是“灵活”：把全部资源平均分散到三种不同的技术模式上；第三种是“平衡”：在专注性和灵活性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组合。

选择专注，有些赌博的味道：一旦赌对了，可能后来居上，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但一旦赌错了，就将错过这班车，以后再追赶将面临巨大的困难。分散投资，可以提高灵活性：未来至少有一种技术模式会被接受，无论哪一种模式能够成为主导模式，企业都有机会。但由于资源分散投入，还有一个可能是，哪一种技术模式都没有开发成功，或者虽然勉强开发出来，但在技术方面还居于劣势。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专注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平衡呢？

在专注性和灵活性之间进行平衡要考虑三个关键维度：一是地域维度，二是时间维度，三是公司的资源和能力维度。即站在全球市场的角度，对不同技术模式在不同区域市场、不同时间的成熟度或可接受度进行仔细的评估和考察，然后根据公司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决定技术模式选择和开发的顺序或梯度：

• 目前—国内：目前公司在哪种技术模式的开发方面进展最快、相对更为成熟？哪种技术模式目前在国内市场最有可能被接受，最有可能带来现实的收益？

• 目前—国际：从全球市场范围看，目前哪种技术模式在哪个区域市场最有可能被接受？公司在这个技术模式上的技术储备如何？公司是否具备或者能够迅速培育出进入这一市场的资源和能力？

• 未来—国内：在可预期的未来，哪种技术模式最有可能先被国内客户接受？公司在这个技术模式上的技术储备如何？公司拥有的资源能够支撑到该技术模式被国内市场接受的时候吗？

• 未来—国际：从全球市场范围看，未来哪种技术模式在哪个区域市场最有可能被接受？公司是否具备或者能够培育出进入这一市场的资源和能力？公司拥有的资源能够支撑到该技术模式被国际市场接受的时候吗？

华为公司在2000年前后对3G技术在全球市场的可接受程度进行了评估，选择了在时间上最早能够被接受的主流技术WCDMA，同时迅速提升进入国际市场的技术能力和营销能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在把握未来方面则显得薄弱，在TD技术方面的投资迟缓，落后于中兴通讯等公司。大唐电信基于对中国政府发展自有技术信念的信心和自身的技术能力，选择了专注，将主要资源投放在TD-CDMA的开发上。但TD技术开发的漫长征途对其拥有的资源能力能否支撑到获得预期收益的时候，已经提出了多次考验，目前这个考验依然没有结束。中兴通讯在专注性和灵活性之间进行平衡时，关键决策者的决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司技术能力的不足，他们更好地处理了目前和未来、国内和国际，及其与公司资源、能力之间的关系，在小灵通（PAS）技术、WCDMA技术、TD-CDMA技术开发和市场开发方面都有收获。

我们再考察一个古老的案例——摩托罗拉公司在铱星项目中的做法，并试图给出新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通信领域的巨头为移动通信领域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盈利空间所吸引，不断强化对各种移动通信技术的研究开发。技术开发主要围绕地面移动通信系统和卫星移动通信系统两个领域。可供选择的移动通信技术模式主要有三种：

（1）模拟技术：当时已经成熟并投入商用，取得了初步的市场成功，能够带来现实的收入。但该技术覆盖范围小，通信质量不稳定，而且技术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有限。

（2）GSM技术：当时处于实验室开发阶段，还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攻克的技术难关，但敏锐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已经能够感受到其未来的广阔前景。

（3）铱星技术：所有实验室的研究已经完成。基于实验室技术而进行的测试表明，与模拟技术相比，拥有巨大的容量和广阔的覆盖范围，但一次性投入巨大；通话质量在室内明显比模拟技术差，但在室外比模拟技术要好。当时可能还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技术模式，但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你是摩托罗拉的决策者，面临诸多技术选择，每一种技术模式都具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其未来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该怎么办？可供选择的策略是：（1）保持专注：把资源集中投入到一种公司认为最具潜力的技术模式的开发和建设上。（2）保持灵活：把资源平均分配到每一种具有前景的技术模式上。（3）在专注和灵活之间寻求平衡。

根据有关资料推断，摩托罗拉的策略是第三种：将主要的制造和营销资源投放在模拟技术上，以回收现金流，收获现在；根据自己对不同技术模式未来潜力的判断，找到最具前景的技术进行重点投资，主要是GSM，从而能够适应未来；同时，以较低的成本和合适的方式对其他技术模式的发展方向和进程进行控制——自己牵头与其他电信领域的巨头合作，发起设立铱星公司，自己投入2000万美元，拥有18％左右的股份，取得相对控股地位和对决策的影响和控制能力；同时，通过上市募集资金，通过促使全球各地的运营商入股投资，分散投资风险。

如果铱星取得成功，摩托罗拉等电信设备制造商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失败，摩托罗拉等作为铱星系统的设备供应商，依然可以从57亿美元的巨额投资中分享巨大的商业利益。重要的是，对摩托罗拉而言，他们控制了铱星技术的发展方向和投入运营的速度、进程，从而保护了摩托罗拉在其他移动通信领域的投资。

所以，摩托罗拉等通信业巨头投资铱星，是其为在资源开发投资的专注性和灵活性之间保持平衡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其主要目的在于分散投资风险。在对哪一种技术范式（GSM、模拟式以及铱星等）未来能够成为主导技术模式还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分散投资于不同的方向以规避风险，哪一个方向可行，都可以从中赚到大量的利润。他们通过这种投资结构，控制了整个市场，防止了新的竞争对手的进入。在铱星项目运作和推进过程中，摩托罗拉公司等可以在铱星成功为其带来的收益更大还是其他技术模式成功为其带来的收益更大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但其他投资者，特别是像日本铱星、中国铱星这样的投资者却无法做出选择。

专注性和适应性之间进行平衡的需求，产生于未来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情况。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企业常常拥有多种战略或技术方向可供选择，但哪一种战略或路径是最优的，由于有限理性，往往看不清楚。那么，企业最合适的战略选择之一是保持战略的自由度，以便随着形势的发展，一旦能看清楚下一步的选择时，能够迅速转移到正确的路径和正确的战略上去。

保持战略自由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将主要资源集中到竞争优势最强的业务领域或者能够获得显著的现实利益的业务领域，同时通过联盟、合作等方式，对其他领域或发展方向进行影响或控制；或者保有部分现金资源，而不是把全部资源沉淀到特定的业务领域中。否则，当技术或者客户需求发生变化时，可能导致在原有的技术模式或需求模式基础上所进行的大量投资过时。集中资源于核心业务、培育核心能力虽然会使企业的边界收缩，但同时企业通过网络将触角延伸到更广泛的领域。




第5节






进入新业务领域的决策与资源、能力



在第4章进行外部环境分析时指出，企业决定做什么或者做出是否进入新的业务领域的决策时，应该考察以下三个方面（见图5-8）：






图5-8



关于“值不值”，即业务吸引力问题，我们已经在第4章中讨论过了。这里讨论如何判断能做还是不能做，以及如何做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管理人员判断一个业务能做还是不能做的时候，主要是看资源，如进入这个领域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公司是否具备。评估资源状况以判断能做还是不能做，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笼统地看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并不能保证做出正确的决策。

我们考察科利斯（David J. Collis，1996）提供的一个案例。一家在美国工业温度自动控制设备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公司，观察到其主要客户——能耗和污染比较严重的冶金企业、大型石化企业等，由于环境管制方面的原因，开始逐渐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导致公司现有业务增长放缓。与此同时，他们发现家庭市场需求将有显著增长的趋势，为此该公司决定进入家用温度调节与控制产品市场，并希望这一业务能够给公司带来长期增长的机会。

公司内部进行了基本的资源、能力评估，发现进入家用市场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公司全部具备，加之对市场需求增长的高度乐观，所以，进入了这个业务领域。但进入这个新的业务领域之后，公司才发现，工业温度控制设备和家用温度控制设备，产业成功的关键要素几乎完全不同。参见图5-9和图5-10。

图5-9和图5-10按照流程，从研发、采购、制造、销售、配送、服务六个环节，列出了两个不同业务成功的关键要素。比较两个图可以发现，从工业温度控制设备市场进入家用温度控制设备市场，表面上看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资金、技术、人才万事俱备的业务拓展，实际上根本不能得到公司的资源、能力的支撑，新业务成功的关键要素，公司根本不具备。我们仅以销售环节为例对此进行详细的比较。






图5-9　工业温度控制设备的流程与业务成功的关键要素








图5-10　家用温度控制设备的流程与业务成功的关键要素



工业温度控制设备。公司内部专业技术人员与客户的专业技术人员直接接触，识别客户需求，影响客户的采购决策标准；根据客户需求，提出概念设计（包括采用的技术类型、基本的模块和功能、报价等）；客户根据概念设计做出决策，是否采购公司产品。

家用温度调节设备。渠道：通过代理商（超市、专卖店、百货公司等）进行销售；促销策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品牌塑造、广告宣传、店面促销等；另外，定价战略必须考虑到收入／价格比等市场准入因素。

显然，进入家用温度调节设备市场，需要的渠道，公司没有；营销战略的制定人员，公司没有；促销人员，公司没有。原来有的直销人员，这里用不上。其他环节也基本如此。最后导致公司进入家用温控市场的投资失败，损害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本章小结



资源是企业战略活动的支撑，资源包括有形资源、财务资源、人力资源和无形资源；无形资源和人力资源存在密切的联系；不同资源对公司战略的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可以分成必要的资源、独特的资源；在高技术领域，人力资源对公司价值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人力资源具有流动性和波动性的特点，需要审慎管理。

判断资源的价值有两种基本的途径。第一种是在资源的稀缺性、客户需求、可获利性三者之间寻求交集：稀缺的资源如果能够以客户可接受的方式、价格等满足客户的需求，并且创造的价值公司能够得到合理的分享，才是对公司有价值的资源。第二种是看公司战略，战略决定了，实施战略需要采取的措施、采取的措施需要何种资源来支撑。与战略一致的资源，才是对公司有价值的资源。

能够为客户创造独特价值的组织活动或流程，构成了组织的核心能力。判断活动或流程是不是组织的核心能力，有三项标准：第一，必须能够在根本上增加客户认可的“物有所值”的产品特性；第二，存在于整个组织范围内，不可分割和买卖；第三，必须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第四，必须相对来说难以模仿。

由于资源和能力的价值会随时间而贬值，必须对资源与能力进行持续的开发与投资。资源的开发与投资，需要在持续性和适应性、专注性和灵活性之间求得有效的平衡。

在持续性和适应性之间取得平衡的关键，首先取决于决策者对未来变化是否可逆的判断：如果未来变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那么，迅速调整资源开发和投资的方向以保持适应性就是重要的；如果未来变化趋势是可逆的，那么，保证资源开发和投资的持续性，就是重要的。其次是对环境变化幅度大小或变化急剧程度的判断。如果环境变化幅度较小，并且不剧烈，那么，现在或过去拥有的资源的价值依然可以持续。如果适应未来的替代技术或资源的竞争优势不是很强，那么，是否投资于未来的资源以保证适应性，则需要审慎选择，特别是在投资时机方面需要谨慎把握。

在专注性和灵活性之间进行平衡要考虑三个关键维度：一是地域维度，二是时间维度，三是公司的资源和能力维度。即站在全球市场的角度，对不同技术模式在不同区域市场、不同时间的成熟度或可接受度进行仔细的评估和考察，然后根据公司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决定技术模式选择和开发的顺序或梯度。

判断一个企业进入新的业务领域能否成功，需要考察企业是否具备进入该领域所需要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但笼统地看是否具备这些资源并不能保证判断的可靠性。根据业务流程，将完成该业务的过程分成若干环节，识别每个环节的关键成功要素，判断每个成功要素需要何种资源、能力来支撑，公司是否具备，这样能够提高决策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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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层战略：环境与资源能力的动态平衡






公司战略之所以丰富多彩，在于不同战略组合的多样性，在于事业层、职能层落实战略手段的差别，甚至仅仅是由于商业作家词汇的漂移，而不是基本战略选择空间的无限。





市场渗透战略、市场开发战略、产品开发战略、混合型战略，其风险、难度和实施的成本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在市场渗透的初期阶段，渗透战略的成本或难度是最低的，但随着市场渗透率的提高，进一步提高渗透率的难度增大，这时企业应该及时转向市场开发战略；随着可供选择的主要市场接近于开发完毕，意味着产品已经进入成熟阶段，而公司从市场渗透和开发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必要的资源，这时企业必须考虑产品开发战略；而混合型战略难度最大，对资源能力的要求最高。





企业谋求前向一体化，必须考虑上下游产能之间的平衡问题。如果上下游产能不平衡，特别是当上游产能远远大于下游产能时，企业的下游产品就会和上游产品的客户形成竞争性关系，对上游产品的销售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客户也不再愿意和企业分享技术和市场信息，对企业技术和产品的改进产生制约作用。





中国企业通过并购进入国际市场，就像一个在热带都市里生活的人来到了北极，其资源存量，如内部的资源、能力、组织氛围，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整，以保证与所处的环境相协调、适应。否则，并购就将遇到巨大的挑战。



本章首先介绍可供选择的基本战略及其适应的条件，然后对波特的一般性战略和并购战略进行重点讨论，最后给出制定战略的常见分析工具波士顿矩阵、麦肯锡—通用电气矩阵以及SWOT矩阵等。




第1节






战略的基本分类与适应的条件



尽管描述公司战略的概念和词汇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但公司层战略选择的基本空间或范围是有限的。公司战略之所以丰富多彩，在于不同战略组合的多样性，在于事业层、职能层落实战略手段的差别，甚至仅仅是由于商业作家词汇的漂移，而不是基本战略选择空间的无限。图6-1描述了公司层战略的基本选择空间和不同战略选择之间的逻辑关系。






图6-1　公司层战略的基本选择空间



下面，我们对每种具体战略选择的含义及其适应的主要情形进行介绍。


一、加强型战略


从公司层面看，企业在原有的业务领域增加投入，通过市场渗透、市场开发和升级换代的产品开发（见图6-2），来改善市场竞争地位，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可以统称为加强型战略（intensive strategies）。






图6-2　安索夫（Ansoff）矩阵




（一）市场渗透


市场渗透（market penetration）战略是通过增强市场营销力度来提高现有产品或服务在现有市场上的份额。市场渗透的主要措施包括增加销售人员、增加广告开支、采取广泛的促销手段或加强公关宣传等。在以下情况下企业可采用市场渗透战略：

• 企业特定产品与服务在当前市场中还未达到饱和，还有数量较多的潜在用户有待开发。

• 现有用户对产品的使用频率还可以显著提高，或者采购数量还可以进一步增加。

• 在整个产业需求在增长时，主要竞争者的市场份额在下降，因而存在以合适的成本增加渗透率的机会。

• 规模扩大可带来显著的竞争优势，可以弥补增加市场渗透率的成本。

选择市场渗透战略，需要仔细识别决定现有客户采购频率、数量、潜在客户转化为现实客户的关键变量，以及决定竞争对手市场份额的关键变量；根据市场环境和自身的资源和能力，选择其中的可控变量设计市场渗透方案，加以实施。


（二）市场开发


市场开发（market development）战略是指将现有产品或服务打入新的地区市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中国企业竞争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很难靠封闭地固守于国内市场来保持竞争力，它们已经开发并进入国际市场。适合采用市场开发战略的典型情况如下：

• 存在未开发或需求尚未饱和的新市场，而现有市场竞争激烈，已经饱和或接近饱和。

• 企业在所经营的业务领域拥有明确的可识别的关键资源和竞争优势。

• 可以用合理的成本建立或获得可靠的、高质量的销售网络或渠道。

• 企业有突破其他市场壁垒所需要的资源，并拥有扩大经营所需要的资金、人才和其他资源。


（三）产品开发


产品开发（product development）战略是通过改进和开发新的产品或服务而增加销售收入。进行产品开发通常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开发费用，特别是创新性的产品研发，周期长、风险高，对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具有特别的要求。特别适合采用产品开发战略的典型情况如下：

• 企业所在的产业技术进步速度很快、原有产品的生命周期较短，市场需求已经饱和或者下降，必须开发新的产品。

• 企业拥有成功的、处于产品生命周期成熟阶段的产品，在客户心目中已经建立起来可靠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可以较为容易地延伸到新产品上。

• 主要竞争对手产品的价值／价格比较低，市场尚存在未能充分满足的需求，存在市场机会，而公司拥有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

• 企业在高速成长的产业中参与竞争，同时拥有非常强的研究与开发能力。


（四）混合型战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渗透战略、市场开发战略、产品开发战略、混合型战略，其风险、难度和实施的成本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在市场渗透的初期，渗透战略的成本或难度是最低的，但随着市场渗透率的提高，进一步提高渗透率的难度增大，这时企业应该及时转向市场开发战略；随着可供选择的主要市场接近于开发完毕，意味着产品已经进入成熟阶段，而公司从市场渗透和开发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必要的资源，这时企业必须考虑产品开发战略；而混合型战略难度最大，对资源能力的要求最高。


二、防御型战略


当企业对所在产业的未来或者对自己在该产业中生存能力持悲观预期时，或者宏观环境趋紧、需求萎缩、成本上升的局面短期难以改变时，可能会选择防御型战略。对于多数中国企业家而言，出于面子、士气、信心等因素的考虑，防御型战略常常是在万般无奈之下的选择。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防御型战略都是被动和消极的，有时候防御，包括收缩、剥离等，可能是为了在未来更好地进取。


（一）收缩


收缩（retrenchment）战略指企业通过减少资产、控制成本与重组企业，以扭转销售和盈利下降的局面，有时也被称为重组（reorganization）战略。收缩战略的目的在于减轻负担，将主要资源集中于组织具有特色的关键环节上。比如联想公司2003年末在多元化战略不成功以后，采取了收缩战略，停止和关闭了许多业务，包括互联网、IT服务、系统集成等，将主要力量集中在计算机等业务上。

在实行收缩战略时，战略决策者可利用的资源有限，并面临股东、员工和新闻媒体的压力。收缩战略的具体内容包括：出售土地和建筑物以换取现金、压缩产品系列、停止亏损或无盈利的业务、关闭闲置的工厂、裁员并建立支出控制系统等。

适合采用收缩战略的典型情况如下：

• 企业在短时间迅速进入许多业务领域，过度扩张，导致业务结构混乱，现金流紧张，因而需要大规模改组。

• 企业虽然具有明显而独特的竞争优势，但却未能真正发挥出来，独特的优势隐藏在平庸的业务结构或者面面俱到、平均分布的流程之中，无法显示出特色或优势。

• 企业持续效率低下，士气不振，盈利有限甚至亏损；而资本市场或者股东有着强烈的业绩改进要求。

• 企业长期经营混乱，原有管理者已经被取代，新管理者接任但无法获得外部资源支持，只能从内部寻求突破。


（二）剥离


出售企业的某些业务、子公司、分公司等任何一部分被称为剥离或分拆（divestiture）。剥离经常被用于为下一步的战略性收购或投资筹款。剥离可以是全面收缩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使组织摆脱那些不盈利、需要太多资金或与公司其他活动不相适宜的业务。比如联想公司在2003年剥离了其系统集成、互联网等业务。最近传说中国联通要拆分并出售其CDMA网络。适合于采用剥离战略的典型情况如下：

•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进入新的业务领域的决策过于随机，什么赚钱干什么，导致业务数量庞杂，超过了公司驾驭和控制的能力。

• 公司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促使公司做出重大战略调整，某些业务已经与公司战略不一致。

• 公司新开发了某个与原有业务存在明显的竞争性、替代性的新业务，但却没有显著的竞争优势，使得公司一方面市场开发无法取得突破，另一方面在资源分配方面面临窘境。

• 在某些业务领域为保持竞争力而需要投入的资源超出了公司现有的能力，或子公司的失利使公司整体业绩不佳。

• 子／分公司与总公司在市场、用户、管理、员工、价值观及需求等方面的差别过大，使子／分公司与公司整体运行不协调。

• 企业急需大量资金而又不能从其他途径以合理的成本得到这些资金，出售或剥离某些业务是获得资金的最佳途径。

• 企业所占市场份额过高，可能遭到政府反垄断措施的干预。

• 企业已采取了收缩战略但未能改善经营绩效，等等。


（三）清算


为实现有形资产价值而将公司全部资产分块出售，称为清算（liquidation）。清算等于承认失败，因而是一种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战略，常常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其实，在无力改变大局的情况下，坦然面对现实，停止营业可能比勉强支撑，继续亏损更为明智。成功地创建和经营一家企业极为艰难，中国每年都有众多的新企业诞生，也有大量的企业被清算。特别是在转型的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在产权改革和企业兼并过程中被清算。以下情况适合采用清算战略：

• 公司已采取了收缩和剥离两种战略，但均未成功。

• 公司除清算外的唯一选择是破产。清算是有序、有计划地将企业资产进行可能的、最大程度的变现的方法。企业可以首先依照法律宣布破产，然后对各分公司进行清算以得到资金。


三、一体化战略


一体化战略是指企业对现有业务向前向、后向或者横向三个方面进行调整，以求提高竞争优势的战略，包括前向一体化、后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其中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有时被统称为垂直一体化或者纵向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


（一）前向一体化


前向一体化（forward integration）战略指企业将其边界向价值链的前端延伸，进入下游的业务领域，如制造厂商（供应商）通过建立网站向用户直销、制药企业收购医药商业企业甚至医院等。

适合采用前向一体化战略的情况包括：

• 企业现在利用的销售网络成本高昂，或者不可靠、不能满足企业的销售需要。

• 可利用的高质量销售商数量有限，采取前向一体化的企业将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具备销售自己产品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力资源。

• 对客户需求有直接的理解和认识，对改进产品设计和质量有决定性作用时，通过前向一体化，企业可以更好地理解和预见客户的需求。

• 下游销售网络议价能力太强，盘剥了上游产业的大量利润。通过前向一体化，企业可以在销售自己的产品中获得高额利润，并可以为自己的产品制定更有竞争力的价格。有些制药公司谋求并购或发展自己的医药连锁经营体系，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企业谋求前向一体化，必须考虑上下游产能之间的平衡问题。如果上下游产能不平衡，特别是当上游产能远远大于下游产能时，企业的下游产品就会和上游产品的客户形成竞争性关系，对上游产品的销售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客户也不再愿意和企业分享技术和市场信息，对企业技术和产品的改进产生制约作用。比如，在高分子材料领域，生产革用树脂的某企业实行前向一体化战略，将产能延伸，自己投资生产下游产品超纤革，与其革用树脂的客户形成直接的竞争性关系，导致企业原来许多忠诚的客户转向竞争对手，对革用树脂的销售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同时，客户也不再愿意与公司分享最终客户方面的信息，影响了企业技术进步的速度。


（二）后向一体化


后向一体化（backward integration）战略指企业将其边界向价值链的后端延伸，进入上游的业务领域，如获得供货方的所有权或增强对其的控制。在中国，最近这些年中，后向一体化似乎比前向一体化更为普遍，比如很多冶金工业的企业，如驰宏锌锗、宏达股份等，纷纷控制上游的矿产资源，安信地板甚至到巴西去收购森林资源，石化公司则不断谋求进入石油勘探和开采领域。制造企业纷纷进入上游的资源型产业，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资源的价格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资源型产业的进入壁垒主要在于政策方面，对于政府关系较好的企业而言，易于突破。

也有一些制造企业，试图将企业边界拓展到上游的关键零配件制造领域，如海信试图发展自己的芯片制造业，但由于产业进入壁垒较高，通过内部拓展进入这些领域，面临巨大的挑战。在制药工业，制剂企业收购或者建设原料药企业，也曾经盛行一时，但由于企业资源能力差别较大，时机把握不同，成败得失，无法定论。除了制造企业进入资源型产业以外，以下这些情况，比较适合采取后向一体化战略：

• 企业当前的供应商或供货成本很高，供应商不可靠，或不能满足企业对零件、部件、组装件或原材料的需求。

• 供应商数量少而需方竞争者数量多，供应商具有非常强的议价能力，利润丰厚。

• 供应的稳定性、价格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时，通过后向一体化，企业可保证原材料供应的及时性和稳定性，稳定成本，进而稳定其产品的价格。

• 企业具有自己生产原材料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力资源。

总体来看，延长业务流程，将增加业务纵向整合的复杂性，提高纵向整合、协同的难度。但这种能力一旦形成，竞争者将很难模仿，企业的竞争优势将进一步增强。


（三）横向一体化


横向一体化（horizontal integration）战略指获得与本企业业务相同的竞争性公司的所有权，或加强对其控制。横向一体化是中国很多产业中非常活跃的一种现象，如家电制造业、零售业、制药工业、机械制造业等，都有较多的横向一体化活动，比较典型的如国美并购永乐、联想并购IBM PC等。

竞争者之间的合并、收购，有助于提高规模经济效应，有助于资源与能力的交互转移，从而提高竞争优势。技术和生产方面高度关联的企业之间的合并比非相关的企业间的合并更易于产生效率，因为这种合并在避免设施重复方面具有更大的潜力，接收公司的管理者也更易于了解被接收公司。横向一体化的趋势也许还和战略决策者对自己同时经营多元业务能力缺乏足够的信心有关。适合采用横向一体化战略的情况如下：

• 在未被政府提出垄断指控的前提下，企业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提高竞争优势，或者在特定地区获得一定程度的垄断地位。

• 产业需求存在较大的成长空间。

• 企业具有成功管理规模更大的组织所需要的资金与人才。

• 竞争者由于缺乏管理经验或其他关键资源而停滞不前。而本公司具有需要的资源和能力。


四、多元化战略


企业进入多种不同的业务领域，拥有多元的业务，称为多元化战略（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多元化按照程度分为低度多元化、中度多元化和高度多元化（Micheal Hitt etc. ，2001）。

低度多元化包括两种情形：

• 单一产品结构的企业：企业95％以上的销售总额来自同一产品。

• 单一主导产品结构的企业：企业70％—95％的销售总额来自同一产品。

中度多元化也包括两种情形：

• 限制性相关多元化：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总额低于70％，所有产品在技术、生产、渠道方面具有密切的联系，如格力集团，主要产品是冰箱、冷柜、空调等。

• 联系性相关多元化：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总额低于70％，不同产品在技术、生产、渠道等方面仅具有有限的联系，如海尔的电视、空调、洗衣机在技术、生产方面基本没有联系，但在渠道上联系密切。

高度多元化可以概括为一种情形：

• 非相关多元化：主要产品销售总额低于70％，而且不同产品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一）适合采用相关多元化战略的情况


在企业拥有强有力的管理队伍的情况下，如果具备以下条件，可以考虑采用相关多元化战略：

• 企业参与竞争的产业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而增加新的、相关的产品将会显著地促进现有产品的销售。

• 由于生产、技术或渠道方面的关联性，使企业能够以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新的、相关的产品。

• 新的、相关的产品所具有的季节性销售波动正好可以弥补企业现有生产周期的波动，从而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 企业现有产品正处于产品生命周期中的衰退阶段，企业必须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等等。


（二）适合采用非相关多元化战略的情况


企业拥有对多元的、非相关的业务进行管理和控制的能力时，在以下情况下可考虑选择非相关多元化战略：

• 新产品的销售波动周期与企业现有产品的波动周期可互补，从而使企业可以分散风险；同时能够从其他业务中平衡使用资金资源，获得财务效应。

• 在资金高度稀缺的情况下，进入非相关的业务领域，扩大规模，可供抵押的资产增加，可以提高融资能力。

• 企业现在参与竞争的产业属于高度竞争或停止增长的产业，因而需要寻求新的成长机会，进入新的业务领域。


五、合资经营与战略联盟


当两个或更多的公司想结成伙伴关系以创造竞争优势或共同利用某些机会时，它们常常会共同发起创立一个新的公司，组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按照各自的股份分享这一新建实体的所有权，就是合资经营。另一种合作形式是合作经营或战略联盟，包括共同研发、相互销售产品、相互特许经营、委托生产及共同投标等。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特别是技术和需求变化的加速，合资与合作已经日益普遍。比如，为了能够成功地进入美国市场，华为与3COM公司合资成立了华为3COM公司。大唐电信为了能够开发成功TD-CDMA技术，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中兴通讯、联想等公司组织了一个范围广泛的联盟。适于采用合资经营或者战略联盟的情况为：

• 与外国公司组建合资企业。吸引外资一直得到中国各级政府的鼓励，可以得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

• 选择合适的伙伴进行合资使公司可以利用对方的技术、管理等资源，提高竞争优势，或者通过合资快速获得某种关键技术。

• 当中国企业在海外拓展业务时，与当地有实力的企业组建合资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协调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更好地理解和开拓当地市场。

• 可供选择的投资项目具有很大的盈利潜力，但需要的资源超过了公司可承受的范围。或者收益与风险同样高，需要合适的分摊机制。

• 未来技术发展存在多种方向、多种模式可供选择，企业仅靠自身的力量不能全部覆盖，需要寻求合资、合作以保证资源开发方面的灵活性。

• 企业自身实力有限，必须通过与两家或多家企业合资，才可能与大公司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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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波特的一般性战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Competitive Strategy
 ，Free Press，1980）、《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
 ，Free Press，1985）和《国家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Free Press，1989），是战略管理领域最受欢迎、最受重视的三本著作。根据波特的理论，企业竞争优势的三个基本来源是：成本领先、差别化和专注／集中。波特将构建竞争优势的三个基本途径称为一般性战略（generic strategies）。成本领先（cost leadership）战略强调以较低的单位成本和价格为价格敏感型用户提供标准化的产品。差别化（differentiation）战略旨在通过独特的途径为客户提供在外在形象或内在功能、质量等方面与众不同的产品与服务，来获得额外的溢价。专注或集中（focus）战略指公司收缩产品或服务的范围，专门提供满足特定用户群体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图6-3是波特根据企业竞争的范围和竞争优势的来源而描绘的矩阵。在图6-3中，有些企业谋求在广泛的业务领域谋求成本领先，如中国的美的集团。还有一些企业在广泛的业务领域谋求差别化，如美国的GE。有些集中于较窄的业务领域，专注于成本领先的企业如戴尔。专注于差别化的企业也很多，成功的典型如英特尔等。






图6-3　波特的一般性战略



波特的战略意味着不同的企业应采取不同的组织安排、控制程序和激励制度。大公司一般可得到更多资源，常常以成本领先或差别化为基础进行竞争，而小公司则往往以集中为基础进行竞争。

波特强调战略决策者需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评估公司现有的和潜在的经营单位“分享机会”的状况。通过降低成本或提高差别化，共同行动、共享资源来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除提倡分享外，波特还强调在独立的经营单位之间有效地传输技能和专长，以便获得竞争优势。根据诸如产业类型、公司规模及竞争类型等因素的不同，不同的战略可以分别在成本领先、差别化及专注方面取得竞争优势。


一、成本领先战略


采取前向、后向和横向一体化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成本领先的收益。很多成本因素影响着一般战略的相对吸引力，它们包括：企业的规模经济状况、生产能力使用率、与供应商和销售商的关系及学习和经验曲线效应。在战略选择中需要考虑的其他成本因素包括：在企业内分摊成本和分享知识的潜力、与新产品开发或现有产品调整相关的研究与开发成本、劳动成本、税率、能源成本及运货成本。

在下述场合，应力求做产业中的低成本生产者：市场中有很多对价格敏感的用户；实现产品差别化的途径很少；购买者不太在意品牌间的差别；存在大量讨价还价的购买者。在这样的市场中，企业之间竞争的关键是价格。只有价格低于竞争者，才能提高市场份额和销售额，将一些竞争者彻底逐出市场。常见的成本领先的驱动要素包括：

• 规模经济：新产品开发、全国性广告、基础设施、采购等。

• 学习曲线和外溢效应。

• 生产能力的利用方式与生产过程控制。

• 有效控制企业内部各作业环节之间的联系，以及企业与供应商、渠道之间的联系等。

• 多元化业务之间的关系管理，如在技术、生产、渠道方面相互关联的业务，可以共用技术、供应商、渠道等资源。

成功的成本领先战略通常应贯彻于整个企业，其实施结果表现为高效率、低管理成本、低奖金、制止浪费、严格审查预算需求、大范围的控制、奖励与成本节约挂钩及员工对成本控制活动的广泛参与。采取成本领先战略的风险有：竞争者可能会进行效仿，这会压低整个产业的盈利水平；本产业技术上的突破可能会使这一战略失效；购买者的兴趣可能会转移到价格以外的产品特征上。中国采用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数量非常多，典型的如上海的奔腾电器、TCL电脑、格兰仕集团等。


二、差别化战略


不同的战略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差别化。差别化不能保证一定会带来竞争优势，尤其是当标准化产品可以充分地满足用户需求，或竞争者有可能迅速地模仿时。最好能设置防止竞争者迅速模仿的障碍，以保证产品具有长久的独特性。成功的差别化意味着更大的产品灵活性、更大的兼容性、更低的成本、更高水平的服务、更低的维护频率、更大的方便性或更多的功能。产品开发便是一种提供差别化的战略。

决定采取某种差别化战略，首先必须仔细研究购买者的需求和偏好，以便决定将一种或多种差别化特征结合在一个产品中，达到所需要的产品特性。成功的差别化战略能够使企业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产品，并通过使用户高度依赖产品的差别化特征而得到用户的忠诚。差别化的驱动要素主要包括：

• 产品的特征、品质、价值与众不同。注意，质量是实现差别化的一种途径，但不等同于差别化战略的全部。

• 提供服务的范围和质量、服务人员的技巧和态度、反应速度等。

• 经营活动的范围、品种组合多样从而满足客户一次性采购需求，以及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等。

• 开展某种活动的强度，如研发、广告等。

• 渠道选择与品牌、设备、能力、市场定位之间的协调性与一致性。如为渠道设立工作标准和政策、为渠道提供广告宣传和产品定位方面的信息、情报和支持等。

• 从事某种活动时所采用的技术，如ERP、高精度的仪器等。

• 原材料的质量。

• 工作的规范化程度，包括服务程序、检验抽样的频率等。

采取差别化战略的风险是，首先，企业虽然在差别化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但客户无法观察和识别到产品的独特之处；其次，客户虽然能够识别产品的独特之处，但对产品价值的认同与偏好不足以使其接受该产品的高价格；最后，竞争者可能会设法迅速模仿产品的差别化特征。


三、成本领先与差别化：避免陷于中间地位


中国企业家在进行战略选择时常常追求“既要……又要……”。在做出成本领先还是差别化的选择方面，也常常如此，既要成本领先，又要实现差别化。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固然最好，但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成本领先的驱动要素和差别化的驱动要素是不相同的，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为了实现成本领先，可能需要减少在差别化方面的投资；为了实现差别化，可能不得不牺牲成本领先地位。波特认为，如果同时谋求成本领先和差别化，可能会陷入图6-4中的“战略陷阱”：既没有实现成本领先，又没有做到差别化。






图6-4　战略陷阱：既没有实现成本领先，又没有做到差别化



在图6-4中，如果企业实现了成本领先，利润是可观的；做到了差别化，也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如果同时追求成本领先和差别化，可能陷入“中间地位”。在产业需求处在高速增长阶段时，处在这个地位企业的劣势并不非常明显，依然有利润可赚。但是，随着产业需求增长放缓，竞争日趋激烈，利润率曲线就开始逐渐下移。处于“中间地位”地位的企业将成为最先被淘汰的企业。

这种情况在中国彩电、冰箱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表现极为明显。1980年前后，是中国彩电、冰箱产业的导入阶段。到1984年开始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这一时期，每个企业都非常赚钱。但是，从1992年开始，彩电、冰箱产业的需求开始减缓。这时，最先被淘汰的企业，恰好就是那些既没有实现成本领先，又没有做到差别化的企业，如孔雀电视、沈努西冰箱等。

战略选择的最佳时机通常不是在产业需求下降的时候，而是在产业需求处在高速增长阶段。如果企业在产业需求处在高速增长的阶段时未能建立起与其定位的战略相适应的运营体系和支撑体系，等到产业需求下降时再着手努力，可能就为时已晚了。

当然，同时做到差别化和成本领先并不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够做到对客户核心需求有准确的理解，同时能够在成本结构方面做出重大改组，差别化和成本领先是可以同时实现的。Kim Chan（1997）所提出的价值创新理论，可以证明这一点。


四、专注／集中战略


当某些客户有独特的偏好或需求，同时竞争对手不想专注于同一目标市场；或者进入特定的业务领域需要专门的资源或技能，潜在进入者难以进入时，专注战略是合适的选择。采用专注战略的公司将经营目标集中于特定消费群体、特定地域市场或特定规格的产品，从而将自己与服务于更广泛市场的竞争者区分开来，以更好地为特定的细分市场服务。专注战略的成功实施，要求所定位的市场有足够的规模和良好的增长潜力，同时公司相对其他主要竞争者能够构建显著的竞争优势。在中国白酒生产商中，茅台集团相对专注一些。中国的啤酒制造企业基本上都是相对专注的。英特尔是采用专注战略比较成功的企业。

采用专注战略的风险有两方面：首先，当专注战略的有效性得到证实，竞争者可能试图突破进入壁垒，模仿这一战略；其次，如果消费者的偏好发生变化，转向其他细分市场中的商品，可能导致专注战略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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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及跨国并购：陷阱还是馅饼？



联想并购IBM PC业务（Lenovo/IBM），TCL并购汤普逊（TCL/Thompson）等跨国并购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跨国并购的广泛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是未来的必然选择。而跨国并购，则是国际化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些先行者的成败，对后继者国际化的信心、环境等，有着重要的影响。本节希望通过对并购战略的价值、协同效应实现的条件的分析，能够为中国企业并购，特别是跨国并购，提供参考。


一、并购战略的价值：基本来源


企业并购的主要动因可以概括为协同效应（synergy effects）、战略效应（strategic effects）和财务效应（financial effects）。

协同效应是指并购后竞争力增强，导致净现金流量超过两家公司预期现金流之和，或者合并后公司的业绩比两个公司独立存在时的预期业绩高。协同效应主要源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范围经济（scope economy）：并购者与目标公司核心能力的交互延伸。二是规模经济（scale economy）：合并后产品的单位成本随着采购、生产、营销等规模的扩大而下降；三是流程／业务／结构优化或重组：减少重复的岗位、重复的设备、厂房等，从而导致成本节省；四是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由于并购导致产业集中度提高，从而提高企业的定价能力和盈利能力。

战略效应则是指通过并购达成某些战略目的，如获得目标企业的业务、目标企业的市场或者在增长的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目标企业的渠道、目标企业的技术、目标企业的人力资源等。TCL兼并汤普逊，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战略效应。联想并购IBM PC，既希望获得协同效应，也希望获得战略效应。

财务效应是指并购导致公司有价证券持有者财富的增加。财务效应的来源包括：股票预期效应，并购消息公布后改变资本市场对公司股票价值的预期，从而提升股价；税收效应，并购后可利用不同资产税率的差别获得合理避税的机会；资金杠杆效应，并购后若可供抵押的资产增加，能够提高公司的融资能力等等。

从并购方股东角度看，协同效应、战略效应、财务效应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并不具有同样的价值。我们首先考察财务效应。如果没有协同效应、战略效应，显然不会有股票预期效应，除非资本市场极其不成熟，即便资本市场不成熟，股票预期效应也是短期存在的；而税收效应和资金杠杆效应通常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对并购方更有价值的是协同效应和战略效应。那么，我们再对协同效应和战略效应的价值进行比较。

首先考察目标企业处于亏损状态的情况。如果没有协同效应，仅有战略效应，比如整合过程控制得很好，没有产生企业文化冲突，优秀的员工留任，客户也没有流失等。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并购者并购价格等于公司内在价值（没有付出溢价），即便不考虑整合成本，在没有协同效应的情况下，并购者充其量与目标企业做得一样：原来亏损，现在依旧亏损。

如果目标企业处于盈利状态，目标企业未来的预期收益属于谁呢？除非目标企业的决策者不为股东利益着想（比如某些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并购），否则目标企业的预期收益一定体现在并购价格中，属于目标公司的股东。只有并购方能够创造出目标公司预期以外的价值，这些价值才能够为并购方所获得，而这只有在存在协同效应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所以，如果以并购方股东价值提升作为判断并购价值的标准，那么，协同效应是并购价值的关键来源；当公司存在战略转型方面的需求时，即通过并购实现战略转型的目的时，战略效应才是重要的；而当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和战略效应时，才会存在显著的股票预期效应。中国许多企业的并购，属于无整合并购：只收购了目标企业的股份，但不对目标企业进行任何整合活动，原来企业如何运营，并购后依旧如故。如国药集团并购云南白药、华源集团对许多医药企业的并购等。无整合并购不会产生协同效应，战略效应基本上是虚构的，财务效应更是非常有限。


二、并购战略的价值：度量的方法


马克·赛罗沃（Mark Sirower，2000）曾经给出一个判断并购价值的公式：

并购战略的价值＝协同效应－并购溢价

协同效应在财务方面体现为，并购导致公司竞争力增强，从而使整合后的公司的净现金流量超过两家公司预期现金流之和；或者合并后公司业绩比两个公司独立存在时的预期业绩高出的部分。

并购溢价是并购者付出的超过公司内在价值以外的价格。公司内在价值是指排除今后任何并购可能，假设公司在现有管理状况下继续运行，根据公司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期而计算出的公司价值。公司的市场价值可以用股价来代表，一般比内在价值要高。而并购价格则是并购者的出价。因为公司内在价值的评估存在巨大的困难，所以，并购溢价有时采用公司出价减去公司的市场价值来计算。

因为并购战略的价值等于协同效应减溢价，所以，如果溢价为零，那么并购价值等于协同效应；如果协同效应等于零，那么并购溢价，就是并购方送给目标公司的礼物。当然，如果溢价为负，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便宜了，即便协同效应为零，并购战略依然有价值。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司内在价值是动态的，对内在价值做出准确评估也是非常困难的。并购价格低于目标公司的内在价值，即便不考虑并购双方串谋，损害被并购方股东利益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在民营企业或个人并购国有企业时较为常见），机会也是存在的。可能性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司内在价值的变化可能因为公司盈利能力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盈利能力可能由于难以预期的环境变化而导致。比如，北大方正在2005年并购浙江证券，当时正值中国证券市场严重低迷之际，北大方正付出的并购价格非常低。2006年中国证券市场复苏，2007年进入繁荣阶段，这笔并购为方正带来了巨大的价值。

第二，公司内在价值也可能因为公司资产价值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土地、资源的价值这些年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些变化并不能做出准确预期。但这些变化都可能导致公司内在价值发生巨变，从而影响并购战略的价值。和记黄浦十几年前购买加拿大石油公司，当时每天亏损十几万港币。但随着国际油价的飙升，这次并购为和记黄浦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第三，中国目前还存在着公司价值评估的“双轨制”现象。上市前很多公司以净资产作为评估和度量公司价值的基本方法。而上市后，资本市场一般按照公司未来预期的盈利（能力）作为评估和度量公司价值的基本方法，二者之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差额。如果某公司具有IPO的可能，在其首发上市前入股公司或并购其股份，可以获得巨大的价值。

第四，当公司通过并购使自身规模大到竞争对手想要并购它时，公司的无形资产会迅速增值。

但是，通过上述四种途径获得并购价值，需要特殊的洞察能力和判断能力。所以，美国加州金融专家罗伯特认为（阿尔文·托夫勒，2006）：“今天成功的并购更多依赖的是信息，而不是你有多少钱。有时候获取正确的信息比筹划到足够的钱还难。知识是交易中最大的权力。”

并购战略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付出的溢价是事前的和固定的，但协同效应却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比如，日本索尼和松下在1988年和1990年分别收购好莱坞的股份，试图将自己的硬件与媒体、娱乐业的软件结合起来，创造协同效应，进而获得竞争优势。但事实证明，这种优势并不存在。

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中，股东或投资者判断一项并购对自身利益影响的两个关键指标，就是潜在的协同效应和并购溢价。当并购方的出价远高于公司的内在价值，而溢价又没有潜在协同效应来支撑的时候，投资者、社会公众以及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就会怀疑并购方的并购动机。如果并购方不能给出合适的解释，这种怀疑就会被投资者当成事实。而在并购涉及国际政治因素时，这种并购更会给怀疑论者或者别有动机的人提供一个值得怀疑的或者值得利用的一个理由。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陷入了这种陷阱之中。

协同效应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并非无迹可寻。实现协同效应，需要具备这样几个前提条件：合适的资源储备、恰当的竞争战略和有效的整合过程。见图6-5。






图6-5　影响协同效应实现的基本因素




三、协同效应的实现：资源角度


我们从并购前资源存量的准备、并购后的核心资源及竞争优势的维持与创造两个方面来分析协同效应实现的资源条件。

中国企业通过并购进入国际市场，就像一个在热带都市里生活的人来到了北极，其资源存量，如内部的资源、能力、组织氛围，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整，以保证与所处的环境相协调、适应。否则，并购就将遇到巨大的挑战。

正如我们在第5章资源能力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并购市场的一般游戏规则是，并购溢价必须在并购整合前付清。所以，决策者同样需要将并购的成本和预期收益分开计算，并尽可能客观地评估：我拥有的资源（现实的和潜在的）在获得预期收益前，是否会穷尽？如果资源穷尽，所有的预期收益或者协同效应，就都是“镜中花，水中月”。

从动态的角度看，实现协同效应要求并购者至少能够做到以下几点（见图6-6）：






图6-6　协同效应实现的资源／能力基础



首先，并购者能够识别目标公司中战略、流程、资源中的独特价值，并能维持和管理好这种价值，使其至少不贬值或不流失。这并非是一项轻松的任务。比如IBM的核心资源与中海油参与并购的优尼科的资源有本质的不同。IBM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它的无形资产，特别是人上。联想这样一个相对弱势的品牌并购一个强势的品牌，对联想势在必得的IBM品牌价值会产生何种影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优尼科的价值在于其拥有的油气资源：储量数据是否真实可靠、未来石油的价格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公司的价值。

其次，并购者自身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在整合的过程中不会被损害，能够维持到整合后新的竞争优势发挥作用。这要求并购者必须认真评估并购投入的资金、人力资源，以及其他资源对原有业务的影响。

最后，并购者拥有的资源、能力与目标公司的资源、能力能够有效加以整合，创造出新的超出原来两个公司的新的竞争优势，这样才能真正具备实现协同效应的资源、能力保证。


四、协同效应的实现：竞争角度


从竞争角度看，实现协同效应，要求并购方能够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整合后的并购者必须能够削弱竞争对手抢夺自己投入品市场、产出品市场的能力。第二，整合后的并购者必须能开拓出新市场（并购者和目标企业以外的）或压倒性地抢夺对手的市场。第一个条件涉及并购者有能力维持优势或者克服劣势；第二个条件使并购者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新的或目前市场上与竞争者竞争（马克·赛罗沃，2000）。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上述条件必须在这个前提下实现：中国企业是地区性公司，而对手则是全球性公司；并购支付溢价会削弱并购者的资源、能力，而竞争对手虎视眈眈，其实力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比如，联想的竞争对手戴尔，当联想宣布并购IBM PC后，戴尔一方面可以在美国市场、欧洲市场千方百计争夺IBM的客户，另一方面可以在中国市场和联想打价格战，削弱联想在中国市场的盈利能力，从而削弱联想整合IBM全球业务的能力。在中国市场打价格战，对于戴尔而言，损失的只是其全球业务中一个并非重要的部分，而对并购初期的联想而言，损失了中国市场，则意味着失去了全部。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一定必然发生，但是当并购者未能准备应对竞争的策略时，这种最坏的情况就极有可能发生。


五、协同效应的实现：整合角度


想象这样一种情形：在竞争激烈的音乐市场，一个大型中国民族乐团宣布并购一个辉煌不再的美国爵士乐团。他们事前未经任何演练，就作为一个乐队登台演出。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如果你是指挥，你会处于何种境地？面临何种任务？如果你是乐队成员，你会处于何种状态？如果你是两个乐队原来的忠实听众，还会不会再买这个乐团的票？如果你是这个乐队的竞争对手，你会怎么做？整个乐队演出的水平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在某种程度上和这种情形类似。如何使文化背景差异很大的两个企业融合到一起，和谐运作，实现协同效应，除了必需的资源保障，防止竞争对手的攻击，同时还需要有效地控制整合过程。

图6-7给出一个从整合角度考察协同效应实现的模型。外面的圆饼代表理论上的协同效应，但这个圆饼是可伸缩的。实际上协同效应会有多大，取决于影响整合效果的以下因素是否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愿景与使命、经营战略、系统整合过程、权力与文化冲突的处理等。如果这些环节处理得很好，那么，大饼扣除中间的溢价部分（小饼），就是并购战略的价值。具体来说，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图6-7　协同效应的实现：整合的角度




资料来源：马克·赛罗沃，《协同效应的陷阱》，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第一，有效的并购整合不是始于宣布并购之后，而应始于尽职调查阶段。在尽职调查时，不但要了解资源、业绩、客户等信息，更要研究文化和历史，必须对协同效应的真正来源、实现的途径做出可靠的评估。并购者必须检验协同效应来源假设的可靠性。

第二，愿景和使命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信仰系统中的灵魂，是所有并购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凝聚优秀员工、留住有价值的客户的重要基础。并购活动不过是实现公司愿景，达成公司使命的一个手段。仍以联想并购IBM PC为例。如果你原来是IBM PC的客户，当联想宣布并购消息以后，你何时能够继续购买联想-IBM PC公司的产品？只有你判断清楚被并购的IBM PC会像原来的IBM PC提供同样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时候，你才会继续购买。那么如何判断？如果你是IBM PC的核心员工，拥有合适的流动机会，你在何种情况下才不会考虑流动？新公司至少像原来的公司一样对待你的时候，才不会考虑流动。这又如何判断？重要的途径之一是了解新公司的使命陈述是什么，新公司是否是像其使命陈述那样对待客户和员工的。

第三，必须有清晰明确的经营战略，即在竞争性环境中实现愿景的基本指导思想、路径，以及一系列连续的、一致的、集中的行动。在并购前，并购者就必须仔细筹划哪些业务必须合并，哪些业务将独立运作，哪些业务将取消；哪些资源和能力将发生转移；哪些运作流程、策略将被改善或优化；进行这些整合需要付出多少成本；这些合并、优化、转移将创造多少价值。如果并购前没有对这些做出评估，并购者显然就是不知道为了什么而付钱！如果不能清晰地说明新公司在整个产业价值链中如何更加富有竞争力，刻画出在哪里产生竞争收益，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就是空话。

如果企业并购前没有清楚地识别这些问题，一旦并购方进入目标企业，就会陷入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如财务陷阱的识别、人员的安置、业务的拓展等无边无际的事务性问题之中，很难抽身认真考虑整合战略的选择。

第四，并购者必须防止可能的文化冲突，特别是权力冲突等对公司竞争力的损害。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公认的准则、价值观念、信仰和期望，这些将决定组织对内部问题和外部变化的反应方式或机制。并购者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保存目标公司的文化和为了实现并购目标而促进双方建立相互依赖关系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比如，对联想而言，并购IBM PC的重要目的在于获得其技术、人才、渠道，并获得协同效应。获得协同效应，整合就是必需的，整合就不可避免地对双方的文化进行变革。如何避免为实现并购目标所进行的变革损害IBM PC的创新性文化、产生破坏性的冲突，需要高超的平衡艺术。

在企业文化中，有三个关键要素需要加以关注：一是决策程序与机制。如果两个公司的决策程序与机制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如果并购者采用集权的决策机制，而目标公司一直实行分权的机制，那么，并购者将集权机制延伸到目标公司中，原来公司中有参与决策机会的人将会产生不满，甚至流失。二是业绩评估和激励机制。如果两个公司奖励的对象和基准存在显著差异，那么，目标公司在原来的基准下能够获得奖励的人在新的组织中受到冷落，也会产生大量的冲突。三是权力的重新分配，会调整人们对自己在新格局中的地位、作用的预期，因而影响人们去留的选择。

国际化的道路虽然艰难，但绝非走不通。审慎的规划，科学的选择，能够增加成功的概率。此外，还想给企业决策者的建议是：

风险永远是风险。风险可以规避，可以分散，但很难消除。善于改变风险，规避风险，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减少出问题的可能性，以及问题出现后的负面影响，最终仍是经营者的责任。真正的企业家并不是风险的追逐者，而是希望捕获所有回报而将风险留给别人的人。做百年企业，除非不得已，否则不要孤注一掷，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不成功，则成仁，不应该是企业家的座右铭。




第4节






公司层战略选择



并非所有可供选择的战略都对企业有益，因为每项战略可能适应不同的环境，需要采取不同的行动方案，需要不同的资源能力来支撑。企业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需要掌握恰当的决策分析方法。

战略决策可以分为公司层、事业层和职能层三个层面。公司层战略决策要考虑的核心问题如下：

1．现有的业务发展战略。需要进行的评估包括：

■ 公司现有业务与公司战略目标的一致性；

■ 现有业务的吸引力与公司在该业务领域的战略地位；

■ 公司的业务组合的合理性；

■ 决定基本战略选择：发展、维持还是退出。

2．未来进入哪些业务领域、进入业务领域的哪个环节，需要进行的评估包括：

■ 公司拟开发的业务与公司战略目标的一致性；

■ 拟开发业务的吸引力与公司的核心能力的关系；

■ 公司的拟开发业务与原有业务组合的合理性；

■ 决定战略选择：是否进入、如何进入、何时进入等。

公司层战略决策的常见分析工具有BCG矩阵、麦肯锡—通用电气矩阵、SWOT矩阵等。下面我们进行详细介绍。


一、BCG矩阵


当企业具有多种不同的业务结构或业务组合（business portfolio）时，公司战略需要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哪些业务应该重点投资和开发，哪些业务应该维持现状，哪些业务可能需要收缩或放弃。BCG矩阵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见图6-8。






图6-8　波士顿（BCG）矩阵



在BCG矩阵中，横轴代表相对市场份额（relative market share），可以用公司在该产业中的份额与该产业最大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之比来度量，它可以反映公司在该业务领域的相对竞争地位。纵轴是以销售额增长率为代表的产业需求增长率，它描述的是外部环境中最重要的变量。

BCG矩阵的纵轴与产业生命周期曲线具有一定的联系，而横轴反映公司的相对竞争地位。所以，BCG矩阵的本质依然是将环境与公司的资源、能力有效地结合起来，考虑公司的战略选择。

• 问号（question mark）——位于第Ⅰ象限的业务，一般处在产品导入阶段，需求高速增长但存在不确定性，且公司在该产业中相对市场份额较低。这类业务通常对资金的需求量大而资金创造能力小。之所以被称为“问号”，是因为需求的不确定性使得公司比较难以做出决策：是通过采用加强型战略（市场渗透、市场开发或产品开发）来加强这类业务，还是将其暂停或出售。多数情况下，应该从现金牛业务中抽出资源，强化问号业务，使其有可能转化为吉星业务。

• 吉星（star）——第Ⅱ象限业务通常被称为吉星业务，是公司长期增长和获利机会所在。这样的业务通常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又有相对高的市场份额，应得到大量投资以保持或加强其主导地位。否则，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企业的市场地位会自动下降。可考虑采用的战略包括，从现金牛业务中抽出资金资源，将其投放到吉星业务中，通过市场渗透、市场开发、产品开发及合资经营，或者前向、后向和横向一体化等途径实现扩张。

• 现金牛（cash cow）位于第Ⅲ象限，企业拥有相对高的市场份额，但业务增长缓慢。通常这样的业务处于成熟期，市场规模很大，但几乎不增长或缓慢增长。公司在规模很大的市场中占有重要的份额，这样的业务能够创造大量的现金流，但所需投入较少。应使现金牛业务尽可能长时期地保持其优势地位。

• 瘦狗（dog）——位于第Ⅳ象限，相对市场份额或竞争地位较低，业务低增长、零增长或负增长。这样的业务可能处于衰退阶段，公司竞争地位又很低，所以可以考虑在合适的时候以合理的成本放弃这些业务，包括清算、剥离或收缩等。

BCG矩阵的主要优点在于，它使人们很容易注意到企业不同业务之间的现金流动、投资特性及需求，使管理者更便于平衡业务组合，掌控和分配资源。很多公司的不同业务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按逆时针方向不断地由问号变为吉星，由吉星变为现金牛，再由现金牛变为瘦狗。

BCG矩阵如同其他所有分析技术一样，也具有某些局限性。首先，BCG矩阵假设公司的资金主要源于公司的内部，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其次，它没有说明不同业务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它假设不同部门之间的唯一联系是资金，忽略了技术、生产、渠道方面的关系，也忽略了由上述联系而产生的资源方面的联系，因此，可能忽略通过部门之间的协同而创造价值的机会。再次，将不同业务看成是问号、吉星、现金牛和瘦狗中的一种未免过于简单，很多位于BCG矩阵中部的业务不易被明确地归类。此外，BCG矩阵不能反映各业务或其所在产业在一定时期是否增长，也就是说，该矩阵没有时间的特性，而是像对企业在某一时点状况的拍照。最后，除相对市场份额地位和产业销售增长率之外的一些变量，如风险、利润空间等，对公司业务选择和投资决策的制定也十分重要，而BCG矩阵却不能反映出来。


二、麦肯锡—通用电气矩阵


BCG矩阵由于横轴和纵轴相对单一，不足以充分反映复杂的环境因素和公司的资源、能力因素，所以，后来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麦肯锡—通用电气矩阵，见图6-9。






图6-9　麦肯锡—通用电气矩阵



麦肯锡—通用电气矩阵也有两个维度：纵轴代表战略业务领域的吸引力。根据第3章的分析，业务吸引力可以用图6-10所刻画的指标和维度来度量。公司的竞争地位，可以用图6-11来度量。






图6-10　业务吸引力分析模型








图6-11　公司竞争地位的度量指标



两种典型的情况决策相对容易做出。如果公司的竞争地位很高，同时该业务的吸引力很高，那么这样的业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需要增强和发展，可供选择的战略有市场渗透、市场开发、产品开发、横向并购等。如果业务吸引力很低，而且公司竞争地位也很低，这时公司可以考虑收缩战略，如剥离、压缩规模、出售该业务等。

如果业务吸引力非常高，但公司的竞争地位较低，这时应该如何决策呢？一般情况下，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公司内部的管理，提升公司的研发、营销、成本控制等能力，提高公司的相对竞争地位，毕竟，找到一个有吸引力的业务并不容易。

如果业务吸引力很低，但公司竞争地位很高，这时需要谨慎地评估以下因素：

• 业务吸引力低的根源是什么？如果是市场需求不增长甚至下降，而且产业竞争激烈导致利润空间较低，那么，该产业需求还会延续多长时间，或者产品生命周期还有多长？

• 是否有主要在位者准备退出该产业？如果有多家企业退出，公司是否具有收购廉价资产的机会？

• 如果公司可以收购廉价资产，那么，能否改变产业结构，促使产业集中而提高利润空间，从而提高该业务的吸引力？

• 公司是否具有更强的资源和能力，并且具有更好的业务可供选择？

上述问题中，如果前三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最后一个是否定的，即产品生命周期还很长、主要在位者准备退出因而存在收购廉价资产的机会、产业集中度提高后利润空间会有改善，同时由于资源、能力的限制，公司没有更好的高吸引力的业务，那么，公司可以考虑通过并购战略，收购廉价资产，扩张该业务。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过，从并购时机的选择方面，联想的并购战略还值得进一步推敲。

麦肯锡—通用电气矩阵与BCG矩阵相似的地方是：都是两个维度，其中一个描述和度量环境因素（需求增长率、业务吸引力），一个度量公司内部的资源、能力决定的竞争地位因素。不同的地方在于：BCG矩阵的两个维度分别用单一指标（需求增长率、相对市场份额）来度量，而麦肯锡—通用电气矩阵则用复合指标来度量。所以，麦肯锡—通用电气矩阵是一种更全面的、综合的分析工具。


三、优势—劣势—机会—威胁（SWOT）矩阵


SWOT矩阵（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threats matrix）是管理者更有效地将环境中的机会和威胁，公司内部的优势和劣势加以比较，进行战略选择和安排的一种工具。找到关键外部及内部因素是建立SWOT矩阵最困难的部分，它要求有良好的判断，而且不存在一种最佳的匹配。


优势—机会（SO）
 战略是一种发挥企业内部优势而利用企业外部机会的战略。所有的管理者都希望自己的企业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即可以利用自己的内部优势去抓住和利用外部环境变化所提供的机会。企业通常首先采用WO、ST或WT战略而达到能够采用SO战略的状况。当企业存在重大劣势时，它将努力克服这一劣势而将其变为优势。当企业面临巨大威胁时，它将努力回避这些威胁以便集中精力利用机会。


劣势—机会（WO）
 战略的目标是通过利用外部机会来弥补内部劣势。适用于这一战略的基本情况是：存在一些外部机会，但企业内部的一些劣势妨碍着它利用这些外部机会。例如，在电信设备制造业，中国移动准备采用TD-CDMA技术作为其3G时代的基础运营网络，将要进行大量的投资，会给电信设备制造商带来发展机会，但有些设备制造商并不掌握TD-CDMA技术。这时，一种可能的WO战略是通过与在这一领域有技术能力的企业组建合资企业而得到这一技术。另一种WO战略可以是聘用所需人才或培训自己的人员，使他们具备这方面的技术能力。


优势—威胁（ST）
 战略是利用本企业的优势回避或减少外部威胁的影响。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很有优势的企业在前进中总要遇到威胁。


劣势—威胁（WT）
 战略是一种旨在减少内部劣势时回避外部环境威胁的防御性战略。一个面对大量外部威胁和具有众多内部劣势的企业的确处于不安全和不确定的境地，实际上，这样的公司正面临着被并购、收缩、宣告破产或结业清算，因而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

表6-1是一个SWOT矩阵表。SWOT矩阵由9个格子组成。如表所示，其中有4个因素格，4个战略格，而在上角的格子则永远是空格。以SO、WO、ST和WT为标题的4个战略格要在S、W、O、T4个空格完成之后再填写，建造SWOT矩阵的过程包括如下8个步骤：



表6-1　SWOT矩阵






• 列出公司的关键外部机会。

• 列出公司的关键外部威胁。

• 列出公司的关键内部优势。

• 列出公司的关键内部劣势。

• 将内部优势与外部机会相匹配，把作为结果的SO战略填入格中。

• 将内部劣势与外部机会匹配并记录得出WO战略。

• 将内部优势与外部威胁相匹配并记录ST战略。

• 将内部劣势与外部威胁相匹配并记录WT战略。

第二阶段中进行匹配的目的在于产生可行的备选战略，而不是选择或确定最佳战略！并不是所有在SWOT矩阵中得出的战略都要被实施。

一家没有明确方向和不能保持连贯一致的战略的公司将加速自己的消亡。当企业不知道应该向哪个方向前进时，它可能会走到不想去的地方！




本章小结



本章对企业可供选择的基本战略及其适应的条件进行了分析；对波特的一般性战略，即成本领先、差别化、集中／专注战略进行了介绍；对并购战略的价值判断标准，协同效应实现的资源基础、竞争战略、整合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后介绍了三种最常用的战略分析工具：BCG矩阵、麦肯锡—通用电气矩阵和SWOT矩阵的原理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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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决策：过程的组织与优化






问题界定、描述与提出的方式，将决定解决问题的人的思考方向，进而决定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效果。正确的问题陈述需要在抽象和具体之间寻求平衡：当你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决定因素在哪里时，从相对抽象的层次提出问题，就像站在山顶，从最高层面观察可供选择的方案。如果问题定义得太过具体，就会失去在较高的抽象高度才能看到的答案。但当你知道解决问题关键要素的范围时，从相对具体的角度提出问题，可以为问题解决者提供明确的方向指导。





比较中西方文化和企业实践可以发现，程序化的对待，有助于形成组织化的信任与忠诚关系；差别化对待，有助于形成个人之间的信任与忠诚关系。这是西方的忠诚和信任与制度和组织相联系，中国文化中的忠诚和信任与个人相联系的根源所在。





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说过：一旦你形成了某种信念，它就会影响你对所有相关信息的知觉。一旦你将某个国家视为敌人，你就倾向于将所有模棱两可的行为理解为向你表示敌意。同样，企业家一旦对某一投资机会基于局部信息形成判断，就会影响他对所有相关信息的知觉，他会主动接近那些支持他最初判断的信息，并排斥那些不支持他最初判断的信息。这是现阶段中国企业错误决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中国企业的经理人员多数的时间是在会议室中度过的，这些衣冠楚楚的重要人物在会议室里并不一定是按照期望收益最大的方式进行决策，讨论的也不一定是足以值得兴师动众的重要问题，而且会议室的效率常常是企业效率最低的地方。

战略决策中的一个普遍错误，是决策者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去解决并非真正值得解决的重要且紧迫的问题，或者说，决策者在全力以赴地解决错误的或无足轻重的问题。这个结论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产生这一错误的重要原因是，是决策者未能正确地识别、表述问题，并对不同性质的问题做出恰当的分类。

本章首先讨论，有限理性的人类对风险的态度、对问题的感知与反应方式，如何受问题的陈述方式的影响；然后分别讨论结构化问题和非结构化问题的解决方案。




第1节






决策与有限理性



微观经济学假定，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其偏好具有完备性和传递性。完备性意味着任意两个商品组合都可以比较。传递性则意味着偏好关系不能是循环的，亦即不可能存在下面的偏好关系：喜欢A胜于B，喜欢B胜于C，喜欢C胜于A。完备性与传递性成立的前提是消费者可以准确定义自己的偏好，并且偏好序是稳定的。从决策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人是理性的，人有能力透过表面现象，发现问题的本质，并做出具有内在一致性与连续性的决策。但20世纪70年代末，Kamhneman和Tversky等人的研究表明，人的决策受问题的界定与陈述方式所干扰，并做出不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决策。

我们从一个实验开始本节的讨论。假设你是世界500强公司中的一家公司的副总裁，负责制造部门的工作。你们公司在全球拥有13万雇员，年销售收入超过100亿美元。因为经济衰退和产业结构调整，你们公司下属的一家拥有600名员工的工厂面临完全关闭或者部分关闭。这些员工忠诚于企业，曾经伴随企业度过了很多艰苦的阶段。你和你的下属经过仔细分析，排除了那些相对不利的选择，将公司决策的选择范围限定在以下两个方面：





A．压缩工厂规模，保留有限的几条生产线。这项选择将使400员工失去工作。






B．投资新的设备。这项选择有1/3的成功概率；若成功，将改善公司的竞争地位，所有600名员工都不会失去工作。有2/3的失败概率；若失败，所有600名员工都会失去工作。






请决定你的选择。做出选择后，请继续。问题背景完全相同，但问题陈述方式有些变化：





A′．压缩工厂规模，保留有限的几条生产线。这项选择将使200名员工的职位得以保留。






B′．投资新的设备。这项选择虽然有1/3的概率可以使所有600名员工都不会失去工作，但有2/3的概率会使所有600名员工都会失去工作。






这是Paul J. H. Schoemaker和J. Edward Russo（2001）以数百名EMBA学员为被试，所做的实验。因为前后两种问题界定与陈述方式并列在一起，所以，估计你的决策不一定会有差别。但是，如果给一部分人第一种问题陈述方式，而给第二部分人第二种问题陈述方式，决策的结果就会出现显著的差别。

Schoemaker和Russo的实验表明，在第一种情况下，绝大多数总经理选择B方案；而在第二种情况下，绝大多数总经理选择A′方案。我们给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MBA学员做了类似的实验，也得到同样的结论。

从纯粹的财务收益角度看，方案A和A′、方案B和B′具有同样的预期收益率，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只是在问题描述的语言形式上稍有不同。在第一种情境中，问题被烘托出一种“损失”情境。在认定“损失”的情况下，决策者本能的愿望是“将损失减少到最小，并且感觉冒点险是值得的”。而第二种情境让决策者感受到一种“收益为正”的情境。这种情况下，决策者的愿望是“避免风险，把该得到的东西得到，以保证确定性收益”。

由此可以看到，决策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受问题的陈述方式的影响很大。另外，决策者对风险的态度似乎也是非常不稳定的。当决策者面对“损失”的可能时，具有风险偏好的倾向；当决策者面对确定的收益时，具有风险规避的倾向。

其实，Schoemaker和Russo的实验只是Kamhneman和Tversky（1979）实验的变种。Kamhneman和Tversky的实验更为简单。





情境1：A．有80％的概率获得4000元；









B．有100％的概率获得3000元。












情境2：A．有80％的概率损失4000元；









B．有100％的概率损失3000元。












请问你的选择。

在第一种情境下，80％的被试选择B，20％的被试选择A。第二种情境下，92％的被试选择A，8％的被试选择B。所以，Kamhneman和Tversky得出结论，在收益为正的区间内，人们具有风险规避倾向，追求确定性收益；在损失（收益为负）的区间内，人们则具有风险偏好倾向，追求有风险的减少损失的机会。

实验也表明，人们并非按照期望收益最大的方式进行决策，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对问题的感知方式，都对实际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

我们再看下面的实验。





问题1：A．有20％的概率获得4000元；









B．有25％的概率获得3000元。












问题2：A．有80％的概率获得4000元；









B．有100％的概率获得3000元。












请做出选择。

实验结果是：问题1，65％的被试选择A，35％的被试选择B。问题2，80％的被试选择B，20％的被试选择A。

问题1和2选择结束后，请接着考虑下面的问题：

你参加一个两阶段的游戏。在第一阶段，你有75％的概率失败；如果失败，你什么也得不到；但你也有25％的可能成功，因而取得进入第二阶段的资格。在第二阶段，你可以在以下两项中做出选择（你必须在游戏开始前，亦即不知道第一阶段结果时对第二阶段做出选择）：





问题3：A′．有80％的概率获得4000元；









B′．有100％的概率获得3000元。












实验结果是，在141名被试中，22％的人选择A′，78％的人选择B′。

注意，问题3的A′，最终期望收益＝0.25×0.80×4000＝800；B′的期望收益＝0.25×1×3000＝750。

它们与问题1的期望收益完全相同，最终成功概率也完全相同，但选择的结果却恰恰相反。

虽然第3个问题与第1个问题期望收益相同，但选择的结果却与第2题类似。第3题的决策者显然忘了第一阶段的情境，直接根据第二阶段的情境，做出了与第2题相同的选择。

图7-1是将两题通过博弈树的形式表示出来。与标准的博弈树一样，方块表示决策点，圆圈表示机会点。图7-1与后面的图7-2的不同在于决策点的位置不同。






图7-1　博弈树



为什么呢？站在决策点考察决策者的思路：第1题，决策者面临的是两个风险性选择，每项选择是独立的，他选择期望收益大的一种。但第3题的决策者站在他的决策点上，面临的却是确定收益与风险收益的选择。这时风险规避倾向占据主导地位，他做出了与第2题一致的选择。显然这个结论与传统决策理论是相反的。

从上面的问题可以看到：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时候本质上相同的问题，如果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或呈现出来，对决策会有完全不同的影响。所以，管理者如何正确地识别问题，描述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对此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




第2节






问题识别与陈述



问题界定、描述与提出的方式，将决定解决问题的人的思考方向，进而决定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效果。如果问题界定与陈述存在错误，无论战略决策过程后续阶段的分析如何精彩，都不会对问题解决有任何帮助。

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是战略决策人员的重要素质，是工商管理教育与培训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但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却因为多数人认为不是问题而遭到普遍的忽略。

一般将“问题”定义为目标、计划与现实水平之间的偏差。所以，问题的识别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差距分析的过程。但是，企业中的问题是以各种各样、纷繁混乱的现象呈现出来的。不同的问题描述方式，将会极大地影响问题解决者思考问题的方向和范围，进而影响问题解决的有效性。我们考察下面的现象：





有一个三口之家，先生在北京一家大型钢铁集团公司任副总工程师，他曾经考虑到一家负责钢铁行业技术咨询的公司工作，甚至曾考虑自己创建这样一家公司；儿子在北京101中学读高一；妻子在一家商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任副行长，因工作能力与责任心强、业绩突出，总行准备调她到深圳（总行所在地）任总行副行长。请描述该家庭面临的问题。






光华管理学院的研究生和MBA对这个问题的描述方式大致如下：

1．妻子应该到深圳任职，还是继续在北京工作？

2．先生是继续在钢铁公司工作，还是创立一家咨询公司？

3．儿子是继续在101中学读书，还是到深圳继续高中学业？

4．这个家庭即将面临分居的局面，家庭成员以后将如何应对？

5．这个家庭如何做出选择，能够使整个家庭的效用最大化？

上述五种问题陈述中，前三种问题陈述相对明确、具体，直接针对现象或症状，每种陈述都隐含着具体的选择，似乎答案就在两种选择之间。所以，问题的陈述方式本身，就限定了解决方案的范围。

第四种陈述方式则以一个特定的主观判断为前提，而且陈述者似乎将这个主观判断作为事实陈述出来，这极有可能将问题解决者引向一个错误的思考方向。

第五种问题陈述方式抽象程度最高，问题解决者思考问题的范围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因而没有为其提供方向性的指导）。包含的行为主体的范围最宽，涵盖三个家庭成员。给出了评价方案的标准：家庭效用最大化。

我们再考察另一个案例。

20世纪50年代，由于面对以下问题的困扰，许多专家相信全球航运业正处于危机甚至消亡的阶段：

• 成本不断上升；

• 货物配送需要时间越来越长；

• 货物堆在码头等候装运时的丢失、损坏现象日益严重。

这些因素严重打击了客户对航运业的信心，加之竞争性因素，导致全球航运业出现明显的萎缩，航运业人士为此忧心忡忡。为解决这些问题，航运业聘请了咨询人员，把他们面临的问题描述为：

“航运业以何种方式能够使海上运输更为经济，使货物从一个港口运往另一港口的成本更低？”

咨询人员针对这个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为：订购速度更快、使用燃料更少的货船、减少船员数量、降低船员工资。

但是，采取这些措施以后，航运业的成本依然在不断上升，尽管他们仍然在不断地努力降低货船的成本和货船自身工作的成本。后来，航运业将他们的问题陈述为：“航运业通过何种方式可以降低成本？”

改变问题陈述方式以后，管理人员放开了视野，扩展了思考的边界和观察问题根源的范围。最后他们发现：轮船是一种价格极其昂贵的资本品，资本品最大的成本不是其工作的成本，而是其不工作时的成本。由于装卸船速度太慢，港口紧张，很多货船装卸货周期太长，有些轮船到港后无法直接卸货，要在远泊位停下，等码头空出来才能卸货、装船。而在此期间，购买轮船的利息照付、船员的工资照发。

针对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一个拯救了这个产业的创造性方案：将货物的装载与装船分开。在船未到达港口前先装载货物，使货物可以快速装船、快速卸船。也就是说，他们不再仅仅集中于如何降低货船“工作”的成本，而是集中于降低轮船不工作的成本。最后发展出滚动装卸和集装箱。

问题的答案看似简单，但如果不能恰当地提出问题，就很难找到问题的答案。滚动装卸和集装箱普及以后，货船在港停留时间减少了3/4，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货运量相对30年前增加了5倍，运输成本却下降了60％。

比较这两种问题陈述方式，我们发现，第一种问题陈述方式明确、具体，但将问题解决者寻求解决答案的范围错误地限定在两个港口之间——海上运输环节，结果，浪费了时间和资源。第二种问题陈述方式则抽象、开放，能够使管理者放开视野。

总之，在完善表达问题方面投入的时间越多，就越接近有效的答案。而在问题界定和陈述方面投入的时间越少，越难以获得不同凡响的创意。问题陈述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 按照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方式提出问题，而不是按照指向具体症状的（消除症状的）方式提出问题。

• 提出一个主导问题而不是单纯描述事实。

• 在抽象和具体之间寻求平衡：当你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决定因素在哪里时，从相对抽象的层次提出问题；当你知道解决问题的关键要素的范围时，从相对具体的角度提出问题，从具体问题层面逐渐到抽象层面提出问题，可以扩展思维的广度。站在抽象的高度观察问题，就像站在山顶，从最高层面观察可供选择的方案。如果问题定义得太过具体，就会失去在较高的抽象高度才能看到的答案。

• 不要描述一个无可争议的论断（如航运业应该降低成本），更不能把主观推断当做事实。

• 专注于决策者的需求。




第3节






结构化问题与程序化决策




一、问题的分类


问题识别并且正确地加以陈述以后，应该把问题根据其性质进行分类。对问题进行分类的方法很多，比如按照重要性、紧迫性进行分类等。我们建议管理者首先将其分为结构化问题、非结构化问题、半结构化问题。判断问题类别的依据主要有四个方面：

• 问题发生、出现的频率；

• 信息的完备性：问题产生的原因，影响问题发展、演化的因素等信息是否已经获得；

• 以往是否具有解决问题的经验、方法或标准；

• 结果的可预知性：该问题用何种方法解决会导致何种结果事前是否可预知。

如果问题发生频率很高，产生原因、影响变化等信息明确，以往具有解决问题的经验、方法或标准，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会导致何种结果可事前预知，这类问题称为结构化问题。企业中大多数问题属于结构化问题，如财务部门中的会计人员、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等面临的多数问题都是结构化问题，生产部门正常生产的规范等，也是结构化问题。

如果问题发生频率很低，产生原因、影响变化等信息不明确，以往没有解决问题的经验、方法或标准，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会导致何种结果事前难以预知，称为非结构化问题，如是否并购一家企业、开发一个新产品、扩大产能等。具有混合性质或者中间状态的问题，称为半结构化问题。半结构化问题常常与现场信息相联系，其影响因素及演化方向具有一定范围的不确定性，但比非结构化问题的不确定性低，比如企业的销售人员、银行的信贷人员等，经常会遇到一些半结构化问题。


二、结构化问题的程序化处理方法


结构化问题最合适的解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程序化的方法来解决。所谓程序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指对一个问题事前已经制定了明确的政策、规则、步骤，要求具体经办人根据政策、规则、步骤来解决。

• 政策：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原则或出发点，是解决问题要达到的核心目的。

• 规则：管理者在解决问题时，在何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处理或不应该做什么的清晰陈述。

• 步骤：管理者用以响应结构化问题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安排，即解决问题的顺序安排，即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的具体规定。

比如，百货公司处理顾客退货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结构化问题。下面是可供选择的程序化解决方法：

• 政策：解决退货问题的指导思想，如提高顾客满意度，进而提高顾客对公司的忠诚度，或者成本控制优先等。

• 规则：规定可以接受退货的类型或原因，如在多长时间以内、何种问题、何种原因等可以接受退货，何种情况、何种原因不接受退货。

• 步骤：首先，要规定谁有权根据政策、规则决定是否接受退货，是责任售货员可以直接决定，还是需要请示上级；如果需要请示上级，应该请示谁。其次，要明确顾客需出示何种证据证明其退货符合公司的政策和规则。最后，接受退货后，退货如何处理；不接受退货，应该如何对顾客进行解释和说明。

一个管理良好的百货公司，其政策、规则、步骤必须协调、一致。如果把“提高顾客满意度，进而提高顾客对公司的忠诚度”作为政策，规则应适当放宽一些，可接受退货的范围适当广一些，步骤则应该简便，让顾客感到亲切。如果把“成本控制优先”作为政策，规则则要严格、苛刻，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能不退就不退，步骤则要很繁杂，让顾客退过一次，一辈子也不想再退第二次。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基础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相对于国外成熟的跨国公司而言，我们的基础管理依然薄弱。中国企业基础管理薄弱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结构化问题非程序化处理：同样的问题，发生在这个时间、这个场合，发生在这个人身上，这样处理；换一个时间、场合、对象，就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式处理。管理者在处理经常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时，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则和步骤，一切皆因人、因地、因时而不同，相机而动，权变处理。


三、结构化问题非程序化处理：危害与潜在收益


结构化问题非程序化处理，会产生许多问题：

第一，高层经理人员会陷入日常的事务性问题之中，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处理常规的结构化问题，对战略问题缺少足够的关注。同时权力的运用方面过于随机，为腐败埋下伏笔。比如百货公司处理顾客退货问题，如果百货公司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则、步骤，并授权给售货员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形：（1）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来退货，处理方式不同；（2）在认识的人中，亲戚朋友和一般人，处理方式不同；（3）在不认识的人中，态度好的和态度不好的，处理方式不同：以前是态度好的给退，现在是态度不好的给退。这就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出现了巨大的任意性和随机性。高管人员为了控制这种随机性，就得亲自来解决。但高管人员本身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主要时间用于解决结构化问题，就使得他们很少有时间关注内外环境变化，识别和解决重大的非结构化问题。

第二，会导致组织人际关系网络复杂，内耗、政治斗争严重。结构化问题非程序化处理，意味着一个组织内部凡事都有例外。但这种“例外”通常只能发生在“例外”的人身上：只有成为一个权力圈子中的成员或者某个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成员时，才能得到例外的处理。这时，组织内部的成员为了获得这种例外处理所能带来的额外租金，就会把精力放在营造人际关系网络，力争成为某个权力圈子中的成员上。看领导眼色行事，善于揣摩领导心事、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者常常更容易得到赏识，这会导致组织空气污浊，运行成本过高，士气低落。另外，由于时间、精力的有限性，用于业务方面的时间、精力就会减少，组织的绩效就会受到影响。

第三，伤害组织文化的基石——组织公正，包括程序的公正和分配的公正。虽然公正是难以琢磨的主观感受，但在现代知识经济时代，缺乏起码的公正，企业是不会有生命力的。

第四，导致公司战略、政策、规则、步骤之间的不协调、不一致。前面讨论的百货公司处理顾客退货的案例，我们提出了两个可能的政策：一个是提高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另一个是成本控制优先。这两个政策，公司选择哪个？选择的依据是什么？政策确定的依据是公司战略。公司在确定其竞争战略时，会识别出其竞争优势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顾客的满意和忠诚，还是来自于成本领先。战略决定政策，政策决定规则、步骤和程序。一个管理良好的公司，战略、政策、规则、步骤和程序，是协调一致的，贯穿始终的。中国部分企业没有战略、政策，只有规则，而这些规则是因应某些特定时期产生的特定问题而确定的，没有统一的战略来指导，因此，常常相互矛盾、相互冲突。

当然，结构性问题非程序化处理，并非只有不利的方面。对组织有利的方面可能有：

首先，可以使管理者得以保持极大的灵活性，随时可以根据环境、对象或者问题的性质等，对解决问题的方式进行调整。有点类似于中医，望闻问切、辨证施治、因病施药。

其次，可能使管理者显得更有“人情”味，有助于形成个人化的忠诚关系和信任关系，有可能提高某些人对组织的归属感。对此我们后面还要讨论。

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只有在管理者自始至终具有做出符合组织目标的决策动机、管理者具有充分的知识和能力，因而能够有效地平衡组织内外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情况下，结构化问题非程序化处理，才会产生这些有利的效果。很显然，这些假设是不可靠的。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结构化问题非程序化处理，真正能够得到好处的是双方当事人，特别是有权力选择以何种方式进行处理的人，对此我们在后面还要进行深入讨论。


四、结构化问题非程序化处理的根源


中国企业结构化问题非程序化处理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受到管理者知识的约束和限制。有些管理者没有受过系统的管理培训，不知道结构化问题应该程序化处理，“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不考虑问题的性质、结构，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是许多管理者的习惯做法。一般而言，这样的管理者事无巨细，凡事亲自过问、亲自处理。他们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但绩效平平。

二是企业初创或者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尚未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把结构性的问题程序化。

三是为了谋求个人私利。我们讨论一种过去在很多企事业单位非常普遍的情境：20世纪90年代初某国有银行市级分行一个业务骨干小王准备结婚，找行长要房子。行领导研究后决定借给他一套房子。小王知道消息，找总务处长办理相关手续。找到处长后，处长这样跟小王讲：“小王，你知道行里的房子很紧，但要房子的人非常多。别人要房子的时候，我们都是‘那么’处理的，只有你小王要房子，我们才是‘这么’处理的，难道你不理解吗？”赤裸裸的暗示。虽然这个处长不是决策者，只是一个执行者，但他依然可以把经办这件事情的权力（他的选择权在于：可以早办，也可以晚办；可以借给你好房子，也可以借给你差房子）当做一种可以交易的资源：这件事情我帮你办了，你要么欠我一个好处，要么欠我一个人情。即便在今天，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多地区、很多组织依然非常普遍。

还有一些领导者结构化问题非程序化处理的目的在于加强对下属的控制，使下属形成对自己的敬畏，形成权威和神秘感：这件事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下属为了获得对其个人有利的结果，就必须向上级贿赂、表达忠诚和服从。

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儒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如果说，“仁、义、礼、智、信”能够代表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那么，儒家强调的“礼”的实质，就是差别化对待，即不同层次、地位的人，受不同的规则或纲常的约束，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含义即在于此。实际上，古往今来，那些帝王将相们就一直把差别化对待，特别是“法外施恩”，作为营造个人利益关系集团的一种手段，来塑造个人之间的信任与忠诚关系。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把不遵守规则，或者遵守与别人不同的规则而获得额外的好处，视为一个引以为自豪、引以为骄傲的事情。

比较中西方文化和企业实践可以发现，程序化的对待，有助于形成组织化的信任与忠诚关系；差别化对待，有助于形成个人之间的信任与忠诚关系。这是西方的忠诚、信任与制度、组织相联系，中国文化中的忠诚、信任与个人相联系的根源所在。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差别化的对待所形成的个人化的忠诚和信任关系，一定与组织化的忠诚和信任关系是不兼容的，一定是小范围的，而且是不稳定的，它会随着个人地位的上升而得到强化，随着地位的下降而土崩瓦解。而通过程序化对待所形成的组织化的忠诚和信任，与个人化的忠诚和信任则是兼容的，组织化的忠诚和信任中，一定包含着个人化的忠诚和信任，而且是相对稳定的，不会随着个人地位的变化而显著变化，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传承的。

五是企业社区环境的影响。如果一家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当地的政府官员、亲戚朋友就会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到企业中，否则就会给企业制造麻烦。这些子女在企业中由于其特殊的关系和背景，总有部分人员不遵守企业的政策、规则和程序，导致政策、规则无效。

识别企业结构化问题非程序化处理的根源，有助于我们判断企业的结构化问题程序化处理时面临的阻力及困难的性质。如果企业结构化问题非程序化处理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点，即管理者知识的局限，那么问题较易解决，必要的培训就可以了。如果主要原因是第二个，即企业处于初创或快速发展阶段，问题也不大，总可以找到恰当的时机。但如果是第三个原因，则程序化的难度极大，因为把结构化问题程序化，会侵害这些人的利益
 和权力
 ，而结构化问题程序化，又要依赖这些管理人员去实行。第四、第五个原因则意味着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商业环境。所以结构化问题程序化处理，绝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

考察我国各地区的文化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同时也是结构化问题程序化处理程度最高的地区。由于结构化问题程序化处理提高了政府、企业行为的可预期性，提高了投资者、贸易商等的信心，所以，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经济发展缓慢的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基本上是结构化问题程序化处理程度较低的地区。是文化促进了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展促进了文化的转变，是人类文化学家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结构化问题非程序化处理，与市场经济的规则是相悖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价值，是其使用环境和使用方式的函数。文化环境对现代管理思想和理念的应用的约束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五、结构化问题程序化处理：实施及挑战


将结构化问题程序化处理，首先需要识别结构化问题主要出现在企业中的哪个层次、哪些部门。

图7-2给出了结构化问题的分布，从中可以看到，结构化问题主要出现在组织的中层和基层，应该通过程序化的决策来解决。但如果没有程序化的处理方法，组织中间就没有那道分界线。这意味着高管人员会花很多时间处理结构化问题，一线人员也会处理大量的非结构化问题；组织中的许多人都在忙于救火，这是管理混乱的真正体现。






图7-2　结构化／非结构化问题发生的层次




资料来源：罗宾斯，《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1页。




从横向各部门看，研发、营销等部门，非结构化问题较多。采购、生产等部门，主要问题都是结构化的。在财务部门，会计工作都是结构化的，融资工作是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人力资源部门，多数工作是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工作可能存在交互依赖关系，在对结构化问题寻求程序化解决方案时必须进行必要的平衡和协调。比如，采购部门和销售部门的工作之间就存在交互依赖的关系：每个部门的工作方式都可能对另一个部门的绩效产生影响。采购部门要将自己部门的工作程序化，必须有销售部门的配合，否则，采购部门根据销售部门的销售合同和自己的工作程序向供应商下了订单，但没过多长时间，销售部门的合同变更或者取消了，采购部门程序的执行就会受到彻底的颠覆。但销售部门的许多工作确实是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存在，销售部门将自身的工作程序化存在客观的困难。所以，在实际工作中，企业必须在任务存在交互依赖关系的部门之间建立有效的协调和平衡机制。

结构化问题程序化，应该先从结构化问题较多的部门做起。首先进行必要的培训，然后识别典型的结构化问题并根据公司战略，制定出程序化的方法作为示范，然后要求各个部门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然后反复优化，经确认后加以实施。


六、组织的生命力


什么决定一个组织的生命力？这不是一个有唯一答案的问题。如果问从事财务的人，答案一定是现金流；如果问负责人力资源工作的人，答案必然是人才；问搞技术的人，答案显然是技术、是创新。这些答案都有一定道理，但仔细观察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拥有同样资源的企业，其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却千差万别。显然，单纯从资源的角度不足以解释不同企业生命力或者生存与发展的能力的差别。

我们认为，组织的生命力需要从组织成长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来考察。观察中国企业成长发展的过程可以发现，在给定资源的基础上，一个组织的生命力是组织运行灵活性与可控性的平衡（参见图7-3）。所谓组织运行的灵活性，是指组织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及时对公司的战略、结构、行为等进行适应性调整。组织运行的可控性，是指组织中多数问题的解决能够按照可预期的方式进行，组织的发展能够按照可预期的方向与节奏前进。






图7-3　组织的生命力是灵活性与可控性的平衡



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许多民营企业相对于内地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发展速度非常快，竞争优势也很强。这些民营企业真正的竞争优势在哪里？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比，技术、资金、人才都处于明显劣势，但这些企业却快速发展起来了，它们真正的竞争优势来自于组织运行的灵活性。

但是，这些依靠灵活性快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如果在组织成长过程中没有构建起来一套可控的组织运行体系，那么，它可能因为灵活性取得了快速成长和发展，它又同样可能因为灵活性而更加快速地走向衰败甚至灭亡。这样的案例可以说比比皆是。所以说，一个组织的生命力是组织运行灵活性与可控性的平衡。

既然组织的生命力是组织运行灵活性与可控性的平衡，那么，组织成长管理艺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在保证组织运行灵活性的情况下来增加组织运作的可控性，或者怎样才能在提高组织运行可控性时不损害组织运行的灵活性。

增加可控性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将结构化问题程序化，按照明确的政策、规则、程序来处理。保持灵活性的途径是，对非结构化问题，根据问题本身的性质、对象、环境等具体情况，在广阔的空间中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事前不带任何定式，灵活处理。我们下节还要对此进行详细讨论。




第4节






非结构化问题的决策方法



企业中还有许多问题是非结构化问题，如是否收购一家企业、投资一个新的项目、开发一个新的产品、排除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故障等。对非结构化问题如何解决，效率会更高，效果会更好？我们下面对此进行讨论。


一、决策思维的发散与收敛


由于对非结构化问题，企业以前缺少解决问题的经验，需要凝聚众人的智慧，激发创意和想象，最佳的决策思维过程如图7-4所示。






图7-4　决策思维：发散与收敛的过程



寻求非结构化问题的解决答案，首先思维应该充分发散。只有充分发散，才可能在广阔的空间内寻求更多可供选择的方案；备选方案越多，从中选择出一个好的方案的概率越高。接着，思维必须有效地收敛，只有有效地收敛，才可能找到大家一致认同且真正有价值的方案。

在多数企业现实的群体决策过程，思维既没有充分地发散，也没有有效地收敛。思维不能充分地发散的原因在于以下方面：


·心理定势与合理化动机。
 有些决策参与者带着某些先入为主的判断，并且具有非常强烈的合理化动机，力图证明自己正确，就会排斥那些与最初判断不一致的信息和意见。政治学家泽威斯（Robert Jervis，1985）曾经说过：“一旦你形成了某种信念，它就会影响你对所有相关信息的知觉。一旦你将某个国家视为敌人，你就倾向于将所有模棱两可的行为理解为向你表示敌意。”同样，企业决策者一旦对某个商业机会的价值做出判断，这种判断就会影响他对所有相关信息的知觉，他会主动亲近那些支持他最初判断的信息，同时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不支持他最初判断的信息和意见。


·有些决策参与者由于自尊心、自信心或者责任心不强，不能表达或坚持自己的立场。
 在群体决策时，有些人虽然个人拥有良好的判断或观点，但当个人意见与他人意见不一致时，由于自尊心、自信心或者责任心不强，未能表达自己的立场，而是通过沉默、通过降低自己观点的重要性来与群体保持一致。


·一致性压力与从众行为。
 当群体中多数人意见一致时，会对少数人形成极大的压力，使其不自觉地怀疑自己判断的正确性，与群体保持一致。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经典的心理学实验，如阿希（Solomon E. Asch）实验可以证明，这里不再赘述。


·风险转移与责任分散。
 关键决策者主持群体决策会议，操控决策进程，其动机并非想从群体成员中获得启发或智慧，而是想将本质上由个人做出的决策以群体决策的形式，比如“党委决议”、“班子决策”的形式体现出来，以便转移风险，分散责任。


·权威效应与小团体意识。
 在群体决策中，如果存在一个“权威”，而且这个“权威”维护权威的意识比较强，其他成员中有些人为了表达对权威的尊重以获得某些利益，就会形成某些人揣摩权威意图来表达观点，或者权威一言堂的局面，思维无从发散。另外还有公司政治的因素，群体决策中，参与者方案的提出、观点的表达不是出于公司的目标，而是基于利益关系、权力关系与人际关系，这时，思维同样无法发散。


·方案的提出与评价同时进行，相互干扰，相互抑制。
 在群体决策过程中，参与决策的人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类型的人善于提出设想、方案。他们以形象思维为主，思维发散、跳跃，另外比较情绪化，如果感知到别人的重视和尊重，思维活跃，精神兴奋，但如果感知到不被重视，则抑郁、消沉、寡言少语。第二种类型的人善于评价设想和方案。他们的思维模式以逻辑思维为主，头脑里存在很多模式，当别人提出一个设想或方案以后，他们会本能地用头脑中的模式去进行比较和评价。当别人提出的方案恰好符合其模式时，会觉得庸俗；不符合其模式时，又想将超出其模式的部分抹杀掉，所以，善于评价方案的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评价都是否定的。

在我们观察的许多群体决策会议上，当善于提出方案的人提出一个设想时，立即遭到评价方案的人的否定；再提出设想，又遭到批评。评价设想的人总有道理，但他们评价方案的标准或模式是不连续、不一致、经常变化的。善于提出设想的人不断被否定，自尊心受到打击，情绪消沉，不再说话；而善于评价的人也不再说话，因为他们的特长决定了只有在“别人有话可说”时他们才有话可说。别人不说话，他们就失去了批判的靶子和否定的对象，最后，会议常常一无所获。

决策思维的收敛过程，是从众多的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收敛于一个决策参与人一致认同，并且符合组织目标、组织的环境与资源约束的方案的过程。群体决策思维无法收敛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标准对不同的方案进行评价。我们看下面的案例：

1999年，某制药公司（一家上市公司）准备并购一家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让一个年轻的总经理助理负责搜寻可供选择的兼并收购对象的信息，供公司董事会和高管人员决策参考。助理经过两个多月的调研，从大约20家潜在并购对象中挑选了5家确实具有一定并购价值的企业，对每家企业进行了详尽调研，从财务、产品、技术、营销、人力资源等角度提供了详尽的分析报告，供公司董事会和高管人员决策参考。公司董事会和高管人员开过两次会议，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大约有三个人支持收购A企业，因为这个企业有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产品，但由于企业管理水平很低，缺少流动资金，产品很好但营销能力弱，渠道无力，无法打开市场。这三个人相信，如果收购A企业，用自己公司的品牌和营销队伍，一定可以打开该产品市场，大幅度改善公司业绩。另外，这家企业由于长期经营不善，负债率很高，当地政府为帮助这个企业脱离困境，采取了很多优惠政策，剥离了这个企业许多债务。如果公司收购A企业，只需承担少部分负债就可以控股A企业。他们三个人的结论是：几乎不用投入现金资源就可以控股一家非常有前景的企业，机会难得，就收购A企业。

大约有三个人支持收购B企业。B企业的情况与A企业相反，业绩非常好，有大量的现金流。这三个人的理由是：明年我们公司可以增资扩股，但证监会规定，增资扩股三年资本平均收益率不得低于10％；很显然，依靠公司自己的努力难以达到这一要求，但如果收购B企业，财务报表一合并，公司账面利润立即改观，就可以达到这一要求。而增资扩股成功，在资本市场上获得大量的资金，企业选择做什么，都有了强有力的支持。所以，就收购B企业。

还有大约三个人支持收购C企业。原因在于，C企业公司高管人员在公司中拥有股份，很希望被收购以便将股份变现，同时在上市公司中保有的部分股份价值也会上升，所以，C企业高层对收购积极支持配合；另外C企业文化与我们企业很匹配，并购后不会产生企业文化冲突。他们三人非常担心公司如果收购了错误的对象，整合不利导致公司被拖垮，所以，坚持收购C企业。

由于三部分人确实都有道理，而且各执己见，难以达成一致，而主持会议的公司董事长一边评估各位发言人意见的合理性，一边揣摩他们观点背后的利益关系、权力关系、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也一时难以做出判断，最后不了了之。

仔细分析上述决策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决策之所以无果而终、难以收敛的关键原因在于：三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标准，对不同的方案进行评价，其结果必然是众说纷纭，难以达成一致。其实这个结果在确定决策的方式时就已经决定了。所以，解决非结构化问题的第一步，需要确定决策标准。


二、决策标准


所谓决策标准，即评价、判断不同方案好坏的标准，来自于决策要实现的根本目标，以及影响决策目标实现的主要约束因素，如公司内部能够提供多少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外部环境能够提供的机会和施加的限制是什么，等等。如上面讨论的并购一家企业，可能的决策标准如下：

• 协同效应：来自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流程、岗位与产能的重组、产业结构的优化等。

• 战略效应：通过并购目标企业而在增长的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获得目标企业的技术、市场、渠道、人力资源等。

• 财务效应：如资本市场的股票预期效应、税收规避、资金杠杆效应等。

• 过程的简单性：收购不涉及大规模的组织结构和其他资源的重组；收购后整合相对容易，不会产生组织文化冲突等。

• 资源投入的合理性：收购仅需要有限的现金和其他资源的投入，等等。

在上述可能要达到的目标中，公司到底要什么？企业解决一个问题，要达成的目标越多，设计一个能够实现诸多目标的方案的难度越大，所以，确定决策标准是极其重要的。决策标准的确定过程本身，就是对决策目的认识的深化过程，就是对企业的资源、环境等进行评估，或者对解决问题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进行识别的过程，这对改进决策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决策者头脑中没有清晰的目标，以及对达到这些目标的环境和资源限制缺乏清醒的认识，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就极有可能被下属牵着鼻子走。某些缺少大局观的下属可能把会议引导到某些与决策关系不大的一些细枝末节之中，也有一些具有特殊考虑的人可能将决策引导到对自己或部门有利但未必对全局有利的选择上。会议主持者既无法有效地控制会议的方向，也无法有效地控制会议的进程和氛围。

只有决策标准来自于决策的目标、决策的环境和资源限制，符合决策标准的行动方案才是在目标指导下的，得到组织资源和环境支持的、连续的、一致的、集中的行动。


三、提出方案时避免对方案做否定性评价


确定决策标准以后，可以进入决策的下一阶段：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进入提出方案的阶段，决策主持者应公布一个基本准则，并保证该准则能够得到有效实施：每位参与人不管方案多不成熟，都可以提出来；也可以发展、完善别人提出的方案；但任何人都不能对别人提出的方案进行否定性评价。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将设想的提出与评价分开，从而避免限制思维发散的诸多因素，这也是头脑风暴法（brain storming）的核心。读者仔细体会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前面讨论的影响决策思维发散的因素，如心理定势、权威效应与小团体意识、一致性压力导致从众行为等，当方案提出与评价分开进行时，都会得到较好的控制。从而使决策参与人放开视野和思维，提出众多的创造性方案。


四、依据决策标准对方案进行评价


提出各种备选方案，并且进行必要的补充、完善、分类以后，就可以进行方案的评价了。评价方案时必须依据大家统一确定的决策标准来进行。

如果没有有效的决策过程控制，在企业的实际决策会议上，决定参与者是否赞同一个方案的关键，可能是权力关系、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即公司政治。这种情况下，科学决策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章小结



本章讨论了决策的组织过程。决策始于对问题的识别。问题的识别过程，可以视为一个差距分析的过程。识别出问题以后，问题解决者需要正确地陈述问题。问题的陈述需要在抽象和具体之间寻求平衡：当你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决定因素在哪里时，从相对抽象的层次提出问题；当你知道解决问题的关键要素的范围时，从相对具体的角度提出问题。

问题识别和陈述完毕，我们建议决策者根据问题出现的频率，信息的完备性，以往是否具有解决问题的经验、方法或标准，结果的可预知性四个方面，将问题结构化问题、非结构化问题、半结构化问题。

对于结构化问题，我们建议管理者根据企业战略，制定协调一致的政策、规则、步骤和程序，将结构化问题通过程序化的方法来解决。对于非结构化问题，需要首先确定决策标准，决策标准来自于解决问题要达到的核心目标、实现目标的环境约束和资源能力约束；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出方案时注意把方案的提出和方案的评价分开，以避免提出和评价混在一起同时进行所导致的相互干扰和相互抑制，保证思维的发散性，从而在广阔的范围内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评价方案时根据统一确定的决策标准对不同的方案进行评价，以避免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标准对不同的方案进行评价所导致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而保证思维的收敛性，进而找到在目标指导之下的，与公司的环境和资源相协调的、连续的、一致的、集中的行动。

对于半结构化问题，我们建议管理者适当地、有限地授权：由授权对象在符合公司战略、政策的前提下，根据现场信息和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步骤、方法，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在有限空间内适当地灵活处理。基本的原则是，结构化问题严格按照程序化的方法来解决；非结构化问题根据问题的具体性质、状况等，在广泛的范围内寻求灵活的解决方案；半结构化问题在有限空间内灵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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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实施：使结构与战略协同






哲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性的善恶。但对管理者来说，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性善、性恶问题，是不合适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能够观察到的现象都是混沌的和混乱的：既有至善的感动，也有大恶的恐怖。对于管理者而言，既然恶的存在是现实的、客观的，那么制度设计就不能以对人类至善的信任为前提。





有效的制度安排应该从人类本性中吸取最好的东西来克服最坏的东西，尽力改变人类的生活环境，使理性、正义、宽容和慷慨的愿望可以战胜自私、邪恶、残暴的冲动。如果制度设计建立在对人类行为信任的基础之上，那么，我们的制度就不具备防范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功能。所以在制度设计时，管理者特别应当放弃对于人类理性和善良的天真的乐观主义，而应当更多地关注人类的自私和原罪，同时也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开明的利己主义。





中国企业的中基层人员对传递坏消息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这不是因为他们胆怯懦弱，而是因为他们的上级缺乏承担责任的意识和勇气。古往今来，第一个传递坏消息的人不仅没有因诚实、忠诚而得到奖励，反而常常成为上级责难或者推脱责任的对象。





在改革开放之前，影响中国组织运行的最重要的力量是权力。改革开放之后，金钱成为另一个影响组织运行的关键因素。最近十年来，随着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升，组织成员对归属、尊重、地位、自我实现的需求越来越重视，信任已经同权力和金钱一样，成为影响中国组织运行的另一个关键要素。





控制既可能与信任对立，也可以为信任构建一个平台。控制与信任是对立还是兼容，关键取决于控制机制的设计。事前的、制度化的、公平的控制机制，有助于加强承诺，是建立长期信赖关系的坚实、有效的基础。事后的选择性的控制机制，只能激发不值得信任的行为，破坏忠诚。在控制与信任之间达成平衡的基本途径，是在构建企业的制度或控制机制的时候要疑人，但领导者在日常工作中心态上要信任人。


正确的战略为企业未来的成功提供了可能，有效的实施才能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很多企业从战术角度来考虑战略执行的问题，这本身是一个错误。战术是执行的核心，但执行并不等于战术。执行是战略的基础，同时也是战略的决定因素。如果不考虑企业的战略执行能力，任何领导者都不可能制定出真正有意义的战略。

有效的战略实施，需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首先，要构建一体化的、协调一致的目标、战略、行动计划，即我们在第1章中强调的，找到在目标指导之下的连续的、一致的、集中的行动。其次，要构建协调与平衡的权力分配、业绩评估与激励政策：要授权让下属执行战略，就必须构建有效的业绩评估体系，使得他们有责任和压力去制订与目标一致的行动计划；同时还要制定合适的激励政策，使他们有动力去真正履行承诺，实施计划。最后，要正确地处理信任与控制的关系：既要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以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纠正偏差，又要避免控制对信任的削弱作用，激发员工对组织的承诺。




第1节






使权力分配、业绩评估与激励政策相平衡



战略实施的关键，是当战略决定以后，对组织结构和组织运行机制进行调整，使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与战略相适应、相协调。要想使战略与组织结构相协调，就必须理解影响组织运行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本节首先介绍James A. Brickley等人提出的组织架构核心要素模型，然后提供一个中国企业的案例，考察权力分配、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不平衡时组织运行会出现何种问题。


一、组织架构的核心要素


James A. Brickley（2003）等人认为，影响组织运行的关键要素是权力分配、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就像一个凳子的三条腿，三者是否协调和平衡，影响甚至决定组织目标的实现，见图8-1。






图8-1　组织架构的核心要素




资料来源：James A. Brickley, Clifford W. Smith Jr. , Jerold L. Zimmerman,
 
Managerial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al Archtecture

 , McGraw-Hill, 2003.




一家公司成长超过一定规模，公司总裁就会面临以下三种选择：

第一，总裁做出所有主要决策，尽管缺少相关信息。这种做法由于信息质量不高，导致决策质量不高，但可以降低代理成本。

第二，总裁努力获得相关信息，以求更好地决策。这种做法虽然有助于改进决策质量，但要付出信息沟通或传递的成本，因为下属会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是否将发生在他那个层面的有助于决策的信息传递上去——如果传递信息对他有利，比如好消息和有助于争取资源、优惠政策或条件的信息，会很及时地传递上去；如果传递这个信息会给他带来不利的结果，比如坏消息，只有当传递这个信息给他带来的不利结果小于不传递这个信息给他带来的不利结果时，他才会传递。换句话说，这个事情无法掩盖，领导从其他途径知道还不如从他这里知道时，他才会传递。

第三，总裁可将决策权分配给掌握信息和知识的员工。但是，将决策权交给下属，下属在何种情况下，或者具备何种条件，才能做出符合组织目标的正确决策呢？见图8-2。






图8-2　影响决策者正确决策的基本因素



集权未必是坏的，分权未必就是好的。企业决策权分配的基本标准，是看将决策权分配给谁，才能有助于组织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决策是否正确，要看决策是否符合组织的目标，并与组织所处的环境和拥有的资源相协调。图8-2表明，决策者要做出符合组织目标的正确决策，首先要有决策所需的信息、知识和能力，同时还要有做出正确决策的动机。在组织文化给定的情况下，动机则受组织的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的影响。

一个成功组织的关键是相互协调：组织结构的要素在协调的情况下才能有助于实现组织的目标。战略实施过程中，组织结构安排面临的基本挑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决策者掌握的有利于决策的相关信息；同时如何最优地增加促使决策者更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的激励因素（James A. Brickley，2003）。

决策权的配置是决定组织决策效果（正确性）和效率（速度）的关键。战略的成功实施需要实现决策权与相应信息的有效结合，从而有利于做出高质量的决策。使决策权和信息结合的最基本的方式有两种：

一是把信息转移给掌握决策权的人。这是一种集权的决策方式，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降低代理成本——高管人员的决策更可能反映组织的战略和目标，但如前所述，必须付出信息传递的成本。如果领导者对自己不诚实，不愿意承担责任，下属就不敢在第一时间将坏消息告诉管理者，正确的决策就无法及时做出。中国企业的中基层人员对传递坏消息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这不是因为他们胆怯懦弱，而是因为他们的上级缺乏承担责任的意识和勇气。古往今来，第一个传递坏消息的人不仅没有因诚实、忠诚而得到奖励，反而常常成为上级责难或者推脱责任的对象。这种局面不改变，将会对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二是把决策权转移给掌握信息的人。这种方式有可能改进决策质量，加快决策速度，提高灵活性。但是，要将这种可能变成现实，企业就需要开发出相应的业绩评估系统和激励系统，从而保证决策人根据自己的权力所做出的决策符合组织的目标，并与组织的资源、能力和所处的环境相匹配，使他有动力、有责任做出对组织有利的决策。

拥有正确决策所需的信息和知识，仅仅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必要条件，但绝对不是充分条件。动机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决策者的动机与组织目标相反，那么，他的知识、能力越强，掌握的信息越多，做出的决策可能对组织的损害越大。

假想管理者会自动、天生具有做出符合组织目标的正确决策的动机，是太浪漫不过的事情。如果企业的权力分配、业绩评估、激励政策不协调、不平衡，不但企业战略无法实施，还可能出现严重的控制危机。


二、权力分配、业绩评估、激励政策不平衡与控制危机——一个案例


一家制药企业创立于1983年，发展速度非常快。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绝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没有广告意识的情况下，这家企业进行了大量的广告宣传，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企业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销售收入接近10亿元人民币。

但是，到1992—1993年前后，公司创业者即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书记发现，部分创业阶段和他一起打天下的人，已经无法跟上企业成长发展的步伐。如何安置这些人，成为公司董事长非常头疼的问题。简单撤换，不做任何安置，显然不合适，毕竟企业发展到现在，这些人立下汗马功劳；继续留在关键管理岗位上，又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最后，经过权衡，选择了这样一种方法：公司根据人员更替的需要，选择出大约十名拟更替的管理人员。董事长亲自和这些人谈话，根据其历史贡献和职位，分别给这些人30—100万元额度不等的资金。这十个人自己可以决定用这些钱去兼并收购一家企业，还是直接投资创办一家企业。无论是他们收购的，还是他们创办的，他们就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这份天地，就是他们的了。当然，资产是集团的。作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他无权将国有资产交给这些创业元老，但他可以给他们一个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

这个人员更替安排开始实施，这些被更替的元老们选择的基本都是兼并收购，因为并购可以利用集团公司高质量的无形资源，可以通过承担债务，即便用少量的资金，也可以收购一家规模较大的企业。这种方式，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到1999年，集团销售收入大约70亿元人民币，其中核心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约20亿元人民币，其他50余家子公司实现的销售收入约50亿元。1999年末，企业的权力分配、业绩评估、激励政策情况如下：


权力分配。
 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依然由创业者本人兼任。他同时还兼任核心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集团公司设四个副总经理，但都没有实权，而且其年龄、资历、学历、经历等方面也不会给创业者构成任何威胁。集团核心企业是创业者的根据地，也是创业者最重视的地方，不设副总经理，只设一个年轻的对创业者高度忠诚的总经理助理。无论是集团公司还是核心企业，均未建立强有力的职能部门辅助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进行决策，人力资源、财务、计划等部门，基本上是董事长的办事机构。平时，核心企业二十几个部门经理、五十几个子公司的总经理，直接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汇报工作，直接对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负责。另外，子公司经理和核心企业部门经理的任命、核心企业的部门支出超过一定的数额等重要事项，必须经董事长签字或点头后方能生效。


业绩评估。
 集团公司每年都会给子公司和核心企业的业务部门下达绩效目标，如销售额和销售额增长率、利润及增长率、资产增值率等。但业绩目标确定的过程，基本是单向的过程，即集团公司决定了，子公司和核心企业的业务部门就得无条件接受，没有一个双向的沟通、交流和讨论的过程。如果子公司经理觉得集团公司确定的目标太高，内部的资源和外部的环境都不支持这个目标的实现，也不敢提出异议，否则可能面临被更换的风险。但如果预计年末无法达到目标，一般会在11月份左右，找机会向集团董事长渗透相关信息——恶劣的外部环境导致目标可能无法达成。如果能够让董事长相信，子公司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目标没有达成完全是外部环境因素所致，那么，目标没有实现，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反之，实现了目标，也没有显著的奖励。


激励政策。
 这个公司在1993年前后，曾经采用过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的18级工资制度，其中，部门经理级别的人月收入大约在3000—5000元左右。这在1993年是非常高的收入，在国有企业中是独此一家，几乎是同层次国企人员的10倍。但在1999年末，这个集团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大约只有5000—7000元左右。而这个收入，基本上是同产业、同层次、同地区人员的中等甚至略偏下的水平。因此，收入水平很高时的骄傲和自豪感，逐渐被不满和牢骚所替代，很多中层人员心理严重不平衡。

了解到这家企业的权力分配、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你能够对这个企业的现状和未来做出何种判断？

我们再重新梳理一下这个企业的权力分配、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的特点：

首先，在权力分配方面，形式上高度集权，实质上高度分权。因为董事长身兼数职，管理幅度过宽，接近八十人，导致实际上是分权。公司中选择做什么、何时做、预算安排等权力，主要控制在核心企业的部门经理或者子公司总经理手中。董事长虽然拥有否决或者调整的权力，但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加上时间和精力的限制，调整或否决都缺乏依据。而且，如果否决了这项建议，下属还将提交新的报告、新的建议。所以，这个企业的权力分配是名义上集权，实际上分权，这反倒加剧了权力和责任的模糊性，为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其次，企业并无有效的业绩评估手段和财务控制手段，子公司或者核心企业的部门经理即便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公司总部也难以发现。

最后，公司的激励政策根本不足以保证实际拥有决策权的经理人员具有正确的决策动机。事实上很多经理人员心理不平衡，心态不平和，觉得自己的贡献和所得不匹配。

权力分配、业绩评估、激励政策不协调的结果是，集团公司下属的房地产公司等高层管理人员陆续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公司负债率持续上升，优秀员工离职率非常高。到2004年，子公司的数量竟然达到四百家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实质性的业务，但却和集团的不同子公司具有资金往来，这背后的问题大家其实都清楚。最后，集团公司多人入狱，公司董事长也因为触犯法律而被捕。


三、在集权和分权之间取得平衡


中国大型企业特别是集团型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解决“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从而在组织运行的可控性和灵活性之间达成平衡。上面讨论了权力分配、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必须协调和平衡。现在，我们再对权力分配问题做进一步的考察。

图8-3的基本含义是：如果高度集权，主要决策由总裁或者CEO办公室做出，虽然可以降低由于目标不连贯而导致的成本，但因劣质信息而导致的决策成本会比较高。随着把决策权配置给掌握相关信息的管理层次，由于劣质信息而导致的成本会趋于下降，但由于目标不连贯而导致的决策成本则趋于上升。决策权配置的最佳位置在总成本最低的位置。这个模型提醒决策者，不要因为高度集权时，由于劣质信息而导致的决策成本比较高，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高度分权；也不要因为高度分权，由于目标不连贯而导致的决策成本较高，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高度集权，而是需要在集权和分权之间取得平衡。






图8-3　从CEO办公室到决策权的距离



在集权和分权之间取得平衡，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关键问题。首先要谨慎地评估和比较分权的收益和成本。分权的主要收益如下：

• 有助于更有效地利用现场信息，减少信息和知识传递的成本，加快反应速度，提高竞争优势。比如，企业销售人员和银行信贷人员在竞争性环境中经常需要根据现场信息，及时做出决策，这时适当分权有助于加快反应速度。

• 有助于节省高层经理的时间，使他们能够将注意力集中于处理非结构化问题。

• 分权对中基层经理人员，既是一种训练，也是一种激励。

分权的成本包括：

• 代理成本：下属做出的决策可能仅代表部门利益或个人利益，而不反应组织目标。

• 协调成本与损失：同一层次的不同经理的决策可能不协调，导致成本上升。比如，对汽车制造厂商而言，价格决策权的配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能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是集权——决策权由公司总部控制，其好处在于保证全国定价的统一性；不利之处在于，不能反映不同区域市场竞争的具体状况。另一种方式是分权——将价格决策权配置给不同区域市场的分公司，其好处在于可以根据区域市场的客户需求和竞争状况，提高灵活性，但不同区域市场的价格决策可能不协调，导致“串货”，形成内部恶性竞争，提高协调成本。

• 对高层经理人员掌握的信息缺乏有效的利用。

到底是集权还是分权，取决于收益和成本的比较。一般而言，在现场信息对做出正确决策非常重要、决策速度对获得竞争优势非常重要的情况下，适当分权是必要的。

在集权和分权之间取得平衡的另一种方式是审慎决定什么权集中，什么权下放。中国企业一般按照“大小”决定决策权的分配。比如“财权”，多少钱以内的支出业务人员即可决定；超过多少钱，则需要部门经理签字；再超过多少，则需要总经理或者董事长批准。再比如“人权”，即人员的任用，企业一般也是按照级别或层次，分别由不同层次的管理人员决定。

按照“大小”决定权力分配具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决策涉及的人、财、物等资源的“大小”和风险的“大小”具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按照“大小”决定权力分配是有问题的，恰当的方式是按照权力的“性质”决定权力的分配。

首先，与公司战略相关的权力，必须集中。比如，跨国公司在中国总部的总经理，没有权力注册一家注册资本1元钱的公司，没有权力签字用公司的资金购买1元钱的股票，但却可以决策支出1000万元人民币的广告费，或者购买2000万元的原材料。这显然不是按照大小来决定权力分配的，注册一家公司，购买一只股票，不管多大、多小，都属于投资决策权，是与公司战略决策相关的权力，哪怕一分钱，也不会授予这个管理层次；而广告和采购决策，是与特定业绩目标相联系的决策，是预算范围内的资金使用权，这是承担业绩目标的经理人员应该具有的权力。

其次，机会主义行为空间较大的权力，应该相对集中。比如，对中国银行、中国移动等大型企业组织，在全国各地拥有大量的资产，如营业网点的房屋等，这些资产的购进和处置，由不同的人来决策，其成本和收益的差异可能会非常大，并且蕴涵着较大的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这些决策权应该集中。当然，集中不意味着不会出任何问题，而是集中以后，更便于公司总部控制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




第2节






战略实施：在信任与控制之间寻求平衡



在改革开放前，由于资源和机会高度短缺，而权力在资源和机会分配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权力是影响中国组织运行的最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后15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经济进入快速的不平衡发展的阶段，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示范效应，显著扩大了金钱对组织运行的影响力；最近10年来，随着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升，组织成员对归属、尊重、地位、自我实现的需求越来越重视，信任已经与权力和金钱一样，成为影响中国组织运行的另一个关键要素。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EDP项目教学过程中，我曾经在三年时间里进行过范围广泛的调查，要求学员在三分钟时间内用一个词来概括自己最欣赏的上级（下属）最重要的品质或特点。在统计的500位左右的中基层经理人员中，63％的人最欣赏的上级最重要的品质或特点是信任、授权、公平。400多位高管中，73％的人最欣赏的下属最重要的品质是忠诚，亦即希望下属“可被信任”。信任的重要性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关于信任，中国人最经典的阐释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是，“用人不疑”，已经让很多企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疑人不用”，又因“不疑”之人太少而使企业在事业发展时陷入难寻可信之人的窘境。

管理是在相互矛盾的问题或目标中寻求平衡的艺术。我们怎样才能在用人不疑和疑人不用、在信任与控制之间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呢？本节首先分析信任与风险、控制与交易成本的关系，然后提出在信任与控制之间达成平衡的途径和办法。


一、信任与风险


信任是一种预期或者信念。甲信任乙，意味着甲相信乙的动机和品质会引导乙按照甲的利益和期望行事，即甲预期乙能够以某种可预期的方式履行其职责义务，即便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机会，乙也能公正地行动或协商。信任包含两个维度：一方面是对对方有能力履行其义务、责任的预期；二是对对方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预期。因此，信任可区分为能力信任（competence trust）和善意信任（goodwill trust）。能力信任是对对方实现绩效目标的能力和专家知识的预期。善意信任则是对对方除了关注自身利益外，还有道德义务和责任来关注他方利益的预期。善意信任表明相信对方是善意的、有责任的、可靠的和正直的。

信任与风险具有密切的联系。首先，信任常常意味着放弃对他人的监督，因为预期他人具有相关的处世能力、高尚的品德和良好的动机。其次，信任可能使信任者自愿地把资源置于他人的控制之下或者把资源的处置权转移给他人。所以，信任他人必须评估遭受背叛的可能。信任如果没有合适的控制机制来保障，或者信任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代价是极其高昂的。

宏腾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黄先生从1996年开始进入房地产领域。当时的房地产市场还不像今天这样红火，他最初运作的几个项目，由于地理位置好、项目定位合理，加上控制有效，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进入21世纪后，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公司规模也有了很大扩张，吸引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加盟，公司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种情况下，黄先生调整了小公司、小老板的那种亲历亲为的风格，自己亲自管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获取土地，二是融资，其他事情均交给专业管理团队，给他们充分的信任和授权。信任与授权的前两年，公司开发项目明显增多，进入销售阶段的项目实际收益虽然比预期低，但还可以接受。但到第四年，黄先生突然发现，自己的两个副总和财务总监合谋，将公司的资金转移到他们自己另外注册的公司中，这时为时已晚，公司损失惨重。

显然，信任不值得信任的人会带来很多问题，但不信任并不能解决信任带来的问题。不信任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交易成本太高。中国人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如果管理者每天都带着“防人之心”管理企业，领导下属，无论对防人之人还是对被防之人，都是一种无法承受的痛苦和成本。


二、控制与交易成本


控制是管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控制是依据特定的绩效标准或规范对组织运行状况进行监督和衡量，发现偏差，采取纠正措施，以确保组织目标实现的过程。控制机制则是一种影响和决定组织成员将要做什么的组织安排。有效的控制可使一个获得相关信息的管理者能够理性地预期不会出现极其不合意的结果；而合适的控制机制能够使期望目标的实现更加可预测。

很多创业者拥有非常强的控制需要。他们对自己的权力、影响、威望以及企业规模充满幻想，但有时又觉得孤独。他们常担心眼前或想象中的这种绚丽景象会失去控制，所以，他们常常会怀疑，对下属特别是对非家族人员缺乏信任，要么事必躬亲，要么在下属做事时过问过多的细节。

泰华公司创业者梁先生精力充沛，吃苦耐劳，敢作敢为，富有想象力，有非常强的成就愿望和良好的商业直觉。1991年创业，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和热情注入企业，从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到财务、政府关系等，自己亲自参与，亲力亲为，经过两年左右的探索，选择了一个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企业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又经过两年的时间，销售收入就达到1.5亿元。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内外的问题呈几何级数增长，尽管黄先生把企业完全溶入自我，把自我完全融入企业，依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产生了授权的愿望。但授权的结果实在让他失望：下属获得权力以后，往往从个人或部门利益出发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案，导致问题的解决存在巨大的特殊性和任意性。梁先生意识到，只有下属对组织目标做出切实承诺的情况下，授权才是有效的选择，目前他只能选择控制。于是，梁先生将自己的亲属引进企业的关键部门，以期加强对员工工作过程和结果的监控。

但是，亲属进入企业不但没能起到加强控制的效果，反而出现了许多负面的影响。首先，对亲属放纵、对员工控制的行为向员工发出了明显的不信任、不公平的信号；不信任、不公平激发了更多不值得信任的行为。其次，加强控制进一步打击了下属对组织目标的承诺。下属认为，我们连决定自己行为和选择的空间或机会都没有，怎么能够对组织目标做出承诺呢？一个人决定自己行为的空间越小，他能够做出的承诺越小。结果，梁先生认为只有下属对目标做出承诺，他才能授权；下属认为，公司只有进行授权，他们才能做出承诺，从而陷入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中。最后，让能力和绩效都很优秀的员工在能力平庸的亲属手下工作，摧毁了健康组织文化的基石——组织公平，结果导致士气低落，生产效率严重下降，合作成本和控制成本大幅度上升。成功的事业需要一流的、忠诚的追随者，但一流的人才在泰华找不到成功的感觉，优秀员工离职率非常高。结果，现在已经过去10年，泰华的规模已经萎缩到8000万元左右。

显然，对信任的排挤超过一定界限，就会为不信任打开方便之门；而不信任的程度越高，控制就会愈发表现出排斥信任的狭隘特点。


三、在控制与信任之间达成平衡：制度上怀疑，心态上信任


信任但没有合适的控制机制保障，会带来很大的风险；而控制不当或控制过度又会提高交易成本，降低员工承诺。那么，怎样才能在控制与信任之间达成平衡呢？

观察那些成功的企业的实践，我们发现，在信任和控制之间达成平衡的方法在于：在构建企业的制度或控制机制的时候要疑人，但领导者在日常工作中心态上要信任人。见图8-4。如果构建控制机制时充分信任，把下属当成在道德上完善的人，那么制度就不具备防范非道德行为发生的功能。制度上疑人不是目的，制度上的不信任，是为领导者在心态上信任下属提供保障，提供支持。领导者只有在心态上信任下属，才能激发下属对目标的承诺，发挥下属的才干，提高组织的绩效。






图8-4　在控制与信任之间寻求平衡：制度上怀疑、心态上信任



哲学家关切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性的善恶。但对管理者来说，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性善、性恶问题，是不合适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能够观察到的现象都是混沌的和混乱的：既有至善的感动，也有大恶的恐怖。对于管理者而言，既然恶的存在是现实的、客观的，那么制度设计就不能以对人类至善的信任为前提。

有效的制度安排应该从人类本性中吸取最好的东西来克服最坏的东西，尽力改变人类的生活环境，使理性、正义、宽容和慷慨的冲动可以战胜自私、邪恶、残暴的冲动。如果制度设计建立在对人类行为信任的基础之上，那么，我们的制度就不具备防范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功能。所以在制度设计时，管理者特别应当放弃对于人类理性和善良的天真的乐观主义，而应当更多地关注人类的自私和原罪，同时也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开明的利己主义。李斯特·科洛克（Lester Crocker）曾指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所做出的关键努力，是通过理性的利己控制腐败的利己。”

宏信公司是一家员工接近万人的高技术企业。各层次管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心态上对下属充分信任，授权也很充分。但公司各层次的关键责任人（部门负责人）在每年不同时间都要接受一次例行的由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外部审计公司联合进行的审计和考核。审计和考核侧重两个方面：一是业绩，二是处理重大业务时是否遵守公司的政策与程序。审核之后，公司将管理人员分成图8-5所示的四类。






图8-5　管理人员评价：业绩VS程序



第一种，业绩优秀而且在处理重大问题上高度遵守公司的政策与程序。毫无疑问，这是优秀而且忠诚的管理者，是公司待提拔、待加薪的对象。

第二种，业绩突出但处理问题不太遵守公司的政策与程序。对于这种情况，公司进一步审核的，首先是针对政策与程序而非针对该管理者：是不是当初制定时政策与程序就存在错误，或者当初正确但已不适合变化的环境？若是如此，再进一步审核管理者违背政策与程序前是否对政策与程序提出修正意见、该修正建议是否得到反馈；如果该管理者对政策与程序提出修改建议但相关部门未予反馈，而事实证明政策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公司将修改政策与程序，并表彰该管理者对制度创新的贡献，同时追究没有做出反馈的部门的责任；但若该管理者没有提出修正建议就违背政策，即便政策本身被证明是错误的，公司高管也会与其交流，提出批评。若政策与程序本身没有问题，即便该部门业绩优秀，公司也会对其进行严厉的警告，要求限期改正，否则公司将有进一步的处理措施。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公司坚持的理念：追求稳健持久的发展而非短期的暴利。在公司政策与程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即便该部门业绩优秀，一般也是建立在短期或偶然性因素的基础上的，而公司稳健持久的发展不能建立在短期因素的基础上。公司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实现政策与程序对变化环境的适应，避免僵化；另一方面防止违背政策而出现机会主义行为。

第三种，高度遵守公司的政策与程序但业绩不好。对这种情况，公司进一步识别其内在根源，区分为三种情形：一是该管理者有能力但不适合该岗位的需要，公司会调整其职位，将其安排到最合适的岗位；二是该管理者虽然适合该岗位，但能力达不到要求，公司会送其接受相关培训，提升其能力以便达到岗位要求；三是公司经过评估，如果发现由于健康、年龄等原因，即便送其接受培训也很难达到该岗位要求时，公司会作降职处理。但每当出现这种情况，公司总经理和其他高管人员会请这名被降职的人吃一顿饭，通过这个“仪式”向全体员工传递一个信号：这个管理者职位下调不是因为他的忠诚或道德方面的问题，而是不得已。对于资深人员，甚至降职不降薪。公司对这种情形审慎处理的核心目的，就是保护忠诚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严格执行公司政策的忠诚于公司的人，是公司最宝贵的财富！

第四种，业绩不好而且不遵守公司的政策与程序。这种情况公司的处理方式也相对明确：直接审查该管理者是否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如果有明确证据证明存在严重机会主义行为，公司可能诉诸法律渠道来解决问题；即便找不到明确证据证明该管理者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但业绩不好同时又不遵守公司的政策与程序，本身就是问题，降职处理是难免的。

中国绝大多数企业都有相应的审计机构和控制机制安排，但这些企业的控制机制与宏信公司有着本质的不同。宏信公司控制机制的典型特点是“事前的和公平的”：每个主要责任人在走到这个管理职位之前，他就知道他一年中某个特定的时间要接受例行的审计，其他时间可能接受随机抽查的审计，所以是事前的；因为每个责任人都要接受审计，所以是公平的。这是公司董事会和有关管理人员进行反复沟通后，形成的各层次管理人员心里认同的一个内部契约。而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的控制机制是“事后的和选择性的”：老板觉得谁有问题或者哪个部门有问题，老板才让审计部门去审谁。

事后的、选择性的控制机制以信任为基础：我首先以善意度人，选择信任；如果谁辜负了我的信任或者我感觉到谁不值得信任，我就采取控制措施。而事前的、公平的控制机制以适度的不信任为基础：对邻居的恰当防范，有助于形成好的邻里关系。

事后的、选择性的控制机制表面上看可以降低控制成本，实际上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选择性的控制机制，向被选择的控制对象发出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不信任的信号。即便审计后的结论是肯定的、积极的，也会严重损害被审者对公司的忠诚感；反过来，正因为公司担心对一个业绩突出的部门的审计可能伤害忠诚，所以，公司不敢轻易审核这些部门的政策执行情况；但长期不进行审计和控制，这些部门就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其次，选择性的控制机制在被选择的控制对象和未被选择的控制对象之间造成巨大的隔阂，将组织内部的管理者区分为嫡系和非嫡系、信任和不信任，从而加剧了组织内部的人际矛盾，提高了合作的成本。再次，事后的选择性控制机制，是亡羊补牢的滞后控制，并不能防范损失。最后，信息收集，特别是行为过程信息收集的成本太高，往往提高了监督成本，而不是降低了成本。

事前的、公平的控制机制，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控制对信任的削弱作用，而且可以将控制工作与直接上司的领导工作区分开来，可以降低由于上司对下属直接控制而导致的发出不信任信号的作用，更有利于绩效目标的实现。当然，在构建事前的、公平的控制机制时，取得公司内部有关管理人员对采用这一控制机制的理解和认同，是很重要的。

控制既可能与信任对立，也可以为信任构建一个平台。控制与信任是对立还是兼容，关键取决于控制机制的设计。事前的、制度化的公平控制机制，有助于加强承诺，是建立长期信赖关系的更加坚实和有效的基础。事后的、选择性的控制机制，只能激发不值得信任的行为，破坏忠诚。在控制与信任之间达成平衡的基本途径，是在构建企业的制度或控制机制的时候要疑人，但领导者在日常工作中心态上要信任人。




第3节






多元化战略与组织设计



我们在第5章中已经讨论了多元化战略的定义和分类。这里主要讨论两种典型情况：限制性相关多元化，即不同产品在技术、生产、渠道等方面存在密切联系的企业的组织结构设计，以及非相关多元化，即主要产品在技术、生产、渠道等方面不存在任何联系的企业的组织结构设计应注意的问题。


一、相关多元化战略与组织结构设计


采用多元化战略的企业，最适合的组织结构形式之一是事业部制结构。事业部制结构（divisional structure）也称M型结构（multidivisional structure），即按单个产品（或产品组合）、服务（或客户）、主要工程或项目、地理分布等作为部门划分方式的组织结构。

给出图8-6的组织结构图，只是解决了事业部制结构设计中部门划分方式的问题，但结构设计中的关键问题，如功能的配置（如研究开发、营销、采购等，是安排在公司总部，还是设置在各个事业部）、集权还是分权、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等，应该如何安排，图中并未得到显示。






图8-6　相关多元化的组织结构示意图



组织结构设计的基本过程是，首先识别公司的竞争优势在哪里，然后考虑，组织结构如何安排有助于公司竞争优势的发挥，按照这个思路，我们首先考察，相关多元化战略与组织结构设计。

相关多元化企业的主要竞争优势，一是规模经济，即由于不同业务在技术、生产、渠道方面密切关联，所以，共同组织某些活动可以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如技术方面的密切联系，使得不同部门共同进行研究开发，可以有效分摊研发成本；生产方面的联系可以使组织共同进行某些采购活动，可以降低采购成本；渠道上的联系，可以在营销方面降低广告、促销等成本。二是范围经济，即在一个业务领域掌握的核心能力等，可以低成本地转移到其他业务领域。

竞争优势的来源，发挥竞争优势的需求，决定了组织结构安排的要点：

功能配置。技术、生产、渠道等方面相互关联的企业，要提高研发活动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研发活动应该配置在公司总部，以便于各个事业部门共享。生产活动的关联，如果不同的事业部的供应商相同，总部应该设立战略性的采购部门，以便提高议价能力，并在物流方面进行协调。渠道相同，总部应设立营销部门，以便对不同部门的营销活动进行协调。总之，可以共同组织能够显著降低成本、提高竞争优势的功能，应配置在公司总部，以便更有效地实现共享和协同；各个事业部独特的活动或者灵活性需求非常高的活动，由事业部独立组织，相关的功能部门配置在事业部。

权力配置。相关多元化的事业部制结构，相对集权还是分权？这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站在事业部经理的立场上，当然希望分权：自己事业部内部的所有事务，他都不希望总部过多干预，希望拥有最终决策权。但是，如果希望相关多元化的竞争优势得以发挥，就必须促使各事业部之间进行充分的协同和合作，总部就应该拥有足够的干预权力，促使合作行为的进行。如果各个事业部门权力太大，合作的难度就会很大，这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公司人力资源部管理到哪一层级？如果公司和事业部经理讨论这个问题，事业部经理的态度一般都是非常明确的：“管到我就可以了。我以下，我用谁不用谁，给谁多少工资、多少奖金，必须我说了算。否则我无法调动下属的积极性。”这种说法，具有一定道理。但是，相关多元化的企业，要不要有统一的人力资源规划、统一的可比较的薪酬体系、统一的以合作为基础的企业文化？理性地对待这些问题，答案都是肯定的，而且这些都是公司人力资源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这意味着相对集权。

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企业业绩评估的基准，大致有两种类型，见图8-7。






图8-7　业绩评估的基准或内容



对任何业绩评估体系，业绩评估的基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评估特定部门（个人）自身的客观业绩，采用的方法是客观的、量化的指标。二是评估特定部门对公司整体发展的贡献。这些贡献一部分体现在其自身业绩中，另一部分可能体现在对其他部门的发展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上，这些成绩可能体现在其他部门的业绩中。对这些贡献的评价，包含较大程度的主观性，一般是基于决策和行为，而非结果。

业绩评估的基准以及与业绩评估相联系的激励政策，决定了评估对象的目标和行为。如果采用事业部自身的客观业绩对事业部进行评价，激励政策和客观业绩相联系，那么，事业部经理就会形成这种目标：使本事业部自身的客观业绩最出色，从而获得公司最高的激励。怎样才能使本事业部的业绩最出色？一是要向公司总部争取获得优秀业绩所需要的资源；二是本事业部要很出色，但其他事业部不要太出色。显然，无论是资源的争夺，还是相对业绩的比较，都会造成事业部之间形成竞争性关系，而非合作性关系。即便公司采用集权的模式，通过权力督促事业部之间合作，但这种依靠权力压迫形成的合作只能停留在事业部经理的口头上，而非行动上。因为如果本事业部拿出资源为其他事业部分享，只能使本事业部相对地位下降，损害自身利益，却不会得到任何补偿。

所以，相关多元化企业的业绩评估，应该评估事业部对公司整体发展的贡献。资源共享和合作对公司竞争优势的发挥越重要，合作行为在业绩评估中所占的权重就应该越高。

资源配置应该以公司战略为依据，而非以历史业绩为基准。很多公司在事业部资源分配或预算安排上，常常以事业部的历史业绩为基准，哪个事业部上年为公司的业绩贡献最大，哪个事业部下年得到的预算就最多。这种分配资源的方式，最大的受益者常常是“现金牛”。事实上，“现金牛”在争夺预算时也最“牛”。但从战略上看，现金牛并不是真正需要投入资源、大力发展的部门，“吉星”或“问号”业务，才是真正需要投入的部门。


二、非相关多元化战略与组织结构设计


非相关多元化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源于三方面：一是财务效应，即可以在全公司范围内调度和使用公司最稀缺的资源之一——资金，同时由于公司业务多元，规模较大，融资能力也较强。二是风险规避，由于公司不同业务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不同，所以可以做到“东方不亮西方亮”。三是规模较大的公司在人才吸引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为了保证这些竞争优势的发挥，组织结构设计应注意以下几点，见图8-8。






图8-8　非相关多元化企业的组织结构设计



功能配置。由于公司不同事业部技术、生产、渠道等方面没有联系，所以，不同事业部之间合作需求很低，公司总部没有必要设立统一的研发、采购、营销等机构。所有这些功能，都应该配置在事业部，以保证事业部的业绩具有明显的可区分性。

权力配置。非相关多元化的事业部制结构，应该相对分权。事业部根据公司战略制订本事业部的年度计划和预算，公司的战略部门根据公司战略进行审批。预算范围内的资金使用、研发、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活动的决策、组织和安排，均由事业部经理负责。事业部为了有效地履行这些职责，可以设立相应的职能部门。

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公司总部对事业部的业绩，只评估其客观的财务业绩，激励政策与客观的财务业绩挂钩。因为在事业部没有法律或者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公司总部不对事业部的运营进行干预，事业部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所以，基于客观业绩而进行的评估是有效的。

非相关多元化的企业，采用分权、基于客观业绩为基准的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可否采用我国很多企业采用的利润留成制呢？比如，以某一年上缴的利润数量为基数，以后每年递增一定比率，超过上缴部分，事业部留成，自主支配。这种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在短期内，对调动事业部经理和其他员工的积极性是有明显效果的。但是，从长期看，经过三四年时间，事业部发展就会出现不平衡，有些事业部很有钱，但有些事业部无法达成绩效目标。从公司角度看，没有达成绩效目标的事业部，应上缴的提成公司无法收到；而绩效好的事业部留成的部分，公司同样无法得到，所以，非相关多元化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财务效应就无法实现。同时，有钱的事业部，时间久了，事业部经理可能产生独立的愿望；如果独立受到产权等因素的制约，无法实现，事业部经理就可能产生投资，甚至多元化的愿望，通过这个过程，将不明晰的资产明晰化到事业部内部的关键人员身上。这个过程不但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组织内部的矛盾，还可能造成该事业部与其他事业部业务的冲突，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所以，利润留成制从长期看，并不是一种合适的制度安排。

资源配置方面，非相关多元化的公司和相关多元化的公司并没有不同，依然是公司战略决定资源配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关多元化企业发挥竞争优势，需要采用集权的、以事业部对公司整体发展的贡献为基准的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以便促进合作和协同，这需要高超的管理艺术、大量的行为控制和精细化的管理，需要公司总部的管理人员能够捉捕到业务运行中关键的能够创造价值的合作机会，并采用恰当的协调和激励方式，促成这种合作。这就要求评估人员对业务非常熟悉，具备广泛的经营经验，同时要与各业务部门进行更多的互动、交流，并能够在强制、干预和支持、促进之间审慎地划清界限。

Collis（1998）曾经研究过夏普（Sharp）和泰科国际（TYCO International）两家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夏普是典型的以光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相关多元化企业，而泰科国际则是一家典型的非相关多元化的企业，其产品涉及防火材料、一次性医疗用品、流程控制技术、包装材料等。1997年，泰科的销售收入达到120亿美元，但公司总部的管理人员只有50人，基本不干预事业部运作，主要进行财务控制：根据财务绩效评估事业部业绩、任命事业部经理、根据公司战略配置财务资源、搜寻外部可能的发展机遇。夏普公司1997年的销售收入为140亿美元，公司总部的管理人员却达到1500人，原因在于相关多元化企业发挥协同优势所需要的管理的复杂性。


三、以战略事业单位为基础的组织结构


当公司的规模足够大，公司既有相关的业务，又有非相关的业务时，可供选择的组织结构形式是战略事业单位（strategic business unit，SBU）。战略事业单位与普通事业部的不同之一是多了一个管理层次。战略事业单位内部各事业部之间是技术、生产、渠道等相互联系的业务；战略事业单位之间是非相关的业务。见图8-9。






图8-9　以战略事业单位为基础的组织结构设计



公司的可合作、共享的功能，如研发、战略性采购等职能，配置在战略事业单位；战略事业单位之间是竞争性关系，所以，公司总部对战略事业单位的业绩评估，主要是其客观的财务业绩，激励政策与财务业绩挂钩；主要权力配置在战略事业单位，以便促进事业部的协同与合作。战略事业单位对事业部的业绩评估，主要评估其对战略事业单位整体发展的贡献，激励政策与整体贡献挂钩。




本章小结



战略实施的关键，是使公司的组织结构与战略相配合；组织结构的核心要素是权力分配、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成功的战略实施要求组织的权力分配、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必须协调和平衡。作为高层管理者，如果你授权让一个经理人员替你做出决策，你就必须开发出合适的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使他有动力和责任替你做出决策。假想一个经理人员天生就具有做出正确决策的动机，是不现实的。

战略实施也要求企业正确地处理控制与信任的关系。在控制与信任之间达成平衡的方法是，当企业构建其控制体系时，必须“疑人”，但制度上疑人的目的，是为领导者在心态上信任下属创造条件，提供保证。如何将必须履行的控制职能与领导者的日常领导工作分开，避免控制对信任的削弱作用，是领导者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采用相关多元化战略的企业，由于其竞争优势源于不同业务部门的协同而产生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其功能配置、权力分配、业绩评估、激励政策的安排，应围绕着使竞争优势得到发挥而进行。具体的办法是，那些共用某些功能可能实现范围经济、共同组织能够实现规模经济的活动，其职能或部门配置在公司总部；采用相对集权的过程管理模式，以便促进协同；业绩评估以各事业部对公司整体发展的贡献为基准，以便激励合作。非相关多元化则相反，主要功能配置在事业部，采用分权的模式，同时以客观的业绩为基准进行业绩评估并制定激励政策；资源配置以公司战略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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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变革：动因与过程管理






战略变革的推动者必须切记：战略变革永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变革领导者的内心世界可以是孤独的，但在行动上必须唤起广大的追随者。如果在战略变革的过程中扮演孤胆奇侠，呈个人英雄，要不了太久，他的勇气和自信就会被发自内心的孤独与惶惑所替代。同时，孤独与惶惑常常会严重侵蚀其安全感，从而使其变革行为变得更具自我保护，甚至更狭隘的色彩。





如果战略变革的目标不能真正反映多数组织成员的需求，那么变革对于大多数组织成员来说，只是更换了一个领导后的三把火，他们只是这场政治游戏的观众：既无意参与，结果与他们也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战略变革不同于革命。革命是剧烈的，全面系统地否定过去，试图在整体上改变方向，彻底颠覆组织运行的原则；而变革谋求变化的深度、范围、性质都与革命有明显的不同。变革一般只作用于局部，追求渐进的修改或调整。因为变革是局部的，变革领导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需要决定变革的方向与范围，即变革什么、变革多少、保存什么等等，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其重要而又艰难的工作。





交易并不意味着丧失原则，更不意味着卑鄙。事实上，变革者经常在变革和交易之间达成平衡：在观念和态度上进行变革，在过程中和结果上进行交易。





即便对于权力基础十分稳固的变革者而言，在变革的初始阶段，撤换较多的变革者自己主观认定的不支持变革的人，同时提拔那些向变革者表示忠心、支持自己变革设想的人，也是不合适的。“不换观念就换位子”，并非是每个变革者都可以轻松发表的豪言壮语。权力在让所有反对自己的人亡命天涯的同时，也会将支持者变成反对者。





很多领导者喜欢善于理解自己意图的下属，喜欢和下属之间那种心照不宣、心有灵犀的微妙的默契感。但在变革沟通的过程中试图体验和享受这种感觉的神秘，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对特定事件表达自己立场的人，其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自己的需求、欲望、冲动、知识、经验、信息的质量和范围等因素所影响。他们中不乏很多具有正义感、责任感、冷静和睿智的人，但还有部分人或者具有暴露癖，或者无所事事，或曾遭受挫折。对后一种人而言，事实是什么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立场的表达或者情绪的宣泄。网络上的公众不是由同质群体构成的；相反，他们数量庞大，具有无限多的类型，甚至根本就是不定形的、多变的。
 
那些通过发动媒体力量获得影响力和知名度，进而获得实际利益的人，转眼之间就可能成为舆论力量的攻击对象

 。





变革领导者的个性品质对成功变革的价值，总是与其变革动机相联系的。变革者的变革目标如果反映或代表了组织本身或多数组织成员的需求，那么，他的执著、坚定不移、毫不妥协、永不退让、无所畏惧，就会成为感召、凝聚和激励支持者的精神力量，成为变革成功的坚强基石。但如果变革者的目标未能代表组织的深层价值、反映多数组织成员的需要，那么，他的固执己见、毫不妥协、无所畏惧，就成了不择手段、独裁、暴力和残忍的标志。虽然他可能胁迫某些组织成员参与变革，但更多的时间是在“独舞”：在多数组织成员的观望和冷漠中、在社会公众的品头论足中艰难地支撑，勉力摆出“漂亮”的舞姿。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揭示，得以生存和延续的既不是最强壮的物种，也不是最聪明的物种，而是最适应变化的物种。在今天经常发生剧变的商业环境中，企业同样需要适应变化才能生存。适应变化就需要变革。而战略变革，无论对推动变革的领导者，还是其所在的组织，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和机遇：如果能够确定正确的变革目标和战略，有效地推动变革的实施，企业就会顺应变化，脱颖而出；而变革的领导者（以下简称变革者）也常常一夜成名，成为人人仰慕的企业英雄。但是，如果变革者未能正确理解组织的真正需要，变革方案设计不当，就会遭到来自组织内外的巨大阻力；变革者壮志未酬，空怀余恨，而企业也可能陷入四分五裂之中。

给定战略变革的环境，战略变革的成效取决于以下主要因素：变革者的动机、品质与可依托和利用的资源；变革目标与内容的设计；变革的战略、方法以及变革过程控制的有效性，参见图9-1。变革者的动机、品质以及可依托的资源，决定变革者影响组织成员参与变革的力量；变革目标与内容一方面决定变革与组织命运、组织成员利益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决定变革的成本或变革的阻力；而变革的方法和过程，则决定变革过程的效率。






图9-1　决定战略变革绩效的基本因素



下面，本章根据图9-1的框架，按照战略管理的基本思路，考察战略决策者拥有的资源、能力、所处的变革环境，确定变革目标和战略，为变革者推动变革战略实施，提供思维方法。




第1节






变革领导者：动机、品质与可依托的资源



变革者发动变革的动机和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组织成员对变革的态度或参与变革的意愿；而变革者的个人品质及其可以依托的资源，决定其影响组织成员参与变革的力量有多大。所以，本节在介绍战略变革概念的基础上，介绍变革者如何对自己的变革动机和资源进行评估，以便为制定变革目标和战略提供帮助。


一、战略变革与权力


所谓战略变革，就是对组织发展的战略目标，特别是目标赖以实现的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方式、行动系统、组织文化等进行调整和变化的过程。我们这里特别采用一个中性的变革定义：变革即变化。

变革未必是好的，比如血腥内战导致的人与物的残骸；反对变革也未必是坏的，比如对错误变革目标和战略的抵制。是好是坏关键取决于战略变革的动机、目标、战略以及结果，是提升了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适应性，增强了组织持久发展的能力，改善了组织的绩效；还是相反。

之所以采用这样一个中性的变革定义，是因为变革已经被不恰当地高尚化和神圣化了：变革往往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个正义、道德和伟大的事业；而变革者同样被披上一种积极、进步、无私无畏、真理化身一样的光环。这种习以为常的做法使得这样一种潜在的可能常常会变为现实：某些利欲熏心却道貌岸然的人以变革的名义，将个人的偏好和动机置于组织的利益之上，并以组织利益的名义使之合法化、合理化，进而同样以变革的名义，冠冕堂皇、不择手段地采取行动，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的偏好，剥夺他人利益，巩固私权，排斥异己，谋求私利。在一个权力很难受到约束和制衡的转型社会中，对这种情况是需要特别加以警惕的。

尽管变革的责任不仅仅在于个人，但是只有在个人的领导下，变革才会获得成功。因为变革不可避免地要对权力进行重新分配，对组织结构、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组织运行程序等进行调整，打破原来的习惯和秩序，并带来较高的不确定性，所以常常会招致各种各样的阻力。因此，变革必须由推动者实施强有力的领导。按照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1978）的定义，领导的过程，是具有特定动机和目的的人们在与他人的竞争和冲突中，调动各种制度的、政治的、心理的和其他的资源，去激发、吸引和满足追随者的动机的过程。领导和推动变革过程的重要基础在于权力。权力包括两个基本要素：动机和资源。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缺少动机，资源的价值就会萎缩，力量就会衰减；没有保证动机实现的资源，动机也就毫无价值可言。

古往今来，权力为什么会遭到反抗或者挑战？首先在于权力持有者的动机，其动机未能代表或反映组织及组织成员的需要；其次的原因才是权力持有者控制的资源不足。

权力的本质是一种关系（James Macgregor Burns，1978），是具有特定动机和资源的权力持有者与具有特定动机和资源的权力作用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双方的权力基础——动机与道德的感召力量的不对称、掌控的资源方面的不对称，造成了双方相互作用关系的不对称，或者双方影响力的不对称：一方可以影响、支配另一方的行为，甚至剥夺另一方的意志。

权力的本质是一种关系
 而不是一种“东西
 ”，不是王冠、玉玺或者枪杆子，不是可以直接传递或继承的实物。这意味着变革者即便获取了合法权利，得到了可以发号施令的职位，也只是拥有了权力的部分基础。他必须认真考虑权力作用对象的需求，必须仔细培育、经营、管理好这种关系，才能真正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时，变革者必须仔细评估自己变革赖以进行的组织内外环境，以及自己拥有的变革资源和能力，才能制定恰当的变革战略。


二、变革者的动机、资源与外部环境


战略变革的领导者必须切记：战略变革永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变革者的内心世界可以是孤独的，但在行动上必须唤起广大的追随者。如果在战略变革的过程中扮演孤胆奇侠，呈个人英雄，要不了太久，他的勇气和自信就会被发自内心的孤独与惶惑所替代。同时，孤独与惶惑常常会严重侵蚀其安全感，从而使其变革行为变得更具自我保护，甚至更狭隘的色彩。

所以，变革者开始推动一项重要的变革前，必须首先认识清楚这个问题：“大多数组织成员以及关键的外部利益相关者，怎样理解和认识我的变革动机？”如果多数人认定自己的变革很大程度上出自于私利，那么，是否发动这场变革就需要再作认真的考虑。

首先，变革者自己认为自己真正的变革动机是什么，对变革者本人也许很重要，但对组织成员是否参与和支持变革过程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古往今来，所有的独裁者都对自己的正义、道德、伟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信不疑。秦始皇如此，希特勒也是如此。退一步讲，即便变革者的动机是绝对高尚的，但若变革者不能让多数追随者正确地理解自己的高尚，依然会给组织带来灾难，给变革者带来巨大的风险。因为理性的组织成员和外部关键利益相关者不会简单地听变革者说什么来识别变革者的动机，而是通过观察变革者的行为来识别变革者真正的动机。

组织成员在观察变革者行为、识别变革者动机的过程中，特别着意观察的指标，是变革者怎样对待自己的利益、对待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小团体的利益。这也常常使某些变革者陷入两难困境：即便变革者为了彰显正义的动机，愿意自己做出某些忍让和牺牲，但如果变革者为了获得领导职位而与组织内部的某些成员进行了交易，从而结成了小的利益集团，变革者实现自己获得领导职位的目标以后，如果急于兑现承诺，会让大多数组织成员怀疑其动机；如果不兑现其承诺，又会导致原来的支持者转变成反对者。看来电影《无间道》经典台词“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是有道理的，如果变革者权力基础不稳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其次，变革者需要对自己是否具有成功的变革者所需要的品质进行评估。

成功的变革者并没有统一的形象，有的高大英俊，有的貌不惊人，我们只能识别出他们具有的某些共同的特质和不具有的某些特质。成功的变革者需要承诺、坚持不懈、勇气和忘我精神，以及情绪上的成熟性，善于自我克制——某个个人的狂怒可能只会伤害他的一个或数个邻居，但不受约束的CEO不受约束的盛怒可能会给整个组织带来灾难。变革不可能在真空中无阻力地平滑地进行，成功的变革者还需要有较强的权力运用技巧，能够有效处理分歧，讨价还价、说服他人、相互酬答。

马斯洛将自我实现视为人类的最高需要。但是，成功的变革者却不能仅仅追求自我实现。追求自我实现太“自我”了，太本位了，一般只适合于单纯的个体行为，很难唤起追随者的响应。成功的变革者需要追求相互实现或者共同实现
 。相互实现不是源自于变革者的内在因素或自身需求，而是来自于变革者与组织成员的相互作用；来自于变革者开放而又包容的态度、接受教训的能力、从周围环境中学习的能力；来自于在自主性、创造性与依靠他人之间取得平衡的能力。

所以，变革者的个性品质对成功变革的价值，总是与其变革的动机相联系的。变革者的变革目标如果反映或代表了组织本身或多数组织成员的需求，那么，他的执著、坚定不移、毫不妥协、永不退让、无所畏惧，就会成为感召、凝聚和激励支持者的精神力量，成为变革成功的坚强基石。但如果变革者的目标未能代表组织的深层价值和反映多数组织成员的需要，那么，变革者的固执己见、决不妥协、无所畏惧，就成了不择手段、独裁、暴力和残忍的标志。虽然他可能胁迫某些组织成员参与变革，但更多的时间是在“独舞”：在多数组织成员的观望和冷漠中，在社会公众的品头论足中艰难地支撑，勉力摆出漂亮的舞姿。如果变革者掌控的资源足够强大，组织内部中的某些唯利是图者可能会归顺于他，并且给他提供掌声、喝彩、阿谀奉承，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孤独与焦虑。

驾驭冲突，也是变革者必须具备的技能。成功的变革者总是站在组织冲突的不同的利益群体之上，通过建设性的任务冲突，而非破坏性的关系冲突，激发创造性思维，使群体产生创造性的变迁。而蹩脚的变革者则总是直接参与到群体冲突之中，与相关的利益群体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在驾驭冲突方面，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伟大的榜样。

另外，可以肯定的是，具有改革精神却优柔寡断、摇摆不定、猜忌成性的领导者，很难成为成功的变革者。

最后，除了自己的动机、品质和能力以外，变革者还需要评估自己可以依托和掌控的变革资源，包括组织内部的资源和外部环境能够提供的资源。首先评估组织内部的资源：

• 哪些群体是变革的支持者？他们占据的位置以及在组织中的影响有多大？他们的数量、忠诚度以及对变革成功的信心如何？数量庞大但一盘散沙、缺乏效忠之心、摇摆不定的追随者队伍，常常会让变革者产生错觉，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从而给变革带来风险。

• 组织中可以用于支持变革的经济资源，包括资金的数量有多少？信息资源有多少、质量有多高、及时性如何？变革者自己对这些资源的可支配程度有多高？等等。

此外，还需要对组织外部环境中能够提供的资源进行评估：

• 对变革者的权力或地位有重要影响力的关键外部力量是谁？支持变革者的关键外部力量是谁？他们占据的位置或影响力如何？他们对变革者的认同度或忠诚度如何？

• 组织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如贷款银行、供应商、代理商等等，对变革者及其变革的认同度和支持度如何？在关键时刻，他们愿意提供帮助吗？比如，在关键的时候银行会给予贷款支持、供应商会给予更长时间的账期（回款期限）、代理商愿意预付款给企业？还是恰恰相反？

• 社会公共理解力与价值取向：变革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公众一致吗？社会公众会怎样理解变革者的动机？社会舆论会站在变革者的立场上吗？等等。

理性地评估自己的动机、品质，以及所处的环境和拥有的资源，并不是想让变革者谨小慎微，缩手缩脚，一事无成；而是希望变革者能够更全面地评估变革风险，制定更可靠的变革战略，而不会因为过于理想主义和天真烂漫而步中国古代某些变法者的后尘。




第2节






变革的目标与内容



变革者对自身的动机、能力、环境中能够提供的资源进行评估以后，还需要评估变革环境以确定可能遇到的挑战、必然要支付的成本以及自己掌握的资源和能力是否足以支持变革战略的成功。


一、变革的愿景和目标


在组织变革的起始阶段，构建能够激发组织成员变革热情的理念和愿景，并促使决定性数量的人接受这种愿景，是通向变革成功的最为关键的环节。

如果战略变革的目标不能真正反映多数组织成员的需求，那么变革对于大多数组织成员来说，只是更换了一个领导后“三把火”中的一把。他们只是这场政治游戏的观众：既无意参与，成败与他们也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师出无名，唤起追随者，特别是有识之士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是困难的。

一个有效的变革愿景和目标，应该清楚地刻画出来变革成功之后的组织图景，以及参与变革的组织成员在变革成功后的组织中的地位和角色；同时，也需要描述出来，如果不变革，企业未来的图景将会是什么样子，从而为塑造危机感提供基础。

合适的变革愿景，应该建立在对未来环境变化趋势的深刻洞察、对组织成员需求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变革者个人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的基础之上。与环境变化趋势相协调并反映组织长远利益的变革目标，能够起到两个基本作用：

• 激励作用：激励组织内部的关键成员，积极地参与变革的过程，推动变革的进行。

• 分化作用：将变革过程中可能蒙受损失的少数人与绝大多数可能得到利益的组织成员区分开来，促使大多数组织成员参与变革。

如果没有合适的变革愿景，所有的组织成员都可能成为变革的阻力：因为不可避免的变革成本，包括实际耗费的资源、损失的机会、时间和因为不确定性而带来的心理上的伤害。


二、变革的范围与内容


学术界将战略变革分为两种基本的模式：一种是渐进的连续的变革，一种是组织战略、结构、体系和文化等方面同时发生的导致原有运作方式根本性改变的革命性变革。多数情况下的战略变革不同于革命。革命是剧烈的，全面系统地否定过去，试图在整体上改变方向，彻底地颠覆组织运行的原则；而变革谋求的变化的深度、范围、性质都与革命有明显的不同。多数变革一般只作用于局部，追求渐进的修改或调整。因为多数变革是局部的，变革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需要决定：


·变革的范围与内容：
 需要进行多大程度、多大范围的变革？是在整个组织范围内，还是某一个局部？如果是局部，应该是哪些部分？


·保存与维持的内容：
 在战略、组织结构、运行体系、组织文化、组织资源等不同层面的内容中，哪些需要保存与维持下来？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其重要而又艰难的工作。变革的内容和方向，决定哪些群体是可以依靠的力量，哪些群体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变革的内容和范围，则决定变革的成本、变革持续的时间。同时，这也是组织成员识别、推断变革者变革动机的关键因素。对变革什么、保存什么，不能做出明确的区分，是变革过程中动荡和混乱持续不断，员工无所适从的关键根源之一。

变革者需要认识到，不同的战略变革的范围、深度、性质，对既得利益者的影响是不同的，因而变革需要投入资源的数量与类型、坚持的时间、解决的困难、需要的技巧和能力的特点等，都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拆分、剥离、关闭业务，与并购一个新的业务，需要的资源和能力、处理的问题等就有很大的差别；在事业层面，战略定位的转变，如从差别化转化为成本领先战略，与从成本领先转变为差别化，需要的资源和能力也有本质的不同。从成本和难度上看，进入相关业务领域相对容易，进入非相关业务则难些；增加一个部门、拆分一个部门、分权等，相对容易得到实施，而合并许多部门，减少很多职位、收权／集权，则相对难些。变革者还需要识别，组织内部的哪些内容深深地根植于组织的深层性格或普遍利益，因而不容易受权威或说服的影响；而哪些态度或信念则是表面化因而易于改变的。

另外，组织成员的构成也会对变革的成本产生影响。在一个异质性的组织中，即组织成员的利益、需求、价值观、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的组织中，组织成员的目标常常不是收敛集中的，而是有很多路线彼此交织的。同一个领导者可能这几个月是追随者心目中的英雄，过几个月在不同的目标上则可能是众矢之的。组织成员高度同质且认同变革目标，是变革者最理想的组织环境。而面对高度同质却不认同变革目标的组织成员，变革者首先要做的事情恐怕不是埋怨组织成员的无知和愚昧，缺乏集体意识，不是沉迷于“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孤独，或者试图改变组织成员的观念，而是需要变革自己：我的变革目标需要向哪个方向变革？

对变革范围和内容做出选择，需要全面、可靠的信息。但组织的正式沟通系统常常充斥着大量的经过过滤或扭曲的信息。所以，变革者控制合适的信息渠道，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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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变革的过程管理与控制



变革目标和内容确定以后，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变革过程，保证变革的实施就成为变革成功的关键。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John Koter）通过对大量公司变革的系统研究，总结了变革过程中常犯的几种错误：

• 过于自满：在组织转型过程中，如果经理和员工们都缺乏一种紧迫感，自满情绪高涨，就不会成功实现变革的目标。

• 独木难支：对于变革来说，光有组织领袖积极支持还不够。如果没有高效有力的领导团队，变革可能会暂时在表面上取得一定进展，但是那些对立派早晚会去破坏创新，变革很容易流产。

• 低估了愿景的力量：愿景在变革中非常重要，它可以引导、团结并激励大多数人投入行动。如果缺乏一个鲜明的愿景，对未来没有正确的判断，转型往往会变成混乱的、不协调的、纯粹浪费时间的项目。

• 对变革的愿景传播不足：只有在大部分员工的支持下，大规模变革才可能产生。但人们通常不愿意为了变化而做出牺牲，除非他们真的认为变化带来的潜在利益对他们极具吸引力，或者他们相信这种转变是可能变为现实的。

• 没有扫清变革的障碍：障碍在变革中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如果不能扫清这些障碍，尽管很多员工都支持愿景，但在感受到阻力的情况下，他们的积极性会一落千丈，从而使变革归于失败。

• 没有步步为营：真正的变革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没有短期的目标让人们去追求和自我激励，那么战略变革将面临失去动力的危险。

• 过早地宣告胜利：过早地宣告胜利就像踏进了通往实质性变革道路上的陷阱。除非变革已经深深地渗进了企业文化之中，否则变革的成果非常脆弱，很容易失势。

• 忽略了将变革融入企业文化：如果想巩固变革的成果，那它就必须成为人们处理问题的主要方式，它必须深入地渗透到企业或是部门的血液中去。

犯下如上8种错误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些严重后果的表现主要有：

• 新战略得不到很好的实施

• 收购完成后无法取得预期的协同作用

• 业务流程再造投入时间过长，成本过高

• 机构精简却无法控制成本

• 质量计划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下面，我们以科特的研究为基础，针对中国企业变革过程管理中的问题，对变革时机的选择、变革团队的构建、变革中的沟通、创造变革成效、消除变革障碍等几个关键环节，进行重点分析。


一、选择恰当的变革时机


组织变革的时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组织依然身处顺境，蓬勃发展的阶段进行变革；另一种是在组织发展已陷入停滞甚至走向衰落的时候进行变革。虽然两种时机的选择各有利弊，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顺境时变革比在危机时变革要更好。

因为顺境时期变革虽然在塑造危机意识，消除自满情绪方面需要额外的努力，但是毕竟此时士气尚在，变革所需要的资源基础尚存。如果危机时才开始谋求变革，虽然这时组织成员已经具有危机感，并能够接受比较激烈的变革措施，但是，危机意识绝不意味着组织成员向哪个方向变革更容易达成一致，危机意识也绝不意味着组织成员更具有大局意识和牺牲精神；相反，我们观察到的多数处于危机状态的中国企业中，组织内部成员对更为稀少的资源、机会的争夺和占有欲望更为强烈，斗争更为激烈。更为重要的是，组织中最优秀的人才在组织陷入停滞之前可能已经离开了企业；变革所需要的资金等资源，也可能已经损耗很多，外部利益相关者，如银行、客户、供应商等的信心，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这时，变革者可以利用的主要资源可能只剩下人心向善的愿望了。

在组织处于上升阶段发动变革，变革者必须能够有效地揭示组织危机的来源，塑造足够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克服高涨的自满情绪（John Koter，1995），打破布莱克和格里格森（J. Stewart Black，Hal B. Gregersen，2004）揭示的阻碍战略变革取得成功的脑障之一：视而不见。


二、组建强有力的变革领导团队


变革领导团队的构成，取决于变革的目标、内容或涉及的范围。原则上说，与变革目标确定和实施相关联的关键管理人员，都应该纳入变革领导团队中。但实际上，对变革的态度，也是确定领导团队构成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

身处重要位置的某些实权人物，由于担心利益方面受到损害，常常有可能对变革犹豫不决、徘徊不定，甚至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如何处理这些人，对于权力的资源基础不是非常扎实或者权力不是非常稳固的变革者而言，常常是变革中的最大挑战：将其排斥在变革领导团队之外，几乎就将其推到了对立面；将其纳入到变革领导团队中，他又可能在其中起到消极甚至阻碍的作用。

事实上，变革者始终要在变革和交易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在观念、态度、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变革，在过程中和结果上进行交易。
 对于这些人，变革者首先的选择是转变其态度和观念，同时在利益方面给予合适的补偿和安排，尽力使其支持变革。将一个可以争取甚至可以依靠的力量逼入绝境，将朋友变革成敌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得不偿失的，更何况“穷寇”的反抗力量有时候更是不可低估的。


变革的实际领导者是否把自己明确地放到名义领导者的位置上，也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权衡的关键在于对变革风险的判断、变革者进退选择的空间、变革者可供利用的资源等。

即便对于权力基础十分稳固的变革者而言，在变革的初始阶段，撤换较多的变革者自己主观认定的不支持变革的人，同时提拔那些向变革者表示忠心、支持其变革设想的人，也是不合适的。“不换观念就换位子”，并不是每个变革者都可以轻松发表的豪言壮语。权力在让所有反对自己的人“亡命天涯”的同时，也会将支持者变成反对者。


组织冲突的接触点，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的相互对立的领导中心之间，而正是在这些领导中心之间的对立关系，可能出现冲突的和解或化解。领导的冲突和结盟，反过来又会塑造舆论。


三、积极构建变革愿景和战略


形成一个变革领导团队以后，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就是构建变革愿景，确定变革目标、内容和战略。我们在第2节对此已经有详细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四、有效传播变革愿景和战略


很多领导者喜欢善于理解自己意图的下属，喜欢和下属之间那种心照不宣、心有灵犀的微妙默契感，但在变革沟通的过程中试图体验和享受这种感觉的神秘，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变革者必须主动出击，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和场合，宣传变革的愿景，传递变革的理念，特别是和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的关键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时，借助于关键支持者的力量，通过他们去扩大沟通的范围，取得更广泛的组织认同。

变革沟通的对象，应该涵盖组织中的所有对象，既包括赞同变革的群体、观望的群体，也应该包括反对的群体。某些群体反对变革，可能的原因之一不是变革目标和内容本身，而是变革者的态度——对他们的存在的漠视。让在变革中利益可能受到伤害的人旗帜鲜明地赞同和支持变革，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大胆想象。但是，无视他们遭受的损害，拒绝与他们进行沟通，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相对于组织内部的沟通而言，有些变革者特别重视和组织外部成员的沟通，善于操纵媒体力量，为自己的变革制造声势。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变革者和媒体、公众舆论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我们既无法识别其中存在哪些影响因素，更无法识别这些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对特定事件表达自己立场的人，其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自己的需求、欲望、冲动、知识、经验、信息的质量和范围等因素所影响。他们中不乏很多具有正义感、责任感、冷静和睿智的人；但还有部分人或者具有暴露癖，或者无所事事，或曾遭受挫折。对他们而言，事实是什么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立场的表达或者情绪的宣泄。网络上的公众不是由同质群体构成的；相反，他们数量庞大，具有无限多的类型，甚至根本就是不定型的、多变的。那些通过发动媒体力量获得影响力和知名度，进而获得实际利益的人，转眼之间就可能成为舆论力量的攻击对象。


变革者在推动变革时，在企业内部还没有就变革的愿景、战略与过程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将变革公众化，会导致这样一种局面：社会公众在网络、报纸上讨论这家企业是否应该变革、应该向哪个方向变革，而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如其他管理者、员工却对此所知甚少；社会公众在讨论与他们的命运、前途休戚相关的问题，而他们自己却被搁置在一旁，处于旁观者的位置。这常常使变革的参与者感到受到漠视，使变革的参与者变成变革的阻碍者。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在变革的起始阶段将变革公众化仅在一种情况下是可取的：在整个社会公众都对这家企业是否应该变革、应该向哪个方向变革存在完全一致的认识，但企业内部存在较大阻力的情况下，将变革公众化，可以借助于社会的力量来减少阻力。


五、谨慎选择变革行动的优先序，创造明显可见的成效以坚定信心


变革愿景沟通无效，会导致变革的失败。但是，变革者以宏大的愿景激发组织成员的期望，这种期望反过来会转化为组织成员的期待和要求，这种期待甚至远超过变革者最初确定的具体目标。期望过高，常常会导致失望更大。变革是对结构、程序、文化等进行调整的过程，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低效和混乱。但变革者绝不能高估组织成员对低效和混乱状况的理解力和接受力，特别是在反对者时时寻求反击和谴责变革的借口的情况下。

变革者在变革方案设计时应该预先设计好，当变革进行到哪个特定阶段时，必须在哪些范围内创造明显可见的短期成效。“创造”是约翰·科特（1995）精心选择的一个词汇，它最好是在变革过程中实实在在产生的。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以是在变革之前预留的某些资源，在变革的关键阶段，在那些支持变革的部门中释放出来的。

创造实际的明显可见的成效，需要确定变革行动的优先序：对于权力基础不是非常巩固的变革者，从最容易见到成效的地方入手，循序渐进，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合适的选择。比如，如果变革的目的是通过资源和能力的共享，达到1+1>2的效果，那么，第一步先做到1+1=2，进而谋求1+1>2就可以了。想要一步达到目标，常常欲速而不达。

创造明显可见的成效之所以重要，在于变革的引擎启动以后，信心，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的信心和关键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心，就是支撑变革得以持续下去的最重要的力量；而信心常常以绩效为基础。比如，联想并购IBM PC业务，无论对联想还是IBM PC部门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变革。并购宣布后第一个季度的财务报告出来，销售、利润大幅度下降，大家都可以理解——这是变革后的正常反应；第二个季度销售和利润依然下降，多数人仍可以理解——因为整合需要时间；如果第三、第四季度甚至第二年依然持续下降呢？

如果你是联想集团的董事会成员，你还会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经理层及其决策吗？如果你是联想或IBM PC的骨干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其他公司用比较高的薪酬诱惑你，你还会像以前一样对企业高度忠诚吗？如果你是联想的贷款银行，你还会毫不犹豫地给联想流动资金贷款吗？如果你是联想的供应商，你还会给联想三个月的账期（回款期限）优惠吗？如果你是联想的代理商，你还会给联想支付足够的预付款，以帮助它渡过难关吗？

中国有句古话：“墙倒众人推”，用以反映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漠。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信心的丧失，就极有可能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其实是利益相关者无可非议的保护自我利益的理性反应。而防范这种情况的出现，则是变革者的责任。


六、采取有力措施，消除障碍


如果变革进行到一定阶段，能够创造出明显可见的短期效益，变革者就可以以这些成效为依据，大力表彰、奖励、提拔支持变革并能实施改革设想的人，同时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处理“典型”的阻碍变革的人。使用强制性的手段处理阻碍变革的人，在数量方面应该进行审慎的控制。表彰和处罚，都以客观的成效为依据，这样才可以巩固成果，深化改革。

如果变革者在变革的初期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急于求成，采用高压的变革手段但遭到了强烈的抵抗，导致变革陷入僵局，这时消除障碍、推动变革的另一种方式——交易，常常也是必需的。交易的内容一般是可识别、可感知，或者可计算、可度量的内容，比如可以是经济利益、提拔、认可、表扬，也可以是掌声、欢呼、承诺和顺从。但是，交易常常会导向某种短命的关系，因为买主和卖主一般不会重复同一交换，他们都必定要转向新的满足类型和水平。最重要的是，交易型的满足本身可能是一种仅限于表面的和无足轻重的满足。

有些变革者依靠其精心制造并夸大了的危机或者竞争威胁，塑造危机感，激发下属对变革目标的承诺，但却无暇兑现自己对组织成员所做出的承诺，无视组织成员持续的强烈的广泛的动机、需求、目标和价值观，是将支持者推向对立面的合适方法。


七、巩固成果，进一步推进变革


随着变革的深化，变革者必须利用组织成员对变革不断增加的信任和信心，进一步推进对所有不协调或与变革愿景不符合的制度、结构和政策的改变，在变革愿景的指导下确定新的、具体的、可衡量的变革目标，用新的计划、主题和变革工具来使变革处于活跃状态。同时，通过各种途径，使组织成员清楚地感受到变革与组织成功之间的关系，将变革意识融入组织文化之中。




第4节






空降兵与组织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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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难成功，空降兵主导的变革，更是如此。除了公司体制、与老板的磨合等原因，空降兵自己对三个问题的回答，也是成败所系。

中国有一句俗语：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近十年来，国内许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遭遇发展瓶颈而又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便想起了“外来和尚”——人才市场上的职业经理人。这些高薪聘请来的经理人，被称为“空降兵”。他们被给予厚遇的同时，也被寄予厚望：推动企业变革，突破发展瓶颈，创造业绩飙升的奇迹。

但是，多数空降兵都辜负了人们的期望。从2000年初开始我们研究了12例由空降兵推动的组织变革，其中有10例是不成功的。一部分空降兵在充满激情和引人注目的变革过后，被迫黯然离去，还有一部分虽然留了下来，却褪去了五彩的光环而罩上了失败的阴影，地位甚是尴尬。从企业角度看，组织变革后，空降兵竭力构建的制度、流程等似乎形同虚设，人们还是按照老习惯工作着；员工的忠诚感、士气在积怨冲刷下裸露出了疲态；昔日与供应商、客户的和谐关系如今布上了难以抹平的伤痕；在社会贬大于褒的议论声中，企业的声誉、形象等无形资产的价值，也受到了连累。

不可否认，任何变革都是惊心动魄和充满挑战的任务，失败的先例固然很多，但对于不乏傲人业绩和管理经验的空降兵来说，如此之低的变革成功率，不能不让人觉得困惑。我们认为，空降兵变革失败，绝非仅仅像有些人推断的那样，是因为期望太高，所以失望太大，也不能仅仅在公司治理结构等空降兵没有多大影响力的因素上找原因，更不应该把所有的讨论都集中在空降兵与老板及其元老们的人际冲突上。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空降兵自己选择的变革方式上，或许会有更大的实际意义。

笔者的研究发现，空降兵失败，通常始于对以下三个问题的不当处理：对企业现有的管理系统进行完善和提升，还是重构一套全新的管理体系；提高效率，还是创造价值；变革沟通是公众化，还是内部化。在具体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探讨一下空降兵变革为何如此困难。


一、空降兵变革，难在何处


与在企业中工作多年的管理者不同，空降兵推动变革面临以下特殊的困难：


管理技能和权威无法简单移植。
 空降兵到一个面临困境或瓶颈的企业中推动组织变革，所依赖的资源基础是其以前积累的管理知识、经验、信息、威望，以及运用它们创造价值的综合能力。这些知识、技能和威望，在空降兵脱离了原来的企业之后，马上就成为过去。特别是当行业、企业的结构、文化、技术、人员素质等方面与原企业存在较大差异时，空降兵知识与技能的应用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进而影响空降兵的权威。没有权威，不能服众，组织就不可能统一行动和实现共同的变革目标。


在新环境中获得多方支持与合作并非易事。组
 织变革因涉及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的重组，必然牵涉多方面的利益，并给多数员工带来不确定性，仅凭一人之力或者仅有老板支持并不代表能够成功。另外，空降兵过高的薪酬与待遇虽然反映了老板对空降兵的信任，但也会让其他管理人员愤愤不平，反而影响老板与原管理团队之间的信赖关系，增加空降兵获得原管理团队支持与合作的难度。


整体积极评价淹没在局部负面评价中。
 空降兵在变革时，往往为了获得全局的利益而牺牲局部的利益，为长远利益而痛弃眼前利益。但是，人们评价其结果时，却容易从局部和短期的损失来评价。这些负面的评价累积起来，将转化为对空降兵的敌意与抵触，使变革阻力增大。


个人能力、努力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复杂，反馈缓慢。
 管理空降兵需要在特定环境中通过别人来实现组织目标，而且目标的实现常常具有滞后性，这使得人们很难有效地将空降兵创造的价值与其他管理者创造的价值以及环境的有利因素令人信服地区分开来。这就导致空降兵不太容易迅速取得胜利，有时即使取得了胜利，人们也可能不会把功劳单纯归功于“空降兵”。没有明确的功劳而又拿着公司最高薪水的空降兵，将对组织的容忍度形成考验。不幸的是，急功近利的公司和老板，通常容忍度都不高。

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管理空降兵的变革之路将充满崎岖与坎坷；相反，另外一类空降兵——技术空降兵——在来到一家新的公司后，却往往显得如鱼得水。对比这两类空降兵的不同特点，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空降兵变革的难处。


二、技术空降兵为何更容易成功


“空降”并不必然意味着艰难或失败。在管理空降兵纷纷落马之际，很多企业花高薪从外部聘请的一流技术人才——技术空降兵——却大多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我们将技术空降兵与管理空降兵的差异进行比较（见表9-1），可以更深刻地体会管理空降兵实施变革的艰难。



表9-1　管理空降兵与技术空降兵的差异






这里要特别解释管理空降兵的专有资产。他们的专业资产是其积累的知识、经验、信息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实施变革、创造价值的能力。这些资产，原有管理团队成员也有，尽管应该说这些资产在结构、质量和数量上存在差别，但是这些差别很难区分和识别。为了证明存在差别，进而证明自己的价值，管理空降兵只有一个办法：迅速提高公司业绩。但这时，完成任务需要合作和支持、结果无法简单评价、结果归因困难这三个因素又决定了这条道路会非常崎岖。而对于技术空降兵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

可见，空降兵变革确实存在特有的困难，但是，若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在变革前慎思和妥善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依然存在很大的成功机会。


三、变革前要慎思的三个问题



问题一：对现有的管理系统进行完善和提升，还是重构一套全新的管理体系？


空降兵一般来自于业内著名的大公司，这些大公司在公众眼中，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其系统和流程之完备，令人称羡。而空降兵着陆的地方，往往是一些正处在成长期的公司，这些公司的特点，可以这样概括：“乱而充满活力”。这时，空降兵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选择是，对现有的管理系统进行完善和提升，还是重构一套全新的管理体系？在老板和员工的期盼下，同时也在自己热情的驱使下，很多空降兵常常选择更为艰难的前者。

从某家著名外资IT公司空降到国内一家大型IT公司的欧阳先生就面临这样一种选择（本文案例中出现的一些人物和公司隐去了真名，下同）。欧阳先生空降履新的阳大公司虽然经历了多次高层人事变动，但公司内部依然保留一种充满亲情和凝聚力的文化。作为一家由校办企业发展起来的高技术公司，公司内部的许多人员之间要么是师生关系，要么是同学关系。公司内部下级对上级常以“老师”相称。

在组织结构与管理方面，阳大公司具有如下特点：公司内部缺少明确的政策、系统与流程，员工按照以往形成的惯例行事；员工的岗位经常调整，大部分员工都是多面手，或者说没有专职的工作；优秀员工经常自发做自己分外的事，但也有一小批免费搭车者；企业广泛依赖反应迅速、灵活性高的非正式沟通系统。此外，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较小，企业文化相对强调合作。

欧阳先生走马上任后，曾为阳大居然被许多人视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典范感到不可思议。在他看来，这家组织臃肿、分工不明确、决策不科学、管理人员忙于救火的公司，能够发展到现在真是奇迹。

面对这种局面，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彻底摧毁这种结构和文化，以机械式管理系统对其进行替代。他要重建一种以权力集中、层级分明、分工科学、制度严格和控制严密为基础的新的结构与文化，同时削减不能盈利的业务，更换不能接受这种文化和管理模式的人员。

欧阳的“新政”在公司内部引起极大争议，下面的议题就是这场争论的一个缩影：如果你在公司看到暖瓶倒了，是否把它扶起来？“是你的职责，你必须扶起来；不是你的职责，就不需要你管。”欧阳明确的回答为这场争论画上了休止符。

经过一段时间的剧烈动荡，阳大已非老员工甚至创业者心目中的阳大，事实上老员工已经所剩无几，公司变得面目全非：原有的忠诚、凝聚和创新精神没有了，但是新的管理体系和文化也没有建立起来。最后欧阳不得不黯然下课。

从整体上看，阳大原有的管理系统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和完善的有机式管理系统，或者说是一个低层次的有机式管理系统。欧阳在这种情况下的选择并不是唯一的。一个选择是提升有机式管理系统的层次，使其成为一个效率更高，组织协调性与一致性程度更高、反应速度更快的高层次有机系统。另一个选择是重构一个机械式管理系统来替代原有的系统。哪一个选择更优，取决于企业的战略、环境、技术、人员素质、规模等因素。

阳大是一家IT企业。IT产业技术进步速度快、需求变化幅度大、竞争强度高，在这类产业中，机械式管理系统的价值非常有限。相反，能够对变化的环境做出快速有效反应的有机式结构或许才是更优的选择。

可能是部分地吸取了以往空降兵在摧毁后不能重建的教训，最近，唐骏加盟盛大时表示，他的当务之急将是学习和了解盛大，尽快地融入盛大的团队中去，而不是改变盛大。


问题二：变革的重点是提高效率，还是创造价值？


企业追求的效率目标可分为两类：静态效率（static efficiency）和动态效率（dynamic efficiency）。静态效率是尽可能利用各种手段或选择，将现有资源的价值发挥到极点，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率。它意味着削减开支、精简业务、裁减人员。而动态效率则强调创新，其重点是价值的创造，以及资源与机会的创造。它意味着开拓业务、发掘市场机会、开发新的商业模式。我们的研究发现，空降兵往往不自觉地把追求静态效率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忽视了为企业创造价值。

地处中国北方的东泰集团创业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涉足电子、化工、制药、医药零售等领域。到90年代末，公司在经历了高速成长之后，业务陷于停滞。

曹先生此时空降到该集团。他到任后，首先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效率的措施，如削减开支、精简规模、砍掉看来没有前景的业务等。然而，这些追求静态效率的措施表面上似乎达到了“止血”的效果，实际上却摧毁了组织的造血机能。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进一步下降，人心涣散，许多管理人员和员工不知道自己明天是否还会保住饭碗，有些人甚至趁乱取利。这些追求静态效率的措施，使曹先生逐渐变得孤立，以至于最后不得不离去。

排除行业经济周期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张醒生在空降亚信之后，所选择的目标则是为企业创造价值。他的“全方案”战略旨在指引亚信向电信以外的其他行业发展，为亚信寻找新的增长点。比如，现在的一些大型管理软件在中国前景看好，人力资源管理软件的发展尤其迅速，因此2003年10月，亚信以645万美元的现金和价值255万美元的股票获得了太平洋软件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BI业务。这个管理系统将为中国石化管理大约100万员工的信息，同时，张醒生还认为BI解决方案也将在能源、交通等行业有着广泛的应用，将来为亚信带来新的收入。

从总体上看，动态效率应该是企业追求的核心目标。只有如此，利益相关者的期望才会得到更好的满足，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平衡。而追求动态效率，实现价值创造，需要企业与优秀员工彼此做出长期的承诺并相互忠诚，形成相互依赖和共生共荣的关系，并需要形成一种以信任、合作、勇于创造和对非道德错误的宽容等为基础的文化。而有些空降兵追求静态效率的变革恰恰损害了这一点。

只有静态效率能够成为实现动态效率的途径或手段时，追求静态效率才是合理的选择。对于在追求静态效率的过程中受到重重阻碍的空降兵而言，是不是该换一个视角，先放下“大刀”和“阔斧”，用战略上的创新为企业寻找新的增长点？


问题三：变革沟通，公众化还是内部化？


大企业聘请空降兵或小企业聘请知名度较高的空降兵，常常是媒体关注和跟踪的重点，这使得空降兵常常可以较为方便地借助于公共媒体传达变革的战略、目标和关键举措，或者说，使企业的变革公众化。然而，过早地将变革公众化虽然可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社会关注度，但也会让多数组织成员陷入蒙在鼓里的尴尬境地，并因感到公司将自己视为陌生人而失望。

尽管沟通对变革异常重要，并且，未能对变革的愿景进行有效的沟通是导致变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致力于沟通时，空降兵必须明确：有效沟通的对象，或许首先是内部的利益相关者，然后才是公众。

1999年末，国内最著名的职业经理人之一孙女士受聘于国内一家电器集团，任其副总裁。经过4个月的艰苦工作，为该集团制定了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未来3—5年的发展战略。在取得公司高层经理人员认同，但多数中基层经理人员对此所知甚少的情况下，该集团2000年4月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规模浩大的由供应商、客户、渠道、媒体等参加的新战略发布会，将集团的变革目标与内容公之于众。

这种操作方式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社会公众在网络、报纸上热烈地讨论着这家企业是否应该变革、应该向哪个方向变革，而企业内部的其他中低层管理者和员工却对此所知甚少。

外人在讨论与他们的命运、前途休戚相关的问题，而他们自己却被放到了旁观者的位置上。中层经理们在感到前途未卜的同时，也切身品尝到了受漠视的滋味，至此，最糟糕的第一印象悄悄而迅速地形成，并且从变革之初一直到变革以失败而谢幕的整个过程中，执拗地发挥着它的阻碍作用。孙女士对沟通方式和沟通对象的错误选择，为她的变革埋下了隐患。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在起始阶段将变革公众化仅在一种情况下是可取的：在整个社会公众都对这家企业是否应该变革、应该向哪个方向变革存在完全一致的认识，但企业内部存在较大阻力的情况下，将变革公众化，可以借助于社会的力量来减少阻力。

至此，我们讨论了空降兵变革的三个重要问题。作为推动变革的一种重要方式，以及职业经理人市场正在发挥作用的标志，空降将是一个永恒的现象。空降兵失败一次，受影响的最多只是一个经理人和一个企业，但如果空降兵屡屡失败，将摧毁人们对整个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信心，而且，越是市场的高端，受害将越重。长此以往，我们恐怕很难在中国看到这样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一家以信息为主业的巨型公司，会备此厚礼聘请一位饼干大王来主政。没有这一幕，我们到哪里去欣赏大象的精彩舞蹈？所以，为了更多的精彩，请空降兵们审慎处理好上述三个关键问题。




本章小结



战略变革就是对组织发展的战略目标，特别是目标赖以实现的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方式、行动系统、组织文化等进行调整和变化的过程。给定战略变革的环境，战略变革的成效取决于以下主要因素：变革者的动机、品质与可依托和利用的资源，变革目标与内容的设计，变革的战略、方法以及变革过程控制的有效性。变革者的动机、品质以及可依托的资源，决定变革者影响组织成员参与变革的力量；变革目标与内容一方面决定变革与组织命运、组织成员利益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决定变革的成本或变革的阻力；而变革的方法和过程，决定变革过程的效率。

成功的战略变革需要变革者能够选择恰当的变革时机；构建强有力的支持变革的领导团队；正确地界定变革什么、保持什么；构建能够反映多数组织成员需要的愿景和目标；进行有效沟通，努力传播变革愿景和目标；谨慎选择变革行动的优先序，创造明显可见的成效以坚定信心；采取有力措施，消除障碍；深化变革，使组织成员清楚地感受到变革与组织成功之间的关系，将变革意识融入组织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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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内容选自刘学，《空降兵，变革前请“三思”》，《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04年5月号。感谢《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同意作者在这里再次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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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逻辑、战略思维与战略平衡






随着社会经济的演化和发展，资源的，内涵和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农业时代可以直接触摸、丈量的土地，变成工业化时代的设备、原材料，进而变成信息经济时代的知识、流程以及其他无形资产。外部环境也变得光怪陆离、变幻莫测、难以琢磨。资源内涵和形式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本质特征的变化，为企业战略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机会，但也使战略决策的依据变得更复杂，更难以把握和检验。





战略创新如果不是建立在可以被检验的科学的假设之下，可能给我们带来灾难。比如，经过华尔街的数学家们不断深化的创新，原本可以直接观察、触摸的财富，如土地、设备、房屋等，逐渐变成了纸上的数据、屏幕上的符号，每天数以百亿美元的衍生金融产品交易，不再取决于实体经济的运行，而是取决于各种各样的指数或函数，甚至指数的指数、函数的函数。创新导致各种金融产品背后的假设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神秘，因而越来越难以检验，甚至使投资者麻痹到理所当然地以为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检验的地步。当世界经济体系被虚假的创新“虚拟化”以后，信心的基础变得更为抽象、更为模糊，有时候极度膨胀，有时候极度脆弱，从而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起伏和波动。





成功的战略既需要挑战传统思维的重大创新，又需要严密协调的内在逻辑来支撑。





战略决策与行动的核心，一方面是通过对不可控关键变量的适应与因势利导，顺应大势、规避风险；另一方面是通过调节、操控或改变可控关键变量，制订行动计划，创造竞争优势。





企业一旦创立，就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而存在。这个有机的生命体要想保持持续的生存和发展，构成这个生命体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组织内部的不同功能之间、不同的机制安排之间、企业与所处的环境之间，等等，必须达到基本的协调和动态的平衡。


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主题。创新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组织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的性质。在充满田园色彩的农牧时代，资源、财富主要表现为土地，其数量和质量可直接度量、直接感知。当机器轰鸣、烟囱高耸的工业化时代开始以后，设备和原材料变成了最重要的资源，利润成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最重要的指标。而在以创新为核心的信息经济时代，企业的核心资源更多地体现在一些不可直接感知和模仿的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组织作业流程等内容上，账面利润则成为最不掌握内情的人才真正尊敬的东西。同时，组织和个体生存的环境特征从均质、稳定、可预期，逐渐转变为异质、急剧、方向莫测。

资源内涵和形式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本质特征的变化，为企业战略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机会，但也使战略决策的依据变得更复杂、更难以把握和检验。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战略创新如果不是建立在可以被检验的科学的假设之下，可能给我们带来灾难。比如这次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就与曾经被金融学家们奉为神明的金融创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经过华尔街的数学家们不断深化的创新，原本可以直接观察、触摸的财富，如土地、设备、房屋等，逐渐变成了纸上的数据、屏幕上的符号，每天数以百亿美元的衍生金融产品交易，不再取决于实体经济的运行，而是取决于各种各样的指数或函数，甚至指数的指数、函数的函数。创新导致各种金融产品背后的假设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神秘，因而越来越难以检验，甚至使投资者麻痹到理所当然地以为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检验的地步。

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成果是，绝大多数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资本也不再是高度稀缺的资源。个人的消费需求、企业的投资决策、资本的流动方向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信心。但是，当世界经济体系被虚假的创新“虚拟化”以后，信心的基础变得更为抽象、更为模糊，有时候极度膨胀，有时候极度脆弱，从而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起伏和波动。

成功的战略既需要挑战传统思维的重大创新，又需要严密协调的内在逻辑来支撑。本章对战略管理的内在逻辑进行了重新梳理，对战略思维的基本过程进行系统概括，对战略选择和实施中需要协调和平衡的关键问题进行再次强调，以便使读者形成整体框架和系统认识，同时，也更方便读者识别战略逻辑背后的基本假设，从而为检验战略的可靠性提供支持。本章很大程度上是前面各章总结部分的系统概括，内容有些重复，但作者认为，为了达成上述目标，重述这些内容是必要的。




第1节






战略的逻辑



本书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定义战略。狭义的战略是指达到目标的最优路径、基本原则或指导思想。广义的战略则是指组织在特定的环境中所确定的长远目标、达到目标的最优路径，以及对应于最优路径的、连续一致的行动的独特组合。

战略是为企业长远的全局性目标服务的；战略确定的依据，是企业所处的环境和拥有的资源／能力；而战略的重点在于目标指导下行动的一致性、集中性和连续性。


企业的长远目标包括愿景、使命、战略目标。
 愿景是愿望的景象，是一种集体的认知图像和心理模式，是一个企业在可预见的未来希望达成的目标的直观、形象、有吸引力的描述。愿景通常应该描述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或经营业务的范围边界；企业力求达到的产业地位目标；企业将要满足哪些客户的需求，满足这些客户的需求将要开发或具备的能力等。

企业使命陈述企业存在的理由，包括企业对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以及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责任，反映了所有者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期望和核心理念。确定企业使命的目的，首先，在于激励作用；其次，在于平衡利益相关者关系，协调利益相关者矛盾和冲突的作用；再次，使命陈述是确定经营重点、制定战略和配置资源的基础，也是设计组织结构、确定员工行为准则的起点；最后，企业使命还需澄清和表达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态度，保证企业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

战略目标是愿景的分解。愿景刻画一个企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要达到的图景。这个可以预见的未来，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久。而战略目标，是在愿景和使命指导之下确定的关于企业在较长时期（一般为3—5年）内要达到的水平的界定与描述。战略目标一般要回答以下三个基本问题：企业现在在哪里、企业要到哪里、怎样才能从这里到那里。

战略目标和战略确定以后，企业在付诸实施之前必须对其进行检验。检验的基本内容包括：第一，检验与愿景是否一致。第二，检验目标和战略赖以建立的环境假设、资源能力假设是否可靠，即检验目标与外部环境发展变化趋势（如客户需求、技术、政策、产业竞争格局等）的变动是否一致。第三，如果基本一致，接着检验落实该战略所需要的关键资源、能力是否具备；如果目前不具备，能否在战略规划期内培育或获得。第四，检验战略实施的步调和节奏是否与环境变化的节奏、资源能力开发、筹措的节奏相协调。第五，还要推断实施战略可能诱发何种新的问题等。


战略确定的重要依据之一是企业所处的环境。
 环境分析一般从宏观环境分析开始，最主要的分析工具是PEST。宏观环境分析不能仅仅罗列事实，首先必须站在特定企业的角度，找到影响产业／企业的关键宏观环境因素。第二步要分析、推断这些关键环境要素未来的变化趋势——通常那些变化的因素更可能给企业带来机遇或者威胁，而常量的影响则比较小。第三步要在推断这些因素未来趋势的基础上，识别这些环境变量影响产业／企业的机制或途径。

一般情况下，环境影响产业／企业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要么影响需求，要么影响供给。而对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需求数量和需求结构的影响上。但对供给方的影响则要复杂得多。不仅影响供给的数量和结构，而且会影响其他很多因素，比如有时候会影响供给方的成本；有时候会影响供给方所在产业的利润空间；或者产品生命周期——新技术的出现可能使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或者延长；或者资源的价值——原来引以为豪的核心资源和能力，可能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甚至成为累赘；有时候环境变化会影响到企业的边界：原来在企业边界以内的职能或活动，不得不转移到企业边界以外，才能使企业的生命得以延续，进而重获竞争优势。

宏观环境分析完毕后，接着需要对产业环境进行考察。有时候宏观环境和产业环境分析是密切关联而不是相互独立的。波特的产业竞争强度模型有助于我们理解产业内竞争的来源，特别是有助于我们对潜在加入者、购买方和供应商的力量、替代者威胁的大小等问题的理解，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一个产业的整体利润空间。

在工业制造领域，有些产业结构高度不稳定，产业价格水平对生产能力变化或需求变化高度敏感。产业价格水平对产能或需求变化的敏感性取决于供求两方面。如果一个产业的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很低、产品差别化程度很低、生产的固定成本和设备的专用性程度很高，通常是利润空间高度不稳定的产业。当在位者扩大产能、潜在进入者进入或者需求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产业价格大幅度下降，进而导致产业利润空间大幅度下降。如有色金属、重要的基础医药化工原料等产业，均具有这样的特点。进入这样的产业，不仅需要考虑是否具备进入这类产业所需要的资源，更重要的是评估是否具备持久竞争能力。

竞争对手也是外部环境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在垄断或新兴产业中，竞争对手影响本企业的直接途径，一是竞争对手采取的主动行动，二是对本企业战略做出的反应。推断对手的主动行动或反应，要分析其关键决策者是否具有采取行动或做出反应的动机；而企业关键决策者的动机源于目标和现实水平之间的距离、决策者对目标的忠诚度的驱动。如果竞争对手的关键决策者高度忠诚于企业的目标，而且目标和现实水平之间有较大的距离，对手就具有采取行动或做出反应的动机；但在技术上可行的行为空间（能够达成特定目标的所有技术上可行的措施或办法的集合）中，竞争对手会采取何种行动，取决于对手对其自身拥有的资源、能力，以及所处环境的认识。

企业战略决策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决定企业业务定位，决定做什么。业务定位要考虑三个关键问题：值不值得做、能不能做、如何做
 。将值不值得做与能不能做分开考虑，有助于提高决策的可靠性。

一个业务值不值
 得做，或者对企业具有多大吸引力，主要取决于环境因素决定的业务本身的性质，应从市场需求、利润空间和风险三个维度进行考察。对于市场需求，首先应调查市场现在的规模有多大，然后再推断市场未来的成长空间和速度。市场成长源于现有客户增加采购数量、提高采购频率，潜在客户转化为现实的客户。根据具体产品的性质或特点，识别制约该产品现有客户提高采购频率、增加采购数量，潜在客户转化为现实客户的基本变量，再根据基本变量对市场成长的制约程度将其分为关键变量和非关键变量；搁置非关键变量以后，根据环境和企业的资源／能力，将关键变量分为可控变量、不可控变量、半可控变量，基本可以判断出市场成长的空间和速度：一般而言，在决定市场成长的关键变量中，不可控、半可控变量越多，市场成长的速度就会相对缓慢，空间就会比较有限，反之亦然。

利润空间则取决于产业竞争强度，可以用波特的五力竞争强度模型来判断；利润空间的稳定性取决于产业结构的稳定性以及产业价格水平对产能或需求变化的敏感性。常见的风险来自于政策、技术、市场等方面的跳跃性的、不连续的变化。


战略确定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企业的资源和能力。
 资源能力评估必须耐心细致、理性客观。高估自己的资源能力容易导致轻敌冒进，低估则可能丧失机遇。资源、能力分析应从企业高管团队的评估开始，深入到产品、技术、制造、销售、服务、财务、人力资源、政府关系等各个方面，从现有的、未来的两个维度，一一识别出企业拥有的资源和能力；然后将其分为核心的资源、核心的能力，入门的资源、入门的能力，并判断企业资源／能力的价值。

判断资源的价值有两种基本途径。第一种途径是在资源的稀缺性、客户需求、可获利性三者之间寻求交集：稀缺的资源如果能够以客户可接受的方式、价格等满足客户的需求，并且其创造的价值企业能够分享到合理的份额，才是对企业具有持久价值的资源。第二种途径是看企业战略：企业战略决定后，实施战略需要采取的措施、采取的措施需要何种资源来支撑——与战略一致的资源，才是对企业有价值的资源。

由于资源和能力的价值会随时间而贬值，必须对资源与能力进行持续的开发与投资。资源的开发与投资，需要在持续性和适应性、专注性和灵活性之间求得有效的平衡，并对战略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

在资源开发与投资的持续性和适应性之间取得平衡的关键，首先取决于决策者对未来变化是否可逆的判断：如果未来变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那么，迅速调整资源开发和投资的方向以保持适应性就是重要的；如果未来变化趋势是可逆的，那么，保证资源开发和投资的持续性，就是重要的。其次是对环境变化幅度大小或变化急剧程度的判断。如果环境变化幅度较小，并不剧烈，那么，现在或过去拥有的资源的价值依然可以持续，而适应未来的替代技术或资源的竞争优势不是很强，那么，是否投资于未来的资源以保证适应性，则需要审慎选择，特别是在投资时机方面需要谨慎把握。

在专注性和灵活性之间进行平衡要考虑三个关键维度：一是地域维度，二是时间维度，三是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维度。即站在全球市场的角度，对不同技术模式在不同区域市场、不同时间的成熟度或可接受度进行仔细的评估和考察，然后根据企业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决定技术模式选择和开发的顺序或梯度。

在高技术领域，人力资源不再是普通的人力资源，而是决定公司资产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人一旦流动，公司的价值就会发生贬损；有时候虽然没有产生流动，但其价值也会发生波动。所以，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不是限制其流动机会，而是防止其产生流动的动机；而要防止其产生流动动机，就需要识别其主导需求，并设计合适的激励机制满足其需求。

评估企业能不能
 做好一项业务，或者判断一个企业进入新的业务领域能否成功，需要考察企业是否具备进入该领域所需要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和能力，但是，笼统地看，评估是否具备这些资源并不能保证判断的可靠性。根据业务流程，将完成该业务的过程分成若干环节，识别每个环节的关键成功要素，判断每个成功要素需要何种资源、能力来支撑，企业是否具备、具备多少，这样有助于识别成功的概率和风险的来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不是各环节需要的资源、能力公司都具备的时候才能“做”。如果需要的资源能力，公司具备一部分，但还缺少一部分，这种情况下到底做还是不做，需要评估的是：缺少的部分能否在短期内培育出来或者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接着评估环境——竞争对手是否具备？客户对公司初期并不完善的产品或服务是否能够接受或容忍？如果对手也不具备且客户可接受初期质量或功能并不完善的产品，意味着市场能够为企业培育缺少的关键资源、能力提供时间和机会。


“如何做”
 的基本思路与评估“能不能”有着密切的联系，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第一，如何利用企业拥有的资源来弥补缺少的某些资源的不足，把这项业务先做起来；第二，如何培育、获得缺少的关键资源和能力；第三，如何规避风险；第四，如何创造竞争优势，超越竞争对手。其实，前三项内容是需要同时考虑的，第四项可以略迟一些。


企业战略决策的本质，是根据企业的目标，将所处的环境与企业拥有的资源／能力有效地协调起来。
 企业层战略要考虑的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现有的业务发展战略：哪些业务重点发展、哪些业务维持现状、哪些业务可以考虑收缩或者退出。其次是未来是否进入新的业务领域、进入何种业务领域，以及进入新业务领域的方式选择——是通过直接投资还是兼并收购等。

公司层战略决策的主要分析工具，都反映了战略决策的本质：使环境与企业的资源／能力相协调、相平衡。比如波士顿矩阵的两个维度：需求增长率，反映的是环境；相对市场份额，则是企业资源／能力决定的。麦肯锡—通用电器矩阵的两个维度：业务吸引力，是我们在外部环境分析后进行的总结；相对竞争地位，则是企业相对市场份额加企业在该业务领域成功所需要的资源能力与企业拥有的资源／能力的一致性——我们在资源能力分析判断“能不能”时进行的总结。SWOT矩阵的机会和威胁来自于环境，优势和劣势则取决于企业的资源能力。

战略决定以后，能否得到有效实施是战略成败的关键。战略实施的核心，是保证企业的组织结构与企业战略相平衡、相协调。使结构与战略协调，就必须处理好这样几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使权力分配、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相协调、相平衡。第二，必须在控制和信任之间达成平衡。第三，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达成平衡。

战略变革，就是对组织发展的战略目标，特别是目标赖以实现的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方式、行动系统、组织文化等进行调整和变化的过程。给定战略变革的环境，战略变革的成效取决于以下主要因素：变革者的动机、品质与可依托和利用的资源；变革目标与内容的设计；变革的战略、方法以及变革过程控制的有效性。变革者的动机、品质以及可依托的资源，决定变革者影响组织成员参与变革的力量；变革目标与内容一方面决定变革与组织命运、组织成员利益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决定变革的成本或变革的阻力；而变革的方法和过程，则决定变革过程的效率。

成功的战略变革需要变革者能够选择恰当的变革时机；构建强有力的支持变革的领导团队；正确地界定变革什么、保持什么；构建能够反映多数组织成员需要的愿景和目标；进行有效沟通，努力传播变革愿景和目标；谨慎选择变革行动的优先序，创造明显可见的成效以坚定信心；采取有力措施，消除障碍；深化变革，使组织成员清楚地感受到变革与组织成功之间的关系，将变革意识融入组织文化之中。

我们还讨论了战略决策的组织过程
 。决策始于对问题的识别。问题的识别过程，可以视为一个差距分析的过程。识别出问题以后，问题解决者需要正确地陈述问题。问题的陈述需要在抽象和具体之间寻求平衡：当你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决定因素在哪里时，从相对抽象的层次提出问题；当你知道解决问题的关键要素的范围时，从相对具体的角度提出问题。

问题识别和陈述完毕，我们建议决策者根据问题出现的频率，信息的完备性，以往是否具有解决问题的经验、方法或标准，结果的可预知性四个方面，将问题区分为结构化问题、非结构化问题、半结构化问题。

对于结构化问题，我们建议管理者根据企业战略，制定协调一致的政策、规则、步骤和程序，将结构化问题通过程序化的方法来解决。对于非结构化问题，需要首先确定决策标准，决策标准来自于解决问题要达到的核心目标、实现目标的环境约束和资源能力约束；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出方案时注意把方案的提出和方案的评价分开，以避免提出和评价混在一起同时进行所导致的相互干扰和相互抑制，保证思维的发散性，从而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评价方案时根据统一确定的决策标准对不同的方案进行评价，以避免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标准对不同的方案进行评价所导致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而保证思维的收敛性。对于半结构化问题，我们建议管理者适当地、有限地授权：由授权对象在符合公司战略、政策的前提下，根据现场信息和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步骤、方法，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在有限空间内适当地灵活处理。基本的原则是，结构化问题严格按照程序化的方法来解决；非结构化问题根据问题的具体性质、状况等，在广泛的范围内寻求灵活的解决方案；半结构化问题在有限空间内灵活处理。




第2节






战略思维



管理者对组织中的现象或问题的感知水平，决定其对问题的反应方式（Linda，1999）。管理者对组织中的现象或问题的感知与反应，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事件（events）感知——反应性行动（reactive action）、模式（patterns）感知——适应性行动（adaptive actions）、系统结构（systemic structure）感知——创造性活动（creative actions）。一般而言，事件感知——反应性行动、模式感知——适应性行动可以消除症状，只有系统结构感知——创造性活动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管理者要提升对问题的感知与反应方式的层次，需要构建整体思维框架，而不是基于局部信息、局部视角对问题的根源或最终结论做出判断。构建整体分析框架，首先需要保证思维的清晰性：首先找到影响问题的基本变量，保证基本变量相互独立，而不是交叉或者涵盖的关系；把不同的影响因素按照特定的逻辑关系，分为不同的层次。其次，要保证思维的完整性：穷尽所有可能的路径或基本影响因素。再次，要保证思维的动态性：动态思维是在分析时加入时间维度，关注相关事件的连续变化过程，重视驱动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培养动态思维能力的简单方法是经常在二维空间中勾画行为——时间图形。

战略思维过程的要点是：第一，识别影响一个目标实现的基本变量，并将其按照特定的逻辑关系构建成一个整体分析架构。第二，将基本变量区分为关键变量与非关键变量；一个基本变量是否是关键变量，取决于该变量对拟分析的问题的制约和影响程度。如果该变量条件基本具备或者不是制约拟分析问题（如利润目标的实现）的关键制约因素，就是非关键变量。对非关键变量在决策时可以不必给予特别重视，但在行动时必须关注其变化趋势。第三，根据环境和公司的资源、能力，进一步将关键变量区分为可控变量、半可控变量、非可控变量。战略决策与行动的核心，一方面是通过对不可控关键变量的适应与因势利导，顺应大势、规避风险；另一方面是通过调节、操控或改变可控关键变量，制订行动计划，创造竞争优势。

分析第1章中快餐店的案例，在利润维持不变的基础上，半年时间里中实现销售收入增长18％的目标。我们首先确定快餐店实现销售收入增长的最基本选择或路径：增加顾客人数，包括提高老顾客回头率和增加新顾客；提高人均消费。然后根据其所处的环境和拥有的资源来评估，这三条路径中哪一个是最优的；如果提高老顾客回头率是最优的，再考察需要采取何种行动；如果提高人均消费是最优的，需要采取何种行动，等等。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在目标指导之下的、与环境和资源相协调的、连续的、一致的、集中的行动。

我们在分析立体停车设备的案例时，通过检验决策者的基本假设，发现决定该投资决策成败的关键在于潜在市场能否转化为现实的市场。而潜在市场能否转化为现实市场，需要从客户分析开始。企业的客户可以分为两种最基本的类型：直接用户和最终用户；然后我们再分析影响最终用户和直接用户需求的基本变量；找到基本变量后，我们再根据基本变量对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的制约程度，将基本变量分为关键变量和非关键变量；识别出关键变量以后，我们再根据环境和资源，将关键变量分为可控变量、不可控变量、半可控变量；进而根据不可控变量判断风险的来源、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的时间和成本等；最后根据企业的资源、能力，决定企业的战略和行动选择，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在目标指导之下的、与环境和资源相协调的、连续的、一致的、集中的行动。

我们分析业务吸引力时，需要推断市场需求成长的空间和速度。市场需求成长源于最终客户，而最终客户可以分为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现有客户如果提高采购频率、增加采购数量，潜在客户如果转化为现实客户，就可以带来需求的增长；然后，我们分析和识别制约现有客户提高采购频率、增加采购数量、潜在客户转化为现实客户的基本变量；我们再根据基本变量对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的制约程度，将基本变量分为关键变量和非关键变量；识别出关键变量以后，再根据环境和资源，将关键变量分为可控变量、不可控变量、半可控变量。如果许多关键变量是不可控变量或者半可控变量，可以推断市场成长的速度会比较缓慢，空间会比较有限，如何规避风险是决策的核心；如果多数关键变量是可控变量，那么，我们再考虑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能力控制这些关键变量。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在目标指导之下的、与环境和资源相协调的、连续的一致的、集中的、行动。

在讨论战略决策的组织和控制过程时，我们认为决策始于对问题的识别。问题识别出来并得到正确的陈述以后，我们建议将所面临的问题根据问题出现的频率，信息的完备性，以往是否拥有解决问题的经验、方法，结果是否可预知等，将问题分为结构化问题、非结构化问题和半结构化问题。对于结构化问题，我们建议管理者根据企业的战略，制定协调一致的政策、规则、步骤和程序。因为企业战略的核心是战略目标，而战略确定的依据是企业的环境和资源。这样，我们就对结构化问题找到了在目标指导之下的、与环境和资源相协调的、连续的、一致的、集中的行动。

对于非结构化问题，我们建议决策者首先确定决策标准。而决策标准来自于解决问题要达到的核心目标和实现目标的环境约束及资源能力约束；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候将方案的提出与评价分开，避免方案的提出与评价同时进行所导致的相互干扰和相互抑制，从而保证思维的发散性；评价方案的时候按照统一确定的决策标准对不同的方案进行评价，以保证思维的收敛性。因为决策标准来自于决策的目标、环境和资源能力约束，这样，符合决策标准的方案必然是在目标指导之下的、与环境和资源相协调的、连续的、一致的、集中的行动。

政治学家泽威斯（Robert Jervis，1985）曾经说过：“一旦你形成了某种信念，他就会影响你对所有相关信息的知觉。一旦你将某个国家视为敌人，你就倾向于将所有模棱两可的行为理解为向你表示敌意。”同样，企业决策者一旦基于局部信息或者局部视角，对某个商业机会的价值做出整体判断，这种判断就会影响他对所有相关信息的知觉，他会主动亲近那些支持他最初判断的信息，同时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不支持他最初判断的信息和意见。

成功的战略一定包含某些精致的细节，但决策者在进行战略思考时，必须首先思考整体轮廓或基本结构，然后再深入细节。如果决策者首先陷入某个特定的细节之中而无暇顾及整体，他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技术人员、好的工匠，但很难成为一个好的战略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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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中的平衡与协调



企业一旦创立，就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而存在。这个有机的生命体要想保持持续的生存和发展，构成这个生命体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组织内部的不同功能之间、不同的机制安排之间、企业与所处的环境之间，等等，必须达到基本的协调和动态的平衡。

动态平衡发生于两个逆向且同步的过程当中。比如，在一个可逆的化学反应中，当正向反应及逆向反应的反应速率相等时就会达到动态平衡。在这个状态下生成物和反应物的浓度均没有改变，动态一词意指两个反应仍然在持续进行而非停滞，但刚好两者的速率相等，致使各自的浓度均没有改变，达到平衡状态。战略中的平衡是指在相互对立的两个或多个方面保持在数量、质量或功能方面的基本对等、同时兼顾。

战略决策者需要在理性分析与商业直觉之间达成平衡。达成平衡的方法首先是，决策者在感知机会的时候，主要依靠直觉。每天有无数的机会从我们眼前飞过，有人如获至宝，有人视若无物，根源在于直觉的不同。决策者评价机会时要理性，必须保持足够的客观以评估风险的来源，降低或规避某些可能的风险。达成平衡的第二个途径是，决策者在构建影响一个目标实现的整体分析架构时，必须保持足够的理性，保证思维的清晰性、完整性、动态性；但找到影响特定目标实现的基本变量以后，判断哪些变量是关键变量、哪些是非关键变量，在关键变量中哪些变量是可控变量、不可控变量或者半可控变量，可以依靠直觉。一个变量的内涵越具体、越明确，运用头脑中已有的知识和信息进行直觉判断得出的结论越可靠。

战略的选择，需要在环境、资源、目标之间寻求动态的平衡。与环境变化趋势不一致，逆潮流而动的战略注定要失败；虽与环境变化总体趋势一致，但过于超前的战略，也将蒙受曲高和寡的孤独和痛苦。战略虽然顺应客户需求、技术、政策等方面的变化潮流，但企业内部的资源能力如果不能支撑到获得预期收益的时候，所有的预期收益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所以，战略不仅要求路径正确，而且要掌握合适的步调和节奏。

确定愿景要考虑的核心是界定企业业务的边界。而界定企业边界必须在业务范围的宽和窄之间达成基本的平衡：边界要窄到足以排除某些风险，宽到足以使企业能够适应变化，把握创造性增长的机会。

同样，使命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比较和平衡的过程。企业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一方面在创造价值，同时也在分配价值。他们在创造价值的时候是合作者，在分配价值的时候是竞争者。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愿景、使命有不同的期望。如果让愿景、使命能够起到激励利益相关者、协调利益相关者关系／矛盾的作用，在最初确定时就必须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要求加以平衡。在确定使命，明确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对等平衡、双向互动。

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须在合理的利润和顾客满意之间达成平衡。拥有顾客满意，并不必然意味着企业可以获得合理的利润；但如果企业为了追求利润而损害了顾客满意，企业持久的利润必然难以得到保证。在合理利润和顾客满意之间达成平衡，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而且需要强有力的管理体系来支撑。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如果现有资源、能力或者历史上曾经为企业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资源、能力与营造未来竞争优势所需要的资源、能力不一致，企业是继续投资强化曾经做出过贡献的历史资源、能力，以保证资源开发方面的持续性，还是开发营造未来竞争优势所需要的资源、能力，以保证资源／能力开发方面的适应性？在持续性和适应性之间平衡的关键，取决于决策者对未来变化是否可逆，以及对变化幅度和急剧程度的判断。如果未来变化是急剧且不可逆转的，那么，迅速调整资源开发和投资的方向以保持适应性。如果未来变化趋势是可逆的，那么，保证资源开发和投资的持续性就是重要的。如果环境变化幅度较小，并且不剧烈，现在或过去拥有的资源的价值依然可以持续，而适应未来的替代技术或资源的竞争优势不是很强，那么，是否投资于未来的资源以保证适应性，则需要审慎选择，特别是在投资时机方面需要谨慎把握。

在资源开发和投资方面的持续性和适应性之间寻求平衡，既需要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同时也需要具备很强的平衡内部利益关系的管理艺术。

面向未来，当未来的技术或战略存在多种模式或可能，哪一种技术或战略能够成为主导模式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企业在资源／能力的开发和投资方面如何抉择呢？是选择一种自己认为最具前景的技术模式进行投资以保持资源开发方面的专注性，还是分散投资到不同的技术模式，避免对一种资源／能力的过度依赖以保持灵活性？

在专注性和灵活性之间进行平衡要考虑三个关键维度：一是地域维度，二是时间维度，三是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维度。即站在全球市场的角度，对不同技术模式在不同区域市场、不同时间的成熟度或可接受度进行仔细的评估和考察，然后根据企业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决定技术模式选择和开发的顺序或梯度。

专注性和适应性之间进行平衡的需求，产生于未来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情况。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企业常常拥有多种战略或技术方向可供选择，但哪一种战略或路径是最优的，由于有限理性，往往看不清楚。那么，企业最合适的战略选择之一是保持战略的自由度，以便随着形势的发展，一旦能看清楚下一步的选择时，能够迅速转移到正确的路径和正确的战略上去。

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必须在控制和信任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控制是保证组织稳健运行，达成组织目标所必需的，但由领导者亲自去履行某些控制职能，就不可避免地会削弱领导者和下属之间的信任关系。在控制和信任之间达成平衡的方法是，在构建企业的制度或控制机制的时候要疑人，但领导者在日常工作中心态上要信任人。把可能削弱信任但又必不可少的控制交给一个机制或职能部门去履行，使领导者在日常工作中将主要力量放在激发下属对组织目标的承诺、对组织的忠诚与信任上。

在给定资源的基础上，一个组织的生命力是组织运行灵活性与可控性的平衡。组织成长管理艺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在保证组织运行灵活性的情况下来增加组织运作的可控性，或者怎样才能在提高组织运行可控性时不损害组织运行的灵活性。增加可控性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将结构化问题程序化，按照明确的政策、规则、程序来处理。保持灵活性的途径，是对非结构化问题，根据问题本身的性质、对象、环境等具体情况，在广阔的空间中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事前不带任何定式，灵活处理。

一个成功的组织，必须保证权力分配、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的协调和平衡。如果领导者希望通过分权、授权来提高组织运行的灵活性，就必须有协调一致的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来保证组织运行的可控性。

一个组织还必须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达成平衡。高度集权虽然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但会提高由于劣质信息而导致的决策成本；将决策权分配给掌握相关信息的管理层次，虽然可以降低由于劣质信息而导致的成本，但却会提高目标不连贯而导致的成本。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达成平衡的方法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审慎地决定什么权集中，什么权下放。一般而言，与企业战略相关的权力、机会主义行为空间比较大的权力、风险比较大的权力，要适当集中；与特定绩效目标相联系的权力，应尽可能下放。





后　　记





早在2000年左右，我就对我当时的学生承诺用心写一本战略管理方面的书，将自己在研究和教学方面的积累总结出来，以方便同学学习。但时间的流逝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知道的越多，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越多。”每一章节的构思阶段总是兴奋激动，神采飞扬，完成之后则总是心存遗憾。今天鼓足勇气拿出来，心中依然有惴惴的感觉。宽慰自己的话是：管理领域没有永恒的真理。

本书是在我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MBA等学员开设战略课程的讲义基础上完成的。课上课下与同学们的交流和讨论，深化了我对很多理论问题的认识，许多EMBA学员对我的调研也给予了很多支持和帮助，这里首先向他们表示谢意。

我要向我的导师秦宛顺、靳云汇教授以及光华管理学院的同事表示感谢。二十多年来，秦先生、靳老师不仅在学业方面给了我极其重要的指导，而且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在与光华的同事们的交流过程中，澄清了许多重要的概念。我的研究助理芮华一帮助我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和资料。这里，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为了能够寻找安静的写作环境，最近这些年我每年都安排一段时间在国外，我的太太承担了全部家务，并负责教育我们正处在成长关键阶段的儿子，让我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以及我们自立自强的儿子带给我的快乐和骄傲。这本书也蕴涵着我们整个家庭的辛劳。

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图书事业部主任林君秀对本书出版的积极态度、责任编辑何耀琴对本书认真细致的工作。当然，本书中的不当之处，作者依然责无旁贷。




2009年初春于燕园



刘　学











内容提要


本书从战略思维、战略决策和战略行动三个方面，系统讨论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书构建的许多结构化分析模型，旨在帮助管理者提高思维的清晰性、完整性、动态性，并在有限信息条件下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OEBPS/Image00066.jpg
HARGRESR AL KSR
BMCHRE  SIEAD AT, TR P A7 6 R A7
HEARME A2 5 (6L R i 2 5 38 L
X5
EFHEIRE  FRUETERITAZR, SRTAE®GEIERITN
55 T A R L RS Y
JE 5
HRMEERBRE PO AR (B HRER FRGRELRE LR
o SR HE R i 3 45 AT IF o 2278
AL
GRWERAMERE  AAVT FNSHREM DN 55 ER 0 H

B R B0, R R 7
B S

LEFS S N2t 3 N
VAT He 4 B R






OEBPS/Image00067.jpg
LELL BATE PR R/

»H

/ AR

SEERE

%,

RN \

WER PR
SR/ e HREES

WAER P B

S/ WAL

a2

BE

BRI HEK

PRSP (144

R (14-5)

B

iR

AR

e






OEBPS/Image00065.jpg
FORMICK

T &R (star)

I:

71 (question mark)

m: M

(cash cow)

V: fii(dog)

Pa

RS g

1%






OEBPS/Image00019.jpg
A/ AL YGH
Wl REE D FE






OEBPS/Image00063.jpg
FIE G EHLS Sy

AR
[EEs

ARG E ML

prafaic AP R PE
AR PR

BRERENA

R TIkEER






OEBPS/Image00020.jpg
o

=

=

AT T

A, [FEARD

B. AAHi#,
Dk g:2o0]

(B 2.PREDI
il

D. BAMfERK
e






OEBPS/Image00064.jpg





OEBPS/Image00017.jpg
e

R

A 5 T

R/ M

{2 3
L'T1b)

Fli
i

PLTERIRE (F4-4)

[\ /)

R

iRt (B4-5)

BORAR

AR

B

B






OEBPS/Image00061.jpg
ARG
Peuis feh
AR

HERABI YR FRR 35 R 5 1
MR/ RES), ORI
IR A P BEURIE S, MBS AERFE]
WAEHN TS R RIEME A

AT IATRR A
3t ERRER
o






OEBPS/Image00018.jpg
it

Bam

=

*

At #it
A > IR
TR AR






OEBPS/Image00062.jpg
2T 5lbi

i

fioalan 0 104

A48/ M
R/ R

Wt/ e






OEBPS/Image00015.jpg





OEBPS/Image00059.jpg
| I E—

i *ik A

Ve Wit

LIE 3

AREE AL ILLA AL REB

AR ABLC

AR P HALD

i
Pl

2 i3
Pl i oA






OEBPS/Image00016.jpg
EEEEF

L1

=

L2 2k 2

ALK [LES

AN R WX Z TR
W5 27 (I R :
YRR B ST






OEBPS/Image00060.jpg
AR
5 =)






OEBPS/Image00057.jpg





OEBPS/Image00058.jpg
2

R B

A

FH4E





OEBPS/Image00023.jpg
HE AL BT
[T NWRC G2 ZFE BRI WA
i B AR, S E A A E AR E BB, A

AT R LR
FROTHAE R A e ]
ROV A0 B R A A ARV 730 % B
I e B K R R
BHEREE MR LB 5 N T,
54 AR
SOEEROIAEE  SORMTE DR ORI U BRI B
i oS 5
REER PR ABBEII oyl Fa KRN

B ST B Gl o M B
LORME S HAE






OEBPS/Image00024.jpg
AR AR 2

¥ g
LT

FER YR P LA

A EF
&)

AN

B BRS AiH Y LR

Al GG ) S ) A e 1 FE S






OEBPS/Image00021.jpg
LETES
MR/
R

Ik
k2

WON/ i A

HOR/ S S

e

P AR 5 e 0 5%

MRS
SRR
KHS

LY

N\

N/ kst

RLAE ™ g5 R

FPARA ) RS R






OEBPS/Image00022.jpg
SR

Fil ik

& #
A BUNOS S B. fRFH{ERIEY
C. (REFWE D. X2 5%






OEBPS/Image00000.jpg
s e

HiR Bie Ll
i
I BRI S
mmEnE
HIEHK w4
i
Wik
At
s
- Memarcn KR
K
10% IREAER
et
L

L L






OEBPS/Image00002.jpg
I
505

LR
R

RRBUY

RS
5 HEwT

N/

#siE
AR






OEBPS/Image00001.jpg
2%

W

foe

FH






OEBPS/Image00004.jpg





OEBPS/Image00003.jpg
Bk

ol

YR

£

Ik

N






OEBPS/Image00055.jpg
S

=i
R

Y

PR AR

BAGS 314
BAET BETF
BAES 3114






OEBPS/Image00008.jpg





OEBPS/Image00052.jpg
AT SR DAL SR

TR R E SRRt

PRAEXE ST A AR T A
PRBULER A/ SAGHST) L0 TR






OEBPS/Image00009.jpg
HRRRA 4
FRRBIE
B HARR 220

Fm

AT RN

N

EahiTah?
R RATY AW 1

R

it /

MHAH HFENR
il aAR

WHERR S






OEBPS/Image00053.jpg
L
Ak%
AR
WAL
i
iy
S

Nis5isiE

IR KR

LE2ivs

AN

AR

e

Bl R

A

AN

WH, %

Rl — 4k

— AR

HIPI— 4L

y
N\

BICAR k






OEBPS/Image00006.jpg
AR

B3 3

T

A

N\

AR

At






OEBPS/Image00050.jpg
A%

KRR R P/ )

f

WE S RIE /RTER )7 2/ RED AR/ KK TR

RERERESH

TS A s R P BUUHE R,

Hesk WRAE P SRR 5 BRI

AT AR N B 1) % 0

AR EE PO G LRI

R R SR e B RO 55 R






OEBPS/Image00007.jpg
HERF PR AT

R FREA AL

]





OEBPS/Image00051.jpg
(23 if SRV EA G AT/ NS
R Sholiae; AR A WA
R SRHER/ RREAL R PGB RIS
i
o’ Wi KAt/ AL/ Hok R R
1
#
g Hi ARER BT/ E35) 5 SR NwR A
#

3

HERIZRE] €4 K A

%3

AR






OEBPS/Image00056.jpg





OEBPS/Image00048.jpg
AT

RN
iR

nfarfic?






OEBPS/Image00005.jpg
Bk

2]

i

A9

g3

L

I

PERRAL LA

7 B

PO !

BT






OEBPS/Image00049.jpg
R

[ 2 I I I 1
is ] R&D i R NIIBEvR Led

[ [ 1

[
FRAALE [+ BR[| FRCELE [~ TP






OEBPS/Image00046.jpg
TR

R23

2] hL:3
/B A PRI TR
BIFHEE Kt fa]






OEBPS/Image00047.jpg
ot &Rk

FRAGER S EEARE R RS
BRG], ARG
WALV, JERIFREE
ARAETE G R 57 Y





OEBPS/Image00014.jpg
RN
Wil 35008 e

dnarfi?






OEBPS/Image00012.jpg
AORZ. il

AN

B E eV
YURRE l PEARE 2 VLU A
SO 'V L33V HI T
FREV
RSV






OEBPS/Image00013.jpg
] |
P =
L e
R o~
& 118
o
s
BE N i b
i
u &
& H e Wy AL
% i BE [
f n . R
i
L2 >
2% oot i) wan || wanm
he i LEC
P ik
el
R
e % o s
= = “A ! it
=
”

Lt
[ T -
HAAF 5450
1

JifEt






OEBPS/Image00010.jpg





OEBPS/Image00054.jpg
&

i

B

FAE H
5B E FRIFR
HHIF & REE






OEBPS/Image00011.jpg
HERE

iz

Rl

it 5 R

RNl






OEBPS/Image00045.jpg
IR 5 AR OB RS

IERUNE A A BIFARE AL/ BT

MY Al 55 (YRS A L

B/ HH A/ AR

LA MBI TSR/
SRR RO

PSRBT, (AR HRDHLL I






OEBPS/Image00041.jpg
Y 1 RERA T
SBPE SEMRE

L0
MR

Sl RRA

YRR B
P B






OEBPS/Image00042.jpg
EATHOR IR it

chtR
e AR R St
x4
AR EATHOAR 52 R g — Bt
TERA
vl
w IOHHANIE
HARM
i SINBREIANIES : 5%

GBI R SRR RS






OEBPS/Image00039.jpg
AR

i)
e

A5 S (Ee-14)

FRZE N

et

R






OEBPS/Image00040.jpg
R

AR

LA

R, $F

23

FREH

RITHS, §F
W
Wbk
Xt
WYTELN, $F

W T RN

Ll an s

RATE, RAERA

FEACEE R

AR % 9

PSSR, %






OEBPS/Image00037.jpg
& _| B R

s

AR A PN | g | IR R S

TR i WP e [ i ek

L3

@ L] WAEHAEA T
5513‘ BRI R
- WA

= 2] sk
2 [ R TABENY

T ’
AERA il | Mok

i o

Tt B | R TS
AAEG? BN

R

IMBRAE B
B Bl
WR/ L

AL B LY
Y






OEBPS/Image00081.jpg
Hiw 73
o AL R B
BEAfT
HeHRT
S

il LR

L'oN

#i

18% PREAFEH
Eeidis g
K
R ERSE

s






OEBPS/Image00038.jpg





OEBPS/Image00035.jpg
B VUMD A
IR 1
o PR El A L7 ]
- WRBOR ¥ i RN T ER R
o M T

A% XEHE

A ikl






OEBPS/Image00079.jpg
g

H#R

FRHE

L






OEBPS/Image00036.jpg
mr/lm> 2013 L4l Ls] 78 10 1|12
I I [ ]
Ef) % s o &
L I [ ]
B2
TE)
B
[
YRE ) 7] 1) ) [ [






OEBPS/Image00080.jpg
BIAL
AR

B

AR AR

L

ERISR
© S EB
o OEHHESERL R

A

W B






OEBPS/Image00043.jpg
i i X3k






OEBPS/Image00044.jpg
Ll AN/ B2 i

U /B S hiks

¥ oM AT/ A L R/ AR

g AR GBI/ S R RAS 1/ R SRl
I o idndl ATBAER R/ WA IBA/ AR

?‘E R AR SR/ B S

* MR TR/ B R B

WV TR R





OEBPS/Image00077.jpg
Y

HiR

- Sk
i
- MK

B

W2

Ithe

kR
R

i
- WELSRR
. AT
. WRGE

£

o Urif/ e
MR

BEW

o BRAFAT
[T






OEBPS/Image00078.jpg





OEBPS/Image00075.jpg
EEHEMAEABRE R, M jrghdv

1IN

M.‘E\éﬁﬁlﬁdl

T






OEBPS/Image00076.jpg
paetove Welod

®
E2
1
B
&
b
[i¢]
7
£






OEBPS/Image00030.jpg
atckaand WA RS
A K AR ATA
R
HBHITIEE?
o ZERCBEA SURYIA T o BRI BT
MY FUAEN?
o BEAUT P RI% 2iteyes o o UKRTE AT A
T 00 ey A B Y <:> AW B
ﬂﬂ’ﬂi‘lﬁb‘lﬂf PR F RS BRBURMR T






OEBPS/Image00074.jpg
)

LE

RiEtE

e





OEBPS/Image00031.jpg
WA

]

L)

P BATR T i

LEoa

i

R






OEBPS/Image00028.jpg
I HA
W/
Ak L

Hot

i

A

7 b A 30

GEU e

AR R AR






OEBPS/Image00072.jpg
AL wijz

AERUFALIIRE '
[RE e HBURK

BT ARR
ikt %2





OEBPS/Image00029.jpg





OEBPS/Image00073.jpg





OEBPS/Image00026.jpg
B /B diid)

o SRERT o A
o AR o GNP/AT RO A R 3
o BUlEOR o Fi/ST
o SRREOR o AR
o HEE o Kl
o UL R, B
e feny HARH
o Ani o BUFBRRBA/MEARN TR
G o BHOR KB/
N o HARMEHREE
AN THRKROSE o STIRAIRBRIE, %

it P
HAKF HF

e oo






OEBPS/Image00070.jpg
s
Bk TR

B

L]

®
£
-
"
&«
=
&
=
—cieMw S e
&«
B
=
s
®
£
w L3
£ ®
Bldddienas
¥
=
? =
& =

Eldmsisr®

T AR

%

T

A% EIBEE

FIRGES . R

B R RCE

D)t

BRI R






OEBPS/Image00027.jpg
B
NE
]
Ad
A
ES RIS
204258 2N
g N A
REHIEEGE
BfivE
3t AT
%
i BT
Sl






OEBPS/Image00071.jpg
3/4

174
3

15

45

3000

4000

0

3000

4000





OEBPS/Image00068.jpg
ETEITETHER, A@FLAE





OEBPS/Image00025.jpg





OEBPS/Image00069.jpg
Boll 5 BRI Ko
ERGA AN
—Edk






OEBPS/Image00034.jpg
Bl R RN

Abih
we%h
Sl 59 %
FXAERN LI
H MR A WS
AR A
FIGRATIES
R
o = -
o - REnE s
)






OEBPS/Image00032.jpg
ARG R

PR P
BALHRUBREE

R e DE i S
B3
A 5 A
ety B % b
e






OEBPS/Image00033.jpg
RS E AR
AEEIH

AR MAE ] L ARG

RS IBURA IS ?

AR H RS TG

B






